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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s by Kailin YANG, Minnie LI, and Petula Sik-Ying HO

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次針對革命勢力崛起的反應，而是一場延遲的逆轉（counter-

revolution），專門寄生於反資左派的弱點或敗北。

—— 多士卡諾（Toscano 2020）

因此，當柏林（Isaiah Berlin）著名地指出，討論自由的合理方式只有消極（negative）

與積極（positive）兩種類型，他其實就是將一次政治敗北複製到概念的層次上。這樣

一來，敗北就被自然化。根據斯齊諾（Quentin Skinner），我們被「迷住才相信，我們

知識傳統繼承的思考方式（例如有關自由的概念），就是唯一的思考方式」，而這種信

念於是就限制了我們的政治想像。然而，歷史研究的任務就是要針對自由相關的思考

展開去自然化（denaturalize），讓我們自覺意識到當下價值與概念可能性的組合並不

是必然的，更不是不言自明的最佳選項。

—— 古勒維奇（Gourevitch 2015: 19）

話說從頭，就得從敗北說起。凡是想要瞭解當代批判思潮就必須從這點事實出發。

—— 柯西彥（Keucheyan 2014: 7）

日本資本主義以及與它催生的宇野弘藏的批判理論相關的辯論給我們的啟發，在於

教我們去承認我們才勉強剛剛開始去思考那又高尚、又變態、被稱為「資本」的抽

象性。正因為資本自身構成了我們的認知架構的出發點，它才能預期我們的展望並

打敗我們的努力。

—— 沃克（G. Walker 2016: 193）

 蘇哲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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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次針對革命勢力崛起的反應，而是一場延遲

的逆轉（counterrevolution），專門寄生於反資左派的弱點或敗北。

多士卡諾（Toscano 2020）

因此，當柏林（Isaiah Berlin）著名地指出，討論自由的合理方式

只有消極（negative）與積極（positive）兩種類型，他其實就是將一

次政治敗北複製到概念的層次上。這樣一來，敗北就被自然化。根據

斯齊諾（Quentin Skinner），我們被「迷住才相信，我們知識傳統繼

承的思考方式（例如有關自由的概念），就是唯一的思考方式」，而

這種信念於是就限制了我們的政治想像。然而，歷史研究的任務就是

要針對自由相關的思考展開去自然化（denaturalize），讓我們自覺意

識到當下價值與概念可能性的組合並不是必然的，更不是不言自明的

最佳選項。

古勒維奇（Gourevitch 2015: 19）

話說從頭，就得從敗北說起。凡是想要瞭解當代批判思潮就必須

從這點事實出發。

柯西彥（Keucheyan 2014: 7）

日本資本主義以及與它催生的宇野弘藏的批判理論相關的辯論

給我們的啟發，在於教我們去承認我們才勉強剛剛開始去思考那又高

尚、又變態、被稱為「資本」的抽象性。正因為資本自身構成了我們

的認知架構的出發點，它才能預期我們的展望並打敗我們的努力。

沃克（G. Walker 2016: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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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序言一  碎裂、喧囂、觸底與逆亂

思想與實踐從來緊密糾結，卻絕非單線粗牙的想什麼做什麼，
而是永恆「介於二」的恐怖展示。蘇哲安總是懂得如何以書寫(而
且是犀利思辯的中文書寫)來證成思想糾纏實踐，或反之，或非此
非彼，的殘酷遊戲。一本書就是一具戰爭機器。

這本書的火線橫掃香港反送中(反修例)運動所滋生的論述雷
池，由近十五年來掀起的政治抗爭入手，繞經蓬勃的在地左翼論
爭、反思與轉向，蘇哲安豎立一門嶄新的劃界系譜學，綿密彈道
鎖定的是界線、翻譯與主體性三個概念所交錯激生的基進問題場
域。一切思考、論證與批判都必須回到這個問題場域中重新誕生
出來，一方面使得後殖、邊界、政治經濟學、身分政治與語言的
複雜衝突與征戰獲得嶄新的觀看視域，另一方面也藉此奠立了由
界線、翻譯與主體性所交纏共生的思想平面。

在香港這個政治學「噪點」上，界線比任何時刻都更成為思

序言一

碎裂、喧囂、觸底與逆亂
楊凱麟



ii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

想與實踐的尖銳問題。對於話語中固執回返的中西、南北、左右、
中港、內外、解殖保殖、本土建制、遷徒定居……，各種界線的
生死判教簡直無所不在與無所不是，當然，也因而無所在與無所
是。劃界並不是單純的指出界線，而是使得正反直逆不再服務於
任何一的形式對立，弔詭地「介 /界於二」。因此，尋覓「界線在
哪裡？」與質問「界線是什麼？」並不真正成為思想的關鍵問題，
或者不如說，問題不在任何已固著或被預設的疆界，更非此疆界
的表面抺除或忽視，反而是重新促使各種細微界線的創造性顯現
與誕生，無窮地激活了界限「小知覺」的敏感與警覺。這是對多
樣化世界的微分與再差異化，是任意兩種最小值 dx與 dy的動態
頡頏與特異性的持續重估。簡言之，思想就是投身於系譜學製圖
所再激活的活體世界，而界線則因為總是一再地被思想所逾越而
重新誕生在他方。界線僅因其涉及的「域外」與來自域外的力量
而存在，而劃界，不是直線，而是各種異質力量的無窮摺曲運動，
「比最遠更遠」摺入「比最近更近」……

作為抗爭中的活性界面，不論香港願不願意都已經成為一種
「界線經驗」，但比較不(只)是因為香港蟄居於犬牙交錯的地緣
政治奇點，亦不太只是其殖民與經濟歷史的複雜身世，而更是因
為其允許了一種基進思想的獨特可能，不是因為香港的過去或現
在，而是透過其一再觸底(越界)與逆亂(摺曲)的政治處境所可能
折射的未來思想。

香港「成為『前線』的原因，正是因為劃界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早已構成了當下全球政治局勢的核心。」(1-2)香港座
落為極特異的「概念性時空」，這並不是說香港成為一個抽象化
的概念，剛好相反，在批判性論述的火網交織下，思想運動在此
重軍布署，一切可思與非思的極性操演一再短兵相接，內外左右
南北都因「強辯證」而在系譜學的賭注中成為可反覆逆轉的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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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摺曲，並因此促成了「不可能的鄰近性」，一再翻迭出指
向未來的思想潛能。這個因「歧義」(mésententes)迅猛的政治時刻
命名為香港，即使是其「左翼的敗北」，仍然無可迴避地成為系
譜學凝視下的界線經驗。

想要界定當前一再加速的詭譎政治局勢無比困難，因為所有語
言都立即面臨自身怠速與固著的危機，都可能再度蹈入某種定居
殖民或共謀殖民的網羅。作為一種劃界實踐的介質，話語的地位
從來無法固著與一勞永逸，其正如同界線一樣，具有任意性與移
動性，而且正是語言的能動性與潛能必須在劃界中顯現。用蘇哲
安的話來說，「凡是語言皆為翻譯」(107)，即使(特別)是語言內
部的自為翻譯。當代基進思想不可或缺的外部性正是在翻譯行動
中一再被摺入其中，而主體性就是此一(再)翻譯 /摺曲的操作，但
不再是為了班雅明的純粹語言，不是任何形式的一或另一，而是
「介於二」，為了在語言自身實現一種等同於劃界的系譜學重估。
確切的說，語言自身的劃界實踐(翻譯)並不(只)是不同語言之間
的溝通與交換，而是「在語言的內部總是早已存在著不可思考的
外部與異者，總是因為有自身的外部性而有語言的可能。這個陌
異性的揭露並不只存在於譯文之中，而且早已內建在原文本身的
創造性構成。」1

系譜學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批判性意義，除了尼采式的價值重
估，蘇哲安的用法更是傅柯意義下的，「不從我們所是的形式來
推斷什麼是我們所不可能做或認識之物，而是從致使我們是我們
所是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做或
所思的可能性。」2系譜學離不開其所投射的開放性未來，對「我

1　楊凱麟，〈可譯性與虛擬性：班雅明的德勒茲時刻〉，發表於「翻譯德勒茲：德勒茲思
想的翻譯、轉化與創造」會議，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19/10/04, 05。

2　Foucault, Michel. «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 Gallimard, 
1994,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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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身」賦予一種批判性的生產潛能，不是為了強化任何「所是、
所做與所思」，而是從中顛覆性地轉向，催逼出不可或缺的「陌
異性」，其並不是無關的外部，而正是必須被摺入為主體性的必
要部位，也是劃界實踐所欲引入的視域更新。蘇哲安使得這樣的
批判實踐來自一切界線形式的無止境摧毀與更新，而透過語言的
內外翻譯，或話語的「流變 -可譯」，在一切既有意義與已決界線
中催逼出一種系譜學式的「譯者 -主體性」，其以「域外總是敗北
的形式」成為界線經驗本身。3「邊界的問題之所以是個基本的政
治課題的原因，就是因為它被內嵌於所有的社會關係。原則上這
就牽涉到每一個地方乃至每一個個體自我構成過程中，劃界實踐
具有不可繞過的悖論特質」(141)。2019年前後的香港，正處於這
種光影明滅的激烈翻譯時刻，「形式的一」被重新鬆動、瓦解，
讓位給「介於二」的流變。這正是布朗肖在談及翻譯時，明確以
系譜學方法提出的說明：「原作從來不是不動的，而語言中某一
時刻所包含著的所有未來，語言中意指或召喚一種另類、有時極
危險的所有另類狀態，都在文學作品的莊嚴偏航中獲得確認。翻
譯連結到這種流變，它『翻譯』並完成這種流變。翻譯僅僅因為
佔有這樣的運動和這樣的生命，才是可能的。」4

在愈來愈激烈的抗爭中，香港以其積累的動能闖入了獨特的
翻譯時刻，四處喳呼著「不規則的熱鬧狀態」(83)，無數異質力
量麇集在這個幽微的歷史開敞，它允許了系譜學翻譯的介入，劃
界成為主體性建構的必要條件。不論「香港人」與否，一切都如
黃建宏在《潛殖》中所倡議，「嘗試在沒有邊際的渾沌中想像並

3　「語言既非真理亦非時間，既非永恆亦非人，而是域外總是敗北(défaite)的形式。」法
文的 défaire（défaite 的原形動詞）有拆除、打亂、失敗等意，傅柯的意思應是指形式
總是「被拆除、瓦解」，這裡為回應本書書名，譯為「敗北」。Foucault, Michel. « La 
pensée du dehors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 Gallimard, 1994, 539.

4　Blanchot, Maurice. « Traduire », in L’amitié, Paris : Gallimard, 1971, 71.



v序言一  碎裂、喧囂、觸底與逆亂

建構出球莖般的『渾沌 -身體』[……] 偵測或感受到『邊界上的自
己』。」5界線的嶄新誕生與主體的問題化重構成為系譜學凝視下
的僅餘生命，而且勢將無可轉圜無可迴避地成為「我們自身」的
批判存有論。

在這個艱難的界線時刻裡，亦在當代政治的臨床與批判中，
我們各自在自身的轉型實踐中流變 -香港人。而這意謂什麼？蘇哲
安的答覆乾脆而堅定：變成一名劃界實踐的高明譯者。

編按：此篇序言是根據 2020 年 11 月初六萬五千字的草稿而撰寫。

5　黃建宏，《潛殖絮語》，台北：宣言製作工作室，2019 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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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香港女權的敗北
黎明、何式凝

引言

自 2019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下文簡稱反修例運動
或反送中運動)開始以來，「女權 L去咗邊？」1這句質問三不五時
便會在網路平台和社交媒體上出現。尤其當有女性遭遇警方暴力
的時候，各種網民和意見領袖便會開始大駡「女權 L去咗邊？」，
鞭笞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的「無所作爲」。2那麽女權主義者是否

1　原文「女權撚去咗邊？」「撚」在粵語中是指男性生殖器官，用於輕蔑的表達。可以直
譯為「女權屌去哪兒了？」

2　本文中的「女權」主義者泛指廣義上關心性 / 別議題的群體，在香港網民對此的習慣稱
呼是「女權」，很多針對這個群體的劃界行爲也使用的是「女權」一詞。考慮到「女性
主義」一詞在台灣的語境下有更豐富的意指，本文選擇沿用「女權」這一稱呼指代香港
的這個群體。當然女權主義者並不能被視爲一個整體，但是在這場運動中以女權主義者
身份公開發出的聲音是具有一定特徵和一致性的，因而文章選擇用女權主義統稱這一類
聲音。筆者本身也被包含在這一指稱中成爲反思的對象。如有朋友認爲自己不同於本文
所涉及的女權主義者並因此感到被有關「敗北」的批判冒犯，筆者對此向您表達真摯的
歉意，並希望有幸能夠在公共空間聼到您不一樣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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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在這場運動中「無所作爲」呢？這場運動要求女權主義者做
出的「貢獻」是什麽？女權主義者又是如何回應運動主流聲音對
其的要求呢？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左翼敗北的系譜》一書裡，
作者蘇哲安寫了很多「反資左派」的弱點或「敗北」之處。「反
資左派」，一般而言，是進步思想的代言，香港的女權派別大致
也被歸入其中。蘇哲安不但指出這種「進步思想」代言的弱點，
還宣布它的徹底失敗⸺究竟是「進步」路徑本身的失敗，還是
徒有「進步」的虛名？筆者作為女權主義者，如何看見香港反修
例運動呈現出來的女權敗北？香港女權主義者的敗北，是否也是
左翼敗北的一個實例？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香港女權主義者在運動
中的處境及其在關鍵議題上的選擇，對他們的敗北做一個速寫⸺
他們不僅認可了運動的劃界實踐，以效益主義的策略捲入運動並
被運動反向牽制，更積極地參與在話語空間規管與劃界實踐的前
缐。而女權主義者這樣的回應與參與，在筆者看來，正正坐實了
自己的「敗北」，甚至參與製造了一個使得自我批判與運動轉化
都難以發生的空間。

「女權」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處境

香港女權主義者在反修例運動中似乎一直處於一種不被看見
的狀態，儘管他們也有過數次短暫聚光燈下的「巔峰時刻」，例
如由數名女權主義學者發起的「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會」(2019年 6
月 14日和 7月 5日) 以及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發起的「反送中 #MeToo

集會」(2019年 8月 28日)。然而這樣的光輝稍縱即逝得來又不留
絲毫痕跡。「反送中 #MeToo集會」3萬人聚集中環渣打花園共同
聲討警方性暴力所帶來的感動還未在女權主義者的群體中消散，
短短兩周後(2019年 9月 15日)，支持運動的香港藝人卓韻芝在
路上被路過警員比中指的新聞就又引來了網上此起彼伏的「女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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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咗邊？」。2020年 8月 31日，一名孕婦在警員的行動中被拉倒
並噴射胡椒噴霧，9月 6日，一名 12嵗女童在旺角被警察撲倒騎
身而受傷，這兩個事件再次引爆了針對女權的圍剿和「召喚」。
作爲回應，有女權主義者於 9月 7日在《立場新聞》發佈文章力
證女權主義者自上世紀 80年代起就一直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並非「只是有興趣爭取女性的權益，對其他人的公義無甚興趣。」
(蔡玉萍，郭子盈 2020)。彷彿是用行動呼應該文章，12個性別平
權團體於 9月 11日和逾百區議員聯署「強烈譴責警方……濫用武
力壓制女童、孕婦及女性市民」(蘋果日報 2020)。聯署中雖有提
到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卻沒有
嘗試論證在拉倒孕婦、武力壓制女童的事件中如何存在「基於性
別的暴力對待」，只是簡略提到警方在去年的行動中曾涉嫌使用
針對女性抗爭者的性暴力(團體 /議員 /個人致警務處處長公開信 
2020)，但這並不是該聯署在譴責的事件。性別平權團體在該聯署
中的存在更像是在以女權的名義附議一個「民主運動」的訴求。
或許在未來女權再次被網民質疑去了哪兒的時候，這歷史的一頁
將可以出現在女權主義者新的一篇回應文章中，成爲「女權在民
主運動中從未缺席」的又一鐵證，然後再次被無視。

當運動的主流聲音用「女權 L去咗邊？」來召喚女權主義者
的時候，是在質疑女權只顧爭取女性權益卻對其他人的公義不聞
不問嗎？顯然不是。以上例子中人們問「女權 L去咗邊」的時候，
當事人都是女性而不是所謂的「其他人」，這種質疑的聲音分明
是在説：「女性受到不公待遇，女權怎麽還不出來做你們的份内
事？」有趣的是發出這種質疑的人往往正是蔡、郭一文中所説的
對女權及其工作「無知、無視」的人(蔡玉萍，郭子盈 2020)。那
麽，既然這個運動的主流聲音對女權一向「無知、無視」也不關
心，爲何突然又會召喚女權來做事呢？他們認爲的「你們女權應
該做的事情」是什麽呢？更加有趣的是，女權主義者以文章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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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作出的回應和網民針對女權的召喚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答非所
問。一方在問「女性遭遇警暴時女權怎麽不做自己的份内事？」
另一方卻在回答「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暫且不論孕婦
遭警察拉倒等事件和女權議題的關係，難道參與在香港主流社會
認知的「民主運動」中才是女權的份内事？還是女權主義者需要
證明自己是這場「民主運動」的一員才能有推動女權議題的正當
性？究竟是真的捉錯用神、答非所問，還是透過鷄同鴨講的表象，
我們可以看見這一問一答背後有著心照不宣的潛台詞？女權主義
者在這場運動中的處境爲何如此尷尬？他們對運動的附和與參與
又是為何如此的急切和不敢怠慢呢 ？

民粹神話與劃界實踐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首先需要直面運動的民粹色
彩及其運作方式。這場運動的民粹傾向已被不少觀察者留意並
討論過(Lo 2019；黎明 2020a； Sheng and Xiao 2019； 趙蒙暘 

2019； Lam-Knott 2020)，但尚未提供系統的分析。卡素尤(Maria 
Esperansa Casullo)雖然沒有討論香港的個案，但她在「民粹主義
與迷思」中提到的民粹敘事框架(2020)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
在這場反修例運動中，劃界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及其自然化
(Naturalization)的政治意味是什麼。

劃界實踐，就是劃出邊界的動作與論述，即通過分門別類來劃
分人群、地理實體、各種空間、時間以及所有的社會類別，從而
創造出各種新的主體、意識形態和現實。舉例來説，儘管香港是
一個移民城市且語言的使用呈現多元混雜的狀態，「香港人」和
「粵語」卻在運動的論述中越來越呈現出與「大陸人」和「普通話」
對立的敵我之分。香港文化評論人鄧正健更是撰文主張，操粵語
的群體和操普通話的群體之間存在族群的邊界，而操普通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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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知道另一方不歡迎自己的前提下不應該對這道邊界「自出自
入」(鄧正健 2020)。自然化則將民粹主義的深化論述成現實中的
必須，甚至視之為真理。例如，有觀察者便在其文章(Lam-Knott 

2020)中提到一些抗爭者深信民粹主義是維持反修例運動的必要條
件。翻譯了墨菲(Chantal Moui�e 2018)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 Populism)一書的東京藝術大學博士生楊天帥更在一篇有關他
譯作的訪問(忤尚 2019)中提到：「我覺得，香港人有幾仇恨呢個
政權，就幾仇恨這個政權係最好(我覺得，香港人有多仇恨這個政
權就多仇恨這個政權，這樣是最好的)。」而這篇訪問的副標題是
「政治敵人與民粹必要」。

正義與邪惡，我方與敵方的劃界是在時刻進行著的，今天被劃
為我方的人不一定明天還能被劃入這個陣營。這種劃界也是有等
級之分的，雖然有時可以戰略性地納入我方陣營，「左膠」3、「女
權」、支持運動的「大陸人」等這類群體卻隨時可以被視爲不夠
純正、忠誠的存在而被劃出去。透過種種劃界實踐，這場反修例
運動創造了一個充滿民粹色彩的神話，以及一對典型的民粹主義
神話角色⸺英雄與仇敵( Casullo 2020a)。卡素尤指出民粹主義
有雙重英雄(Dual hero)，即「正港人民」(Authentic people)以及「人
民拯救者」 (Redeemer)。站在雙重英雄對立面的則是雙重仇敵(Dual 
villain)，分為「外部的敵人」( External villain)和「內部的叛徒」 

( Internal traitor)。

先來講一講人民和人民拯救者這一對雙重英雄。在民粹神話
中，人民終將得勝，正義終將得以彰顯，因爲仇敵代表了邪惡，而
邪惡必將得到懲罰。人民的勝利即正義，雖然人們未必説得出怎
樣才叫勝利，但對這神話的敘事卻是深信不疑的(Casullo 2020a)。
基於這個敘述框架，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人民就是經常出現在

3　香港流行的政治術語，大意指脫離現實只談理想的左翼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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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中的「香港人」，它是一個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er)(Laclau 

2005)，即一個沒有具體内容的語言符號。我們都會在日常用語中
使用「香港人」這個語言符號，但它所具體指稱的究竟是什麽樣
的對象，其内容是模糊不清甚至可以是空洞的。我們可以看見一
個具體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他 /她無法代表「香港人」，
我們無法說「香港人」就是他 /她這樣的，總有一些我們理想中「香
港人」的元素不體現在這個具體的個人身上。人民拯救者在香港
的運動中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角色⸺「學生」、「年輕人」、「抗
爭者」、「勇武」……他們是最前線的人民拯救者，扮演與仇敵
直接對抗的角色，是最受推崇謳歌的拯救者，這些角色也都是空
洞的能指。還有一些個人雖然不算入以上的類別，但也可以爭做
拯救者，例如學者、意見領袖，以及所有不辭辛勞為運動發光發
熱的人，哪怕只是短暫的瞬間，他們都可以爭取扮演這個角色，
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全心全意把自己的論述、才能、技術、資源為
「人民」發聲，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是對抗强權、無畏無懼
的英雄。所有拯救者在敘事中的目的都是要拯救「香港人」。

當我們借用這個民粹敘事框架進一步審視，就會發現這樣的
神話敘事同時也是殘酷的。熟悉英雄敘事的人多少都知道，英雄
時常也是悲劇的主角。是英雄的悲情故事打動了人們，才會被視
為英雄。在反修例運動中，更多時候，大家期待卻又未能明言的，
或不知所以但必然走向的，是悲情纏繞的情緒。拯救人民的英雄
必須走向悲劇的結局(如被捕、流亡)，這樣他們才永遠是這個神
話故事的光輝角色。但拯救者的悲劇在反修例運動的神話敘述中
只能算是向終極悲劇助推的動力，終極的悲劇是屬於人民自身的
悲劇，即被香港法學學者戴耀廷(2020)自然化爲「香港宿命」的「攬
炒」4⸺不僅是中港「攬炒」，更可以上升到國際「攬炒」(黃之

4　粵語，即同歸於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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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 2020；陳倩兒 2020)。可是神話中的人民又必然得勝，於是這
種人民悲劇的宿命又被加入了重生性甚至狂歡性的元素，例如以
「鳳凰重生」的方式令香港「重光」的鳳凰涅槃式攬炒(Phoenixism)
(我要攬炒 2020)，以及以酒神的「醉狂」境界「置諸死地而後生」
的酒神式攬炒(許寳強 2019)。如此一來，儘管香港民粹神話中的
人民有著悲劇的宿命，但這宿命並不是神話故事的終局，死後重
生的勝利曙光才是。人民(「香港人」)也因走過「死蔭的幽谷」5

而具有了超越性，成爲比具體的個人更永恆更具有決定性的英雄。
像「香港人」一樣同屬空洞能指的那些人民拯救者⸺例如「年
輕人」、「學生」、「抗爭者」、「勇武派」等⸺ 只要不具體
到個人，同樣可以提供和人民一樣的重生與永恆的想象。但是，
可以具體到有名有姓的個人的那種英雄由於不具有重生能力，現
實在他們身上也很難提供重生的想象空間⸺一旦流亡便可能終
生流亡⸺注定只能成爲成就人民重生之神話的工具人。被反覆
稱爲一場無領袖運動(Leaderless movement)6的反修例運動，並非
真的沒有領袖，而是有一個集體意義上的空洞的領袖，他們具體
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正在拯救「香港人」。而我們所有
人的任務則是「必須要保護年輕人和勇武派」，所有在此之外的
任務都是次要的(Ho 2019a)，必須要做些什麽才能贖我們虧欠了
英雄的罪。於是人民的重生與勝利神話為具體的個人帶來的不是
一種賦權，而是一種帶有道德屬性的義務以及未能履行該義務的
焦慮。運動通過民粹的神話敘事形成了一個高度工具化的場域，
想要被劃在界内就必須成爲對運動「有用」的工具。任何人都可
以「香港人」、「年輕人」、「抗爭者」的名義來對他人進行道

5　取自《聖經》詩篇 23：4。
6　目前記錄中最早使用無領袖抗爭這個名稱的是 Simson Gar�nkel (2003)。在反修例運動之

前，紐約時報(Buckley and Ramzy 2014)曾用這個詞形容同樣發生在香港的雨傘運動，這
個形容也曾出現在李立峯與陳韜文(2018)的著作中。使用該詞形容反修例運動的目前最
早可以追溯到南華早報 2019 年 6 月 23 日的報道(Su and Ti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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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綁架和劃界實踐，只要沒有在當下以「人民」需要的方式為「人
民的最終勝利」做出貢獻，隨時都可能被劃到更低的等級成爲有
罪者或是劃在界外成爲仇敵，哪怕曾經做出過貢獻也不能成爲免
罪金牌。

接著就來看看作爲雙重英雄對立面的雙重仇敵⸺外部的敵
人和內部的叛徒。顯而易見的外敵就是北京、香港政府以及他們
的支持者(例如藍絲 7、香港警察)。外敵的邪惡與非正義屬性不容
置疑、罄竹難書，雙重英雄(人民和人民的拯救者)的共同任務就
是要揭開外敵的真面目，曝光他們的罪惡，團結一致打敗他們，
讓人民所受的痛苦得到補償。但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內部的叛徒，
他們不但沒有與人民站在一起槍口一致對外，竟還長他人志氣滅
自家威風，指出人民自身的問題，批判運動和運動中的英雄。這
些害群之馬隱藏在人民之中十分危險，人民要勝利就必須從運動
中把他們除去，讓人民的聲音和共同意志得以彰顯。有些人比其
他人更容易面臨被當叛徒劃到界外的危機，例如女權主義者，因
爲運動中存在的各種性別議題(例如針對警嫂的性攻擊，使用恐同
用語抗議警務處長等)可能會引來他們的批判(黎明 2019 2020b)，
這類批判將被視爲叛徒的罪證。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人的處境就
是安全的，哪怕是鞠躬盡瘁的「英雄」也可能飛來橫禍遭受叛徒
的禮遇，例如在生日用了美心蛋糕慶生而捱轟的熱血公民立法會
議員鄭松泰(文維廣 2020)8，或是撰文核查有關美國大選假消息而
遭責難的前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已流亡離港)
（林勵 2020)9。

在民粹神話中，敵意是由義怒(Righteous anger)驅動的，這種

7　即親政府親建制的人士。
8　美心集團在運動中被視爲反運動親建制的「藍店」，因而被呼籲抵制。
9　這些假消息皆為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謠傳另一總統候選人拜登選舉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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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不但有「正義感」為其正當性背書，也是推動運動的重要力
量(Casullo 2020a 2020b)⸺人民越憤怒就越有力量，證明人民
沒有放棄，願意繼續排除萬難且越戰越勇。但是，這種由義怒驅
動的敵意卻並不需要考量「正義」究竟具有哪些内涵並以此為依
據決定對誰行駛敵意。香港大學病毒學專家袁國勇於《明報》和
龍振邦博士聯名發表的一篇文章(袁國勇 &龍振邦 2020)中聲稱：
「武漢新冠狀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
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欲望而繼續食野味，
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蘇哲安指出其「民族劣根性」
的論述帶有殖民種族主義的色彩，發起聯署希望香港大學譴責此
類言論並對自身殖民史查究建檔(蘇哲安 2020a)。由於運動中主流
的聲音將中國 /中國人視爲要分割的外敵，可謂樂見此類「民族劣
根性」的言論，蘇哲安立刻成爲敵意的標靶(馮睎乾 2020a 2020b 

2020c)。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文筆者之一僅僅轉發了他的貼
文，就被運動中頗活躍的一名意見領袖，香港城市研究學者黃宇
軒(Sampson Wong)公開稱爲「邪惡的敵人」。可見，這種敵意
及其背後的「正義」都是具有高度靈活性的，可以被順手塑造成
打擊他人的武器，卡素尤(Casullo 2020b)稱其為「靈活的敵意」
(Flexibility of antagonism)。這種敵意也可以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antagonism)，以攻擊個人作為對抗仇敵的手法。這樣，一場運
動可以隨時找到新的敵人、新的攻擊對象，讓人民維持敵意，不
忘記對敵人的仇恨 ，甚至通過散播仇恨來讓運動得以按照預定的
方向延續。民粹的運動是一場戰爭，任何被視爲在阻礙人民戰勝
仇敵的人都是叛徒，必須以正義之名與之決裂。

通過以上對民粹神話和劃界實踐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反修
例運動形成了一個具有鮮明特質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有三大特
點：第一，劃界實踐無處不在：界綫也可以相當靈活，任何人都
有著被踢出人民隊伍的危機；第二，高度工具化：任何人可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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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集體名義要求他人為運動做出貢獻，被要求者只能通過成爲
有用的工具才能維持在界内的資格；第三，强制性團結：運動中
主流的聲音具有强制性，偏離這個主流的聲音很有可能被劃為敵
人，但主流所代表的「正義」具有難以捉摸的靈活性，使得批判
成爲危險度極高的行爲。現在讓我們回到之前在「女權在反修例
運動中的處境」一節提出的問題：從來不關心女權議題的網民為
何突然會召喚女權主義者呢？他們需要女權主義者貢獻什麽呢？
爲何網民質問「女性遭遇警暴時女權怎麽不做自己的份内事」時，
女權主義者卻在回答「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女權主義
者對運動的附和與參與又為何如此的急切和不敢怠慢 ？答案似乎
已經呼之欲出了。

網民並非因爲突然關心女權議題而召喚女權主義者，他們甚
至可能並不知道什麽才是女權議題，只是簡單將事件涉及女性等
同於女權議題，正如蔡、郭一文(2020)中所説，這是「把女性所
遭遇的不公義外判給女性主義者」。這樣的召喚是因爲民粹的運
動需要維持對敵人的憤怒和仇恨，而孕婦被拉倒、女童被武力壓
制正是可以生產這種憤怒和仇恨的契機。網民認定涉及女性的事
件就是女權的議題，於是以運動的名義要求女權主義者爲之貢獻。
女權主義者當然不能單純以糾正網民對女權議題的曲解來做出貢
獻，因爲這不僅不能幫忙延續對仇敵的憤怒，甚至可能令「人民」
的正義形象受損，導致針對女權主義者的敵意。在這樣的召喚之
上懸掛的是一把劃界的利劍，威脅著將對方劃出人民的範圍。而
這把劃界的利劍並不是只有在召喚女權主義者的時候才懸掛在他
們頭上。就像毛時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屬於敵人，但之於「人
民群衆」只是末流的「臭老九」，女權主義者之於反修例運動的「人
民」也處於類似的邊緣地位，「女權 L」這樣的稱呼就是這種邊緣
地位的明證。文革時期的知識分子隨時可能因爲「知識越多越反
動」招致「人民」的敵意，同樣的，反修例運動中的女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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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隨時可能因爲「離地」、「左膠」、「唱衰運動」10喪失邊界内
的資格。當網民質問「女權 L去咗邊」時，真正的潛台詞是「你
們這些末流的女權 L該為運動貢獻的時候卻看不見你們的身影，
看來是時候把你們劃出去。」這是一種劃界的威脅，也可能同時
表達了一種劃界的判定，即不管你們之後有沒有出來做事，我們
已經覺得你們不可靠，應該被劃去更邊緣的位置甚至直接踢出界。
在這樣的潛台詞之下，女權主義者乍看下鷄同鴨講的回應⸺「女
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缺席」⸺就變得相當耐人尋味了，因爲它
正是在回應這種劃界的威脅或判定。女權主義者的回應彷彿在說：
「我們一直在為民主運動做貢獻，只是你們沒留意，我們是不應
該被劃出界的。」而之後 12個性別平權團體參與到聯署之中的行
動也彷彿在回應：「雖然這很難説是女權議題，但我們仍然以性
別平權團體的身份參與支持了，希望這次你們留意到。」正是這
種隨時被劃出界的危機以及隨時成爲敵意對象的處境，使得女權
主義者們以言行展現出一種對運動急切的附和與參與。可惜，「知
識分子」在毛時代無法通過勞改和表忠來脫離「臭老九」的處境，
女權主義者也無法通過積極附和與參與運動來脫離自己「女權 L」
的邊緣地位。他們奮力的參與注定會被無視，並在一次又一次針
對他們的召喚中被他們重申，繼而再被無視。周而復始，不斷重
演。

以上的討論并非想要徹底否定民粹的運動策略為左翼所運用
以致推動社會轉化的潛力，只是批判地呈現出這種民粹策略目前
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面貌，以及女權主義者在其中的處境。之
所以要花大量的篇幅書寫民粹神話和劃界實踐，是因爲要觀察和
理解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的各種選擇與策略，就必須將觀察的眼
光置於其所身在的處境之中，正如必須要在劃界實踐的危機處境

10　粵語，即說壞話使目標名聲受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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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我們才能理解爲何女權主義者會用「女權在民主運動中從未
缺席」來回應「女權 L去咗邊」的質疑。

女權主義者的參與策略

除了以上討論中提到的力證自己在民主運動中的參與，或是
提供不了女權主義的論述也要以性平團體的名義表達支持，女權
主義者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參與策略還呈現出一個值得留意的特徵，
那就是筆者稱之為女權公司化(Feminism Incorporated)的現象。公
司化即以公司的方式運作，其邏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與
關係，具有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特點。工具化來自一種
窄化的關於目的實現的認知，即，將注意力集中在效益的最大化，
而在這個過程中目標本身往往無法被批判地檢視，被如何提升效
益這樣的考量所取代。

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擔任榮譽副研究員的台灣女
性主義神學學者陳文珊(2020)11可謂將這種工具化的取態在其觀點
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在一篇於女權群體中流傳甚廣的文章中，陳
提到了父權社會中女權運動的策略選擇，她寫道：「反送中運動
中的女權運動者並不選擇突顯抗爭暴力或粗口等議題……是他們
意識到父權壓迫在香港的處境下，至為迫切且著力最深的所在，
是警察及背後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治體制。」她還特別將之與黑人
女權運動作了類比：「這點會否恰恰如同黑人婦女運動不同於白
人婦女，認為在其處境下父權壓迫的核心是種族主義，而非家庭，
因而，拒絕『左膠』地團結在空洞的『姐妹情誼』旗幟下？」

首先，黑人女權運動的發展並不存在一條單一的路徑，並不

11 陳文珊的背景跨越香港、台灣、女權主義和神學等多個界別，這也意味著其觀點所帶有
的特質有可能不僅僅反映在香港女權主義的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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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陳所簡化的那樣有一個一致性的策略選擇⸺1974年成立的康
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明確質疑了黑人男性與父權
體制的合謀，並在其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中
批判了當時女權運動對黑人女性的忽視(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8)；1979年黑人女權作家米歇爾．華利斯(Michele Wallace)則
在其書中對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和黑人群體中的性別
歧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Wallace 1979)；各類主張的發生時間不同，
采取的路徑也不同。再者，如果只看黑人女權運動對其以降之女
權運動的啓發，其突出的貢獻是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
概念，尤其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社會階級與父權的交叉(Collins 

1990 2019)。但是，陳將這一切解讀為黑人女權主義者們拒絕「左
膠」並在策略上作出了「優先順序」的選擇。「左膠」在香港的
政治語境下多有離地、不切實際、一味强調政治正確之意，因而
黑人女權主義者的抗爭在陳眼中成了懂得區分優先順序的一種務
實表現，而非對當時由黑人民族主義或白人中產階級主導的團結
以及反種族主義運動中的性別宰制(Gender domination)現象的反
叛與抨擊。陳不止徹底簡化了黑人女權運動的歷史，更是用當下
香港主流的政治術語(左膠)和意識形態强行消費了這段歷史，將
其剝皮去骨，挪爲己用。難怪她使用了這樣的例子來反駁筆者之
一的何式凝關於反修例運動中父權問題的批判(佳奇 2020)，卻完
全沒有發現上個世紀黑人女權主義所批判的社會運動中的「團結」
以及對權力交叉性的忽視，正正與 2020年的香港女權主義者在運
動中的處境產生了歷史性的呼應，而何式凝的批判某種意義上正
是在嘗試讓類似黑人女權運動這樣的批判與轉化延續到香港。這
種「看不見」的狀態本身就展現了工具化的取態如何將視野窄化，
聚焦在所謂效益之上。

陳繼而談到：「如何詳細辨視反送中運動對更大範圍父權體
制的影響，進而採取女性主義運動策略，積極介入干預，預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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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反挫，並使其正面總體效益極大化，需要引入女性主義社會
運動理論的視野，並結合田野實證研究。」在她看來，女權主義
在運動中需要達致一個總體效益極大化的目標，而引入女權主義
社會運動的理論視野和田野實證研究都是為這種目標服務的，這
樣典型效益主義的口吻令她聽起來更像是一間名叫「女權主義公
司」的執行總裁，正在討論公司的市場融資與產品投放問題。這
樣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何陳會在文中提出：「關心性別平權
的女權運動者」，不該聚焦在批判運動的父權面向，「真正該聚
焦的【是】……『這場長達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會否有可能，在哪
些層面，對香港父權文化或社會體制產生長遠的、結構性的影
響』？！」從公司執行總裁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借殼上市」
(Reverse takeover)的策略⸺透過將資金注入已上市的公司，獲得
一定的控股權，使得原本未上市之公司的資產得以上市。因此，
在陳的女權主義運動策略中，對「香港父權文化或社會體制產生
長遠的、結構性的影響」的主體竟不是女權主義運動，而是香港
反修例運動。反修例運動在她的論述中成了女權主義要借來上市
的殼，而上市正是資本市場效益極大化的不二之選。

從這個借殼上市的策略出發，我們也更容易理解女權主義學
者蔡玉萍(2019)爲何會反覆强調運動擴大了女性公共參與的機會，
並以此駁斥何式凝的一篇關於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失語的文章(Ho 

2019a)。借殼上市往往需要借用市值較低的上市公司，這樣才能
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上市融資。蔡眼中無領袖且為女性公共參與提
供了巨大空間的這場運動，正如一個市值較低、可以低成本注資
的上市公司。因爲女權主義者積極動員各類女性(母親、師奶等)
發掘自己身份的政治資本，她們大量參與到運動中就像是「女權
主義公司」對運動這個殼的注資。按照市場邏輯，借運動上市之
後，「女權主義公司」原本的資產就更容易升值，使得女權主義
在市場上的影響力提升。像針對女性的性暴力這樣的議題原本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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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津，一旦借運動的殼上市之後，譴責警察性暴力的口號便史
無前例地召集到了 3萬人的集會，這在香港女權主義運動的歷史
上雖不敢説絕後，但肯定是空前的。所以從上市策略的角度我們
可以推論，對於「女權主義公司」，女權主義者哪裏是失語，根
本是發出了史無前例的洪亮之音，這一貢獻絕不能被抹殺。

至於參與者是否只是關心警察的性暴力，以及反警察性暴力
空前盛況與運動中針對警嫂的性攻擊的並存是否值得反思，這對
以效益極大化為目標的「女權主義公司」來説並不是優先要考量
的東西。用陳文珊(2020)的話來説就是：「退一萬步來講，在香
港長期的父權體制下，反送中運動的抗議出現粗口及色情的文化
再現，一點也不稀奇。相反地，沒有這些現象才真正是奇蹟！」
不知這間「女權主義公司」是否忘記了，女權主義對我們的貢獻
與啓示，並不在於發現如何游刃有餘地在既定社會規則中游走獲
利的方法，而是在於揭示出父權壓迫在不同社會情景中如何演化，
如何以多樣的形態呈現，如何和不同的權力結構交叉。但現在，
在這種「借殼上市」、效益至上的策略下，市場的規則和限制是
既定的前設，是上市公司必須接受的游戲規則，否則就無法繼續
在市場中融資。相比之下，何式凝對運動父權面向的質疑就彷彿
指出市場規範對「女權主義公司」的根本限制，呼籲人們看到借
殼上市的弊端，這對公司來説當然是反市場、反效益和不懂得分
清優先次序的表現。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在香港女權論述中的深深植根。

「女權主義公司」表面看似發展興旺，實則隱藏著深深的危
機。首先，是市場的規限。如果融資這種效益至上的策略成爲首
選，在進入市場才能融資的情況下，市場的邏輯和邊界就成爲了
一種必須接受的前設。也就是說 ，「女權主義公司」所能動員的
女權和性別議題，必須以運動所處的市場為邊界。因爲公司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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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運動，在運動的市場以外，公司是很難融資的。這也就是爲
什麽我們會看到，一些運動支持者會去香港 #MeToo第一人呂麗
瑤 12的臉書，質問她作爲性騷擾受害者爲何沒有為遭受警察性暴力
的抗爭者發聲；而抗議警方性暴力的很多人則並不覺得針對警嫂
進行性攻擊有什麽問題。女權主義者對這類狀況也避而不談。13上
市公司以市場為融資場所，這就決定了像「反送中 #MeToo集會」
這樣的行動，雖可令「女權主義公司」資產瞬間以幾何數增值，
卻幾乎不可能對 #MeToo和性暴力議題本身帶來實質的推動，最多
只是在特定的範圍內令特定的女性有了多一些的發言權(這值得認
可卻遠遠不夠)。如果你是被性騷擾的女警或是警嫂，又如果你遭
到的是運動同路人的性騷擾，那這場集會恐怕不會讓更多人看見
你的遭遇並爲你鳴不平。歸根到底，我們只是在女權議題所關涉
的人群中又劃出了一條新的界綫，只有在界綫内的人被界綫外的
人性騷擾時，才會有可能得到支持。這種局部賦權還具有明顯的
時效性，當運動最終平息，或當警察性暴力不再成爲運動當下的
焦點，這樣的局部賦權也會衰落或失效，就好像上市公司的市值
會暴漲也會蒸發一樣。

其次，是不存在的控股權。借殼上市的「女權主義公司」真
的能通過動員女性大量參與運動這樣的注資方式，來獲得「運動」
這個殼的控股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就像我們之前探討過的
那樣，女權主義者雖然動員了很多女性參與運動，還完成了「反
送中 #MeToo集會」這樣的歷史最高融資，她們仍然時刻面臨著被
劃界的利劍切割出去的危機。陳文珊(2020) 所說的「積極介入干
預」運動事實上並沒有發生的跡象，發生的只是蔡玉萍(2019)奉
為圭臬的「女性的大規模參與」，而這些大量參與的女性只在象

12  香港跨欄運動員，首位參與 #MeToo 運動的香港公衆人物。她的揭發引來大量網民到她
的面書謾駡攻擊。

13  筆者之一的黎明曾公開談論有關警嫂的議題，詳見她的文章(黎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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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層面是「女權主義公司」對運動的注資，事實上她們並不真
的是屬於公司的資本，也不以公司馬首是瞻，即她們再多的參與
也不會為「女權主義公司」換來對運動的控股權。參與的女性也
並非都是通過女權主義者的動員才加入運動，她們也未必對女權
主義有興趣。更何況，蔡玉萍等人的調查(Choi et al. 2020)曾發現
香港本土主義活躍分子認為性別不平等與參加本土抗爭無關。女
權主義者在民粹敘事的運動中要取得所謂的「控股權」，唯一的
途徑就是積極參與到對「人民」之定義的話語權爭奪中。如果能
夠轉化運動主流聲音(其實是具有右傾色彩的聲音) 對「人民」的
定義，爲討論注入女權主義的批判，至少在短暫的時間裏，女權
主義者之於運動可能會具有有限度的「控股權」，當然，這絕不
如這句話所描繪的那樣簡單。但是，目前看來，女權主義者們表
現出的是積極迎合運動中關於人民 /仇敵、拯救者 /叛徒這樣的劃
界，像陳文珊(2020)一樣，對運動主流視「警察及背後的不具代
表性的政治體制」為優先對抗的仇敵的論述照單全收，或是像蔡
玉萍、郭子盈(2020)一樣用歷數 80年代以降香港女權參與民主運
動的履歷來向運動證明自己在界内的資格。可見，牢牢掌握控制
權的從來就不是女權主義，而是本被當作殼借來上市的運動。

最後，是女權議題的工具化和女權主體的喪失。正因爲控股權
不在女權主義手裏卻在運動手裏，一場「女權主義公司」兢兢業
業籌措的借殼上市，預期中的 Reverse takeover並沒有發生，發生
的是「反向借殼」，我們暫且稱之爲 Reversed reverse takeover⸺
本想收購對方卻被對方反噬。原本被女權主義者視爲擴大影響力
的工具⸺反修例運動，卻反向預設了女權議題的版圖，使得女
權議題反過來成爲了幫助運動擴大影響力、增添進步性的工具。
當然，兩者可以是互相幫助互相利用的狀態，但我們需要看見的
是，在這種貌似「合資」的生產關係中，兩者間的權力關係究竟
以何種方式呈現。在反修例運動中，女權的議題時常是被迫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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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權主義者並不能暢所欲言地去推動女權議題，只能以服務
於運動的方式來發言，彷彿女權議題只有在服務於運動的前提下
才具有正當性。女權主義者或許也能夠意識到自身之於運動的工
具性，以及受制於運動的尷尬處境，卻選擇去擁抱自己被反向借
殼的現實和注定無所作爲的前景，轉而將女權主義的責任和核心
關懷寄托在了幻想的未來以及參與運動的大衆身上。例如，陳文
珊(2020)就表示，女權主義者要提出的更深刻的問題應該是：「當
那些勇武的港女離開了街頭，會否因對性 /別有著不同於既往的新
體認，成為未來香港女權運動的生力軍，勇於去挑戰、翻轉父權
體制？！」女權運動和女權主義者在這樣的論述中徹底被架空了，
反修例運動及其參與者成爲了唯一的政治主體。似乎在她眼中，
自己這一代女權主義者已經不具有主體性，只能寄期望於想象的
主體來代其發出對父權體制的衝擊和挑戰。對於一間「女權主義
公司」來説，衝擊和翻轉父權體制，永遠是在未來由他人來做的
事，因爲公司在當下的優先任務，永遠只能是融資和保護隨時會
蒸發的市值。

女權主義者的話語空間

以上關於女權公司化的分析揭示的是這種所謂效益至上策略
的陷阱與危機。除此之外，女權主義者還面臨話語空間的縮小。
這種話語空間的縮小首先當然和民粹神話對話語權的全面掌控有
關。香港女權主義者應已十分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原本就邊緣的位
置，在這場反修例運動中更加被邊緣化⸺對抗政府對抗警暴對
抗北京被視爲最首要的運動目標，其他議題相對沒有那麽重要，
且都在分散這一目標的資源與注意力(Ho 2019a)。處於更邊緣的
位置如果只是意味著更加無人問津，那還不算特別嚴重，可惜現
實是只要有人膽敢公開批判運動被右傾民粹主導的問題，立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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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迎頭痛擊。

一、來自右翼本土派的攻擊

2020年 2月，新冠疫情在香港日趨嚴峻，由於政府一開始不
願封關，支持運動的光榮冰室公開表示以封餐廳的「關」，即不
接待說普通話的人士(台灣朋友除外)。與此同時全港有近百家店
鋪實施了同類的拒絕接待政策(侯彩琳 2020)。筆者之一的黎明
曾與先生鍾一諾合寫一篇短評發表在權威醫學期刊《刺針》(�e 
Lancet)，呼籲重視民間公共衛生措施中的反陸情緒(Anti-Chinese 
sentiment)(Chung & Li 2020)。筆者至今仍記得書寫時如何小心翼
翼，盡量選擇最溫和的用詞，避免讓人產生批判運動的印象，這
種自我審查的心態本就側面反映出女權主義者在公共空間中的如
履薄冰。誰知仍舊一石激起千層浪，筆者立刻被網民和各路意見
領袖指罵「大陸雞 」14、「VaChina」15、「綠茶婊」16、「學棍」17、
「女權 L」……筆者的臉書一度被此類謾駡攻陷，並有人匿名寫信
去筆者工作的學系要求解雇筆者，信中强調聲稱筆者婚前的性生
活不夠檢點。筆者的先生則沒有遇到這麽猛烈的性攻擊和針對專
業背景的攻擊，最多只是被罵「藍絲」。

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在運動中成爲被重點攻擊的對象，
這個現象並不鮮見。對運動出現反陸現象的反思(黎明 2020c 

2020d)，對運動父權面向及勇武至上意識形態的批判(Ho 2019a 

2019b)，以及在蘇哲安批評袁國勇事件上拒絕與蘇割席(黎明  

14  因爲黎明出生在上海，於 2008年到香港學習生活。大陸雞就是指來自大陸的妓女 /婊子。
15  一指 Chinese vagina，與大陸雞意思相近；另一含義是 A vagina with a very large 

population，即到訪人數衆多的陰道，和蕩婦意思相近。
16  是源自大陸網路的用語，意指表面人畜無害實則工於心計的婊子。
17  即假裝有知識實則誤人子弟的人，或是仗著自己的學術權威爲非作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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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這些發聲都使得兩位筆者得到本土派人士的特別「青睞」。
右翼本土派意見領袖盧斯達便撰寫多篇文章稱筆者「打擊運動道
德高地」、「沉迷自抬身價」(盧斯達 2020a)，是「心高氣傲的學
界綠茶」(盧斯達 2020b)和「中國殖民者的知識界同路人」(盧斯
達 2020c)。盧認爲蘇哲安、兩位筆者以及黎明的先生鍾一諾對運
動的「叛亂」，是「左翼在王座上的最後掙扎」，並藉此向所有「左
翼」(當然包括女權主義者)放話：「反送中之後，其實左翼和自
由派再不喜歡，都要選擇是不是要一往無前變成黎明何式凝。」(盧
斯達 2020b)。這無疑對左翼和女權主義者來説是一種公然的威脅，
也是女權主義者話語空間縮小的明證。這種針對左翼和女權主義
者的污名化與威脅，和「女權 L去咗邊」一樣屬於劃界的暴力，
都是在為民粹神話中的「人民」定義邊界，並以針對仇敵的敵意
强化邊界内的團結。

這些右翼本土派的大肆攻擊和公然威脅，竟也得到不少女權
主義者的點讚和轉發，説明參與這種劃界暴力的不僅是運動中反
女權或是對女權不甚了解的人，還有在這運動中處境岌岌可危的
女權主義者們自己。女權主義者話語空間的縮小也絕不只是來自
右翼本土派的攻擊，同樣來自女權主義者自身。

二、女權主義者對話語空間的規管

在反修例運動中的性別議題上，女權學者蔡玉萍與筆者之一
的何式凝有著非常不同的視角，這種差異在一篇南華早報的訪談
中可見一斑(Carvalho 2019)。在這篇報道中，蔡相信運動為女性
提供了多於以往的參與機會，而這些經驗必會為她們賦權，使得
她們感覺自己在社會中有所立足(I think all these experiences will 
certainly empower women, and make them feel they have a stake in 
society)。何在該訪談中主要指出的是運動具有男性化和父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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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例如女性的性、性別和身體在運動中成爲更易被攻擊的對象，
而何自己就曾因天水圍事件經歷過此類暴力。18

這樣觀點上的差異其實並不奇怪，體現出的是雙方很不同的
觀看角度。一個運動可以具有相當男性化和父權的特質，又同時
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參與機會。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凱瑟琳．
貝露(Kathleen Belew 2018)就在她的著作 Bring the War Home: �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將戰爭帶回家：
白權運動與準軍事美國》)中指出過，女性的參與和貢獻對極右翼
的發展居功至偉，雖然厭女和性別歧視在白人權力至上運動中也
可謂十分突出。

原本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可以互相補充互相借鑒，然而蔡卻在
另一篇文章「『香港反送中運動很父權？』― 回應何式凝教授」
中徹底取消了何的觀察視角(蔡玉萍 2019)。在將雙方觀點並置
時，蔡首先對何的觀點進行了簡化和曲解：「我認為運動見證了
女性的大規模參與，有助對女性公共參與的充權；但何敎授則認
為反送中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根據訪談内容(Carvalho 

2019)，何的原話可以直譯為「這是一場男性化的也很父權的運
動(It�s been a masculine movement and very patriarchal)」。這和蔡
所轉述的「反送中運動是『男性化』及『父權』(�e movement 
is masculinization and patriarchy)」有著微妙但重要的差別。「運
動是父權的(�e movement is patriarchal)」和「運動是父權(�e 
movement is patriarchy)」，一字之差有著天壤之別。後者沒有準確

18  2019 年 8 月 5 日凌晨，一名少女在天水圍被警方逮捕時以走光的方式被當衆抬走(王譯
揚等 2019)，何式凝當日與多人及多個團體(包括婦女團體)一起到天水圍警署發起聲
援。聲援開始不久警察抓捕了約 70 人，此時網上突然出現謠傳，聲稱何在現場叫衆人
站在原地任警察抓捕，何因而被網民稱爲陷害義士被捕的「甲級戰犯」(https://lihkg.
com/thread/1418511/page/1)。關於此事，何式凝自己的陳述發佈在 Discover Society (Ho 
201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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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何的原意，而是令人產生了一個先入爲主的印象⸺何式凝
把運動等同於父權本身。「運動是父權」這樣的轉述在蔡的文中
出現不止一次，但至今爲止何所有的訪談和文章中都沒有出現過
「運動是父權」這樣的表述。如此一來，問題就被引到了另一方
向⸺究竟什麽才是父權？父權的定義是什麽？於是蔡開始在下
文中探討父權的定義，並且認爲何沒有用「嚴謹的理論分析框架
及充足的論證」對待這個「嚴謹的問題」。

筆者關心的是，這樣的話語會為女權主義者的發言空間帶來
怎樣的影響。這種近似概念偷換的轉述在話語空間中產生了一種
收窄的效果，即，批評運動父權面向的聲音有機會被視爲「把運
動等同於父權本身」。這意味著，如果你批評運動中的父權現象，
但同時不能像蔡一樣做 48個訪問，不能像她一樣在英國社會學家
希薇亞．沃爾比(Sylvia Walby 1989)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一套四個
維度的父權模型，你就是沒有嚴謹地對待「父權之定義爲何」這
個重大問題。19「運動是父權」是一個被建構的標靶，被安置在
了何的身上，也可能被安置在任何其他提出類似批判的人身上。
有嚴謹的定義固然值得肯定，但何式凝是在什麽背景下被批評沒
有嚴謹的理論框架呢？這樣的批評只是建基於何在南華早報采訪
(Carvalho 2019)中短短幾句話的回應，以及何在 GenderIT.org的
一篇反思性評論(Ho 2019a)，並非是在評論何的一篇學術期刊文
章或是專題書籍。

蔡對何的另一個批評是認爲她沒有進行充足的論證，然而何真
正的觀點和論述在蔡的批評中是被隱沒的，從未進行過詳細的討
論。例如她指何式凝對暴力「一刀切【地】批評」，但她是怎樣
得出這個判斷的呢？蔡只以「據我觀察」一筆帶過，卻闡述了她

19  關於希薇亞•沃爾比(Sylvia Walby)提出的模型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知識論、方法論體系存
在的問題，學界對此是有所批判的，篇幅關係筆者暫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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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不同意見：「我認為國家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反抗是不能
相提並論的，因為兩者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及武力不對等。」至
此，讀者只能根據蔡的觀點在想象中逆向推導何的觀點⸺國家
暴力和示威者暴力是等同的⸺但是何並沒有表達過這樣的觀點，
甚至在自己文中重點提及來自國家的暴力是促使運動激進化的原
因之一(Ho 2019a)。在自身論述被隱去的狀態下，何被呈現出一
種不能區分制度化暴力與運動暴力的形象，這與她一直以來的學
術路徑和立場是不相符的，但是這樣的形象卻可以使何作爲學者
的專業性也一並取消。20雖然蔡之後有提及何觀察的一些例子，包
括警嫂受到的性攻擊，大陸背景女士(疑似性工作者)在屯門公園
被當衆羞辱，以及何親身經歷的天水圍事件，但也沒有提及何怎
樣理解這些例子，卻再次將話題轉回了父權的定義：「但問題是，
是不是這些行為的存在就足以判下『運動是父權』的結論？」筆
者確實不知道怎樣才能判斷「運動是父權」，何也從未做出這樣
的結論，哪怕是蔡的四維度模型也判斷不了這個僞命題。

女權主義者如果要對這場運動的父權面向提出批判，需要符合
哪些條件呢？從蔡的文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三大門檻：1）嚴謹的理
論框架，2）田野調查，3）充足論證。充足論證這一點筆者是認
同的，但如果原作者的論證在轉述中被隱藏甚至曲解，那再充足
恐怕也沒有什麽用。理論框架和田野調查涉及到方法論與知識論
層面的爭議，在此筆者沒有機會詳述，只想提出兩個問題：1）如
果一個女權主義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對運動的父權面向進行觀察、
反思和批判，是否她的發言就是無效的？ 2）如果不是，我們可以
從她的發言中獲得什麽？如果每一次批判和反思都需要以田野調
查為前提(不清楚 48這個數字屬不屬於門檻之一)，還必須提出完
整的理論框架，知識生產的權威必然是被壟斷到部分人手中的⸺

20  此處强調的是蔡的論述方式造成的效果，而非强調蔡本人的動機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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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符合這些要求的人，他們的觀看視角和聲音才有資格進入公
共空間，否則就會遭到取消。有趣的是，爲何蔡玉萍在取消何式
凝個人經驗的有效性時，就不需要拿出田野調查的精神去了解對
方具體經歷了什麽呢？爲何陳文珊(2020)沒有做過田野調查就可
以發表她對運動的觀點卻不會被取消發言呢？如果這樣的高標準
只被運用在何式凝和其他批評運動父權現象的女權主義者身上，
這樣的雙重標準究竟是在爲誰服務？

除了蔡的三大門檻，想要發表對運動的批判，還有其他的條
件要符合。筆者之一的黎明(2020b)曾對運動中出現用「Faggot」21

一詞攻擊警務處處長的事件提出過反思。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
課程講師，同為性小衆的曹文傑(2020)隨即發文表示：「示威者
使用歧視性或隱含貶抑小眾的字詞來羞辱警察，歸根究柢都是對
公義的一種渴求，即使過程中有意無意延續和 /或強化了貶抑小眾
的論述。」他接著道：「我們可以徹底地不同意這種會強化恐同
論述的手段，同時書寫評論時努力用文字表達理解，明白那份對
尊嚴與公義的追求，以及被長期打壓與迫害下有怨無路訴的憤慨
和怨恨。」

曹的論述具有典型的民粹神話色彩，即「抗爭者」代表追求
正義的「人民」或「人民的拯救者」，在此前提之下，一切錯誤
都值得被理解和原諒並放在「即使」後面。如果要發表對運動的
不同意見，除了符合蔡的三大門檻，看來還需要「努力用文字表
達理解」。曹也和蔡一樣隱去了對方實際表達的内容，致使讀者
只能依靠他提出的建議來逆向推導原作者的表達，於是同樣產生
了一個虛假的印象⸺原作者沒有表達對抗爭者的理解，不明白
抗爭著對公義的追求⸺這同樣是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據的。黎明
曾於 2019年 6月 12日與多人共同發起絕食明志行動，絕食 90小

21  針對同志的侮辱性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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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後不適送院(立場新聞 2019)，可見這樣的參與仍舊換取不了對
運動表達反思的空間。

曹最後總結道：「好的社會學評論，至少在當前香港哀鴻遍野
下的社會學評論，需要兼顧事情與心情……對社會運動保持恆常
的批判固然重要，給予行動者足夠的同理，以此增加對方接收批
評的能力也是不可忽略的功夫。……只說理不談情的評論會很容
易被誤讀成對受害者的譴責，結果會進一步與行動者的『心』疏
遠。」並在文章末尾加上了 #Connection_before_correction的標籤。
短短幾句話，在完全沒有呈現和審視過黎明具體表達的情況下，
通過讀者的聯想，為其文蓋上了「不是好的社會學評論」的印章。
在具體書寫内容被省略的情況下，黎明在讀者的聯想中呈現出一
個遠離「人民」、不同情「人民」的形象，雖然曹以主張非暴力
溝通聞名，但在民粹神話的語境下，這樣的話語意味著和攻擊性
語言一樣暴力的劃界實踐。22

筆者之一的黎明仍然記得自己來港後第一次被啓發使用性別
的視角批判地觀看運動，是源於 2014年在網上讀到的一篇時事短
評(女同學社 2014)。文章對佔中運動的口號將爭取民主比喻為「長
男香港」與「長女民主」的婚禮做出了批判，直指這是將異性戀
婚姻家庭的角色延伸到公民行動上，體現了一種異性戀霸權式的
「狹隘民主想象」。是這篇文章開啓了筆者身爲女權主義者的批
判之路，令人慚愧的是，筆者在批評恐同口號時的措辭口吻遠不
及這篇短評直接和犀利。而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在 6年後教導
筆者寫作需要「兼顧事情與心情」才能寫出「好的社會學評論」
的曹文傑。這樣的弔詭表現出的是，女權主義者的批判性書寫可
以如何在民粹神話的全面掌管下被妥協。

22  暴力的是這種話語呈現的劃界實踐，而非説話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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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先於指正(#Connection_before_correction)，這幾個字也高
度概括了民粹運動中女權主義者的處境與行動宗旨。曹發佈在臉
書的原帖得到了不少點讚與轉發，其中不乏女權主義者。他所提
出的 #Connection_before_correction這一口號也被多人沿用，其中
一位香港知名女權學者 23在其臉書貼文中表明自己是受曹的啓發，
並提出：「無論是什麼 L24，記住要 be water，不割席，放下 L的
堅硬屬性，做柔軟、溫暖和深入的 V25。」民粹神話中的團結再一
次被高舉，看似對女性的性徵使用溢美之詞，實則將「抗爭者」
面前的所有人與女性陰柔特質緊緊捆綁在了一起。爲何這樣的勸
諭不會放在勇武抗爭者身上，也不會用在使用恐同話語的抗爭者
身上，卻只用在對運動提出批判的人身上？爲什麽提出批判的人
就不再屬於可以被豁免的「抗爭者」，而突然被分派了具有本質
化(Essentialized)傾向的性別特質與性別角色？「人民」是一個性
別化的概念，這一點在其話語中得到了凸顯。

即便同爲女權主義者，劃界的暴力依然在實行著，用各樣的
名目將「抗爭者」不愛聼，「人民」不想聼的聲音取消，甚至在
女權主義者内部進一步劃出他者。另一位香港知名女權學者 26在筆
者轉發了蘇哲安的一篇文章(蘇哲安 2020b)之後，於自己的臉書發
帖中暗示筆者(或許也包括蘇哲安)令性別研究和女權主義「成爲
笑柄」。這樣的話語正是在將筆者放置在被劃界的利劍之下，也
與右翼本土派對蘇哲安以及筆者所行使的劃界暴力形成了耐人尋
味的呼應，其作用絕不會僅限於發帖者的友人範圍。右翼本土派
意見領袖盧斯達曾在臉書上公開表示「【何式凝】唔只影衰香港
人亦影衰其他非何式凝類型的女性主義者」。

23　其發帖設置為友人可見，因而我們不便透露其身份。
24　即撚，男性生殖器。
25　即 Vagina，女性生殖器。
26　其發帖設置為友人可見，因而我們不便透露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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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衰」這個粵語口語表達的意思是「好的人被不好的人拖
累，使得好的人形象受損」，從中我們可以再次窺見民粹神話的
劃界運作。無獨有偶，臉書上可以找到一個名叫「何式凝不代表
我」的專頁，專頁發起人明確表示自己女權主義者的身份並宣佈
與何式凝切割，也為這種劃界暴力做了一個殘酷的注脚。

縱觀以上各女權主義者的發言，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女權主
義者如果要發表對運動的批判，她必須有嚴謹的理論框架，進行
田野調查，提供充足論證，還要努力用文字表達對抗爭者的理解。
她不能割席，但卻隨時可以被割席，更要成爲「柔軟、溫暖和深
入的 V」。而所有這些標準的評判都是靈活而模糊的，只會重點
施加在提出了異議的人身上。以上所有針對兩位筆者的「討論」，
如果還能算是討論的話，都沒有基於原作者的觀點和論述本身，
甚至將其隱沒，以引發聯想的方式生產出暗示。這樣的討論，效
果並不在於聽見和理解批判運動的聲音，而是將其取消。爲什麽
要取消？取消是以誰為服務對象？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不管動
機爲何⸺個人動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話語和劃界實
踐所帶來的效果：取消了值得關注探討的現象，或是延遲其被正
視的時機；維護了運動的進步性，遮蓋了運動與女權主義者之間
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與右翼本土派的聲音形成共謀。女權主義批
判者的聲音要不被取消地進入運動的話語空間，還要不因此被劃
出界外，其難度遠勝駱駝穿過針眼，所以天國注定不是他們的。27

在一次次被忽視被追打被召喚又被遺忘的過程中，女權主義者
們仿佛經歷著一場無盡的家暴，卻不斷更努力地向父權家長或伴
侶證明自己在家中的價值。對於經歷家暴的個體來説，家暴並非
只是關於肢體暴力，更是形成了一種强制性支配(Coercive control)
(Stark 2007)。女權主義者們或許在現實層面上沒有面對家暴經

27  源自《聖經》馬太福音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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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所面對的那種切身的生存危機，但他們會面臨網絡言語的暴
力以及被從運動中切割出去的劃界暴力，這事實上是一種身份危
機⸺喪失「人民」、「人民拯救者」和「同路人」身份的危機。
在這樣的危機下，他們中有些人内化了運動的捆綁式或强制性團
結(Coercive solidarity)(何式凝 2019 ; Ho 2020)，將劃界的暴力延
伸到了和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女權主義者身上。

女權主義的中心關懷始終圍繞著權力關係，不僅關注外在强
制性(Coercive)的權力關係，也關注内化了(Internalized)的權力關
係。而筆者所經歷和觀察到的，是女權主義者與强制性權力機制
的共謀。看見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强制性權力正是警察(Police)
這個概念的核心。因而我們看見的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情狀⸺人
們反對警察暴力卻内化了某種强制性的態度，以此監察(Police)他
人的觀點和表達。而這種内化了的强制態度，最終構成了一種自
下而上的普遍意義上的「警察體系(Police system)」。女權主義者，
出於他們對家庭暴力、性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等各種類型暴力的
關注，本應對這樣的權力關係運作最具有敏感度。可惜，他們也
參與到了這個自下而上的警察體系(Police system from below)28 的
形成過程之中。

女權主義者的敗北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我們來到一個無可回避的結論，就是必
須直面卻一直被掩蓋的女權主義者的敗北。這敗北是如此的徹底，
從對民粹神話的照單全收，到女權公司化的效益策略，無一不是
與女權主義的批判性背道而馳。女權主義者不僅周而復始地成爲

28  此語靈感取自 Verónica Gago 的著作 Neoliberalism from Below: Popular Pragmatics and   
Baroque Economies (《源自下層的新自由主義：大眾語用學與巴洛克經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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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界的對象，更内化了運動中的劃界暴力，與之形成一種共謀關
係，參與形成了一個讓自我批判難以發生的空間。

在激烈的劃界實踐與排斥性政治的運作過程中，總是會形成
一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概念，而這個「人民」不可避
免地總是性別化的。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身份，提供了一個十分
重要的觀看視角，見證這個性別化的「人民」的產生(如「手足」
和「兄弟爬山」)29，以及基於性別的分工、等級如何劃下界綫(如
「前線巴」和「後勤絲」)30。厭女情節(Misogyny)與反女權主義
(Anti-feminism)在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中本就十分常見 

(Bonikowski 2017)，女性與女權主義者經常成為多種政治形式的劃
界對象。在反修例運動中，女性和女權主義者也時常是被劃分出
去的他者或者被分派基於性別之「份内事」的對象，這個「份内
事」的分派本身就帶有典型的父權色彩。就譬如象徵反修例運動
的勇武民主女神像，哪怕穿著勇武裝，扛著抗命旗幟，腰間也要
掛一個帶有紅十字記號的腰包，象徵其後勤醫護的角色。這正是
反映著對照護與支援工作的女性化(Feminization)，以及一種本質
化的(Essentialized)陰柔特質(Femininity)，以性別化的符號為不平
等的性別分工背書。又譬如孕婦被拉倒就一定是女權主義者的「份
内事」，這同樣反映的是一種基於性別的分工，而「女權 L去咗
邊」這樣的召喚本就帶有對女權主義者的敵意，絕不僅僅是普通
的行蹤詢問。提出這些觀察無關乎陳文珊 (2020) 所説的「為運動
定性」，而是揭示出性別分工在運動中的無所不在，這難道不值
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嗎？如果連這些細微之處都不去看見與探討，
何來所謂的轉化？

29  手足和兄弟都是在中文語境中具有明顯性別意涵的詞語，而這些用語被廣泛用於指稱抗
爭者。

30  巴是 Brother 的音譯，絲是 Sister 的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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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的女權主義者們似乎看不見自己身份所帶來的視
野，或者是不想看見(覺得不是優先考量)，又或者是不能看見(避
免被劃出界外)。因而，這樣的觀看視角並沒有帶來針對運動以及
「人民」這一概念的深入批判，甚至有女權學者說：「這次運動
的象徵 Lady Liberty 是以女體形式呈現，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
與。」(蔡玉萍 2019)原句中的主語是缺失的，因而我們無法立刻
辨識蔡認爲是誰「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但這個例子在
上下文中是用來證明運動的文化層面「不是一面倒複製父權的符
號」，因此我們可以推論，被蔡視爲「肯定了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
的，是運動。暫且不論周蕾(Chow 2001)早已批判過六四學運民主
女神像對女性身體的使用，難道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參與是在追
求運動的肯定嗎？難道我們應該爲獲得了運動的肯定而感到鼓舞
嗎？這其中被默認的權力關係在女權主義者的語言中被表達出來，
是女權敗北最突出的「病徵」。 

與這種「看不見」同時發生的，是周而復始針對女權主義者
的劃界，但這種不斷在邊緣輪回的經驗仍舊沒有喚醒女權主義者
們。香港女權主義者在運動中所經驗的一切⸺不斷被劃界卻不
斷將女權的議題妥協，將議題的優先性給予運動及其民粹敘事，
成爲服務運動、包裝運動的工具⸺是一種歷史性的反覆，也是
對自身發展歷史的壓抑。我們困在一個不斷倒置的沙漏中，永遠
走不出時間的閉環。在循環往復中，閉環内的循環歷史取代了閉
環外的歷史記憶，彷彿歷史上對民族主義各種問題的揭示⸺尤
其是有關性別的問題⸺從未發生過。彷彿維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從未在《三枚金幣》(�ree Guineas 1938)中追問過，
在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的父權社會中女人的國家究竟在哪裏。彷彿
米歇爾•華利斯(Michele Wallace 1979)從未抨擊過黑人群體的民
族主義與性別宰制。彷彿奧菊•羅德(Audre Lorde 1983)從未寫下
這樣的語句：「我負擔不起只對抗一種壓迫的奢侈(I cannot a�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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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xury of �ghting one form of oppression only)。」

爲什麽我們無法看見歷史，甚至壓抑歷史對我們的啓示？爲
什麽我們只懂得用當下的隱喻、政治術語和意識形態消費歷史，
挪用歷史，擦寫歷史？爲什麽我們盡情地擁抱這個性別化的帶有
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對其不敢有絲毫怠慢？爲什麽我們承
受並再生產了劃界的暴力，與之形成共謀？爲什麽由右翼主導的
民粹敘事會成爲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和決定所有議題優先順序的
根據？這是筆者對敗北的女權主義者們(包括筆者自己)的追問。
真正需要女權主義者們回應的，不是「女權 L去咗邊」，而是女
權的視角和議題到底去了哪兒？

轉化唯有來自自我批判，所有的革新首先來自自我的革新。
如果女權主義追求的是父權制度的轉化，性別關係的轉化，以及
社會整體的轉化，那麽自我批判在女權公司化及劃界暴力中被徹
底排除的情況下，轉化真的有發生的可能嗎？當民粹神話裹挾著
衆人一起走向命運預設的結局，存在一種無形的力量試圖控制或
規訓轉化的發生，而沉默的、視而不見的、沉醉於上市融資的、
甚至幫忙壓制異見的敗北女權主義者們，包括筆者自己，都曾經
或正在與這股力量共謀。一個結局被預設因而也極其具有父權色
彩的運動神話，是難以與一個不斷轉化的、非預設的、開放式的
想象相兼容的。後者的結局無法預設也因而允許了更平等的權力
關係和更多的可能性。如何做出選擇，敗北的女權主義者們需要
重新思考什麽才是女權的中心議題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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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筆者與蘇哲安的相識源自 2020年 3月。當時筆者機緣巧合看
到了他在臉書書寫的一段有關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事件的評論，立
刻被他的觀點與論述所吸引，從此成就了一段「三個死左膠」31的
「孽緣」(笑)。在充滿了民粹神話敘事的公共空間中，筆者早已見
慣了萬事以運動爲首，小批評大幫忙，用詞極度謹慎小心，不斷
自我審查與閹割的書寫，而蘇哲安的分析筆觸與批判口吻對筆者
來説可謂令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他對於資本主義、新自由
主義和殖民主義鍥而不捨的批判，實在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啓發，
也讓我們窺見自己對自身、對歷史、對地緣政治、對知識生產體
系的認知存在極大的盲點，以及這種盲點與殖民性之間緊密的關
聯。我們自己何嘗不是這篇(超長)序言中所描繪的敗北的女權主義
者呢？我們也曾幻想過女權議題能夠藉運動之力發揚光大深入人
心，也曾努力地想要將女權議題工具化，將女性和女權的掙扎納
入到一個「更高的理念(Greater cause)」的麾下爲之服務，也曾一
次次地嘗試向運動的「人民」證明女性和女權從未在民主運動中
缺席……因而筆者並不能自外於本文所批判的「敗北的女權主義
者」，這並不是一篇要劃分出敗北和不敗北兩個陣營的文章。直
到我們經歷了殘酷的劃界暴力⸺不僅來自運動更來自其他的女
權主義者，我們才開始有機會回看自己走過的路究竟伸向了何等
歧途。蘇哲安的文字對缺乏相關學科背景的人來説有些艱深，但
卻實實在在地為我們的自我批判與反思提供了一條突圍的路徑和
有用的工具。多少個日夜，我們反覆閲讀和討論他的書稿，才能
夠循著他對左翼敗北的分析看見女權的敗北。本文的寫作過程同

31  蘇哲安因批評袁國勇的殖民種族主義言論而被香港運動支持者群起攻之，當時只有筆者
二人轉發點讚過他的文章，且沒有公開與之割席，蘇、何、黎隧被網民稱爲「香港僅剩
的三個左膠」。對此殊榮筆者實在倍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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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得到他許多寶貴的建議與回應，感激之情難以言表。因此，我
們希望透過這個非典型序言來回應他給我們帶來的非一般啓發，
也希望以此邀請更多人來了解他的思想、觀照與情懷，使得他在
我們身上促成的反思與自我批判可以在更廣泛的時空發生，在我
們無法預計的未來，帶來更多轉化與革新的可能。

黎明

何式凝

2020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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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邊界與敗北

一道前線

2019年發生在香港並延續迄今的抗議運動―即「反對逃犯條
例修訂運動」(anti-ELAB movement；下文簡稱「反修例運動」或「反
送中運動」)在國際上的激辯中，因其國際地緣政治與左翼反帝國
主義立場的意義而成為焦點。雖然眾說紛紜，可是評論者幾乎清
一色預設了同樣明確的地理單位作為依據。換言之，就政治構成
(political composition)的面向而言，這場辯論無論是以中文、英文
或法文呈現，基本上都以既有的國際邊界為框架。根據此框架，
對香港的描述一直延續著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慣例，將香港定義為
一個前哨、一個文明間的互動區、一個夾縫生存、中西合璧的地
方。正因如此，這場運動的關鍵，也就是劃界的行為，要麼被完
全忽視，要麼被納入其他諸如身分認同、主權、自由等議題而被
分散和遮蓋。相對於一些評論者將香港看成是個對抗諸如集權主
義、監控式資本主義或數位獨裁等強權形式的全球性鬥爭的前線，
這篇短論欲闡明：香港確乎是一道「前線」，但卻是在完全不同
的意義上：其成為「前線」的原因，正是因為劃界實踐 (bor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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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早已構成了當下全球政治局勢的核心。香港嶺南大學文
化研究系教授葉蔭聰描述：

香港新一波的本土社運主義就是一種打造族群統治之治理主

體（ethnocratic governing subject）的計畫，承載著管控這個都市與

中國之間各種想像與物理邊界的令式（imperative）。該令式的核

心就是一種管理人口流動的生命政治意志」（Ip 2020, 54）。

本文主張，這種牽涉邊界的生命政治，並非只出現在香港，
而是當前全球規模最大且最為普遍的挑戰。在經濟國族主義逐漸
成為世界各地政治主流的當下，回歸邊界的意志對於本來深受邊
界烙印的人文學知識的影響，十分難測，但是似乎注定讓人文學
的解殖任務加倍困難。面對這些生命政治意志的種種動盪與主張，
什麼樣的知識實踐才足以抗拒邊界的回歸並執行思想的真正解殖，
進而協助眾人脫離生命權力(biopower)所帶來的困境？我認為，一
個重要的線索可從旅居紐約研讀碩士、身兼記者與青年學者身分
的陳偉福(Wilfred Chan)於 2019年 8月在美國《異議》(Dissent)
雜誌發出的呼籲進一步追蹤：「國際左翼的當務之急，是跟香港
人合力研究一種新的分析。不是拿著未消化、反芻過的西方框架
套用在香港的境遇上，而應是從這麼一個『之間』的地方(this in-
between place)的角度出發，敢於重新想像反資本主義、反獨裁的
生存政治」(W. Chan 2019) 1。為了對一種新的分析框架做出貢獻，
我打算將陳偉福稱之為「之間」的狀態當做問題意識兼方法論，
以資本對勞動發起的持久戰當中的劃界實踐為背景，開闢批判性
的新視野，縱使最後可能與陳先生預期的結果漸行漸遠。以《邊
界為方法》一書(Neilson & Mezzadra 2013)為左右銘去投身於學術

1　譯文題為〈抗爭是香港重生之門〉，2019 年 10 月 29 日見於香港《夜貓媒體》網站，譯
文略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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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劃界轉向」(bordering turn) (Sakai 2010)，我想趁此重新思
考「前線」的當代意義 2 。不只是香港，其實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是
一種「之間的地方」、一種對抗生命權力的「前線」。

本著如此「之間」的方法，本文以反修例運動及相關評論的
翻譯實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著墨於理論架構的更新，從邊界、
翻譯與歷史轉型三種宏觀因素的關連去闡述以邊界為方法的視野。
理論與具體案例的討論之餘，本文力圖納入香港的歷史脈絡，以
論證左翼與回歸邊界思想潮流的歷史妥協。

受限於篇幅、時間與作者個人知識、經驗的限制，本著作未
能納入兩個重要議題一事值得先說明一下。思想實踐之餘，左翼
的成敗相當程度取決於組織上的創新。在下文中我雖然針對數位
時代社運組織的若干問題展開分析，可是確實並未能夠系統性地
針對政治組織問題提出比較全面的評估與反思，實為一大憾事。
另外，本著作並未納入香港建制派、港府與北京中央政府相關的
劃界實踐與論述。雖然一般認為中央政府對港長遠的治理目標就
是取消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邊界，可是，我認為事實相反，中央政
府本來就是以邊界的擴散為經濟成就之外政治正當性的主要基礎。
中國當局源自邊界操控的政治正當性－所謂「牆」國及其「維穩
體制」－與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生命政治之間的關係，固然是個很
需要討論的主題，然而因篇幅限制，筆者只好留待他日專論。對
於「牆」國的崛起與自由主義陣營的反撲所帶來的政治挑戰，我
在結語裡將會勾勒出一個政治回應的初步輪廓。

2　《全球媒體與中國》英文學術期刊 2020 年由香港大學教授朱耀偉(Stephen Chu Yiu-Wai)
編的專輯－“Mediating borders: New boundaries for Hong Kong studies”率先發起了香港研
究「劃界轉向」的號召(Chu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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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邊界」真的就是進步嗎？ 

當前問題意識不足的最佳縮影，無非就是「無國界」的理念。
雖然本文的重點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後「回歸邊界」之趨勢的
問題，可是為了凸顯該問題的跨國性質，我認為不妨從國際論述
說起。

就香港抗議運動的情形來看，國際評論基本上聚焦在地緣政
治的國際意義。以法國的脈絡為例，無政府主義色彩濃厚的左翼
網路期刊《週一上午》(Lundimatin)上的相關辯論頗有代表性。旅
居臺灣的法國哲學家布洛薩(Alain Brossat)發表了三篇系列文章，
他詳盡的分析中將香港的運動認定為一場聯合西方對抗中國的政
治倒退(Brossat 2019a, b, c)；而在同一法語政治刊物上，另一篇匿
名發表、題為〈水來了〉(Water is coming，法文原文以英文篇名
刊登)的分析中，香港的運動反而被視為一種雙重對抗，同時針對
中國和西方這兩個被斥為同屬資本主義全球集團的共謀大國(Water 
is coming 2020)。

國際評論者分析反修例運動，包括如同〈水來了〉一文的作
者那樣用心專程赴港現場觀摩與學習的人，總是不免透過一些語
句間接或直接地透露他們是站在「外國的角度」展開分析的，並
在此基礎上以道德律令的口吻，一致呼籲國際的支持 (或反對)。
「外國的角度」雖然聽起來合情合理，可是其中隱藏的許多潛在
性的邊界預設頗值得分析。以下兩個引自《水來了》一文中明顯
帶有預設立場的段落恰好可以說明外界觀察家普遍存在對邊界的
預設立場：

一、「反對逃犯條例的運動提供了一個鬥爭的基礎，可以拿
來對抗當下和普遍形式的權力(基礎設施，網路，員警)」；

二、「我們更願意揭露那邊〔指香港〕吸引我們的東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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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穿越邊界被分享的東西」(Water is coming 2020，粗體另加)。

隔開「那邊」與「這邊」的「邊界」，以及「邊界」與「普
遍性」之間所建構出的格局，倘若非常令人熟悉，是因為這是一
種頗具代表性的現代性典型結構。其具體名稱就是「國際團結」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就像現代性必須被視為「殖民」與「帝
國」兩種對立面的結合體一般，〈水來了〉一文所依賴的世界版
圖，追根究柢是由普遍主義 vs特殊主義這組二元對立概念所組成。
而這些不同地理區塊之間的關係，則被想像成可以訴諸空間化的
邊界去理解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水來了〉一文還是
布洛薩的系列文章，即使最後對運動的政治性質下了南轅北轍的
結論，終究都還是以邊界分隔開來的政體－香港，中國和西方，
作為分析架構的依據。總之，這些刊登在法國《週一上午》有關
香港反送中的文章中，作者們都把某些知識型－地理學(epistemo-
geographical)實體當作出發點，卻未思考持續生產出又反覆複製這
些實體的劃界實踐，更沒有思考這些實踐不斷被遮蓋、擦寫，賦
予不同意義的過程。對這些劃界過程缺乏關注，正是布洛薩的系
列文章和批評布洛薩的文章－〈水來了〉一文共同的特徵。此特
徵呈現在〈水來了〉一文將中國和美國聯合起來，指出「中國和
美國是兩個國家，但卻被統合在同一個體系內：資本主義，其當
下最新版本為新自由威權主義」(Water is coming 2020)。假設我們
將這種觀點放在著眼於邊界的脈絡來看待的話，就會讓邊界顯得
像是一種假象、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而已，看穿了邊界，全球資
本主義的共謀才會真相大白。然而，如果眾多邊界都是一種「虛
假意識」，可以輕易看穿的話，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它們一定不
可能持續存在這麼久。

將邊界視為意識形態假象一事在方法論上其實意味著國族形
式(national form)的問題與資本主義轉型(capitalist transition)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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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存在任何必然關連。根據這種方法論，國族形式相對於資本
主義歷史轉型而言，要麼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要麼
是一種假象。這種方法論上的預設就注定連帶導致這樣的後果：
「邊界」不但會被想像成一種純粹的空間裝置，更會讓我們將這
種空間化的想像塞進另一種兩者擇一的二元格局，就好像邊界要
麼是一種必須接受的給出事實，要麼是一種需要取消的障礙。 

提筆之際，我內心競競業業。在「超越邊界」似乎已經成為
了進步政治訴求的標誌之際，想要指出其背後與「回歸邊界」的
合謀，無非就是踩進地雷區。尤其因為，如此的立場已經是離岸
中國研究(o�shore China studies)進步學者的基本共識，並反映在
2020年成立《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Critical China Scholars)團體
的〈原則聲明〉一文中：

我們認為我們世界現存的不正義現象之根基與緣由，均來自

於跨越國家邊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包括資本主義、威權主義、

帝國主義、種族主義與父權體制。（Critical China Scholars 2020；
粗體另加）

這句話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除了它對邊界的處理之外，還
有它對於「我們世界」中「不正義」制度的列名單，竟然沒有提
及歷史自由主義及其最新的當代權威版本―新自由主義。這兩點
的關係，亦即歷史自由主義與邊界的關係，自成一種類比性的盲
點，致使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產生偏頗。畢竟，如果這兩者從我們
分析視野中刪除的話，就注定讓我們無法理解白人定居殖民主義
(white settler colonialism)與現代國家主權的關連，遑論是美國的國
族主義建構，在未經解殖的前提下，表面上與定居國族主義(settler 
nationalism)告別了，卻是披上了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的外衣，讓定居殖民主義獲得實質的延續(Rana 2015，268)。



7第一章︰邊界與敗北

《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有關邊界的觀點獲得了離散港人左
翼團體《流傘》(Lausan)的回應，並出現在後者對「國際團結」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呼聲中：

我們認知到帝國主義是一個不僅限於民族國家邊界的世界體

系［…］現在是我們重新號召國際團結的時候了，打擊美帝和中

共其實是同一個抗爭［…］（Andi W & Promise Li 2020；粗體另加）

或許正因為忽視了邊界作為社會實踐的特殊性質，這些外國團
體與離散港人團體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願意承認，近年香港向認同
政治全面傾斜一事，意味著左翼的某種歷史敗北，多多少少是反
送中運動的重要歷史背景，但是他們並沒有去探究香港的左翼乃
至全球左翼過去數十年對各種回歸邊界、重建邊界的呼聲與行動，
最後自己都不但加入了，還可能帶頭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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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 3

在一個左、右政治立場的區別日益受到質疑的時代裡，本文
專門針對「左翼」的作法，或許是個一開始需要澄清的選擇。作
為重要的歷史詞彙，「左翼」一詞的定義不但繁多，而且與許多
重要政治紛爭與歷史事件有關，我在此無意涉入，更不用說去捍
衛什麼「正確」或「正統」左派的定義。然而，為了方便討論，

3　這個標題取自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黃涵榆 2020 年 4 月 1 日刊登在《思想坦克》的短
文〈是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這篇文章將一些西方知名知識份子，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齊澤克(Slavoj Žižek)、儂希(Jean-Luc Nancy)與布朗(Wendy Brown)等人籠統
地納入「左派思想家」的行列，進而總結地指出左派的種種思想毛病，例如：「本能性地、
不加區分地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為了反美、反資本主義什麼都可
以」、「不加區分地批判所有形式的國家主權和治理模式本質都一樣是極權主義」等等。
作者甚至不惜與這些「對筆者學術養成、研究與發表，都給予筆者莫大的啟發」的思想
家進行「割蓆」，讓人不得不去思考黃建宏所稱的「一種擺置方式」。黃建宏表示：「大
量的台灣知識份子以消費者的位置進入現代主義式的價值階序制。此時進入該全球生產
框架的知識份子，一面是支持與推廣歐美學術的忠實消費者與代理進口志工，一面則在
政治正確下在台灣獲得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象徵價值與權力。」(黃建宏 2019，42)。《是
不是左派沒那麼重要》一文中的批評與宣稱皆籠統至極，遑論利用對方看不懂的文字(當
然，他們看不懂一事也是他們制度位置的重要構成條件)，將對方思想的格局描述為一
種條件反射的「本能」狀態來矮化對方，與網路互噴沒什麼區別，實不值得認真駁斥。
但是確實有一點值得稍微澄清一下。黃涵榆聲稱：「病毒本身就是全球化，就具有全球
性，我們不應認為病毒是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產物。」(黃涵榆 2020)難道病毒跟資本主
義真的沒有關係嗎？難道西方左派思想圈真的沒有人曾經直接針對這個問題本身提出看
法嗎？英文文獻方面，只要去參考美國進化生物學專家華勒斯的相關研究(Rob Wallace 
2016， 2020 與 Wallace et. al. 2020)，就不難發現，當時黃涵榆對於西方左派思想圈動態
的掌握有尚待更新的地方。這點其實也不算什麼，畢竟跨國跨領域批判總是需要冒著這
個險才能進行。重點不是資訊不足的問題，而是後殖立場的建構過程有沒有納入知識生
產與消費的問題意識。 
對華勒斯感興趣的中文讀者可以參見以下幾篇網路文章：香港《夜貓媒體》對 2020 年 3
月德國《馬克思 21》英文網路期刊對華勒斯訪談的中文翻譯(夜貓 2020)；《食物主權》
2020 年 4 月 11 刊登華勒斯〈新冠病毒與資本循環〉一文的中文翻譯(食物主權 2020；
Wallace et. al. 2020)；與香港《社會主義行動》2020 年 6 月 14 日刊登華勒斯 2016 年的著
作－《大農場製造大流感》書評的中文翻譯(社會主義行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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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先提出一個本人屬意的明確定義來作為出發點。此定義來
自法國哲學家儂曦：

「左派」至少意指政治空間（the political）如然善於登錄「共

同體」的問題意識（同樣，「右派」意指政治空間上的任務僅僅

是秩序與管理的安排）。（儂曦 2003，xxix – xxx；譯文略微修改）

這個定義有意義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最完整或最精確，而恰恰
是因為它所用來捕捉關鍵問題意識的切入點本身是相當有問題的。

儂曦的本意旨在清楚區隔針對政治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
態度與期待。根據他的論點，所謂「左派」的特徵取決於對社會
關係的堅持，而所謂「右派」的立場取決於秩序的捍衛與管理。
這是一個相當簡潔而漂亮的定義，有助於抓出左、右不同政治立
場對於國家、身分、財產等重要問題的分歧。問題是，左派所關
懷的「關係美學」與右派所在意的「秩序管理學」之間存在一種
無法迴避的混淆傾向。之所以如此，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在現代
世界―亦即以殖民－帝國區隔為製圖原理的世界，邊界不但成為
了秩序的依據，同時也成為了共同體、尤其是人民共同體的形象
(�gure)。

為了彌補這個理論上的漏洞，本文採取的工作假設與台灣理論
家黃建宏在《潛殖絮語》一書提出的結論基本上一致：「唯有通
過對生產關係的基進提問，才能翻轉出「現代性」的另一面。」(黃
建宏 2019，44)不可諱言，這種方法論的原則表面上是一種歷史倒
退，形同要求左派思想家趕緊歸隊，回到「正統」馬克思主義陣
營對「生產模式」決定性作用的「正確」立場。遑論，那種曾經
被認為「正確」的立場才是儂曦瞄準的真正批判對象。這是「共
產主義的理念基礎本身的問題：也就是人，尤其是被定義為生產
者的人(我們甚至也可以說：簡直就是被定義的人⸺在根本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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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作或創作的活動，專門從事自身之得體本質的製造者)」(儂
曦 2003，4；譯文略微修改)。儂曦確實抓出了一種貫穿共產主義
理論傳統的形上學弊病，讓我們清楚瞭解：「人的本質即是生產者」
這個概念，其實只不過是屬於特定時空脈絡的知識成見。倘若引
用儂曦的左派定義，卻將他刻意排除生產關係的哲學立場視為這
個定義本身的缺點，這種作法對儂曦好像有點欠缺公道吧。然而，
與其說是糾正儂曦的「誤差」，不如說是對儂曦所揭開的豐富問
題意識及其系譜表示欣賞與承接。畢竟，在儂曦提出這種左派定
義將近四十年之後的今天，「生產」的定義本身已經產生了革命
性的變化，讓「生產」不再受限於工廠內幹活的事。例如，《潛
殖絮語》一書大量著墨於傅柯生命政治與主體性建構的問題，指
出傅柯「以知的意志予以延伸，能夠讓我們真確地理解『生命治
理』的生產與再生產」(黃建宏 2019，162)。黃建宏頗有代表性地
點出的當前左派批判圈對「生產」的理解，足以顯示「生產」的
概念早已超越了通俗馬克思主義「下層建築」決定論的狹義框框。
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概念已經擺脫了儂曦詬病的本質主義
形上學預設，進而朝向一種新的關係美學與關係存有論。正因此，
政治哲學理論家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才會指出，除了「生產模
式」(mode of production)之外還有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另一平行的
「模式」(mode)，那就是「主體化模式」(mode of subjection)，或
者說主體性被生產的模式(Balibar 1995，155)4。本文的特點不僅

4　主體性一詞在當代華語圈的一般使用習慣，尤其是政治語境下的使用習慣，與富有哲學
含意的“subjectivity”一詞相差甚遠，因此值得說明一下。 
相對於當代政治脈絡的慣用案例，現代主體性的建構取決於「否定性」(negativity)。否
定性之所以這麼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意指主體性建構過程中他者因素或內部差異的介
入。而這些因素的介入都是發生在時間的流動過程中。時間成為時間的前提在於當下的
流逝，而所謂的流逝就引進了對「當下」的否定。作為時代的劃界名稱，現代性將如此
的否定性提升到極致。畢竟，在現代性的脈絡中，「現代」代表與「過去」之間的斷裂，
而正因此，現代性的「時間」無法被視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連貫的介體。時間如此
斷裂之後，反而分為一種無法對象化的未來與一種過度對象化的過去之間的衝突。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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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將主體性生產過程連結到廣義的語言勞動問題，更在於進一
步將語言勞動納入翻譯的脈絡去重新詮釋。這點也可以從儂曦對
「溝通」的理解找出些許迴響：「溝通一事〔…〕並不構成一個〔社
會〕「紐帶」〔…〕溝通反而是界定「其」點往外暴露的構成條件。」
(儂曦 2003，62，譯文略微修改)問題是，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外
部」？「左派」對此問題該持什麼看法？

酒井直樹指出，「說話的主體無法在發言(utterance)時自我一致(identical to itself)，畢竟
凡是發言均會造成陳述主體與被陳述主體之間的斷裂。發言中如此的斷裂就如同經驗自
我與超驗主體之間，自從康德以降存在裂痕一般，這是一直構成現代認知主體的困境。」
(Sakai 2005a，19)因此可說，現代主體的特徵在於因為無法達成統一性(identity)而成為
問題的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身分」或「認同」(identity)，是兩個需
要嚴謹區隔的概念。然而，主體或主體性等用詞在當代華語圈中一般的用法，因為排除
了否定性的緣故，比較接近身分一詞的代名詞。更準確地說，主體一詞一般用法的實質
意涵，其實就是意指生命政治脈絡中的身分之意。在當代華語圈政治辯論中，主體一詞
的意義往往取決於一種強調相似於主動的「主」之意，而這種「主」的概念，其實就是
殖民主義脈絡繼承下來，相對於「被奴役」之意的對立詞。也就是說，「主」體意味著
一種消極自由的身體經驗或「主」權，而這位「主」人翁的身體主要的特徵在於它不是
奴隸。但是，至於主權與奴隸的可能關連，倒是當代華語圈政治主體性論述中被化約為
身分問題而鮮少面對的課題。一個顯著而卓越的例外，就是周思中在〈無怨無悔的解殖
思考〉一文有關海地革命的引介與討論。周思中確確實實地指出，黑奴的解放與獨立建
國的反殖鬥爭，必然在思想界引發一場平行鬥爭，與啟蒙思想抽象普世主義進行對抗。
周思中認定解殖的對象不僅是經營黑奴買賣的帝國，更是包含以主奴辯證法為起始點的
黑格爾普世主義哲學姿態。至於周思中當下以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思想作
為解套方案一事是否正確並不重要。重點是周思中讓我們清楚看到知識解殖與政治解殖
雙軌並行的必要性。然而，對於奴隸與主權的關連，周思中在〈無怨〉一文中僅僅宣稱，
「海地革命揭開了黑奴解放成為獨立主權國的第一頁」(周思中 2011，170)，卻並未察
覺兩者間的非連續性，以及這種非連續性所帶來的思想挑戰。位於 2010 年代初期的周
思中，自然無法從一系列後人相關的研究中獲益一事，可以凸顯 2020 年執筆的時代已
經轉入截然不同的知識階段。例如，Wall(2013)跟 Roberts(2015)從不同角度切入海地革
命，不謀而合地指出自由跟奴役之間存在某種「斷裂」(rupture)或「轉折」(transition)，
可以引以為鑑。前者強調「權益」並非政治構成的「標準」，而是政治構成的衝擊與重組。
後者則認定奴役跟自由並非兩個平滑間隔的固定狀態，而自由並不是可以「實現」或「擁
有」的。有別於啟蒙思想傳統，Roberts 主張奴役，而不是自由，才是人類普遍的生存
狀態。自由的關鍵在於從奴役到自由的轉型過程，而這是一個絕非平順、注定充滿辯證
矛盾與鬥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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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釐清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就得搞清楚，所謂「外部性」
不僅是一種認識論的對象。當然，形式上，確實如同台灣政治哲
學學者洪世謙精簡指出，「內是外，內又不是外，內是內又且是
外，內非外又且非內」(洪世謙 2017，10)。洪世謙的觀點恰好響
應香港作家董啟章在其深具影響力的《地圖集》一書裡〈界限〉
章的分析：「在一個地方之內，同時意味著在另一些地方之外，
反之亦然。並不存在沒有之外的之內，也不存在沒有之內的之外。
換句話說，所有之外亦即之內，而之內亦即之外。沒有絕對的內，
也沒有絕對的外。」(董啟章 2017，39)在董啟章那邊，空間的虛
構性打開了界限的可塑性，讓我們得以想像眼前的邊界都具有其
任意性，可動以改變。而改變的決定性因素在於權力的行使。權
力對於製圖學起著決定性作用，透過邊框的制訂與比例尺的調節，
最後甚至可以達成政治干預，「剝奪了香港的獨立性，強化了中
國的統一性」(董啟章 2017，57)。

然而，純粹空間化的隱喻對於我們瞭解資本及其外部之間的
關係是遠遠不夠的。畢竟，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權力關係」往往
跟另一種性質截然不同的關係形式有關。那就是剝削。我們更需
要記住，所謂「剝削」的定義並不受限於「苦力」勞動的狀態。
原則上，「剝削」歸根究柢牽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正因此，凡
是試圖瞭解社會剝削現象的理論，均需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
例如從生活中諸如貨幣、商品與抽象勞動等各種「具體抽象性」
(real abstraction，下詳)的日常實踐切入。而這點倘若放在邊界
相關的理論脈絡重新詮釋的話，那就等於指出，剝削的現實並不
受限於邊界在權力遊戲中的遷移。為了掌握這些又具體又抽象的
事情，我們必須從實踐過程的角度、尤其是該過程中斷裂性差異
(discontinuous di�erence)的接觸與時間流變的角度切入。這些術語
與問題下文，特別是本文第四章，將做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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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外部性

對於資本與外部性關係的詮釋，目前走得最深入且有趣的學
者應該就是加拿大日本研究兼理論家沃克(Gavin Walker)。他將日
本左派奇才學者宇野弘藏(Uno Kōzō 1897 – 1977)的研究發揚光大，
巧妙地解釋資本及其外部間的互動問題。資本雖然盡量企圖在生
產與流通間形成一條自足而封閉的迴路系統，可是實際運作上還
是一直反覆依賴與引進某種外部性作為支援。之所以如此，歸根
究柢就是因為資本最需要的「東西」－勞動力，偏偏就是它唯一
無法自行生產的對象。換言之，資本根本就無法好好管控人類的
社會世界，或者說，人類無法將社會世界的控管任務全權託付給
資本去執行。相對於資本而言，尚未成為勞動商品的人其實就是
一種「外部性」。

所謂「外部性」(outside, exteriority)的第一層含意，可以理解
為種種尚未納入資本主義市場組織的社會關係、階層與制度。作為
剩餘價值的來源，外部性並不受限於地理範圍，而可以涵蓋諸如
年齡、性別、性向、種族、遷徙、語言等各種社會差異及其可能
產生的差異性主體，甚至還可以延伸涵蓋其他物種、細胞、分子、
資訊與情感等等。正因此，尼爾森與梅札德拉強調，「地理邊界」
(territorial borders)與「資本疆域」(frontiers of capital)需要被嚴謹
區隔(Nielson and Mezzadra 2020)。作為一種永遠追求擴張的運動，
資本主義亟需不斷辨識出新的疆域，新的外部性，才能持續「發
展」。那麼，「外部性」的第二層含意  ，大致意指「非資本」之意。
然而，什麼才是非資本之物呢？一般咸認那就是「人」，而「人」
與「資本」之間的互動所造成的結果，在「資本」那邊就叫做「剩
餘價值」(surplus value)，而在「人」這邊就叫做「異化」(alienation)。
然而，相對於資本這份社會關係而言，「人」顯然並不純屬「非
資本」的「外部性」範圍，尤其是作為商品化勞動力的人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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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我們使用「外」字來形容，可是外部性本來
不屬於「內、外」空間式的區隔，而是一種相對於資本主義「發
展」的時間概念。一旦我們開始追究「資本是什麼？」這個問題，
答案必然連帶包含人類在內，因為歸根究柢，資本就是一種社會
關係，而這種社會關係的基礎與產物，與其說是財富的積累，不
如說是主體性本身的積累。沃克為我們總結指出：

馬克思同時還強調資本的誕生並不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積累循

環首度啟動之際，即使那樣的時間點真的可以在歷史中被抽離抓

住。相反，資本早已醞釀在那些並非資本本身的社會形式當中，

而那些形式自身往往也需要經由主體性積累的催化劑才能被激活。

這個概念雖然十分詭異，可是相當有助於我們理解馬克思針對資

本主義成形的過程（the becoming of capitalism）－這種社會關係成

為社會中支配性的焦點一事－所展開兼具批判性與理論性的分析

工作。它主要牽涉「轉型」的問題，一個在馬克思那邊尚未獲得

理論提升的概念。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如此「非出生」或「死產」

現象的意義，不只是意指資本的前史因素均受到資本－也就是說，

它們的未來的影響，而且更意味著反之亦然，資本永遠無法完全

成功地刪除其自身出其不意的突變過程。（G. Walker 2019b）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外部性」相當弔詭，它一方面是資本這
份社會關係崛起而成為支配性主流形式的產物，另一方面它也被
資本投射到資本主義誕生前的歷史階段，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引擎
的火星塞。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民族形式」(national 
form)就好比一種「前現代」因素，對於資本主義試圖以積累的「理
性」去重組整個社會一事構成障礙。但是放眼未來，「民族形式」
恰好給資本主義積累體制提供了一個「理性」且「自然」的社會
組織基礎－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去順理成章地規管勞動商品化的
過程。在這點上，民族形式被分別投射到過去與未來兩個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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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時間，導致「民族形式」一面被視為社會關係整體性的「天
然」架構，一面被視為一下子外在於資本的「擴張」對象、一下
子由資本所收編並升級複製的「外部性」。舉一個香港的例子來
說，「外部性」如此的雙重特性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
常設展，隱約可見。該展從城鄉差異的角度敘述香港建城史，讓
鄉下 (特別是瀕臨香港的廣東省地區)一面扮演香港華人傳統社會
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因素 (例如刻苦耐勞、逆來順受、家庭
救濟等傳統價值)，一面將鄉下視為一個尚待開發的落後地區。可
見，民族社群的意識形態功能確實微妙。蒙受沃克的啟發，我們
甚至可以說「民族國家」正是「外部性」的典範。重點不是「民族」
還是「國家」孰先孰後的歷史關係，而是雙方彼此的複合體啟動
了弔詭的循環運動，讓兩者輪流充當資本外部性的角色。

就在這點上，殖民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不可取代。它不
但使得資本順利將地理區隔套用在時間的流程上，更讓民族國家
的建立成為解殖運動的終極目標，導致民族自決成為資本主義的
幫手。雖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歷史淵源各自不同，可是從前者
的角度來看，後者提供了一套十分完美的治理技術去規管外部性
詭異的雙重特質，讓殖民主義成為資本主義主體建構過程中典範
性的「布署」(apparatus)。重點是，作為一種朝向全球無所不包的
整體計畫，資本不斷地投射並吸納各種各樣的外部因素，一邊當
作資本未來發展的目標，一邊充當積累體制過去賴以成立的基礎。

誠然，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主體性建構與劃界實踐之間的關
係是一體兩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生產關係的基進提問」，
起碼必須顧及劃界實踐與生產間的關連，才稱得上名符其實的「基
進」路數。我認為正因此，黃建宏才會正確指出：

我們今天面對的實踐問題或更進一步說實踐的邊界問題，正

是在於邊界迅速而不斷地瓦解，反過來說，「邊界的碎裂」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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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今的邊界問題，如此便可以理解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就是邊界

碎裂化後「極端抽象化」的邊界（黃建宏 2019，210）。

所謂「碎裂」的現象，除了意味著現代民族國家邊境所象徵
的民族國家整體性開始瓦解之外，還具有一層擴散效應的含意在
內。邊境的「碎裂」不僅是一種分散，同時也是一種乘法的過程。
而正在擴散與繁殖中的邊界不只是一種認識論的對象，更多時候
是由實踐所構成且持續流變的社會關係。基於此，本文將翻譯視
為此類社會實踐的典範。翻譯往往又是一種劃界實踐，又是一種
生產。或者說，從一切語言行為、包括「母語」內的交談均可重
新詮釋為翻譯的角度來看，劃界實踐與生產關係都是主體性建構
過程的關鍵。 

文化研究與去馬的過程

從這些初步的理論考量出發，就不難發現我為什麼認為儂曦
的左派定義依然值得採用。作為一種豐富的問題意識，這個定義
恰好可以代表當代全球左派思想界兩種重要且需要克服的趨勢與
障礙。其一就是後共產主義時代所形成的去馬(de-marxi�cation)現
象及其相關的歷史成見；其二則是一種語言與翻譯分工體制醞釀
出的世界圖式(schema of the world)或形象。

去馬趨勢在學術界的最佳代表代莫過八○年代之後橫行全球
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這點說來其實也相當矛盾。畢竟，
起源於英國伯明罕左派脈絡之文化研究，本來就繼承了左派、尤
其是馬克思與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思想傳統。然而，到了七
○年代末，阿圖塞的思想失去了西方批判圈的權威性地位，而「無
產階級專政」這個「共產主義轉型」中的核心概念，同時被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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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政黨與學者們徹底否定之後 5，以霍爾(Stuart Hall)為首的伯明
罕文化研究派基本上就跟上潮流，並開始棄守以生產模式為社會
關係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Sparks 1996，96)。換言之，文化研究
於八○年代開始傳入香港與台灣等華語國家地區之前，這個後來
在華語圈學術界影響極其深遠的新學門早已帶頭創造了一種掛羊
頭賣狗肉的品牌銷路，讓「左派」與「生產」之間產生與儂曦的
哲學批判異曲同工的一次斷裂。持平而論，文化研究扮演這種角
色，還是需要還原當時的歷史脈絡，尤其是 20世紀左派理論圈長
期累積的盲點，特別是它向來並未成功納入諸如性別、殖民、語
言等非傳統歐洲國家階級主體性經驗與因素。否則，我們可能就
會忽視文化研究過去幾十年對整個人文學所帶來的重大思想貢獻。
畢竟，文化研究的建制與擴展使得許多之前被排除於學術殿堂之
外的研究對象，例如影視研究、性別研究、消費研究、大眾文化
研究、甚至後殖研究等等新興領域，終於可以獲得正當性的機會。
而在香港的具體脈絡中，文化研究這個新學門更是人文學主流思
想，特別是「儒家文化論」的重要批判者(許寶強 2002)。

5　阿圖塞的弟子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1976 年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S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一書，曾經一度試圖介入當下法共黨內針對該黨政治綱領是否刪除「無產
階級專政」相關的辯論(Balibar 1976)，可以視為一次劃時代的指標性事件。近年，西方
批判圈以 Dean(2012)、Kivotidis(2019, 2021)與 Bruschi(2020)為首，啟動了一波重新評估
「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意義與另類詮釋。根據義大利哲學家布陸希(Bruschi)的看法，
「無產階級的支配性統治其實意味著一個過程，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邏輯下，令那
些本來不可能產生的社會相遇不斷獲得重複發生、鞏固與穩定」(Bruschi 2020，53)。這
些過程的關鍵取決於「經濟」與「政治」這兩個不同領域之間的界線被取消，進而催促
兩者間各種曾經無法想像的「相遇」與互動陸續產生。根據當年阿圖舍與巴里巴的理解，
法共黨綱裡「無產階級專政」相關的條文固然應該保留，但是在概念上仍須展開重大更
新。眾所周知，法共最後的決議，與阿圖舍、巴里巴等人的立場相違。結果，自從 1976
年法共決議將「無產階級專政」條文從黨綱刪除後，西方的左派政黨與社運團體均採取
了幾乎一致的立場，將「民主」視為一個純粹形式或法定程序的問題。布陸希指出，「這
就等於相信無產階級展開的階級鬥爭，可以不必去質疑國家體制，就好比根植於特定生
產模式的國家體制──也就是根植於特定階級社會勢力的制度本身，反而不受制於這種
社會勢力的支配」(Bruschi 2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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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此無法系統性地針對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引進與歷史演
變提出完整的分析與評估，可是，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無法迴避
的課題。畢竟，想要勾勒出當今香港劃界實踐的系譜，就得去鑽
研諸如陳清橋(Stephen Chan)、羅永生(Law Wing Sang)、許寶強(Hui 
Po Keung)、葉蔭聰(Ip Iam Chong)、彭麗君(Pang Lai kwan)等文化
研究在香港先驅的學術著作才行。以 1995年香港《今天》雜誌刊
登「香港文化」專輯，以及同年陳清橋等人編，《香港文化研究》
學報第四期「北進想像」專輯為象徵性的起跑點，文化研究在香
港不但對於「身分認同」相關的公共討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還籠統地奠定了「本土」視角即等同左翼的學術正當性 6 。甚至於，
「本土」視角好像變成了左翼立場的一種入門前提與思想標誌，
讓「本土」最後染上一種「自然左」的色彩。然而，作為一種邊
界布署產生出來的概念，「本土」與邊界的關係雖然一直反覆被
質疑，可是其與劃界實踐的關連其實從未被正視。可惜在時間有
限的條件下，香港文研圈「本土」建構批判性辯證及其知識系譜
只好留待他日另論。

儂曦左派定義揭露的第二種當代趨勢，則是台灣理論家黃建
宏所稱的西方知識份子的一種「不面對」的情結。

他們［指西方知識份子］極盡可能地描述出各式各樣的解構

思維，但這些打開更多可能性的思維模式或工具，卻大多在立基

於各自明確的歷史社會脈絡同時，停留在一種抽象的市民社會的

暗示，而幾乎不面對明確的國際關係與彼此異質之文化間的現實

關係。他們有權不面對這種外部關係，但這種不面對使得解構思

6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Sebastian Veg)甚至聲稱，「本來只是 1997 年前後一
些文化研究學程的口頭禪，『香港身分』如今正在成為眾人愛戴的概念，不論是在報刊
社論還是一般民調上均如此。」(Veg 2013)魏簡的觀察似乎可以間接見證，文化研究對
本土論述的形成過程起了不成比例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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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與解放思想成為以文化或人文思想延續這些過往殖民國的國際

優勢，並以另一種方式維持其治理關係。換言之，這些思想與理

論仍然以一種普世性的型態，輔以學術權力的國際網絡，通過交

易與流通的形式完成新的國際階序制的普世形式（黃建宏 2019， 
43）。

我認為這種「不面對」的現象，其實就是從帝國主義繼承下
來展演性梯度中的位置(a position within a performative gradient，下
詳)。如今其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發生在廣義的語言勞動(尤其是
翻譯)和非西方語言書寫的多重分工體系之上。之所以說這個分工
體系呈現一種多重的狀態，主要是因為它不但包括學術界一些顯
著不對稱的社會關係(例如，全球留學人口流動所呈現極其誇張的
懸殊狀態)，還包括一些人文學學科分際的原理在內。所謂的不對
稱關係，具體指的是與身分或與遷徙人口有關的不對稱現象，例
如性別不平衡(譯者的身分往往以女性居多)，抑或後殖語言地位
不平等(西方知識份子在升等與榮譽制度上可以完全免於使用非西
方語言從事學術生產的要求，但是對於非西方的人文學知識份子
來說，不論專業領域，幾乎都不得不從事西方語言的消費，甚至
需要直接投入西方語言的知識生產，才能順利升等並獲得榮譽)。
以儂曦的左派定義為例，雖然對於現代「共同體」展開了一次精
彩的「解構」，但是他還是沒有去面對「共同體」與西方／非西
方邊界之間的關連，以及這些所謂「文明」區隔與語言勞動(主體
性)間的關係。換言之，西方知識份子這種「不面對」情結，與其
說是反映在知識對象的選擇或忽視上，不如說是反映在翻譯與語
言勞動的實踐上。

大概就是這種「不面對」情結間接引起了政大台文所教授陳
佩甄，在回顧文化研究過去 20年在台灣的歷史時， 提出如此的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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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要擺脫西方，其實是要擺脫「現代性」內涵中的西方

霸權［…］更確切地說，是擺脫「現代性」本身作為知識生產

權力系統所進行的劃界（時間與空間都是）工程（陳佩甄 2019: 
200）。

本文對於反送中的切入點，與陳佩甄的「劃界工程」完全一
致。然而，即使如此也難免隱藏了另一種值得提防的潛在性的
「不面對」情結，那就是翻譯理論兼日本研究學者酒井直樹(Naoki 
Sakai)長期耕耘的問題：

將現代性視為一種「西方」支配世界的時代，此一觀點的缺

點，在於它並未回應一個問題：在那之前，「西方」到底有沒有

存在過？［…］然而，連如此提問其實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將

現代性理解為一種讓「西方」這個統一範疇與「白種」這個種族

範疇共同獲得確立的過程（Sakai 2005a，14）。

假設放在上文討論生產問題的脈絡去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提
問：「西方霸權」中的「西方」，到底是「現代性」的發明者、
生產者與操控者，還是「現代性」過程的產物？

總之，「西方」對於非西方語言勞動的「不面對」，以及非西
方對「西方」統一性幻象的「不面對」，都貫穿本文追蹤的問題
意識，本文欲從劃界實踐與生產關係的角度來切入當代香港乃至
全球左派的若干癥結。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劃界
實踐及其深層的知識系譜學均富有極大的啟發性與豐富的問題性，
值得深入研究與廣泛討論。

歷史成見、外部性與世界圖式

從香港左翼史的角度來看，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本身即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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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至少在 15年前就開始的政治動態發展次第當中。始於保衛
天星與皇后碼頭(2006、2007年)和反對跨境高鐵(2009年)，到佔
中(2011年)和反國教運動(2012年)，再到雨傘運動(2014年)及
其餘波的這一政治次第過程中，香港左翼 7內部經過一番重大的辯
論，讓進步陣營對於諸如身分、自決、移民、自由和歷史記憶等
問題意識的框框漸漸全盤接受。這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發酵劑便是
一連串令左翼／左派在香港社會整體上喪失信譽的輿論運動，其
標誌包括在 2010年開始廣泛流通「左膠」8與「大愛左膠」等說法，
導致「左翼」的日常定義偏離了社會關係與生產之間的關連，並
在歷史批判上完全失去了另類歷史詮釋與想像的能力。結果，左
翼最後變成道德關懷－「大愛」的代名詞。2014年傘運剛起步之
際，部分參與者展開了「提防左膠」運動，特別「提醒」群眾「請
勿在示威場地表演及嬉戲」。

在創意示威被泛道德化論述驅逐的陰影下，「左膠」一詞還
添加了一層生命政治轉向的內涵，潛在性地代表「背叛(香港)本
土」。這種本土論述背後其實還有國際因素，但是這個「國際因
素」完全內在於香港社會。其最直接而影響深遠的表現就是歷史，
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歷史詮釋的架構。香港本土民粹主義論述再
怎麼「本土」，它一直脫離不了世界與世界史對它自身建構過程
的重要性。該歷史建構的具體內容並不是重點，說那是「自由民
主 vs威權主義」的歷史對決亦可，反正最後都是一個足以成為信
念對象的歷史進程。而如此的信念非常容易帶來各種歷史成見。

7　根據香港慣用的區分，「左派」一詞意指親中共，「左翼」意指非屬中共陣營的左派，
兩者間的異同某程度上是冷戰留下的意識形態，但根據友人的說法，這區分在日常討論
情況上對意識型態的指向並不明確。本文一般情況下保留這種定義區隔的同時，還保留
超越其限制的餘地。在歐美的脈絡裡，如同香港那樣「左翼」vs「左派」的詞彙區隔並
不存在。

8　關於左膠一詞的歷史及其意義的演變，請參見 Ip(2020)頁 93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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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香港工黨創始人之一兼曾任嶺南大學文研系教授一職的
梁啟智 (Leung Kai Chi)在 2017年發表的非學術性著作《獨立路上：
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可以被視為這種歷史成見所孕育出的
主體位置的代表。作者赴前蘇聯各國現場見證，並以國族主義發
話形式建構出該書的目標讀者(分為「相信香港獨立」、「相信民
主自決」與「一國兩制的忠實支持者」三種類型)。然而，除了史
大林主義的殘暴或者人道主義與布爾喬亞消費社會價值觀的假定
關連外，作者還間接「見證了」一系列的當代歷史神話，例如「國
際標準」與西方的潛在等同、「西方」不容置疑的假定統一性與
普世性，以及國家(state)與民族(nation)的假定區隔等等神話般的
預設。而這些預設立場其實都不是什麼現場見證的產物，而是出
發前早已在他方被定格的後設敘事。甚至可以說，《獨立路上》
一書的眾多觀察都是建立在上述「不面對」情結被延伸到邊界體
制的基礎。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偏見，不如說是一種邊界相關的歷
史成見 9。諷刺的是，這種歷史成見與 1920年史大林將「蘇維埃自
治權」定義為「中央地區與邊疆地區的革命性統一」的論調異曲
同工(Stalin 1953)。史大林否定少數人口脫離蘇聯的權益一事與梁
啟智將民族獨立視為理所當然的原則，雖然兩者立場表似相反，
其實都將邊界視為抽象的給出物，並將政治判斷化約為以邊界為
基準的泛道德主義立場。

「綏靖主義」(appeasement)一詞在香港的流通可以被視為歷
史成見情結另一重要的實例。香港評論家歐家麟(Au Ka Lun)頗有
代表性地認為「綏靖主義」的意思就是「姑息、軟弱、忍氣吞聲、
對強權惡行視而不見」(區家麟 2020)。相比之下，早在 1980年
代末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瓊斯(Mark Jones)指出，「綏靖

9　有關後蘇聯東歐挫敗的轉型與世界版圖尚未完成的解殖大業，請參見 Buden(2009，
2020)；有關俄羅斯在蘇聯瓦解後被洗劫的歷史，請參見 Klebnikov(2000)Wood(2018)跟
Wede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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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真正的歷史意義在於西方國家(當時還是帝國)，特別是英
國與法國，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從十九世紀末年起以反左為基
軸 10。這些國家寧可與極右勢力締結聯盟去對付社會主義的蔓延，
卻死不願與左派勢力團結共同打退法西斯的浪潮。1937–1939年
間不斷努力在《國際聯盟》架構內湊合反法西斯國際連線的蘇聯，
一再受到英、法的阻擋並吃上閉門羹一事，根據瓊斯的判斷才是
希特勒順利發動戰爭的主因。換言之，所謂「綏靖主義」的歷史
教訓並不是「姑息威權，後患無窮」，而是「縱容右翼的跨國勢
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反過來看，假設將「綏靖主義」反而
定義為「姑息威權」的代名詞，這就形同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
國華爾街的金融勢力，二戰前積極扶持並成全德國與義大利法西
斯勢力崛起的歷史記憶壓抑並刪除。更嚴重的是歷史記憶被如此
刪除的結果就是將遮掩真相的歷史敘述捲入「威權 vs自由」的敘
史大綱，讓世界史染上兩大陣營對決的色彩。由此產生的冷戰思
維往往被轉換為全球製圖學的原理，就好像「自由」自成一個獨
屬邊界一邊的「陣營」，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好像邊界才是自由
的象徵與保障。誠如尼爾森與梅札德拉指出，這就是自由主義政
治哲學「不對稱性」(asymmetry)的起點，其中「邊界正是那個讓
如此不對稱性得以成立的匯合點」(Neilson and Mezzadra 2020，
xix)。

從以上兩個例子來判斷，歷史成見現象可以被理解為後設敘
事深層問題的表徵。就歷史成見現象本身而言，它可以被視為兩
種認知問題的情感結晶，其一就是對於整體性的誤解，其二就是
對現存「世界圖式」的認同。想要瞭解這種歷史成見可能產生的
深遠影響，可以從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兼《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
創始人之一柯瑞佳(Rebecca Karl)對香港反送中的評語切入：

10　請參見 Jones & Porter (1987) 與 Jones (un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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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因為當前以及過去各場運動（例如 2014 年的傘運）

曾經採取鬆散且不割蓆的形式，所以很有可能起著一個指標性作

用，指向一條針對資本主義及其不滿展開分析與再概念化的道

路。如此再概念化的事情會不會與過往「先鋒黨」的政治運動

一樣「紅」呢？鑑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Given all we know 
now），例如有關革命黨奪權後激進民主的初衷遭受背離，並在暴

力、官僚與技術導向的管理主義中以狼吞虎嚥的窩裡鬥終告失敗，

難道這是我們想要的嗎？左翼團體《流傘》已經開始針對這些問

題展開系統性的思想整理工作（Karl 2020）。

何謂「鑑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正因為現代社會以支
配(權力關係)與剝削(按照資本的邏輯進行價值形成過程)為特徵，
所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累積過程，遑
論是一種毫無媒介的給出。至少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所知道
的一切」－也就是說，當下的全部人文社會相關的知識，特別是
歷史相關的知識或後設敘事－就如同資本積累體制下任何其他社
會整體性概念一般，都無法迴避與資本所幻想的整體性產生互動
後被收編。畢竟，資本最期待將自身的積累體制，從生產到流通，
統統再現為「自由市場」自給自足的理性循環，但是礙於其自身
的不足及其自身非理性的特質，資本永遠就處於一種依賴「外部
性」的狀態，企圖從「外部」引進資本最需要、卻無法自行生產
的物品－勞動力，也就是說人類自身。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當下
知識整體不但以各種差異性的方式納入被壓抑的歷史差異與各種
少數、弱勢「非科學」知識，而且還勾勒出資本自身無法達成卻
夢想以求自給自足的整體性形象。

正因此，我們不得不質疑，「鑑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
的立場，與「過往的先鋒政黨 」到底有什麼不同？過去的布爾什
維克黨相信工人階級無法正確辨識社會關係的整體真相，所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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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定工人階級就不能缺少先鋒政黨帶頭引領的角色。如今，柯
瑞佳的立場雖然好像否定了過往革命黨的總指揮角色，可是光憑
她那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先鋒黨一般的邏輯隨即獲得
了變相的延續。當然，她所指的「我們」與「先鋒黨」不同，並
不是一種領袖菁英而是一種以「無大台」為前提的謙虛與倫理態
度。弔詭的是，正因此，柯瑞佳就難免創造了一個取代先鋒黨的
整體性辨識器，只是這次的知識主體對於當代布爾橋亞階級而言，
更加安全一些。

重點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凡是整體性往往無法擺脫被資
本收編的命運。這種收編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歷史敘述，旨在讓
我們相信，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整體就是一種如同天然地層一
般的必然積累。而這個「天然地層」作為後設敘事，其具體名稱
就是「世界」，就好比世界就是一種給出的舞台，等著企業家好
好開發並發揮。相反，以「世界」的名義被給出的整體性並非「所
知」的中性容器，而是「現在所知道的一切」的意識形態布署，
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產生出有利於資本積累的主體性。誠然，我
們這一代假設有什麼當務之急的任務，那至少必須從「世界」這
個整體性與資本之間的關係著手，才能開始啟動良性的改變。

作為整體性的範本，「世界」並不是一個在歷史上先於資本
的存有或者一個提供給資本，卻比資本早先搭好的自然舞台。事
實上，「世界」之於資本，就跟「人類」之於資本一樣，都是一
個弔詭的「外部性」。而作為一個整體，世界與其說是個舞台，
不如說是個形象、一種資本的「景觀」。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概念，
我們不妨從德博(Guy Debord)有關「景觀社會」的批判理論找出
些許靈感。「作為一種整體性，景觀之於當下生產模式而言，又
是結果，又是投射」(Debord 2014，3)。德博對「景觀」的描述跟
上文討論「外部性」弔詭特質十分吻合。之所以如此吻合的原因，



26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

就是因為這個被稱為「世界」的「景觀」其實也是一種形象。作
為資本積累體制的形象，「世界」－或者更精準地說，「世界的
圖式」(the schema of the world)－代表一種弔詭的循環關係，讓「世
界」這個資本主義的產物被投射到資本主義萌芽之前的階段，一
面成為資本萌芽的預設，一面充當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換言之，
「世界」又是資本主義積累體制所需的前提(因為資本就是需要將
自己呈現為「世界」它才能順利完成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又是
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結果(因為「全球」的概念才是資本
主義活動創造出來的產物)。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大眾文化與知識圈呈現上述歷史成見
的現象，追根究柢都是資本針對「外部性」一邊加以壓抑，一邊
加以無線上綱的病徵。梁啟智筆鋒下的後蘇聯和歐家麟談論綏靖
主義這兩個例子給我們的啟發，在於協助我們看出「外部性」被
收編的深遠意義，就好比「跨界」與「劃界」都是資本最自如的
事情。這個兼具預設性與歷史驗證性的「世界圖式」－資本賴以
活動的「舞台」，就是一個被資本虛擬出來的整體性形象。它的
用意如同康德哲學中圖式概念的功能一樣，就是將各種差異性的
時間與空間納入一個超驗性的再現架構－一種「圖式」。「世界
圖式」可以被視為一種布署，這個布署的運作就是將各式各樣非
連續性的時間納入一個普世時間的脈絡(例如，「現代化」或「發
展」)，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製圖學的機制，將「世界」劃為不
同區域及其差異人口。當前左翼最缺乏的觀點，就是從「世界圖
式」的問題切入整體性批判的脈絡，進而在此基礎上創造出嶄新
的跨國團結與截然不同的劃界實踐。

誠然，左派思想有關「社會關係的整體」(the tot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需要展開一次重大更新。迄今最大的癥結在於過去的左
派理論對於民族形式長期存在根本性的悖論，一面將民族形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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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體性的範本，一面將民族形式視為外部性的雛形。理論上如
此混亂的狀態導致了社會主義轉型相關的思想，特別是傳統馬克
思主義革命思想中關鍵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均受影響，甚
至被扭曲納入自由對威權的形式對立。希臘年輕法學家兼東倫敦
大學教授齊沃提迪斯(Dimitrios Kivotidis)，以希臘《激進左翼聯盟》    

(Syriza)2015年執政後向右急轉彎的經驗為反思的出發點指出，「階
級專政的本質並非取決於合法或非法、暴力或和平，而是取決於
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這點則證實了『專政』本來是個綜合性的辯
證概念，並主要牽涉社會關係的整體」(Kivotidis 2021，91–92)。 

顯然，如何理解「整體性」就是社會主義轉型無法迴避的關鍵問
題。然而，就在這點上，左派思想似乎往往陷入搖擺，除了將「整
體性」視同「民族形式」的代名詞之外，還將「民族形式」同時
潛在性地定義為「外部性」的主要參照。在「外部性」與「整體性」
之間如此搖擺的「民族形式」難免落為一個混淆的概念，而這種
概念上的混淆對於左派思想起著阻礙的作用，讓我們抓不好劃界
實踐在資本主義積累體制中所扮演不可取代的關鍵角色。

「外部性」與「整體性」之間的關係長期構成一個解不開的
謎。之所以如此可能就是因為它一面隱藏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秘
密，一面也是脫離資本主義，朝向社會主義轉型的鎖匙。這個難
題的挑戰不可低估。至少它意味著知識生產的批判必須以雙軌並
行的方式展開，一面針對那些被假定為「外部性」地區或人口相
關的領域 (例如美國所謂「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一面針對那些
被假定為「整體性」相關理論的領域。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被
假定為「外部性」的地區或人口本身是些自然反抗的基地空間或
主體，而是因為有關外部性的起源與複製過程的故事始終暗藏了
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自我複製的秘密。

遺憾的是，在共產主義這個曾經構成「時代地平線」(儂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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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的概念被徹底否定、甚至被絕對罪惡化的歷史定論下，
「左翼」的可能意義與「世界圖式」的批判一事完全脫勾，導致
批判性知識生產往往無法以那些被假定為「外部性」區域 (例如非
西方)為理論核心。結果，左翼久而久之就被化約為既有世界圖式
內一種人道關懷、代言發聲的再現政治而已(不然就是一種藏在博
物館內、隨時有復活危險的怪獸化石)。這當中的關鍵問題，與其
說是一次歷史知識、甚至認識論的危機，不如說是世界製圖學－
區域分界的危機，而這個分界危機與資本主義歷史發展及其當代
複製機制之間的關連，迄今尚未獲得左翼足夠的理論重視。沃克
因此提醒我們，「『資本』一詞意指一份社會關係，而那份關係
所依賴的步驟就是將對抗性的外部摺入其內部運作」(G. Walker 

2019a)。不用說，沃克所謂的「社會關係」絕不受限於一國的格
局，而是必須涵蓋由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整體」。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東方」vs「西方」劃分為世界版圖的認知架
構，其實一方面是資本賴以運作的「原料」，一方面又是資本的
運作所產生的關係範本。誠然，我們如果想要理解這份做為社會
關係範本的整體性圖式或形象，就需要去檢討當前的世界建構所
隱藏的種種後設敘事與歷史預設。以歐洲中心主義為例，即使那
些歷史預設都可以被理解為「歐洲中心主義論」的產物或前提，
這也並不代表解決之道就在於引進更多非歐洲歷史因素即可。誠
如沃克所說，「歐洲中心主義的邏輯不僅在於既有而獨立統一體
〔例如區域〕之間的階序或排名關係，而是一個對世界整體社會
關係的認知圖式。在這個意義上，各種不同的區域、語言、文化
與經驗都可以被納入其中，卻不會干預該圖式的運作功能。因此，
瞭解這個圖式運作的認知後果非常關鍵」(G. Walker 2019a)。本文
的重點之一就是強調，反修例運動以回歸邊界為基調，形同加強
資本這方面的「圖式運作」，並進而遮掩其運作的邏輯與世界圖
式的意義。顯然，我的用意並不是想要給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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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次「歷史平反」的要求。重點是，「資本這份關係」由於運
作需求的緣故，就少不了發明「世界圖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
種」，讓這些假定整體性因素都被捲進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
並同時被投射為資本主義發展永無止境的「外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整體性的面貌
出現的歷史成見，不僅由反修例運動的擁護者推動，同時也是不
少批評反修例運動的左派共同參與的事情。以香港當代托派團體
《國際》為例，他們對反修例運動發出極其負面的評價，固然提
出了眾多值得討論的宏觀問題(例如香港與國際金融的關係)，可
是還是無法擺脫有關邊界與劃界實踐的歷史成見。該團體的立場
從世界「地理分界」(geographical divide)出發，形同將帝國主義歷
史遺產及其當代延續的國際架構保存下來，並在此基礎之上展開
顛倒雙邊位置的批判，力圖讓被假定為弱勢的一邊(即中國)有效
對抗強權(即西方)的入侵(Bo & Ding 2020)。不僅如此，他們同時
還呼籲「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同上)。兩者加起來的結果，就
是注定讓我們看不到世界的「圖式運作」－世界版圖上邊界流變
的事實與劃界的實踐。舉例來說，「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區
隔，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地理性的劃分，而是一些社會實踐與社會
關係共同堆砌的組合體，而這些社會關係本身都屬於資本的範圍。
畢竟，資本本身並不是一個物體，而是一份抽象的關係。從這個
角度來看，凡是「地理分界」本來都是資本這份社會關係的運作
條件與運作產物。《國際》團體一面力圖保存邊界作為對抗基礎，
一面將邊界的跨越視為對抗的具體戰略，如此內在矛盾的立場導
致該團體之於它所極力非難的反修例運動，反而陷入同謀的尷尬。
《國際》的立場從反面切入，意外加深資本積累體制不可或缺的
邊界與劃界體制的「自然」面貌，算是扮演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
推手。由此來看，香港反修例運動引起的激辯，相當程度上可以
視為一次加深當前歷史成見－特別是關於「西方」的成見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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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敗北

以上歷史相關的討論雖然膚淺粗俗，了無新意，可是至少可以
協助我們體會，無論香港還是全球，「左派敗北」的現象並不受限
於過去二十年，而是整個二十世紀歷史拋出的難題。左派的挫敗至
少可以追溯到 1919年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盧森堡(Rosa Luxemburg)
與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被追殺、德共被鎮壓的時候開始。
隨後，威瑪共和國以左翼敗北為出發點，施行社會民主主義體制，
這被認為是歐洲左翼工運史一次棄守革命路線，改採議會選舉改
革路線的先例(Kivotidis 2021，87)。到了 1960年代之後，此一趨
勢在整個西方左翼圈就佔了上風，讓代議制的形式成為無法跨越、
無法挑戰的政治共識。結果，左派的政治戰略就被嚴格限定在盧
森堡等人極力反對的代議制路線(Luxemburg 2006，90)，將希望
寄託在階級主導生產關係的司法體制內，漸次爭取民主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的選項。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的歷史發展
其實是一場反覆挫敗長期重演的戲碼。而作為反覆發生的事件，
其特性並不在於什麼「起源事件」或「根本原因」，而在於反覆
性本身所傳達的意義。這個問題可以從馬克思「原始積累」的概
念在過去二十年獲得重大理論更新的角度切入。根據傳統的詮釋，
「原始積累」一直被理解為一個階段性的時期，代表資本主義轉
型的起點。然而，經過一系列理論更新之後 11，左派理論圈一般都
認為「原始積累」反而是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運作邏輯，會透過
各式各樣的方式不斷重演。作為週而復始的運動而不是單次性階
段，原始積累的用意在於將尚未「開發」的地區、階層、社會制
度、甚至是生命、分子細胞與情感等等一系列「外部性」納入資
本主義市場化的社會關係。納入的過程中，這些被納入的對象的

11 相關文獻不勝枚舉，僅此提供貢獻較為突出的，如下： De Angelis (2007), Ince (2014), 
Mezzadra (2011), Read (2002), Sanyal (2007), Singh (2016), Walk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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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或前身都務必經過重寫與重新詮釋。根據後殖理論家恰亏巴
提(Dipesh Chakrabarty)的分析，前現代的歷史就是這個重寫、重
組機制的典範。經過資本積累機制的建立，連資本主義轉型的歷
史過程都會根據資本主義本身的認知範疇被重新整理與詮釋，就
好比現代社會將自身的種種基本預設投射到過去充當「歷史起源
論」(Solomon 2010)。

換言之，原始積累每次發生前的歷史記憶全面受到發生後所
建立的認知架構所影響，導致資本的前史就變成一種遺失的記憶。
其中的標準典範就是國家的歷史－所謂「國史」。例如，被假定
在時間潮流中保持高度一致性與統一性的「民族」，恰恰就是原
始積累體制誕生出來的主體，也是一個將過去相關的知識組織起
來並投射到過去的分類範疇。久而久之，這個主體性兼認知範疇
對於知識生產的影響極其深遠。就「國」(national)與「國際」
(international)之間的關係來說，一般都認為世界各個民族的「國
家」都先於跨民族、跨國家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然而，誠
如酒井直樹所說，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時間上，「跨國」(transnational)
的概念必須與「國際」(international)嚴謹區隔，將前者排在「國
族」成立之前，後者排在「國族」成立之後的位置。所謂「跨國」
的狀態，其實往往就是先於，或者說外在於「國家／民族」的建
構(Sakai 2018，71 and passim)。然而，經過歷史知識被一再重組
的過程，如此的跨國性(也算是外部性的一種)被遺忘之餘，它更
會成為一種幾乎無法再現的對象。基於此，我們可以將「外部性
的歷史」稱為一種「虛擬記憶」。所謂「虛擬」之意並非意指憑
空想像，而是潛藏於當下、構成當下，卻從當下中反覆被刪除的
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挫敗的思想主因在於左派一直尚未成功
破解原始積累過程所透露資本邏輯與外部性之間的互動機制。

就香港的脈絡而言，六七暴動後，親中毛派陸陸續續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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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可以被視為左派一次重大挫敗的案例。此後，取而代之的
是脫離北京論述範圍、內部流派相當分歧的新左翼(包括諸如老早
移師香港的托派，以及新興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派等等)。新左翼
的崛起深受國際環境兩件事情的影響，其一為西方國家馬克思主
義政黨 1970年代起棄守「革命先鋒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立
場，並採納重大的路線修正政策，決定在昔日馬克思主義者稱為
「中產專政」的選舉體制內運作。其二則是 1960年代起不受傳統
革命政黨領導的新興民權運動的抬頭。香港 1968 - 1970年期間掀
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下詳)關鍵參與者兼《70年代
雙週刊》創辦人之一的莫昭如(Mok Chiu Yu)可以被視為此一趨勢
的重要推手。莫昭如從西方留學回港，「為香港的青年讀者帶來
了新的視野和思想資源」，根據羅永生的評價就享有突破冷戰二
元思維邏輯的功勞(羅永生 2017，74)。然而，突破之餘，這些深
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棄守革命立場思想影響的個人與團體，與西
方社運、知識界一樣，都不斷地陷入各種鞏固「世界圖式」歷史
成見的漩渦。尤其甚者，在中國相關的語境裡(無論是以中文還是
外文陳述)，基本上都以「資本這份關係」之外部性的神秘化為出
發點，導致作為資本外部性的「民族」、「文化」與「語言」等
一系列假定整體性的社會對象，與資本邏輯之間的內在關連一事，
並未受到重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有 67年暴動的挫敗在先，70年
代到 80年代初中英談判啟動前的「火紅年代」中，新左翼從崛起
到沒落的起伏過程，其實都是左派敗北的故事大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故事大綱往往只能以歷史記憶虛擬
化的面貌出現。所謂虛擬的部分指的不只是左派一系列的挫敗，
而是挫敗之後的轉型對重述過去所產生的效果。作為反覆發生的
歷史教訓，「虛擬的歷史記憶」一事的啟發並非告訴我們過去堅
持「正統」的熱情不足，而是提醒我們，只要繼續不重視資本那
份同時依賴並營造外部性的關係模式，左派就注定一直被迫以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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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重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方式被右派收編。畢竟，右派的
策略始終脫離不了將資本的外部性作為實體邊界與想像邊界的「天
生」依據，進而對非類即人的共通體展開收編，提出各種各樣「光
復共同體」的主張。正是那些不可能呈現於當代語境下的虛擬記
憶，才是當前種種不可能性與瓶頸的系譜。而孰不知，香港這個
「之間的地方」最大的虛擬記憶，與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其實
一樣，始終在於資本與殖民之外，被種種原始積累所刪除的可能
性。假設說70年代是香港首次提出反資反殖激進訴求的年代的話，
那個政治連結的可能性背後同時隱藏著一個被壓抑的虛擬記憶。
這個虛擬記憶的具體呈現，下文將針對「中文運動」及其當代記
憶做出進一步的分析。重點是，「解殖」與「反資」結合在一起
起碼的意義在於世界圖式的革命性改造。也就是說，解殖與反資
這兩項時代任務的最大公約數，在於破解「資本這份關係」管控
資本及其外部互動的布署，以及破解並重組那個被稱為「世界」
圖式一系列的邊界與劃界實踐。

以上這些誤解與成見，對於左派／左翼的意義影響極其深遠。
簡言之，它們代表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普遍被認為
與諸如民族國家的政治劃分之間並無什麼內在關連可言。這種「不
面對」說穿了才是廣義左派／左翼吸收右派對共同體的基本預設
的主要癥結所在。而那些歷史成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讓資本主
義積累體制與後殖民主義主權之間至關緊要的關連性完全被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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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邊界不再是和勞動商品化與廣義生產有關的實踐，而
是一種檢驗道德高尚度的指標而已。就香港的脈絡來說，最能代
表這一取自右翼深層轉向的表現，莫過人們逐漸接受將政治構成
的可能性與保衛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眾多邊界一事連接起來 12。
香港的知識、文化界從 2006年天星碼頭事件起，幾乎整個精力與
創意全部都灌注在「文化保育」以及中產階級民主再現／代表權
的爭取這兩項大任務上，導致回歸邊界的轉向逐漸成為一種政治
統識(hegemony)。總之，香港左翼面對回歸邊界呼之欲出的浪潮
之際，不是將邊界視為道德問題，就是放棄了試圖從邊界的角度
去分析社會關係中的剝削與支配、並運用此一觀點去發明截然不
同的政治願景 13。

香港社會普遍視雨傘運動為分水嶺事件，認為該運動最大的
教訓就是「和 (平)、理 (性)、非 (暴力)」路線的徹底失敗，「任
何體制改革可能」都被港府與中央政府徹底「壓制」(葉蔭聰，
2020)14。相對於那樣歷史敗北的敘事大綱，我反而認為雨傘運動

12  想要瞭解香港反中共左翼在雨傘運動前後重獲社會信任的軌跡，不妨參考由歐龍宇(Au 
Loong Yu)等人 2010 年籌組的《左翼 21》團體吸收諸如主權式的自治、新移民與身分認
同等回歸邊界主題的經驗，便可掌握。請參見《獨立媒體》上〈左翼 21 網誌〉https://
www.inmediahk.net/user/502775/post。作為香港左翼的代表人物之一，歐龍宇的立場算是
比較重視中港跨界聯盟的可能性。然而，他的觀點以十分傳統的社會學加上冷戰政治科
學(例如，「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概念)等方法論作為出發點，最後難免陷入現
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刻板。對於歐龍宇來說，瞭解中國的關鍵在於「前現
代」文化因素的「滲透」與殘留。例如，中共的官僚體系就是「前現代」文化因素持續
作祟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與香港的問題歸根究柢都是現代化不足。歐龍宇採
取的歷史觀其實就是東方主義刻板印象的標準慣例，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讓我們看不到
「現代」與「前現代」一樣都是「現代性」的產物。再者，我們一旦將這種東方主義歷
史觀與那些社會學統計與政治科學的主權預設熔於一爐，結果更是一個完整的生命權力
(biopower)論述。怪不得最後還是會朝向一個回歸邊界的方向去發展。

13  香港左翼團體一個顯著的例外可能就是《自治八樓 Autonomous 8a》那樣堅持從遷徙
人口議題切入。請參見：https://smrc8a.org/。對於《自治八樓》的歷史總結，請參考
Yashae 2019。

14  曾經參與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與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的人士其實早在雨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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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挫敗底下還有另一更深層、更久遠的歷史敗北需要注意。如此
重大的挫敗，恰恰可以從國際左翼那樣抵賴自身曾積極參與上述
那些歷史成見形構過程來解釋。想要否認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左
派在這類劃界實踐中負有某種政治責任，就等於是判它無期徒刑。
我的意圖並不是想把左派描述成注定要失敗並因此才有道德意義
的政治理念(套用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那是一種“lost 
cause”)，更不是想釘下幾個棺材釘讓它盡快消失。儘管我強調左
派早在 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已經陷入了挫敗一事，看起來像是在
重複柯西彥(Razmig Keucheyan)最近透過《左半球：圖繪今日批判
理論》(2013)一書所發佈的左翼驗屍報告一般，我與柯西彥的觀
點卻有著關鍵性的不同。柯西彥從未如其承諾地描繪出新的全球
製圖學。相反，他的分析卻依賴於繼承自殖民－帝國現代性製圖
學的區域邊界，只是引進了更多的非西方知識份子的聲音去擴大
其「代表性」的範圍。

相反地，我採取的繪圖方式，一開始就對創造出諸如文明和民
族國家等種種區域的劃界行為提出嚴重質疑。之所以要提出質疑，
並不是因為教條式的解構慾望，而是因為這些區域邊界的複製一
事偏偏給資本主義積累機制提供了關鍵的支援，為它賴以生存的
抽象勞動再生產一事鋪路(G. Walker 2019b)。這裡或許仍需重提上
述那句老生常談：資本無法直接生產出作為商品的勞動力，但是
它順利運作的前提反而建立在勞動力商品化被視為一種「自然」
狀態的預設上。作為資本之「外部性」的人類，以及由人類所組
成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其說是資本主義體制中的「例外」，又內
又外，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劃界實踐及其自然化的主體。

動之前就已經開始討論並面對運動失敗的深層意義。請參見周思中(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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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香港界址

運動的翻譯：回歸邊界

觀察劃界實踐運作的最佳領域莫過翻譯。2019年反修例運動
中一些常見口號的翻譯問題恰好可以引為例證，用來探討劃界與
翻譯如何並肩齊進。或許有必要說明一下為什麼選用口號當做研
究對象。曾留學香港、目前在美國賓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大陸
年輕學者趙蒙暘(筆名夕岸)，在一篇批判反送中「右翼轉向」並
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裡這麼認為：

香港街頭的右翼轉向，並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復和獨立口號，

不是具體的臨時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進

化。口號、宣言、勇武和暴力行為都只是運動中的劇碼（趙蒙暘 
2019）。

源自堤利 (Charles Tilly，亦作蒂利) 社會學的「劇碼」(repertoire)
概念，在社運研究裡早已成為了顯學，與本文下面強調的「展演
性」(performativity)表面上有些許關連。然而，堤利的方法論正好
可以拿來當做一個參照，襯托出本文截然不同的理論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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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堤利 2006 年發表的《體制與劇碼》(Regimes and 
Repertoires) 一書的構想，「劇碼」是個相對於固定「體制」(regime)
的概念。如果想要從根本上瞭解「體制」的意義，必須參考堤利
在 2005年發表的另一著作《身分、邊界與社會聯繫》(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在該書序言裡，堤利清楚指出：

嚴謹來說，我們要觀察互動（transaction1），而不是關係。不

同的社會位置彼此間相互轉移能量，即使是顯微鏡下的事。從一

系列的互動中，我們可以推論出一份位置之間的關係：一份友誼、

一份競爭、一份聯盟抑或其他（Tilly 2005，7）。

本文採取的方法論與堤利對「關係」的理解完全相反。堤利將
「關係」視為各種「位置」之間互動的產物。因為「關係」相對
於「位置」原則上是派生的，所以堤利將觀察的對象鎖定在「位置」
這個富有原生意味的東西之間的互動上、以及互動關係對「位置」
帶來的變動。而本文方法論之出發點可以說是 180度相反，視「關
係」先於「位置」。方法論上的分歧最顯著地反映在對邊界的理解。
堤利指出：「身分…取決於我們跟他們的邊界」(Tilly 2005，7)。
本文旨在追蹤邊界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軌跡，從中抓出「我們」
和「他們」彼此成立的契機。翻譯正好就是劃界實踐最佳的案例。
從劃界實踐的角度著手，我們就不必如同堤利那樣將「人民共同

1　原文“transaction”一詞一般可當「交易」之意。從這個術語的選擇，我們能夠隱約看出堤
利乃至當時整個美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本來就存在一些人類學方法論上的預設，將
「交易」視為人類互動的原始狀態。眾所周知，尼采對現代性展開的批判當中，人類學
知識與語言學知識都是主要的批判對象。相對於當時人類學家以「交易」為人類社會起
源的論點，尼采反而認為因「債務」而生的權力關係才是社會的起源。請參見 Lazzarato 
(201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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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視為一種給定的對象 2。假設硬要沿用堤利的概念架構的話，
我們或許可以說，作為「劇碼」的口號翻譯所相對應的「體制」
就是一個超出一國範圍的跨國翻譯體制。然而，即使如此，堤利
強調凡是運動的主張均由「認同」(identity)、「位置」(standing)
與「大綱」(program)三種元素構成的此一理論架構，還是無法應
用於口號翻譯這個「劇碼」身上。畢竟，以上三種元素都屬於再
現－代表(representation)的範圍，而翻譯實踐的理論恰好立基於再
現－代表架構無法說明的現象──非連續性(下文詳述)。然而，
堤利的社運研究架構，在方法論上防堵了從實踐的角度去批評邊
界再現的可能。因此，我堅持認為將翻譯口號視為劇碼一事有所
不妥、或有尚待補充之處。

首先，我們來針對由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籌辦 2019
年 8月 16日集會的預備工作中出現「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
口號展開分析。該口號當初出現時就已經搭配現成的英文翻譯：
“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Fight for Freedom!”(與香港站在一
起，為自由而戰！)，抑或“Stand with Hong Kong, Power to the 
People!”(與香港站在一起，權力屬於人民)。前者正好也是協辦
單位「我要攬炒」團隊的英文譯名。「攬炒」一詞原本是撲克牌
的俚語，有類似「同歸於盡」之意 3。「我要攬炒」乃是香港論壇

2　根據 Brubaker， 堤利並未去探討國族劃界的問題：“He did not ask about what made the 
language of nationhood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ordinary people―or 
indeed if and when it was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them. He did not ask 
how people who belonged to particular states came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also, 
or indeed primarily, to particular nations. He did not ask how ordinary people came to identify 
with and commit themselves to elite-led national movements.” (Brubaker 2010, 379)。

3　有關攬炒一詞的翻譯問題，可以參見趙平復(2019)。有關攬炒的學術討論可以參考
Stephen Chan(2020)與葉蔭聰 (2020)。作為政治概念，攬炒的前身在於 2014 年雨傘運動
後所謂「焦土派」的崛起，請參見周顯(2018)。香港作家兼記者維塔奇(Nury Vittachi)
在《故事的另一面：一場在香港的秘密戰爭》(�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一書中指出，反送中示威者的請願信與標語口號等文獻的英文翻譯，均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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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KG (中文俗稱「連登」) 上劉祖迪 (Finn Lau) 的會員暱稱(亦
稱「攬炒巴」)，從 2019年 6月起開始號召鄉民成立「我要攬炒」
團隊，旨在動員國際勢力，特別是爭取英國認定中方違反 1984年
簽署並翌年在聯合國登記為國際條約的《中英聯合聲明》。「我
要攬炒」早在 2019年 6月 11日在連登上呼籲：「最後，在此溫
馨提示香港政府⸺假如中英聯合聲明被判失效，根據 1841年穿
鼻草約、1842年南京條約及 1860年北京條約，英國有權強行回收
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我要攬炒 2019)。顯然，中文與英文口號之
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直譯概念，而是採取一種當下盛行的「文
化翻譯」的結果。有趣的是，這種文化翻譯的格式透過全球英語
傳媒獲得了規模可觀的全球散佈。若將此病毒式的文化翻譯中的
英文與中文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非對稱性的中、英兩句口號及其
相關的脈絡便共建了奇妙的等同鍊，將主權與自由等同起來。下
文中將以翻譯為批判媒介，思考「主權＝自由」公式背後的定居
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意識型態與人種差異預設。

與之類似，香港分離主義者梁天琦 (Edward Leung)的口號－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4同樣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翻譯體制預
設差異的包裝手法去加強其功效。該口號通常(誤)譯為英語作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解放香港，我們時
代的革命)，但中文口號的「解放」概念全由「光復」一詞擔當。
眾所周知，「光復」是個歷史悠久的詞彙。比如「知欲躬率三軍，
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晉書．桓溫傳》；到近代中

出外籍人士參與的跡象(Vittachi 2020，114，頁碼為轉檔輸出）。我認為將翻譯關係化約
為人種關係反而易於產生嚴重的誤解，讓人誤以為一種人代表一種語言、一種立場。現
代性翻譯體制的特點在於，其中的位置，也就是透過「對照形象」(co-�guration)相輔相
成的位置，均賴以想像、甚至幻想而成立。從這個角度來看，預設中的「外籍觀點」乃
是「本土」建構的內在凝視(internal gaze)，即使有「實體」的外籍參與也並不重要。有
關以上術語的進一步解釋，請參見下文。

4　關於該口號政治含意的各種不同詮釋，請參見李宇森(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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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章炳麟在《〈革命軍〉序》中寫道：「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
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可見，與其說是收復失去的「主
權」這樣的現代國家概念，「光復」一詞在中國歷史上的含義更
直接意指「收復失地」。到了民國時期，國民黨在 1945年從戰敗
國日本手中收復台灣，翌年制訂「臺灣光復節」紀念之，確實具
有收復失地之意。然而，該黨於 1949年失勢遷台後，「光復節」
隨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意圖給大陸遷台的主權者合法化，
並讓原本的日本國民，即台灣本地人口，產生皈依中華民國的情
感。這個「光復」所對應的現實(例如 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恰恰
是殘酷的，為台灣的民主轉型籠罩了極大的陰影。香港本土派在
2010年代起開始將「光復」一詞引進他們的抗爭詞彙庫，實為矛
盾的表現，同時既喚起又壓制該詞錯綜複雜而多元的歷史涵義與
記憶 。

「光復」一詞最早進入回歸之後的香港政治行動的詞彙庫裡，
可以追溯到梁天琦在 2012年在上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的使
用。上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毗鄰中國大陸的一個新市鎮。為反對
跨境走私平行交易的水貨客，示威採用了「光復上水！」的口號。
雖然水貨客是中、港兩邊的商人，並不只是大陸人而已，可是現
場拍攝的照片中，示威者們所舉的標牌上寫著「中國人滾回中
國！」(Eric Cheung 2015)，該口號足以顯示回歸邊界的濃厚意味。
繼而到 2019年 7月「光復屯門公園」事件，「光復」一詞指的是
將屯門公園的大陸性工作者趕出公園，這個時候，「光復」的涵
義更直接地呈現對大陸移民的道德質疑。如果說光復屯門和光復
上水都是具體的「光復」願景，對全香港的光復是否也只能限於
這種片面的道德化想像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根據葉蔭聰的分析，「光復」一詞在香港政治詞彙裡跟「驅
趕」與「佔領」等詞自成一個系列，因此他認為可以歸納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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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取代時間的觀念轉變的過程(Ip 2020，104)。如此的轉變形同
對開放式未來的放棄，為劃界實踐民主化的可能性帶來了一定的
負面影響。若說「光復香港」是指收回原來擁有的失地的話，原
來擁有的本身也許卻並不存在，或者存在的形式並未達成一致，
以至於我們無法想像光復能恢復的狀態究竟是什麼，那麼這個「烏
托邦場景」的缺席本身可以視為法國哲學家儂曦所稱之為「驀然
回首，重建亡失共同體」的情結(儂曦 2003，23 – 28，譯文略微修
改)。從這個角度來看，「光復」一詞的引用，確實可以視為一次
香港這個多元社群納入由現代性主權所限定的共同體想像的案例。

倘若放在翻譯的脈絡看待，用英文「解放」(liberation)來解讀
的情況，僅限於“liberation”一詞意指外敵被趕走的情況，並無
法應用於奴隸獲得自由(例如英文“emancipation”)的情況 5。從這
個角度來看，該口號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Reclaim Hong Kong,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但即使如此，也傳達不出中文原句承載
的感染力。畢竟，它讓返回邊界的泛泛訴求聽起來悖論似地變得
進步──就像是用歐巴馬的語氣說出川普築牆的呼喚。怪不得香
港的裝置藝術家林愷倩(Lam Hoi Sin)於 2019年 08月 25日在其
臉書上發表諷刺性的政治圖畫，將該口號乾脆譯為香港版的川普
2016年的競選口號，“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讓香港再
次偉大)。而該英文口號確實曾經顯現於 2019年的香港街頭上 6。

在政治構成中，前衛與邊緣不能光看數量比例去定義。例如，
在香港主張回歸英國主權，抑或主張美國派軍隊去武力解放香港
的團體固然存在，其成員人數據說不到萬人，地位相當邊緣。然
而，在政治構成上，「勢／識」比「數」重要，否則香港最大工會－

5　有關「解放」與「光復」的區隔 ，另請參見第二章註腳 24。
6　川普另一口號 America First(美國第一)，早在川普競選前已經顯現於香港。所謂民主派

議員毛孟靜(Claudia Mo)與范國威(Gary Fan)2013 年創立《香港本土》政黨的英文名稱
就是“Hong Kong First”(香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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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共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就會保持政治行動上永遠的優勢。有別
於「數」那易於認出的物質性質，「勢／識」指向的是主體性建
構中的動態時間與語言、知識的他者因素。然而，「光復」一詞
不容忽視的功效在於其暗含的主權觀念限定並主導了對「自決」
訴求的政治想像，讓獨立主權成為政治願景無法跨越的想像邊界。

這點讓我想起香港學者歐特曼(Stephen Ortmann)前幾年指出：
「香港之所以民主化不足，主要是因為這個都市缺乏完整國家性
的條件。換言之，就是缺乏主權的兩種重要特徵，那就是無法自
我決定政治結構，以及缺乏一種免於外力干預的自由」(Ortmann 

2016，109)。歐特曼雖然並不贊成那些主張「主權就是民主化的
基本前提」(Ortmann 2016，115) 的觀點 7， 但是，一旦去參考他
引證的書目，就不難發現，這種主權之外的民主過程的前提就是
建立在另一變相主權的基礎上，那就是美國外交政策對於「民主
化」的要求（例如金融市場的開放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
「那些成功建立有效民主制度的政體可望最後被頒發(awarded)完
整的獨立身分」(Caspersen 2011，338)。歐特曼引用英國約克大學
卡瑟佩森教授(Nina Caspersen)，將國家主權視為一種可以被世界
強權所「頒發」的獎品，就意味著國家主權之上還有更高形式的
主權。換言之，歐特曼的論點只是將主權從國家或人民共同體的

7　關於主權與民主之間在政治哲學史當中的關係，以及香港過去十幾年興起的各種本土派
對於主權的理解與立場的分歧，請參見李宇森 (2019)。李宇森總結「三十年來泛民主派
爭取雙普選的運動中，一直避諱討論香港的身分政治和民主自主背後的政治意志來源，
甚至連主權和民主的關係也不願涉足…」(李宇森 2019)。李文雖然聲稱「主權思索不必
然指向港獨」，又凸顯「國族的劃界問題」就是作者屬意的公民民族主義的首要難題，
可是文章還是無法避免重蹈現代性共同體思想的覆轍，從同一性與再現的角度去思考劃
界實踐。遑論，美國的公民主義以及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自由，始終一直依賴各種以
邊界為依據的支配關係 (Rana 2010)。結果，李文最後儘管一切還是將國族形式（而不是
特定國族）視為政治共同體的規範。更嚴重的，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未來想像，與美
國公民國族主義的歷史想像之間，形成了彼此取暖的合謀關係，不但讓美國與香港各自
不同的定居殖民主義情結被遮掩，更使得兩地之間的對照關係被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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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轉移到更高的全球層次，就好比美國是全球主權金字塔的頂
端，其中，國際制度存在主權高低階序的意味十分濃厚。另一種
廣為流傳的思路即認為民主化歸根究柢就是一種根植於「人民」、
並起源於「人民意志」的表現。因為「人民就是最高權威的泉源」
(Caspersen 2011，340)。 然而重點是，無論是帶有浪漫主義色彩
的「人民意志」，還是具有強烈生命政治治理性意涵的「最高權
威」，這些傳統政治哲學概念均將國族形式及其所賴以再現的邊
界視為一種實定性的給出範疇。即使特定邊界的位置可以變更或
移動，邊界的一般功能也不會因此消失。

對於為什麼用「光復」而不是用香港自己在 1945年日軍被趕
走以後所用的「重光」的說法，受友人的啟發，我有一個不成熟
的猜想。香港的中文政治語言在殖民地時代是相當貧乏的，而革
命詞彙的發明幾乎也因為殖民地的狀態而沒有發生，以至於直到
今天，香港政治語彙還在不斷反覆回收民國、甚至是毛時代中國
的革命語彙，如對「光復」一詞的不敏感，導致了歷史認知的錯位。
這是否也是一種邊界的時空錯亂？不言自明 8。

香港左翼團體《夜貓》(�e Owl）雖然曾經試圖將「運動」和
「光復」二詞所蘊含的殖民鄉愁區分開來，可是他們並未同時針
對「主權」對「自決」所產生的限定作用展開批判。2019年 7月
抗議高峰時，《夜貓》成員黃漢彤(Tony Wong)發佈評論，指出「光
復」一詞無可否認地聯繫著英國殖民統治復辟的訴求。他寫道：「在

8　另一值得一提的案例，就是黃之鋒等人創辦的學民思潮於 2015 年 9 月 26 日舉辦的「重
奪公民廣場」活動，將「重奪」一詞納入社運的常用詞彙。學民思潮當年參與反國教運
動，與黨國教育直接對抗之餘，反而形同間接肯定、乃至鞏固香港既有的教育體制。孰
不知，香港既有的教育體制基本上結合了世俗化教會與新自由主義兩種主幹勢力。再加
上反國教運動恰好是香港邊界意識浮上檯面並普及化的重要推手，就不難發現，學民思
潮所起的論述效果，就是將反對中共(港府)與支持隱藏於「正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體
制納入一個此消彼長的脈絡互動，產生正反比例的政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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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心中，『光復』僅僅是象徵性。不是真的要求英國重新接管。
但以象徵來說，這依然是詞不達意。因為我們追求的甚至不是還
原以往的權利格局〔…〕我們要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民的香港」(黃
漢彤 2019)。黃漢彤心目中的「大家」雖然不容「割蓆」，他卻對
諸如香港歸英運動、香港獨立運動與香港民族論的存在偏偏採取
視而不見的態度，這一事實可以說明：與劃界的妥協式合謀早已
成為左翼的總體特徵。「光復」一詞即使加上後現代式的引號，
也無法防堵該詞繼續受香港大環境主權慾望的影響。尤其，如同
黃漢彤那樣將「人民」視為領土所有者的觀念延續著傳統現代性
主權思想最有代表的組合－人民與國家，這種表述與香港大學學
生會於 2014年 9月出版、由梁繼平(Brian Leung Kai-ping)等人合
編的《香港民族論》的論述脈絡完全一致。可見，引號的使用，
不但顯示出新詞彙的缺乏，更意味著以《夜貓》為例的左翼團體
仍然依賴於已劃定的邊界去思考香港的政治構成。

上述兩種翻譯情境共同揭示出一條由以下三種元素組合而成
的時代脈絡：一、左派／左翼的歷史性挫敗；二、返回邊界的欲望；
三、主權與自由的那需要經歷翻譯的媒介才能掩飾成自然的假定
等同關係。而在香港，最能象徵這一時代脈絡的例子，莫過用筆
名忤尚(Ng Soeng)寫作的 Emily Wong與楊天帥(Yeung Tin Shui)所
做的對談。楊天帥是一位年輕的香港藝評家和作家，在東京讀書。
由他翻譯的墨菲(Chantal Mou�e)《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 
Populism 2018)的中文版於 2019年 10月在香港書店上市。簡單來
說，墨菲的作品以「政治邊境」(political frontier)為出發點，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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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其他左派的思想，更加直接地以「回歸邊界」為己任 9。這類
的論述侷限了政治視野，創造並鞏固了對政治想像的限制。我們
來聽聽他們的對話：

結果，這次的譯本確實獲得不錯的反響。坊間反應之熱烈，

幾乎讓人誤以為左翼論述在香港發酵已久，甚至已勢成一格。想

深一層，才意識到，這股熱切正反映了左翼論述在香港的失落。

實情是，過去十年間，「左翼」在香港過得並不好。

［…］

楊天帥坦言，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實在無法好好說明《寫給

左翼民粹主義》對香港左翼的啟示，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現

在說『左翼』也不知道指的是誰，定位很模糊。即使是以前很怕

身分政治的那些『左翼』人士，現在也叫『香港人加油』啦，也

沒有人再問『新移民喺邊［在哪裡］』。」

［…］

那麼，香港到底需要多大程度的民粹？在楊天帥看來，民粹

在香港的發展，甚至可以不劃下限。

「如果這樣講，quote 出來會不會很大鑊？」楊想到了甚麼，

先帶點無奈地自問，後又很快拋開了顧慮，「我覺得，香港人有

9　有趣的是，墨菲與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後馬」理論，在文化研究被引進香港的初
期階段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點從羅永生編的 《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羅永生 2010)
一書中許寶強跟葉蔭聰兩位學者的論文不謀而合都引用拉克勞與墨菲(慕芙)理論一事，
隱約可見。該論文集象徵性高，可以視為知識生產的里程碑。根據陳清橋給該論文集寫
的「總序」－〈文化研究十年與『拾文化』系列〉一文，該論文集的主要用意在於「紀
念於 1999 年開辦香港以至亞洲首個文化研究文學士學位課程(Bachelor of Arts in Cultural 
Studies)，並於 2000 年成立了全港(也是全國)第一個文化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陳清橋  2010， 7)。象徵性如此高的論文集裡面對墨菲與拉克勞的引用，確實
可以視為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文化研究從「後馬」到「去馬」系譜的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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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仇恨呢［這］個政權，就幾仇恨這個政權系最好。」（忤尚 
2019）

由於無力解釋邊界的建制如何深刻聯繫著資本主義社會關係
的再生產，10香港左翼如同歐美左派 11一樣，在過去 15年間一再屈
從於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預設下的「現實」，將返回邊界當
成政治行動的前提。經過認同邊界並鞏固邊界的文化翻譯機制，
香港與西方邊界的兩邊出現了這樣的奇觀：邊界的那邊(即西方)
在無知的狀態下去消費他者發出「自由」的訴求，而邊界的這邊 

(即香港) 所消費的訴求則與「主權」相關。這場對外宣傳是為「自
由」而戰、對內是為「主權邊界」而戰的反送中運動，顯然包含
著一種值得被分析的創造性契機。想要瞭解主權與自由之間的關
連及翻譯體制在其間所起的差異作用，就不能不顧及定居殖民主
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意識形態問題。

題外話：國際團結與現代性翻譯體制

上文討論的眾多反修例運動翻譯的案例，大部分都牽涉到國際
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可能性。反修例運動參與者常常討
論的國際連結的問題，其實也是國際團結的一部份。例如《流傘》
這個團體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隨即成軍，基本上就是一種牽

10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並非一種物品(例如，金錢)，而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晶，
這些社會關係主要取決於生產模式。阿圖舍(Louis Althusser)的研究從資本作為一種社會
關係的角度出發，力圖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需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延續。這
些條件的總稱是「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主要由「國家機器」所確保。換言之「意識
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的主要功能，就是確保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賴
以運轉的社會關係，以相對穩定並順利的方式獲得延續。阿圖舍將這方面的社會實踐稱
為「社會關係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本文可以視為一次嘗試將邊
界實踐納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社會關係再生產」的脈絡去思考。 

11　關於「左派」一詞的用法，請參見第一章註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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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國際團結政治需求的現象，其中翻譯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
團結的基本條件。然而，這些團結與翻譯的努力，大多建立在現
代性翻譯體制內的梯度預設，並不構成對它的挑戰，遑論是置換
或革命性的改造。為了突破這個瓶頸，敘利亞異議份子薩勒(Yassin 
al-Haj Saleh)2018年《團結的批判》(A Critique of Solidarity)一文
可以引以為鑑，為我們提供一個改造現代性翻譯體制政治關係的
切入點。

根據薩勒的分析，團結可以被視為一種跨國關係的制度。其
特點之一就是權力的方向性。在跨國團結制度中，權力的流向基
本上順著殖民－帝國的歷史差異，從後帝國家的主體單向流向後
殖國家的受體。為了促進並確保方向性的順利運作，團結制度需
要培養遠方「事件」的在地代言人。薩勒認為在地代言人的角色
類似一種知識、資訊的門衛，可以決定「該揭穿的是什麼，該
隱藏的是什麼」(al-Haj Saleh 2018)。而這種門衛的功能所牽涉
的層面，不僅是事件的詮釋，也是一種「製造」(manufacture)
過程，一方面包含「議題」(cause)從「原料到加工狀態」(from 
raw state to �nished state）的製造過程，另一方面包含「自我製
造」(manufacturing themselves)的生產關係(ibid.)。除了在地代言
人之外，另一被製造出來的重要角色就是西方託管人。「託管」
(custodianship)的功能有類似策展之意，不但可以影響遠方觀眾看
到什麼，還可以對更高層次的詮釋與知識生產起著決定性作用。
換言之，國際團結制度其實就是一種建構主體性的布署，其中生
產關係與權力關係都是關鍵環節。

該布署的主要產品，除了各種相互依存的主體之外，自然還有
議題本身。由於全球議題繁多的緣故，每一種議題產品都必須在
消費市場爭取市場佔有率。不同議題之間的競爭關係，不但遮掩
了每一個團結團體內部的權力關係，還催生受害者依序排列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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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制度。團結制度的市場機制雖然確實創造了一些主體位置，但
是同時也產生了去主體化的弔詭現象。「在這些〔…〕美國與西
方的團結市場裡，議題與其所有者被分割(如同資本主義勞動市場
將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割開一般)」(ibid.)。隨著去主體化效果的蔓
延，團結制度最後加深了「新自由主義的組成、身分政治的崛起，
與左翼的全球危機」(ibid)。

雖然薩勒描述的跨國團結體制表面看起來與狹義的翻譯無關，
可是因為牽涉跨國、跨語的再現與代言權相關的問題，追根究柢
還是與翻譯之間有無法擺脫的內在關連。作為左右主體位置的市
場機制，團結制度有效運作的前提，根據薩勒的分析，是西方左
翼對遠方地區的「有限知識」(limited knowledge)。誠如下文「失語」
情結的討論所顯示，實際上這不是知識量多寡或視野多寬的問題，
而是知識生產當中語言與翻譯勞動建構主體性的問題。然而，薩
勒確實有注意到，知識所有權的問題最後傾向於產生一種「壟斷」
(monopoly)的格局。

這點放在現代性翻譯體制(下詳)的脈絡裡重新詮釋，其實就
指向跨國脈絡中的區域研究，對於研究對象長期行使某種壟斷的
再現權，而這個再現權對全球脈絡中的社會關係起著影響深遠的
作用。作為一專業領域，區域研究不僅針對特定地理區域從事知
識生產，更針對穿越該區域的人口展開主體性生產。位於遷徙人
口對世界版圖的重組、離散社群的跨國政治、後殖主權的建立、
在地菁英的培植、與全球資本戰略佈局等因素的交叉點，區域研
究其實可以被視為全球人口治理技術中專門負責主體性生產與再
生產的重點部門之一。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區域研究的主要
「產品」可以分為知識系列與主體性系列兩種。其中，主體性系
列產品還可以進一步分為生產與複製(再生產)兩種面向。在生產
面向上，這個部門負責培養一系列相輔相成的主體位置，共同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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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現代性翻譯體制及其經營的對照形象(co�guration)。而在再生產
或社會關係複製面向上，該部門則負責規管現代性翻譯體制的分
工體系及其順利的運作。作為規訓(discipline)而言，這個主體性生
產部門確立了循環式的因果鍊，頗像阿圖舍曾經試圖用以描述「國
家意識形態機器」運作邏輯的「內在性〔或稱結構性〕因果關係」
(immanent or structural causality)理論 12。我在此固然無法針對阿圖
塞的因果論提供進一步的說明與檢討，只能先將重點拉回區域研
究的社會功能。離岸中國研究，尤其是英語世界的中國研究，之
所以站在統識性的位置 (hegemonic position)，不是因為其知識生
產的成果多麼卓越 (儘管這點也不容置疑)，而是因為它可以順利
確立並複製現代性翻譯與語言勞動體制下的種種邊界，並在此基
礎上確保跨太平洋各種各樣的移動與定居人口的「主體性位置」
與「被再現位置」之間所存在的有效對應關係。如此的循環關係
當中，「全球通用語言」對主體性生產起著主導作用。所謂「全
球通用語言」其實就是一種表面上看似與翻譯無關的普世翻譯機
器。這個普世翻譯機器與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概念之間存在類比
性關係，讓翻譯建構的等同關係成為交換價值在文化、再現層次
的範本，一方面確立了普遍等同的抽象條件，一方面設下了特殊
主義的位置以留給各種各樣的「國族語言」。美國的中國研究立
基於普世翻譯的劃界體制，一邊從事知識生產，一邊塑造包括英
文與中文在內的各種差異性的主體性位置，形成全球社會關係與
「國際團結制度 」的規訓。有趣的是，這種跨國規訓模式，追根
究柢與美國定居國族主義的歷史及其當代延伸交織在一起，構成
以語言分工體系為面貌的跨國合謀(Solomon forthcoming )。

反修例運動的參與者與觀察家經常強調，這場抗爭運動讓香
港人成為國際焦點，提升了香港人的國際能見度，並使得香港人

12　有關內在性因果論，請參見 Read(2003；2017)、Brusch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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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甚至是提高了香港人的國際地位與聲望。
然而，我們鮮少聽到另一種聲音，指出反修例運動對於既有的國
際團結體制及其背後的殖民－帝國現代性翻譯體制的預設提出什
麼革命性的展望。以《流傘》團體為代表，雖然該團體確實有一
些聲音呼籲西方左翼，尤其是美國的，應該要站出來支持港人的
抗爭運動，也呼籲香港的民眾應該要反過來積極表態支持「Black 
Lives Matter」和黃背心(Gilets Jaunes)等西方的社會運動，但是這
些聲明並未針對西方／非西方相對位置的問題提出批判並加以實
踐，反而頂多只是呼籲打造超越邊界的統一戰線。也就是說，種
種聲明並未正視西方與非西方的權力關係、翻譯的媒介與劃界作
用、以及西方本身作為製造邊界的機器的特質。上文分析香港反
送中相關的翻譯經驗，足以顯示國際團結制度並不是解決方法，
而是解殖問題的一部份。作為既有世界圖式的結晶與預設，國際
團結制度不僅是一個語言與翻譯分工體系，更是一種區域與人種
差異布署。

這點就讓我想起《流傘》成員 Promise Li在 2020年末發表
的〈「無大台」與香港極右翼的崛起〉一文所引起的迴響與質疑
(Li  2020)。原文標題“It's time for Hong Kong to reckon with its far-
right”與它的中譯標題不同，大致可以譯為「是時候與香港的極
右翼算帳了」，其中，「算帳」(reckon with)有明顯的時間考量(time 
for)意味。我最好奇的一點就是這個時機的問題。自從 2019年在
各個媒體活躍撰稿討論反修例運動的種種，並堅持扮演「國際戰
線」力推者的角色、在國際上推崇並凸顯反修例運動中左翼契機
的 Promise Li與《流傘》團隊，為何對運動右翼性質的總體批判拖
延到運動早已落幕的 2020年底才提出？這很可能是因為讀者的感
受隨著刊登時機的差異會有顯著的不同。相信讀者能夠感覺到刊
登時機可能產生的重大不同。到了 2020年底美國總統大選進入白
熱化階段之後，向來非常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國際英文媒體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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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報導香港社會中那些與「民主、自由」形象並不符合的因素，
從川普在香港高度的支持率到運動的橫向歧視與接近內戰般的市
民暴力，不再被粉刷為「一小撮人」的邊緣問題，而突然登上了
敘述權平時受嚴謹管制的國際媒體的版面。川普在香港，尤其是
在香港的「黃絲」陣營中的高度支持率讓反修例運動精心營造的
國際團結條件一時受到嚴重的衝擊，引起觀察家趕緊提筆檢討美
國自由派的立場(Julia Chan 2020)。

運動之所以為運動(不只是街頭運動，而是廣義上所有的政治
運動)，時機(timing)有著關鍵的作用。義大利政治哲學理論家奈
格里(Antonio Negri 2013)甚至辨識出政治運動乃至一切知識活動
當中存在兩種關鍵而截然不同的時間，一種為“chronos”(順序性
的時間)，一種為“kairós”(稍縱即逝的時間)。用中文來表達的
話，就是時宜「合不合」的問題。而根據奈格里的觀點，這些時
間向來受到政治勢力的操弄。誠然，右翼對輿論的統識權往往就
是從「不合時宜」下手去引起道德恐慌(moral panic），香港也不
例外 13。極右如今主導的格局不就是這些問題被提出的時機一再遭
拖延的結果嗎？

2021年 2月 21日，《工潮》舉辦了一場以 Promise Li及其右
派相關的論文為主的網路論壇，討論香港右派統識權(hegemony)
的問題。作為當時線上的聽眾，我雖然透過問答功能直接提出了
「時機」的問題，卻並未獲得 Promise Li本人的回應。事後思考，

13 一些擁護反送中的「黃絲」政論者總是喜歡在捍衛輿論邊界上用幾近人身攻擊的口吻提
出他人言論「不合時宜」的指控。例如，鄧正健的網路文章－〈為什麼梁文道令人討
厭？〉(鄧正健 2019)用「不合時宜」去形容梁文道的「誤判」，頗有代表性。對此，梁
文道本人早在 2016 年曾經表示坦然接受「不合時宜」的標籤 (梁文道 2016)。反送中爆
發後，諸如外勞與社會問題、香港的種族(族群)問題、運動內的性別預設問題，美國干
預的問題，或者如何團結大陸的社運人士等議題，都曾經被視為「不合時宜」的議題，
並招致網路集群勇武的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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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未獲正視的問題凸顯的正是國際團結體制的脆弱與複
雜性 14。

這個脆弱性在運動剛爆發時就搶先登場了。赴美攻讀社會學
博士的香港作家陳婉容(Sherry Yuen-yung Chan15)與 JS Tan於 2019
年 6月底在美國知名左翼期刊《雅各賓》(Jacobin)發表〈香港最
後一役〉(Hong Kong's Last Battle)一文，指出「雖然社會主義者並
未構成本月運動的主體，他們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塑造運動的
型態並提供有別於主流的陳述」(Chan & Tan 2019)。有關運動內
部的政治分歧，〈最後一役〉一文的用詞相當籠統曖昧。除了「被
自由派佔據」(dominated by liberals) 之外，運動隊伍裡還有香港的
左翼社會主義者與右翼本土主義者兩大隊伍。雖然後者被稱為「數
量比起左翼更大」，但是比例多少並未詳論。重點是，左翼扮演
了前鋒式的「關鍵角色」(crucial role)。如此戰略性的曖昧，置入《雅
各賓》這份英文期刊的脈絡，顯然起了一個塑造形象的作用。呈

14《工潮》舉辦的論壇過了幾個禮拜之後，Promise Li 參與的另一場論壇紀錄刊登出來了，
其中 Li 坦承〈「無大台」〉一文「惹怒了運動參與者本身」(Lausan & Critical China 
Scholars 2021)。

15 陳婉容 2014年有關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論文集－《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可以視為上述「歷史成見」敘事大綱的實例。這些歷史成見往往旨在針對當下意識形態
提供正當性的基礎。 
有趣的是，《茉莉花開》一書將中東的政治動態化約為「普世價值」的追求，並在此基
礎上將之視為香港的參照。該書收錄了原為 2014 年刊登的博客文―〈本土香港──誰
想像的共同體？〉，其中作者陳婉容聲稱，「香港人恐懼中國大陸在這城『殖民』，對
於新移民時有「經濟包袱」的批評，其實正正源自對於自我身份的不確定。然而觀照歷
史，我寧願相〔信〕這數年興起的民粹主義，不過是香港經歷重建的陣痛。」(陳婉容
2014，226)。站在「歷史潮流」的高度將新移民所承受的種種日常傷害與痛苦，通通塞
進一個刪除細節、去名化的偉大進程，這如果不是一種犬儒的話，什麼才是呢？相對於
右翼民粹主義這個「手段」而言，「重建香港」這個高尚的目標變成了一個將日常歧視
與社會暴力加以合理化的藉口。如此的進程觀，與美國的「信念論國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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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不懂得中文、沒有一直追蹤，抑或根本無法追蹤香港中文語
境論述動態的外文讀者群面前的形象，就是「這是一場左翼先鋒
的運動」。兩年後，Promise Li針對英文讀者提出「是時候與香港
的極右翼算帳」的觀點，讓我們 2019年 6月當下的疑慮全部獲得
遲來的證實。由此可見，透過翻譯的屏障呈現出香港左翼的形象，
本來就是一個牽涉時機的敏感問題。2021年網路論壇上 Promise Li

將反送中運動中出現的右派現象解釋為大型社運的「內部矛盾」
(internal contradiction) (Li 2021)，與2020年《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
成員之一索拉斯(Christian Sorace)嘲諷國際知名左翼印度作家普拉
沙德(Vijay Prashad)曾經訴諸「內部矛盾」的說法去迴避中國政府
打壓工人一事(Sorace 2020)，構成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就好比一邊
的「內部矛盾」有正面意義，而另一邊的「內部矛盾」只是混淆
視聽的騙局。〈最後一役〉一文結尾最後一句，以頗有英雄主義
色彩的口吻呼籲：「香港的社會主義團體必須率先領導反抗」(Chan 
& Tan 2019)。在兩年後的 2021年反觀這些前後敘述差異的情景，
就難免讓人覺得 2019年「左翼扮演關鍵角色」的說法多多少少具
有跨國「漂左」(le�washing)的作用，即使並非作者刻意操弄。值
得注意的是漂左的順利執行以雙方的參與為前提條件。假設沒有
《雅各賓》的積極參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由中間偏左勢力主導」
的國際形象根本就不可能成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跨國建構。重點不是哪些團體、個人或政
府比較值得信賴或者當做連結的對象 16，而是連結的過程能否革命
性地改變國際團結制度本身？正因此，薩勒提出的結論，就是整

16「跟誰連結？」大致就是美國學者兼《批判性中國研究學者》成員 Eli Friedman(2020)提
出的問題。作為一種方法論，Friedman 的主張等於以「認同」為跨界互動的基礎。根據
Friedman 的立場，國際學者(亦即站在時空「邊界」另一面的人)面對他國發生的政治運
動時，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出「認同對象」。有關這個問題的批判與另類可能，請參見
拙文(蘇哲安 2016)，特別是註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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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團結制度需要被拆除與取代，對我們的啟發非常重要。團結制
度的拆除與取代，意義非常深遠。畢竟，將空間邊界與時間轉型
等同起來去劃分「進步」與「落後」的區域或人口，進而將世界
版圖畫為生命政治分類排序圖表一事，才是殖民―帝國現代性最
具代表性的動作。這種意義下的西方就好比一種「命令中心」(Sakai 

2005a, 16)，其發布的命令與其說是「西化」或「現代化」之類的
不得不進行的轉型，不如說是這些不得不進行的轉型都必須被納
入翻譯與語言勞動的分工體系而獲得相對好認的位置與身分。

定居殖民主義與「香港界址」

97年後香港存在一種聲音，認為自身相對於中國而言是處於
「賤民」(subaltern)的位置，承受著比英國殖民經驗更為暴力的二
度殖民。這方面的問題，有很重要一部份源自香港《基本法》的
雙重性質。作為保障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種種邊界的法理基礎，
《基本法》另一實質意義就是凍結香港一切制度性解殖的可能性
(Vukovich 2019，12)。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基本法》對於金融
資本，尤其是英國的金融資本進出自由的保障，讓以英資為首的
資本主義勢力 97年回歸後不必撤資，不必轉手。從這個角度來看，
《基本法》的政治效果之一就是讓定居殖民主義的問題被置換到
金融資本的自由上，導致定居殖民主義相關的情結，因為被遮掩
而得以延續。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 2020年 7月 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強制施行後，香港形同進入
戒嚴一般的常態性緊急狀態，決定性地強化了「二度殖民論」。
從此後，一種仗著國家機器武裝力量的「失語」時代隨即啟動了。
根據李宇森的判斷，《港區國安法》及其相關的七項具體執行方
針，確實形同一種戒嚴法，頗像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稱之



56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

「常設性例外狀態」的措施(李宇森 2020)。一般認為該法代表「中
國」與「香港」間的邊界被弱化、甚至被取消。但是從現階段 

(2020年)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該法反而比較像是將既有的國內邊
界加強並武裝化的舉動，而不是取消。就好比中央政府打算將香
港設定為政治隔離區一般 17，並在香港境內成立極權國家式的「雙
重國家」(dual state)行政架構 18。而國內邊界的武裝化，無疑是一
種殖民主義治理技術，特別針對所謂分離主義做出回應。誠如法
國北非殖民史學者勒庫葛蘭梅綜(Olivier Le Cour Grandmaison)指
出，「例外狀態」本來就是殖民主義治理性的特徵之一(2005)。
從這個角度來看，指控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形同殖民政權的觀點，
在《港區國安法》於 2020年 7月 1日生效後一夜間獲得了無法否
認的鐵證。竟然還有中國背景的學者隨後響應鄭永年 2019年提出
「二次回歸」的概念 (鄭永年 2019)，主張可在《港區國安法》的
基礎上，啟動一套「二次回歸」的解殖政策來「收復人心」(楊錦
麟 2020)，可以視之為與殖民共謀的惡例之一。

痛定思痛之餘，所謂的「二度殖民」論述，不應該抹去本土
人口與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轉移關係，及此一事對於邊界思考的
啟發。這種關係曾在 1990年代出自香港的資本家、經理層和專業
人士在中國操練的「北進殖民主義」中達到頂峰。眾所周知，香
港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經驗並不受限於白種英籍人口。羅永生《勾
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2009)一書中提出「殖民共謀」的理論架構，已
成經典。然而，我認為羅永生的殖民共謀論需要圍繞以下的觀察

17 Peter Lee 曾經在 2019 年 12 月 23 日的《中國威脅報告》上預期反送中落幕後，中央政府
在「秋後算帳」的過程中就會回應以政經隔離(political and economic quarantine)的手段
而不是「收復人心」的方式。(Lee 2019)。

18 雙重國家(dual state)乃為弗倫凱爾(Ernst Fraenkel)1938 年在德國起始動筆、1941 年在美
國流亡中完成的著作之標題，該書針對納粹黨的法理干預一事展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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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新與補充：主動參與定居殖民的華人，不僅包括與港英殖
民當局合謀的華人菁英，還包括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外地的「當地
華人」人口。而更新與補充的工作可從以下兩點切入。

其一就是將湧入香港的遷徙人口，也就是湧入被清朝永久性
割讓的香港島與九龍界限街以南這些殖民地的人口，從英籍外僑
與不列顛帝國其他殖民地臣民，到從清朝帝國逃離出來的華人難
民，通通視為定居殖民主義者。不僅這些湧入的人口具有差異性
的定居殖民者身分，輸出的人口亦復如是。眾所周知，19世紀開
始，香港成為華人遷徙人口的重要出境港口。許多華人及其後代
從內地移入香港之後，轉而移民世界各地，特別是世界其他白人
定居殖民主義的國家，如同美國、加拿大與澳洲，以及東南亞。
定居殖民主義學者自從 2000年代中半，大致已經達成了共識，
認為非白人移民也具有定居殖民主義者的身分(Lawrence and Dua,  

2005)19。香港來的華人移民身上的定居殖民主義情結，反過來對
於留港華人人口的影響，雖然尚待研究，但是不可低估。遑論，
如同美國這種白人定居殖民主義的國家，存在「移民的武器化」
(weaponization of immigrants)的歷史現象，利用美國移民去干預原
祖國的政治、經濟事務，並協助美國的全球治理(Levine 2020)。
總之，英國皇家殖民地香港的華人人口，即使定居殖民經驗與白
人不同，還是具有一種定居者的歷史身分。

第二點，就需要先追溯到陳奕麟(Allen Chun)對新界土地革
命與宗族實踐演變的經典研究。陳奕麟 "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中國社會的去結構：
殖民實踐的虛構與香港新界「土地」現實的演變》一書徹底顛覆
了離岸中國學研究領域過往對香港新界的神話。在陳奕麟的介入

19 Malissa Phung(2011)對 Lawrence and Dua(2005)做了重要的補充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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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中國研究向來把佔了香港幅員 86.2％的新界看成是紮根於
土地，且未曾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原型。陳奕麟的
研究首度衝破了這個學術神話：「曾經驅動正在萌芽中的市場社
會動態的那些虛構物，不但對於現代性的引進帶來了嚴重後果，
對於傳統而言，就起了同樣的物化作用」(Chun 2000，170)。受
限於當年現實主義認識論的辯論，陳奕麟堅持認為本土概念反映
當地語言使用的習慣，並從這個反解構主義方法論的預設立場去
抓住本土社會的真相。結果，陳奕麟的本土主義方法論(Callahan 

2002，221)局部性地遮蓋了社群屬性語言本身的虛構性與內在翻
譯問題。之後，另一次重大突破來自於張少強(Cheung Siu Keung)
的《管制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2016)。在羅永生那邊被描
述為英國殖民當局與華人菁英間的共謀，在張少強筆鋒下反而成
為一種跨階級全民參與的歷史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在
地人」社群基本上是個殖民主義人口治理的虛構。實際上，土生
土長的「在地人」人口比直到 1970年代，也就是回歸談判啟動前
十年，才開始成為香港人口的多數，而這個五方雜處的人口在語
言上的異質性相當高。關鍵在於，「在地人」的虛構論述將知識
生產的認識論面向和香港內部邊界的法理面向結為一體。

1898年大清與大英兩帝國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條約，
將深圳河以南，九龍界限街以北的土地還有一些外島一起劃為「新
界」並租賃給英國。行政上，新界跟香港島與九龍之間一直保持
著清楚的「界址」劃分。對於新界，大清、民國或是人民共和國
不但從未喪失過主權，而且即使在英國管轄之下，「新界」也一
直保持著特殊的行政地位。此舉形同將「界址」(邊界)永久性地
內嵌於皇家殖民地香港的內部政治形構過程。這樣一來，由內部
「界址」建構出的「土著性」(indigeneity)就變成了一種針對人口
管理，並結合了知識與法理雙重邊界的治理技術。不管這是出於
權宜之計還是精心設計，其效果在於把難民、移民以及流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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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個階層，通通轉化成在地人口。並在此基礎上發明「傳統中
國社會」的認同形象，作為白種定居殖民人口得以成立的不可或
缺的對照組。如此精妙的人口治理布署，遮蓋了華人人口自身為
定居殖民主義者的特質。這種特質與二十世紀中半湧入香港難民
潮孕育「沒有領土疆界」、沒有「永遠的家」的「海盜敘述」(羅
貴祥 2016，132)結合後，就像猛虎添翼。畢竟，香港宗主國不列
顛帝國就是依靠如同德雷克爵士的海盜行為而成立 20。而同樣的海
盜精神，確實就是美國白人定居殖民主義的重要系譜。香港華人
不僅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受害人，同時也是定居殖民主義的創意詮
釋者與行動主體。而這些具有自身能動性的華人定居殖民者，並
不只是像羅永生所指出的僅限於菁英階層。菁英的共謀之外，廣
大而多元的華人人口普遍而積極地參與了定居殖民主義的主體性
建構過程。縱使是上下關係嚴明的父權體制，沒有弱勢一方默許
的參與的話，也無法成立。換言之，廣大湧入英屬香港的各個社
會階層的華人移民，而不只是華人菁英，在殖民當局的精心布署
下成為香港「在地人口」的過程中，都順便脫胎換骨成為名符其
實的定居殖民主體。

20  香港「海盜敘述」研究的先驅羅貴祥相關的討論(羅貴祥 2016)，專門集中在清朝史蹟
及其現代文學中的再現。羅貴祥並未將英國海盜史的系譜及其種種大眾文化再現納入討
論的範圍，令人費解。畢竟，海盜的歷史與海盜的再現都是香港定居殖民主義的重要環
節。眾所周知，19 世紀鴉片戰爭時，英、美、法等海盜在香港外海的活動十分活躍(Blue 
1965: 73)。而就海盜的再現問題來說，對於當代香港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人十
分熟悉的美國好萊塢海盜片(swashbuckler)。海盜片先驅的澳洲演員埃羅爾 • 弗林(Errol 
Flynn）不但曾經旅居香港，在香港吸食鴉片並召妓，且其電影至少如《俠盜羅賓漢》（�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早在 1948 年就在港放映，與香港大眾文化的淵源匪淺。海盜
大眾文化形象與白人定居殖民主義之間的關連十分密切。著名電影公司華納兄弟電影公
司(Warner Bros.)的四位創始人之一傑克 ˙ 華納(Jack Warner)曾經這樣形容弗林：「你可
知道弗林，他必須要麼打架，要麼幹女人」(Burr : 152)。弗林螢幕下的為人，其實就是
白人定居殖民主義主體性的縮影，立基於一種佔奪與攻擊性強烈的力比多美學。也許香
港「海盜敘述」研究，作為一種華語文學現象，並不需要納入這些事情，但是，這並不
代表我們不需要廣義「海盜敘述」的研究。羅貴祥將研究對象限定在「本土性」的格局
上，似乎是一種先驗的設計，易於導致香港華人自身的定居殖民主義情結相對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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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想要瞭解當代香港左翼棄守劃界實踐批判一事對左翼
政治立場的深遠影響，必須從定居殖民主義的歷史切入。從意識
形態的角度來看，放棄這個課題最直接的後果，是一種壓抑的重
返。於是乎，一種政治幻象開始作祟，讓邊界以類似於莫騰(Fred 
Moten)和哈內(Stefano Harney)在《地下公社：逃犯的規劃與黑色
研究》(�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y 2013，
17)一書令人印象深刻地稱之為「包圍」(the surround)的方式發揮
作用。「包圍」指自身遭受到土著的圍攻與入侵的一種特定想像，
是定居殖民者的特殊幻想，其用意在於賦予定居殖民者施暴於土
著一事正當性。

被包圍的幻想在歷史當中有跡可尋。從保衛天星碼頭運動
(2006)對凝視(gaze)社群的預設起 21，到毒奶粉事件(2008)以及隨

21 一般認為香港本土主義政治之所以崛起是北京中央政府的「霸權」所招致。我反而認為
這種歷史詮釋偏偏忽視了港人的能動性。被視為本土意識崛起的開端性事件的保衛天
星、皇后碼頭運動可以引為例，特別是其對「凝視」(gaze)的建構。此一論點是根據曹
文翬著，〈回顧保衛天星碼頭清拆運動 ― 一場自發的運動〉，《文化研究＠嶺南》2007
年 3 月一文(http://www.ln.edu.hk/mcsln/4th_issue/criticism_04.html)。根據這篇文章整理
的文獻，運動參與者葉蔭聰與朱凱迪刻意採取了從社群認同的角度重新詮釋都市參與的
方法論。作為一種知識選擇，其背後的動機確實是可以理解的，那是為了反駁庸俗馬克
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機械式階級觀。然而，以社群認同取代階級，並在此基礎上引進「凝
視」(gaze)的概念為證，讓「凝視」無法迴避地染上了社群邊界的濃厚意味。這點就直
接呈現在遷徙人口對角線(diagonal，參見 Moulier Boutang 2001)被排除的問題上，僅剩
本地社群與強權之間被本質化的差異。而其他社群，例如外庸與外僑，抑或新移民，均
未納入。這樣一來，「凝視」的差異被簡單地理解為空間上的社群區隔，而不是具有時
間性的社會實踐。畢竟，在拉岡 (Jacques Lacan) 或沙特 (Jean-Paul Sartre) 的著作裡，「凝
視」與「他者」的存在有關，但是這個他者所起的功能，往往在於打亂均質性自我建構。
有趣的是，葉蔭聰在運動脈落對「凝視」的應用，與他數年前的學術立場形成鮮明的對
比。在 1998 年〈邊緣性與混雜性的鬼影：文化批評中的「香港認同」〉一文中，葉蔭
聰有關「凝視」的討論，主要是針對電影學者邱靜美(Esther C.M. Yau)掩飾當時香港與
內地之間存在的權力關係。在批判邱靜美之餘，葉蔭聰總結指出：「為了打造一種作為
受害者的香港人民身分〔…〕『他者』，也就是說大陸，必須被置放在一種外在且野蠻
的暴戾領域。〔…〕在此，我想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要更加瞭解我們並不太『混雜』
的「自我」身分和我們對『他者』並不太慈善的態度」(Ip 1998，52)。葉蔭聰從凝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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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走私交易所造成香港嬰幼兒奶粉的嚴重短缺(2012)，對於高
度依賴移工褓姆的香港資產階級所造成的心靈創傷等等一系列事
件，刻劃出被包圍的幻想的軌跡。甚至存在一個名為「中共殖民
香港資料庫」的粉絲維基(Fandom Wiki) (其英文名稱“Save Hong 
Kong From China”可譯為「從中國手中拯救香港」)，以「消滅邊
界」、「人口清洗」、「經濟侵略」等條目建構出一個計畫性的
生命政治浩劫的虛構。

當然，最清晰的例證莫過於關
於中國大陸「蝗蟲」入侵的橫向種
族主義論述。集中體現在《蘋果日
報》於 2012年刊登的一則由群集
募資的整版廣告上、2014年 2月
16日的「廣東道驅蝗行動」，以及
2014年刊登於《新報》類似的全版
廣告。香港居民或許並不清楚「蝗
蟲」這個「迷因」(meme)是個植
根於殖民主義與反共主義歷史記憶
的混合。1950年 12月 11日的《時
代週刊》雜誌封面是一群蝗蟲從毛
澤東的面孔後面湧出(圖 1)。在殖
民主義的歷史中，對蝗蟲的指涉通常追溯到法國耶穌會士譚衛道
(Armand David)。據說，他曾用這個詞描述陷入貧窮且被戰爭撕
裂後過度開採自然環境、導致其惡化的中國人民。不過，由於我
在譚衛道電子化的著作中搜尋未果，此說法暫時無法得到第一手

權力關係切入族群關係的建構，時隔八年前後處理的方式不一致，非常耐人尋味。 
在追蹤葉蔭聰各種立場轉變之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星碼頭抗爭幾年過後，葉蔭聰
又表示他與「文化保育」運動曾經一直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葉蔭聰 2010， 127 起)。

圖 1 美國《時代週刊》1950 年 12 月 11
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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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認。唯有二手著作確實如此記載了「蝗蟲論」的出處 22。

香港輿論界過去十年「蝗蟲」這個迷因的病毒式傳播，透過
數位平臺擴散(Ong and Lin 2017)與媒體作秀效應，透露定居殖民
主義透過倒置投射的方式壓抑了自身的歷史性，就好像香港的華
人人口本身並無定居殖民主義經驗與情結可言。作為一種殖民主
義的主體性技術，「包圍」顯然是一種能生產出真實效果的幻覺。
其中結合了想像的能動性與壓抑的創構性。這種特殊的結合，可
以從「溝淡」一詞(可當「補倉」之意)的變化看出。這個原本用
於表示股票市場買空的口頭語，自從 2010年代起和「左膠」一詞
一樣，開始佔據香港大眾文化想像的重要位置。

作為新的流行語，「溝淡」一詞意指當地人口被「外來的」
中國人沖淡血統之意，香港部分人士因為開始幻想「被包圍」，
自然就產生「被滲透」的焦慮。結合投資心態、歧視的恐懼與歷
史的壓抑(畢竟香港華人本來都是「外來人口」)於一爐的「溝淡」
一詞的廣泛流傳，反映出「包圍」的幻想富有極高的生命政治情
感內涵。結果，邊界不但染上了「最後一道防火牆」的緊急色彩，
就好比可以劃上「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界限，而且幻想還有
擴散到分子的微觀層次，港人血液面臨被滲透、沖淡的危險。

香港的定居殖民主義歷史經驗，假設與大英帝國另一領地－巴
勒斯坦託管地展開對比的話，是很有啟發性的。正如《部分人的
正義：法與巴勒斯坦問題》(Justice for Some: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2019a)的作者艾拉卡特(Noura Erakat)在一次訪談中的
總結：「復國主義原本是為了修正和回應歐洲將猶太人從白人中
驅除出去的現象…然而，復國主義運動對此所做出的回應並未從
對付白人至上的體制入手，而是將它內在化了」(Erakat 2019b)。

22   Archibald John Little，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ibetan Border 
(1901，257) 一書引用譚衛(Armand David)神父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有種「蝗蟲般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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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艾拉卡特的觀點，復國主義運動的歷史意義其實是一種變相
的西方幻象 23。畢竟，二戰前猶太人的歐洲白種身分曾經被英國主
流社會否定。主導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英國白人至上帝國主義者
在白種與歐洲地理之間劃上等同關係，建構西方幻象之際，猶太
人從中被排擠並列為一個非白種、非歐洲的社群。如此被排擠於
白種歐洲之外一事其實就等於猶太社群的生命政治次第被降格。
復國主義者認為，想要重回白種歐洲世界的唯一法門，似乎就在
於攫取並佔據一份歐洲「之外」的領土，以辯證法的方式去否定
之前的否定。復國主義者一心致力於脫亞入歐的宏業，力圖讓巴
勒斯坦那塊土地脫離「非歐洲」的想像位置，建立一個標榜「歐
洲價值」的新國家－「以色列」，進而恢復猶太人的白種歐洲身分。
復國主義那樣的辯證策略雖然算是一次變相入歐的捷徑，可是卻
成了對於猶太人被排擠的歷史經驗最大的諷刺。

復國主義對於西方幻象的肯定與鞏固背後隱藏的生命政治動
機，與香港華人追求自決的情形非常類似。畢竟，後者突然被
1981年頒佈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了標準的英國國籍。該法針對
國籍和公民身分創造出幾個差異性的類別：「其中有一類是『英
聯邦公民』(Commonwealth citizenship)，它去除了英聯邦和香港
的英國國民在聯合王國居住的歷史權利」(Tyler 2010，62 -63)。
1981年的《國籍法》必須被看成是導向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的準備工作，它開啟了關於英國公民身分持久性的生命政治。用
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的話說，這是「在設計構想上」刻意
導向「失敗」的公民身分：「英國內部喪失公民權的人口的存在（例
如香港華人）並非由於設計缺陷導致的意外不幸，而是給整個英
國公民權體制奠定基礎的刻意措施」(2010，61)。通過一個象徵
性的舉動，英國在清楚知道那將成為中國的問題的情況下，才在

23 有關西方幻象，請參見 Saka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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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推進代議制民主；而且是直到修訂英國本國的國籍法、排除
了香港人之後才這麼做。這一舉動在象徵與制度層面上，將萌芽
中的香港代議制民主(更遑論英國本身行之有年的代議制民主)與
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歷史情結結合在一起。兩者的複合體持續發酵
並擴散至今──正如奴隸制的歷史仍在影響美國自由主義的建制，
抑或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和歐洲排猶仍影響著以色列的建制一般。

有趣的是，不同地區的定居殖民主義可能形成某種互動，甚
至是合謀的關係。例如，2019年感恩節當天，香港的團體對川普
當天所簽署的兩條涉港法案表示感恩而舉行的示威。在白人定居
殖民主義意味濃厚的日子裡，同樣也是定居殖民區域的香港，數
以萬計的人聚集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示威。當時舉起的美國國旗
和「肌肉男川普」海報數量之巨，只有在川普競選活動現場堪與
之匹敵。就數量而言，如前所述，香港的左翼討論中，「勢／識」
與「數」的區隔問題，似乎一直沒有獲得正視。

 一個指標性的例子，則是嶺南大學文研系教授葉蔭聰於 2019
年 10月，在網路上回應趙蒙暘一篇批評反送中為一場右翼主導的
運動並因而引起廣泛討論(甚至被譯成英文並公布於《流傘》網站)
的網路文章。秉持「數」優先於「勢／識」的預設立場，葉蔭聰
指出，種族歧視問題在 2019年的香港社運，與 2011年相比，前
者比較不嚴重，更沒有「擴大化的跡象」(葉蔭聰 2019)。然而，
即便採用類似算術平均數的方法，力圖說明那些美國國旗、港英
殖民旗與川普海報都只是一些邊緣團體的現象，也無法讓這種跨
國定居殖民主義合謀關係消失。唯有訴諸文化翻譯機制才能達到
那樣的效果，透過翻譯將主權與自由等同起來，並同時遮蓋那個
等同的過程。

假設說定居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主權與自由的等
同假設之上，那麼我們不妨參考黑人激進傳統出身的當代傑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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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錢德勒(Nahum Chandler)在《X──作為思想問題的黑人
問題》(X―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as a problem for thought )一書中
所提出的有關主權與自由的觀點。錢德勒認為，主權本質上需要
從自身與奴役的關係上來理解，而非與自由的關係上。這就是「主
權與被奴役之間的關連的問題」(Chandler 2015，28)。

根據現代自由主義傳統 24，主權與自由之間一般會被認為存在
著某種等同關係。主權就是自由的基礎，自由才是行使主權的具
體體現。我透過錢德勒的問題意識才頓然明白，兩者間的連續性
唯有從白種定居殖民主義的角度切入才能確定。假設換一個角度，
從奴役的角度出發的話，兩者間非連續性的關係就會馬上顯現。
現代主權與奴役制之間的合謀，不僅是歷史事實，更是一種形式
的問題。前者必須依賴一種人民共同體的形式才能確立；凡是人
民共同體，都無法迴避將「人民」理解為與其他人群之間存有某

24 美國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同法學研究學者 Rana(2010)、歷史研究學者 Gourevitch 
(2015)、泛非洲研究學者 Roberts(2015)與哲學學者 Chandler(2015)和 Warren(2018)等過
去十年內的研究，開闢了一波再思考「自由」的浪潮。有別於自由主義主流傳統將自由
定義為「不受干預」，Gourevitch 接下了「共和主義」的另類思想傳統，主張將自由定
義為「不受支配」，進而在此基礎上納入勞工的自由，包括擺脫薪津制度與就業市場等
自由。Roberts 從黑奴解放到實現自由的過渡經驗，針對主流思想的「不受干預」與非
主流的「不受支配」提出批判性的修正，指出另類自由在於奴役「逃逸」(marronage)的
時間經驗而不是「逃逸」的目的地。Warren(2018)從存有論的角度出發去思考黑奴制度
留下的歷史創傷，並提出超出經驗論的觀點。面對黑奴制度不僅畫出了人種區隔、更將
特定人種列為財產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市民社會」的歷史事實，Warren 指出：「我認為，
將自由視為一種機遇經驗，只不過是浪漫人本主義(romantic humanism)的戰略。〔…〕
奴役與自由之間的區隔，唯有在一個將解放(emancipation)化為自由、並將自由化為權
益的浪漫主義敘述中才能成立。作為典範，所謂「自由黑人」的啟發純粹在此，因為沒
有任何權益足以光復(restore)黑人的存有──而如此的光復(restoration)動作其實只是個
詭計。」(Warren 2018，90 – 91；刪除線為原文附加)相信讀過 Warren 對於「光復論」
的否定之後，讀者對於「光復 XX」的口號形式就會產生不一樣的看法。正因為黑人曾
經被列為財產，而自由主義主流傳統將自由定義為財產(包括自己的身體在內)不受他人
干預的處置權(disposition of property)，所以 Warren 才會認為，將權益的確立與保障視
為黑人獲得自由的途徑一事會帶來無法迴避的矛盾，致使市民社會難免延續黑人的存有
遭到否定的恐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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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類差異(speci�c di�erence)的實體。一旦開啟種類差異的大
門，現代奴役制的人種差異預設便成為可能。此隱藏於主權之中
的人種差異前提，就是錢德勒所稱的現代性的「基礎設施的組織」
(Chandler 2015, 20)。作為基礎設施的組織，現代主權將自由視為
與社群邊界息息相關的權益，讓邊界成為實現社群集體「自由」
的必備條件，就好像自由是特定社群、相對於其他社群所擁有的
集體權益一般。以美國歷史為例，主權與人種差異兩者間的關係，
醞釀了一種以邊界為基礎的自由觀，因為「自由不斷受到〔外在〕
勢力來勢洶湧的圍攻」，所以「內部自由就需要依靠外部支配」
(Rana 2010，46)。根植於生命政治基礎設施的主權，具有甩不掉
的悖論特性。而正是這種特質在主權與自由之間起著決定性作用，
同時切斷了兩者間平滑連續的可能性。除非像白種定居殖民主義
那樣，將自由限定為一群人──(例如白種社群的自由)相對於另
一群人──(例如被奴役黑人的不自由)。面對奴役的歷史正義問
題，我們很可能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西方」這個曾經支配世界並
行使最高主權的地理區域，進而將「西方」與「白種人」等同起
來。然而，我們一旦將現代性的種種社會關係歸納為「白種西方」
支配世界的格局，以下的關鍵問題反而會消失：「西方」與「白
種人」等範疇的存在，以及兩者間的假定等同，是否先於支配世
界的歷史過程？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最後必須承認，所謂現代性，
不是別的，正是建立「白種」與「西方」等假定統一性範疇的過程。
換言之，主權與種族論述息息相關，而現代中文以「主權」來當
作外文 “sovereignty/souveraineté/souveränität/soberanía”一詞的翻
譯實在太貼切，因為它凸顯了現代主權作為主從關係與奴役制度
的根本關連。也就是說，主權的悖論源自於「人種」及其派生的
「民族」、以及這兩個概念所透露的特殊性與普世性的合謀關係。
被虛構為非白人人種的人若想將主權佔為己有的話，例如成立黑
人的主權，就必須要肯定人種差異體制中「主權」與「人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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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性，縱使最後成功取代了被虛構為白人社群的殖民統治者的
位置 25。在解殖運動的歷史潮流中，主權獨立被視為解決「白種西
方」支配問題的標準答案，實則並未切斷主權與生命政治基礎設
施──也就是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

與資本主義不同，奴役制就是將勞動者的身體直接商品化。然
而，相對應於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現代主權，基本上建立在公民
具有自由意志的預設上。公民作為勞動者身分所享有的這種自由，
也就是勞工相對於就業市場的虛設自由，是使得資本無法將人的
勞動身體直接加以商品化的關鍵。現代主權與奴役制的關係受到
了勞工自由論虛構的媒介，讓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因而
得以運轉。

放在一個具體的歷史脈絡去思考的話，主權與奴役制的關係
就是美國法學學者喇吶(Aziz Rana)重新詮釋美國國族主義歷史演
變的重點。根據喇吶的分析，美國現代史可以理解為一種從定居
殖民國族主義(settler colonial nationalism)到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的主要政治效果，就是讓美國
這個表面一直堅持反帝立場的國家可以悖反性地跳躍自身的解殖
過程，讓定居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寄居於公民國族主義的外殼。
今天看待美國的人，尤其是美國人自己，大概都會不記得，美國
「定居帝國」的國家制度被賦予兩種任務：

其一是幫助種族上被界定為本部人口（insiders）獲得自治與

經濟獨立的解放條件。其二，為了支援如此的總體計畫，制度的

設計就是盡量從土著與非定居者人口，尤其是非洲奴役及其後代，

萃取亟需的土地與勞動（Rana 2015，266）。

25 海地的黑人奴隸 18 世紀末發起革命建國，首度立憲之際，1801 年的憲法第三條提及「自
由」意指「法蘭西人」的身分一事可以引以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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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 1940年代瑞典學者梅爾達(Gunnar Myrdal)的信念論
(creedalism)，後來為美國保守派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在《我們是誰？：美國國族身分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接棒，經喇吶批判性
閱讀之後，便成為了喇吶用以分析美國定居國族主義自我更新意
識形態的利器。喇吶的批判性閱讀指出，將美國憲法視為歷史性
的突破是信念國族主義(creedal nationalism)的特徵。從信念論國族
主義的角度來看，美國憲法代表啟蒙普世主義思想在歷史上首度
獲得實現的案例。這種歷史性的「第一」，讓美國憲法被賦予一
種「完美無暇」的色彩之外，還讓美國霸佔世界上獨特、甚至是
例外的位置：

這個意識形態架構［…］不但讓享有典型特權的美國本部人

口可以確保其政體的制度結構――一種日益完成的定居計畫，而

且在國外還可以伸張一種日益增強的權威（Rana 2015，268）。

信念論國族主義的巧妙之處，在於此一石兩鳥的功效足以構
成一種全球人口的治理計畫。一方面假借憲法幾近完美的信念奠
定一種進步主義的論述，主張各種剝削與支配現象只不過是現存
社會關係的臨時瑕疵，在時間的進步運動中終究都會獲得糾正，
一方面開始在國際上以捍衛自由作為己任，並利用此概念作為帝
國擴張的理據。這種格局到了二戰後美國躍升為全球帝國之際，
便提供了一種對內、對外四海皆準的意識形態原則。它不但確保
了根植於私有制與歷史佔奪制的白人特權，還確保了美國的世界
領導與世界警察角色永續地染上捍衛自由的色彩。作為遮掩延續
性的定居國族主義醜陋歷史的手段，信念論國族主義不但讓美國
成為他國人民嚮往的公民國族主義典範，還可以扮演國際上唯一
具有最高邊界裁決權的超級強權與主權例外。喇吶總結過去幾年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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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集中在冷戰時期成形的特定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

態認為美國向來堅持著獨立宣言的原則：自治、普世平等與個人

自由。信念論平常具體意味著相信市場資本主義、美國憲法的幾

近完美、與美國海外帝治的正當性等。伴隨著這一切的就是將種

族關係的改革單純視為一種形式歧視的法律問題，並認為美國正

在逐漸克服，並終究會完成其本身自由主義的真理。這種信念論

的信仰（creedal faith）數十年來構成了美國國族主義的核心，也是

主導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共治體制的主要意識形態計畫（Rana and 
Purdy，2020）。

反修例運動將政治焦點放在法治的細則上，多少顯示出香港
社會與美國信念論國族主義之間存在某種轉移關係。一方面，香
港內部對美國公民國族主義的認同與嚮往，是在全盤接受美國社
會尚未展開解殖事業的歷史壓抑之下形成的。另一方面，香港人
尋求與美國政府和個別團體或個人達成國際連結，往往並未顧及
美國友人對普世價值的堅持依然包含許多被壓抑的定居殖民因素。

當前全世界各種社會矛盾加劇，自由相關的意識形態爭議日
益白熱化，我受喇吶的啟發，將此一現象視為一種病徵，西方自
由民主國家的公民國族主義，都是在尚未啟動實質解殖過程的基
礎上延續著帝國國族主義的制度性因素，特別是白人特權的因素。
西方國家形式解殖後，將自身蛻變為標榜公民國族主義的自由民
主體制，可以視為一次品牌形象重塑的過程。該重塑過程讓西方
國家得以壓抑帝國與定居殖民經驗的近代記憶，並壓制國家種種
制度的種族歧視起源。隨後政治效果就是西方後帝國家將自己呈
現為國際舞台上自由的捍衛者，不需要展開自我解殖的制度革命。

而正是這些因素，對於國際團結制度起著畸形的作用。毫無疑
問，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接受了這種位置的引誘，將自身與世界的
關係幻想成一種不存在邊界可言的統一戰線，共同捍衛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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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所拒絕面對的事情，就是自身的立場是建立在一系列
從殖民主義那所繼承的制度性不對稱關係，例如語言與翻譯勞動
的分工體系。有別於非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從制度面被迫把英文等
後帝語言作為知識生產與知識消費的必要工具，尤其以知識消費
為甚，西方知識分子，或者說，那些在制度上將自己的身分直接
連結到「西方」的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免除相同的要求。區域研
究專家看似除外，但細想起來，西方的區域研究專家，例如中國
問題專家，在關鍵的知識生產問題上，也依然被允許繼續依賴著
不對稱的語言勞動分工體系來確保他們的發言資格與制度位置。
西方知識分子迄今可以繼續站在語言分工體系優勢的位置上，就
足以顯示他們在知識生產的實踐上，而不是知識對象的認識層次，
尚未投入全面解殖的行動。他們的位置往往依賴那些被迫從事西
方語言知識生產與消費的非西方知識分子的種種語言與翻譯的勞
動，以及依賴翻譯與語言工業中建立在嚴重性別與種族不平衡之
上的勞動成果。

值得強調的是，對美國帝國國族主義的政治構成來說，邊界
扮演了無法取代的角色。喇吶指出，「邊境的問題就是讓我認定
從定居殖民主義的角度去理解美國是如此重要的關鍵理由」(Rana 
and Purdy 2020)。從定居國族主義到公民國族主義的歷史壓抑過
程中，邊界一直都是美國全球治理的關鍵治理技術。

透過這些歷史的回顧與重新認識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自由
與主權之間非連續性的狀態。主權並非自由的保障；自由亦並非
主權的體現。為了掌握這層關係，錢德勒主張採取他稱之為「去
沉降」(desedimentation)的方法。其中關鍵在於遵守一種「雙重的
動作」(double gesture)：凡是用於對抗白種「純種論」的認同，務
必都包含著無法馴服的差異，也就是下文即將分析的「非連續性」
關係。而由此產生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徹底解除人種差異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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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嘗試，往往需要透過「激動的爆發」(agonistic irruption)才會顯
現。我認為錢德勒所說的「激動的爆發」可以理解為同一與差異
梯度之外，非連續性因素出其不意的出現。正因如此，錢德勒才
會強調「曖昧性的維持…又是一種政治，又是一種實踐的藝術」
(Chandler 2015，18-19)。這裡所謂的「曖昧性」，可以理解為一
種針對邊界的介入。換言之，真正的自由並不在於主權的掌握與
行使，而在於從總體上拋棄由邊界的單邊配置產生的政治主體。

現代主權誠如哈特(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Antonio Negri)所
說那樣，將那些原本構成主權的關係物化(reify)，並通通轉換為所
有權的對象(Hardt and Negri 2001，95)。這點恰似資本並非一物品，
而是一種社會關係一樣，甚至可以說，主權其實就是資本的類比
性延伸。正因此，兩者間形成了歷史互補關係，讓主權國家成為
成全資本積累的最佳社會組織方案。為了打破主權、資本與人種
這些將社會關係(特別是非連續性的關係) 化約為獨立存在事物的
現代性支配布署，我們迫切需要建立批判劃界實踐的視野。

香港藝術創作中的邊界

在本章節結尾前，為了凸顯對邊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我想簡單討論香港藝術家兩部值得參考的視頻創作 26。

李俊峰(Chun Fung Lee)的視頻作品《界限／南北 Boundaries》
透過歷史假設的想像，呈現了內、外各種邊界對於社會組織所起
的決定性作用。這部極富洞察力與前瞻性的作品，於反修例運動

26 邊界在香港過去二十年的藝術創作中佔了重要地位。其中包括 的《暴力邊界》(Samson 
Young, Liquid Borders 2012 – 2014)、菲律賓移工 Xyza Cruz Bacani 的攝影作品、「港漂」
學者兼藝術家潘律的《港城三記》等知名藝術家與創作。電影方面，從馮峰 1950 年的
《細路祥》起，香港的導演對邊界議題的重視一直持續發酵(請參見 Chu 2020，Weng Kit 
Ch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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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大眾運動前一個月問世 27，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瞭解整場運動
的鎖匙。視頻情節從 1980年代回歸談判啟動時去著手提出另類歷
史的假設，假設當時談判破滅，使香港陷入了與冷戰時期的柏林
一樣被分割成南北兩塊區域的命運。從中間隔著一道「香港牆」
的狀態說起，李俊峰探討邊界任意的改變對於身分可能產生的無
法預期的根本影響。雖然該作品並未針對劃界實踐本身，但還是
非常成功地讓人瞭解到：邊界作為社會實踐往往意味著凡是邊界
均具有任意性與移動性，以及存在於香港社會內部的我稱之為「香
港界址」的現象。該作品是有助於瞭解反修例運動的整體脈絡的
必看佳作。

雨傘運動之後最能代表回歸邊界的運動所帶來的另類想像萎
縮的藝術作品，莫過黃宇軒(Sampson Wong)與林志輝(Lam Chi 
Fai)二人組成的「打氣小隊」(Add Oil Team)從 2016年 5月 17日

晚上開始，每晚在香港最高的大廈(環球貿易廣場，簡稱 ICC)外
牆上投影的視頻裝置藝術《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 

(Our 60-Second Friendship Begins Now)》。其中最後一個章節《倒

27 反修例運動雖然 2019 年 3 月早就正式啟動了(本人當時還加入了聯署反對)，可是直到
2019年 6月 9日才開始成氣候。李俊峰的作品《界限／南北Boundaries》2019年 5月問世。

圖 2 李俊峰 2019
年 5 月視頻創作
《界限／南北
Boundaries》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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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機(Countdown Machine)》，顯示距離 2047年 7月 1日零時零
分，剩下的秒數時間。所謂「六十秒的友誼」所傳達的概念是一
種典型的後現代性反諷，透過反諷去建立一種犬儒視線。這種犬
儒視線所瞄準的對象，就是帝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約翰 ˙斯圖爾
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所謂的「惻隱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sympathy)。在穆勒那邊，惻隱之心是現代國家共同體的基礎。
《六十秒的朋友》表面上想要呈現的是一國兩制大期限對自主權
的侵蝕，以期喚醒人民共同體的自覺。然而，由於後現代自我嘲
諷的犬儒意味的介入，作品的意義可以說完全逃脫了藝術家的原
訂計畫。即使黃宇軒當時宣稱「香港的未來應該由香港人作主」，
可是《六十秒的朋友》這個作品太過執著於呈現「大期限」帶來
的「不自由」，所以將焦點放在鄉愁感的具像化 (空間化) 而不是
「朋友」所意味的社會關係。當然，友人 vs敵人的組合，從施米
特 (Carl Schmitt)到毛澤東都被視為人民主權共同體基礎。但在此
我想強調的是「朋友」一詞所代表的社會關係。現代脈絡中的社
會關係，因為往往包含許多非連續性的社會因素在內，所以必然
包含一種開放未來的契機，這種開放未來的契機恰恰被黃宇軒和
林志輝的構想掩蓋住了。這點就導致了藝術家標榜的「人民作主」
的概念完全被犬儒主義顛覆。與其說《六十秒的朋友》見證「不
自由」的到來，不如說它反而見證新自由主義時代共同體缺乏未
來想像，僅存懷舊鄉愁的窘態而已。遑論，2015年國際知名的中
國藝術家曹斐在 ICC摩天大廈上的視頻裝置作品《樂舊．圖新》，
早已納入了倒數計時的畫面，《六十秒的朋友》相形之下缺乏創
新。總之，在面對轉型模式迫切需要發明新形式的時代任務之際，
《六十秒的朋友》呈現的不是創作人期許的人民共同體自主權的
必要，而是創新未來想像本身的犬儒危機。《六十秒的朋友》正
式上映當晚，藝術家無預警地將作品整體名稱改為《倒數機》一
事加深了犬儒的意味。誠然，《倒數機》以「亡失共同體」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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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之間標示出在還沒有「倒數完畢」前，另類未來的想像其實
早已消亡了。而其消失的主因不是 2047年的大期限，而是當下另
類社會願景的缺乏。這種自廢武功的概念，隨即變成了雨傘運動
之後，「非自願選擇」論述對於回歸邊界一事所展現的拜物化執
著，將時間化為空間的限制。  

圖 3《倒數機》官網截圖 http://addoilteam.hk/coun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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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翻譯的生命政治

回歸邊界與翻譯的生命政治 

根據葉蔭聰對於他 2020年發表的英文著作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的中文介紹，香港本土派「想像及實踐著一種族群
味道更濃的政治，我…稱之為族群統治(ethnocracy)，以族群之名
守護邊界」(葉蔭聰 2020a)1。「守護邊界」的問題多少也反映在
葉蔭聰英文書名的中文翻譯──〈香港身分新認同〉。原作者提
出自身著作的譯名固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從翻譯的角度來
看，兩者不盡相同。由於「identity politics」一詞在英文詞彙裡被
當成慣性詞組，甚至可以縮寫為「IdPol」，所以原著標題中作為
修飾語的「新」字，就會自然被理解為針對「身分政治」一詞的
修飾語，而不是單獨針對「身分」或「認同」。這樣一來，英文

1　有關「族群統治」一詞的含意，除了去質疑特定族群專用民主的概念之外，葉蔭聰還完
全迴避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後帝大國「例如法國、英國與美國」為什麼「都是族群統
治制度強勢的推動者」？（Morjé Howard 2012, 162）。說那些軍事強國都是「推動者」
（advocates）未免太過委婉，畢竟可能如同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與軍火援助那樣，
有殖性支配戰略佈局的用意。重點是，「族群統治」與定居殖民自由主義的關係乃美利
堅治世全球治理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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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的正確中文翻譯應該是《香港新興的身分政治》(以下簡稱《身
分政治》)。然而，作者自己提出的中文翻譯方案，將身分政治這
個慣用詞彙刪掉，並用「香港身分」代替，就好像一個給出的香
港身分起了政治更新的效果一般。將「身分政治」這個負面多於
正面色彩的詞組從標題中刪除的中文譯名，基本上不可能反過來
譯成英文，畢竟「身分」與「認同」都可以是英文“identity”一
詞的翻譯。如此微妙的差別其實貫穿葉蔭聰橫跨中、英兩種語言
的寫作實踐，形成英文對外、中文對內的兩種界線分明的發話模
式。

作為一種差異分布機制，現代性翻譯體制常常產生耐人尋味
的分歧現象。例如，意志相關的敘述裡，中、英之間存在耐人尋
味的差異：

中文：「香港的社會文化認同漸變為一種『權力意志』，一

種掌控自己、周遭環境以至他者的集體渴求，認同宣稱背後就是

意志。它有點像哲學家盧梭說的普遍意志，一種不可分割的共同

體的想像…」（葉蔭聰 2020，粗體另加）。

英文：I argue that Hong Kong's new wave of nativist activism is a 
project of forging an ethnocratic governing subject with an imperative 
to control the city's imagined and physical boundaries with China.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imperative is a biopolitical will to administer 
population �ow.”(Ip 2020，54，粗體另加)。(我主張，香港新一
波的本土社運主義就是一種打造族群統治之治理主體的計畫，承
載著管控這個都市與中國之間各種想像與物理邊界的令式。該令
式的核心就是一種管理人口流動的生命政治意志。)

顯然，「普遍意志」與「生命政治意志」這兩種針對意志的
限定方式相左甚遠，前者出於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的傳統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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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源自反自由主義的批判脈絡。從後者的生命政治的批判角
度來看，凡是「普遍意志」，跟主權一樣，都是一種「法理的意
識形態」(Foucault 1997，33)，其真實面貌需要在生命政治的層次
中尋找，但是葉蔭聰並未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有趣的是，英文原
著完全找不到盧梭相關的討論，「權力意志」指標性哲學家尼采
的影子更是空中鳥跡。重點是，香港反送中所展現的「意志」到
底是「普遍意志」還是「生命政治意志」，在葉蔭聰那邊根本沒
差，反正一樣都是「政治現代性的開端」(葉蔭聰 2020a)就對了，
就好比一切都可以訴諸普世轉型了事。即使自由主義批判的工具
箱引進了如同生命政治那樣的批判概念，葉蔭聰始終執著於普世
轉型的模型。有趣的是葉蔭聰 1998年的〈邊緣性與混雜性的鬼影：
文化批評中的「香港認同」〉一文對於現代性作為一種「宏偉敘
事」(grand narrative)的特質以及對香港「北進殖民主義」的批判
(Ip 1998)，與 2020年的立場形成了鮮明而矛盾的對比。不知這種
矛盾是否足以說明葉蔭聰為什麼在回應趙蒙暘的最後，坦承「請
原諒我的回應帶有極大的犬儒主義無力感 (我有時也原諒不了自
己) 」(葉蔭聰 2019)？身為《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的葉蔭聰
2019年給法輪功媒體《大紀元》背書一事(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
合新聞頻道，2019)，不是犬儒是什麼？畢竟，根據美國MSNBC

的報導，《大紀元》是全世界臉書川普廣告最大贊助商(Collins 

2019)，而川普自己對媒體的抨擊，以及其散播的各種謊言與謠言，
從未罷休。媒體人竟然幫一位徹底藐視媒體的美國總統背書，不
是犬儒是什麼？又，左翼加入右翼主導的大眾運動並與右翼狐唱
梟和一樣的口號(Ip 2020，136)，不是同流合污的犬儒是什麼？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Petula Ho Sik 
Ying)將葉蔭聰的書寫視為一種「情緒管理」策略的觀點給了我不
少啟發，讓我清楚看到葉蔭聰書寫裡兩個平行的軌道，其一為「情
緒管理」，其二則是「邊界管理」。「情緒管理」是知識分子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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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所引起的錯綜複雜的反應；「邊界管理」則是社群想像所
引起的右翼轉向。依何式凝的判斷，兩者間的扣繫點在於葉蔭聰
英文著作《香港新興的認同政治》中對於右翼轉向本土派的描述：
「本土主義的選擇似乎是非自願的」(Ip 2020，80)。換言之，葉
蔭聰訴諸「邊界」去執行「情緒管理」。根據葉蔭聰的理解，相
對於香港的政治發展與政治構成的問題而言，本土主義者並沒有
什麼能動性可言，就好比他們遇上了無法跨越的欄杆。而這種欄
杆恰好與葉蔭聰接受右翼本土論述以空間化的邊界作為政治構成
的依據(Ip 2020，54)一事所起的作用一樣，是為合理化當代左翼
的右翼轉向的根據。作為一種方法論，「非自願性的選擇」可以
跟傅柯的思路做鮮明的對比。眾所周知，為了抓到自由無時無刻
存在的契機，傅柯寧可接受一個沉重的代價，讓權力關係滲透一
切人與人的關係，即使是最親密的情人關係或家庭關係也不例外。
正因為傅柯認定權力關係無所不在，他才可以有效避免陷入「非
自願性的選擇」而刪除能動性。否則，一旦如同葉蔭聰那樣，將
別無選擇當做抉擇行動的正當依據，我們怎能在各種不同「非自
願」的社會主體之中去分辨真偽與輕重？ 葉蔭聰將「非自願性選
擇」作為政治構成的出發點，追根究柢也算是一種選擇吧，而這
種選擇最後呈現對自由主義「殘酷的執著」(cruel attachment)以及
悖反性地自我否定。

術語翻譯的差異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一方面是因為，葉蔭
聰英文著作指出香港主流社會本土主義其實是一種牽涉邊界生命
政治的判斷非常正確，一方面是因為，我認為自由主義政治哲學
的種種核心概念與形上學預設，通通都形同一股具有壓倒性優勢
的論述勢力，一不小心香港的生命政治困境就會被悄然轉化並呈
現為自由主義對抗威權主義的傳統鬥爭。

許寶強早在《資本主義不是什麼》(2002)一書中就討論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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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問題，值得我們在此參考。該書第五章－〈翻譯與措辭：自
由經濟意識形態在香港的傳播〉，針對香港當時一些知名的經濟
學家展開分析，例如被認定為市場經濟理論大師的學者們―香港
大學經濟金融學系前主任張五常(N.S. Cheung)與香港科技大學經
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雷鼎鳴(Francis Lui)。該章揭露這些學
者如何通過譯介的手段去建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許寶強精
彩的分析涉及到金融化資本虛構的一面，讓我們深深體會翻譯的
劃界功能與金融資本的關連 2。以張五常與雷鼎鳴為代表，「這些
經濟學家用中文和英文寫作的方式也截然不同」(許寶強 2002，
112)，他們利用翻譯與差異性平行書寫去打造意識形態的權威，
進而將香港通俗小說，尤其是武俠小說的觀念詞彙，納入譯介的
脈絡。結果他們創造了一種「經濟學的小說世界」，「把小說和『事
實』合二為一」(許寶強 2002，117)。這種被許寶強一針見血地
稱為「經濟學的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據他的判斷，「恐怕
是西方自由經濟神話在香港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許寶強 2002，
122)。假設將許寶強敏銳的觀察應用在 18年後葉蔭聰的案例上，
難免產生令人錯愕地似曾相識，右翼民粹主義的翻譯布署與意識
形態像幽靈一般地復活、作祟。

《香港新興的認同政治》一書及其周遭翻譯問題所揭露的矛
盾，恰好可以再次驗證許寶強 2002年時的分析方向的價值。葉蔭
聰的英文著作中雖然多了一些中文介紹中所沒有的那些對香港本
土主義的批判成分，但是對於生命政治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
書中幾乎沒有問題意識可言。最能代表問題意識之缺乏的兩點，

2　這點其實早在 1930年代就已經獲得了左翼作家茅盾(沈雁冰)的注意。其經典著作《子夜》
將小說創作與金融投資並放在同一個敘述脈絡，同時呈現金融資本虛構的本質與小說創
作虛構的本質，以及兩者間必然的關連。《子夜》不但是二十世紀的理論先驅，還提供
了解釋 21 世紀香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參考值。有關茅盾文藝創作的先驅理論，
包括翻譯理論、虛構資本等議題，請參見江曉璐(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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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過作者對於本土主義「存在式威脅」論(existential threat)的處理
方式，以及作者對於香港共同體建構的信念。

「存在式威脅」一詞的出處雖然並非英文原著，而是出於中
文介紹短文，但是其主要內容呈現於原著第五章－〈保衛都市：
本土主義與政治存在主義〉，特別是其中以「存在式鬥爭」為標
題的部分。在原著的結語裡，作者總結「香港這個身分瀕臨身分
的消失(an identity on the verge of losing its identity)，而民眾剩下唯
一的選擇，就是去對抗當局」(Ip 2020，136)。香港本土意識成功
塑造了「我們的都市正在死亡中」3的形象一事在《身分政治》一
書裡被列為一種「存在式威脅」，其主要基礎就是身分的消失，
而不是人口的具體滅亡。香港所面臨的這種「存在式威脅」可以
與書中描述另一類似的「存在式威脅」形成對比。例如，葉蔭聰
聲稱「北京高官與官方傳媒對分離主義的處理往往呈現超出分寸
比例(blow out of proportion)的傾向」(Ip 2020，82)。分離主義在
中央政府眼裡所形成的威脅，由於易於超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範
圍，引起全國規模的骨牌效應直到國家四分五裂徹底崩潰，所以
在當局的眼裡確實達到了「存亡相關」的門檻。但即使如此，也
並不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各個人口群體在國家崩解後會
就此突然蒸發。從這個角度來看，分離主義確實帶給北京當局「超
出分寸比例」的幻覺。然而，與北京的主權恐懼相比，葉蔭聰並
未一視同仁地指出香港所感受到的特殊「存在式威脅」，可能同
樣也有超出比例之嫌，甚至包含虛構與幻覺的成分。「身分的消
失」其實是身分的轉變，即使是個非常痛苦而相對暴力的過程，
也應該要與十九、二十世紀各種種族清洗、牽涉生理意義的滅絕
事件嚴謹區隔。也就是說，「存在式威脅」有程度的不同。畢竟，

3　超級人氣影集《天與地》(2011 年)第七集，DJ Dr Dylan 聲稱，「�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普遍被認為是影集經點金句之一，也立即成為大眾文化的口頭禪。相關討論
可以參見 Ip, 2019 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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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一些社群身分消失的危機，不能與迦薩走廊巴勒斯坦人集
體被大規模奪走生命的處境相提並論，更無法與二戰歐洲猶太人
大屠殺相比。

在生命政治研究的脈絡裡，這些問題至關重要。誠然，凡是
主權慾望就代表一種恐懼的幻想與假想受害的情結 4，而不同主權
彼此間的包容與理解十分艱鉅。面對各種相剋的主權恐懼之際，
或許我們期待擬出一個客觀尺度去論證其中的輕重。問題是，這
種比例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種潛在性的生命政治運作的基礎之上，
形同一種生命政治基礎設施的對比架構(bio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of 
comparison)5。眾所周知，生命政治這個概念在 1970年代末年被
傅柯引進，本來就是針對自由主義契約論與主權論的批判。作為
一種批判性的範疇，生命政治這個概念旨在揭露自由主義政治哲
學從契約論到主權理論種種形上學預設所遮掩的權力運作，進而
呈現自由主義假包容、真暴力的一面。然而，生命政治研究如今
日益集中在身分認同的問題上，確實有忘卻初衷之嫌。作為二戰
後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當中的中堅概念，身分認同確實與生命政治
有內在關連，但是作為一種特地針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範疇使用，
生命政治研究假設將身分認同這個範疇視為一種本質上中性的概
念，終究會失去生命政治批判原有的立場。以傅柯之後的生命政
治研究知名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為例，他從存有論的
深層基礎出發去批判自由主義，並訴諸「特異性」(singularity)的
概念來取代「個體」的概念 6。不用說，一旦作為契約論政治哲學

4　此處「幻想」與「假想」等詞彙的用意並不在於否定其真實性的含意，而是想要強調想
像之於國族建構不可取代的角色。

5　「生命政治基礎設施對比架構」一詞最早的使用案例應該是 Cheah （2009，539)。為了
補充這個概念的理論基礎起見，我認為它可以分為兩種平行的裝置組成，其一乃為交換
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對比 (參見Ma 2017, 7)，其二為翻譯再現體制創造出的種類差異(參
見 Sakai 2013)。

6　例如：特異性「被佔奪一切身分，為的是收編屬性本身」(Singularities “are expropr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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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基礎的「個體」被置換，整個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會倒塌。

語言、解殖與「中文運動」

那麼，著重解殖的人要如何回應這些深深印刻在現代性語言
與翻譯勞動體制上的殖民因素呢？

一個可能的回答來自嶺南大學文研系教授羅永生〈冷戰中的
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簡稱〈中文運
動評析〉) 一文。刊登於 2015年的這篇論文最近引起了廣大的注
意，大概就是因為在羅教授筆鋒下，「中運」成為一個解釋香港
親中左派致命盲點──民族主義的鎖匙，進而足以論證香港 97年
回歸後未曾展開真正的解殖運動的依據。

1967年的「六七暴動」與 1970年的「保釣運動」這兩場大事
件之中，「中運」的政治意義似乎注定是小插曲般的宿命。儘管
如此，羅永生成功地讓讀者看到「中運」深遠的歷史意義，尤其
是解殖議題如何被日益虛偽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所堵住、掩蓋。

我對〈中文運動評析〉一文的批評主要分為兩點。第一個問
題，也是最表面的問題，就是羅文完全沒有將 1970年代前香港社
會語言多元性的真實面貌，以及香港二戰後到回歸前夕生活語言
的重大歷史演變納入思考的範圍。羅文中所討論的「中文」一詞，
本來就是一種含混不明的概念。作為「中運」當時重要陣地的《70
年代雙週刊》，確實曾經刊登了一篇專門討論「中文」一詞如何

of all identity, so as to appropriate belonging itself”. Agamben, 1993, 11); 「以種類為身分
的原則乃為我們文化中的原罪，乃為它最根深蒂固的布署。將某件事情人格化並將它
指涉為一種身分的代價，就是犧牲其特性。」(“�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ecies into 
a principle of identity and classi�cation is the original sin of our culture, its most implacable 
apparatus. Something is personalized – is referred to as an identity – at the cost of sacri�cing its 
specialness.” Agamben 2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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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的文章，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刻意選擇使用英文，為的是凸顯
「身為中國人的作者，被皇家殖民教育搞成到一個實際上形同無
法寫出易讀中文的地步」(Tong 1970，15)。寫不出易讀的中文的
這個評估，需要放在「中文」在二十世紀經歷大規模改變的脈絡
來理解。從外語和日語吸取詞彙、語法與使用習慣的「中文」，
其實是個相對流變性的概念，不但凸顯語言本身的新創特質，同
時也意味著殖民脈絡中翻譯與語言勞動等重要的不平等現象。權
力關係的流變，自然造就了「中文」使用者的殖民情感：「香港
屬於中國。它的人民是中國人。凡是華人的英國人都會對此〔指
中文非官方地位〕感到憤怒」(Tong 1970，15)。

作者進一步分析，「中文」的含意分為「書面語」與「口語」
兩個層面。為了使「中文」成為官方語言，作者列出了書、口語
各三種選項。書面語的選項包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用法；二、

中華民國的用法；三、新加坡的用法。口語的三個選項則包括：一、
國語；二、粵語；三、其他。口語的第三選項－「其他」，因為
被認為與現實「不相干」(irrelevant)而立即被排除。作者提議最佳
方案就是將新加坡的書面語和中國大陸與台灣共用的國語結合起

圖 4《70 年代雙週刊》
第 14 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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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但是在頭十年的過渡期間，粵語可以暫時享受與國語同等的
官方地位(Tong 1970，14)。

孰不知，1970年代以前的香港華人社會，諸如潮州、客家、
廣州、閩南、閩北、上海、國語、甚至四邑等各種語言與族群都
曾經存在過，更何況還有為數不少的其他遷徙社群 7。中國學者劉
鎮發總結：「到了九十年代，非粵語方言在香港的使用，已經由
60年代的四成以上，降到只有幾個百分點。香港的第二常用語也
由當年的四邑話變成菲律賓語，但普通話的使用卻大幅回升」(劉
鎮發 2004）。無論是當年「中運」參與者提出國語成為香港官方
語言的主張，抑或當代的學者回顧當年的語言環境之時去重視「中
運」無法顧及的其他差異，這些種種被歷史壓抑的差異，都是羅
文並未納入討論的對象，導致羅文對於語言混雜性的過去與未來
之真實與虛擬可能性呈現了一副冷漠的態度。這點反映在羅文針
對時任華民政務司徐家祥一次發言的相關討論：

在接受《學苑》(1967.12.16) 訪問時，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提出

了幾點，否定要求中文官方語文的訴求。他認為，規定中文為法

定語文，實在沒有針對香港如何才能充份達意的問題。他認為香

港文化多元，中國文字也未足以表達意思。香港活用的反是混雜

著廣東話和英語，將來也可能發展出中英混合的語言。規定「中

文」法定，並不對應香港混亂的語言應用的現實（羅永生 2015，5）

羅文指出徐家祥的發言「充滿殖民者的傲慢」確實無誤，但這
並不代表語言混雜性的問題在歷史回顧的時刻就未曾存在抑或沒
有絲毫積極意義可言。這種混雜性的視野被刪除後，所謂「勾結

7　除了佔香港人口 20% 的「新移民」之外，其他非華人族群的佔比約 8-9%，包括菲律賓、
印尼、南亞、非洲等重要社群。兩者加起來快到三成。而在語言方面，除了廣東話之外，
香港主要的語言包括普通話、英語、客家話、福建話、潮州話、印尼話、菲律賓語等多
種語言，歷史上還包括四邑話、上海話等等「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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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謀殖民主義」的主角才可以簡單化約為種族與階級的交叉身分。

黃夢花在這段慨慷的發言中，準確點出了香港勾結共謀式殖民

主義的最重要特徵，也就是殖民權力不一定只會劃定華洋種族關

係中的不平等，反而殖民權力是深深的本土化，成為本地既得利

益者維繫特權的依憑。而這些人往往是去殖民抗爭中最大的阻力。

（羅永生 2015，11）。

因為語言問題被限定在要麼大眾 vs菁英、要麼華人全體 vs港
英殖民當局的層次，所以在解殖議題的理解上就產生了偏差。例
如，相對於以托派為名的吳仲賢 1970年聲稱，「為甚麼中文運動
是反殖民革命的基礎呢？這是針對抗衡消解英國政府的同化政策
而言。在香港，中文地位和同化政策，實在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對此，羅文提出如下的結論：

吳仲賢這個以中文運動為反殖革命奠立基礎的論說，跳出了

冷戰對峙中只能選擇「擁共」或是「反共」的二元對立，清理出

一個反殖激進運動的左派實踐和想像世界，也挑戰了「恐共必須

保殖」的右派思維或「要民族意識必先按（中共）指示繼續默許

殖民主義存在」的左派犬儒主義（羅永生 2015，14）。

問題在於，這個二元對立的局面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港英同
化政策之後，刻意培養香港華人有別於中國人的「香港神話」，
對於一系列語言、文化政策記憶的刪除。畢竟，二戰後直到 1970
年代，國語在香港社會的重要地位，從國語電影旺盛的事實便可
見一斑。然而，隨著六七暴動之後 1970年的「中文運動」，再加
上港英當局與資本家的危機感，港英政府採取了一種刻意培養中、
港文化界線分明的政策，「除了在學校禁止國語以外，還在中學
會考取消國語科」(劉鎮 2004)。由此來看，我們可以獲得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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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港英政府晚期的語言政策，與英國國籍法政策異曲同工，
旨在創造種族化的香港內部「界址」。1974年正式修改《法定語
文條例》，讓中文成為法定語言的同時，港英政府也完全取消了
國語在香港教育體制的位置。與此同時，土生土長的人口佔比首
度躍升為多數，導致另一種有別於同化的新殖民政策悄然生效。
這種「異化」政策或許可以稱之為港英當局又一次「界址」政策
的豎立，但是，與 1898年之後不同，1970年代起的這一波「界址」
運動主要發生在語言即身分的前提上。混雜性語言問題的歷史記
憶被壓制之後，解殖的意義在〈中文運動評析〉一文裡就停留在
針對公民權與人權的範圍。對於語言與社群，以及兩者間的生命
政治關係是否同樣需要展開解殖這點，完全不在羅文思考的範圍
之內。〈中文運動評析〉一文最後在歷史記憶被刪除與概念解殖
未遂的雙重條件下，認定97年後的香港乃處於一種新殖民的狀態，
這個結論顯得太過倉促，欠缺說服力。與其說是新建的殖民主義，
不如說是尚未完成的解殖過程。解殖的途徑並不在於邊界的回歸，
而是在邊界實踐的打開與重新詮釋。

最耐人尋味的，是羅永生在〈中文運動評析〉一文六年前的
《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中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相對於
五四運動那樣引介歐洲國族主義概念發起新文學運動的「國族文
學」概念，羅永生反而細膩地捕捉了當年存在在香港作家之間的
一股另類主張，這就是羅生永稱之為「遷徙者世界主義」(migrant 
cosmopolitanism)的概念：

與其承認方言文學就是國族文學的構成元素，一些「本土」

作家甚至對於「方言文學」的標籤提出異議。［…］如此遷徙者

世界主義的聲音，忠於尊重民眾日常語言的白話理念［…而這種］

國族語言的另類概念［代表］一種賤民的堅持，強調國族建構中

各種方言的參與［…］（Law 2009，127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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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前後的矛盾，在於語言整體性的預設。無論方言、國
語還是英語，都被認為是一種整體。《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
書針對「混雜性」（hybridity）展開大量討論與解構，固然十分精
彩，但是對於「混雜性」概念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兩塊整體之間
的碰撞與滲透，而並未將混雜性擺在整體性的核心位置，讓一切
語言皆為混雜狀態的面向顯現。

 在此或許值得再次強調，語言整體性並不純粹是理論層次
上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我們如何理解非連續性的社會關係。《勾
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雖然針對國族語言「歐洲白話原則」
（European vernacularist principle；Law 2009，130）的殖性特質展
開必要的批判，可是並未針對語言整體性的概念提出平行的解殖
觀點。結果，到了六年後〈中文運動評析〉一文有關語言解殖計
畫的相關討論，羅永生從根本上還是採取了均質性發話模式的預
設（Sakai 1997，3），將「凡是語言皆為翻譯」的異質性發話視野
先驗地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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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慾望

「失語」現象是左翼常常面臨的處境。然而，在「自由民主
vs威權強權」的二元架構常常被右派勢力拿來當作回歸邊界的先
決條件下，左翼有必要將社會發言從純粹「權利」的脈絡置換，
以便開闢另類想像。為此，本章節試圖追蹤香港左翼歷史敗北指
標性的現象之一－所謂「失語」的系譜。

這個問題在反送中運動 2019年 6月初剛轉變成大眾運動不久
之際就浮上檯面了。《夜貓》團體在 2019年 6月 18日刊登了另
一核心成員覃俊基(�omas Cham)一篇題為〈左翼的失語⸺當運
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的文章 1。文章雖然做了
清醒的分析，指出右翼主導運動的事實，可是對此所做出的回應，
竟然採取了一種焦點經濟的角度去評估市場佔比。覃俊基(2019)
指出，「這次運動的方向相當精確〔…〕但運動精確，就意味著
容許左翼詮釋的空間極度狹小〔…〕在根本的立場上，左翼的想

1　覃俊基這篇論文的英文翻譯在 2019 年 09 月 06 日獲得《流傘》網路期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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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法 map在當下的對抗之中」。兩度登場的「精確」一詞在中
文的脈絡裡存在高度曖昧性的解釋空間。例如，根據商務印書館
《現代漢語辭典》的定義，「精確」一詞包含「非常準確」或「正
確」之意（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 1985，596）。
顯然，「精確」一詞的日常意義，與「正確」、甚至「準確」等
詞之意，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除非說是一種比普通「正確」更
加精細的「超級正確」之意。然而，「精確」一詞一旦應用在科
學實驗測量的脈絡，就必須根據英文“accuracy”跟“precision”
的區隔來定義。也就是說，本來就不存在「精確」vs「準確」這一
區隔的中文，由於經歷了一種歷史翻譯過程，後來針對特定脈絡
就引進了來自外語「準確」與「精確」之間的區隔，導致非科學
脈絡的日常中文就染上了更多曖昧。在英語在語境下，社運目標
是否“correct”(正確)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是否“accurate”(精確)
的問題根本沒有多大意義(倒是運動的目標敵人是否瞄得準確還是
相當有意義)。雖然覃俊基的意思相當清楚，他從左翼的立場出發，
將運動的訴求 2看成是一種「精確」卻不太「準確」的表現，容易
讓左翼的朋友「感到非常疑慮〔…〕感到異常的失語，不知道自
己的位置」（覃俊基，2019），可是相信對於很多中文讀者來說，
運動的目標如此被描述為「精確」，與其目標被描述為「正確」
之間，並無差別可言。這種曖昧與混淆的問題，到了覃俊基提起
結論的時候變本加厲。覃俊基認為在這場目標「精確」的運動裡，
「左翼詮釋的空間極度狹小」。最後，讀者搞不清楚，左翼在這
場運動裡之所以沒有什麼用武之地，是因為運動的目標太過集中、
狹隘(也就是說，太「精確」)，還是因為目標太過正確(也就是說，

2　運動最早的訴求就是全面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2019年 6月 16日（覃俊基〈失語〉
一文刊登前兩天）「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民陣)，首
度提出了「五大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撤回「暴動」定性、撤銷所有反送中
示威者控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立即實行「真雙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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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對」)，讓左翼論述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可以確定的，是覃俊基敏銳的觀察力非常「準確」地抓住了
左翼面臨真正的挑戰：「左翼的想法無法map在當下的對抗之中。」
根據我的理解，“map”的問題，可以理解為「精確度」與「準確度」
無法疊合，也可以理解為整個用以衡量「準確度」的預期目標本
身就是不對的。怪不得他的左翼友人會「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我的意思並不是想說自己比覃俊基等人更懂得什麼才是左翼「正
確」的位置，而是想要說，「位置」並非一種給出的點，而是一
種通過社會實踐一起創造出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左翼的處
境就是一種版圖(map)或製圖學的危機，而這個危機的能否被化解
的關鍵取決於我們對劃界實踐的理解。遺憾的是，覃俊基最後並
未試圖從新製圖學的發明切入，而是為了一種類似市場佔有率的
考量，選擇依循舊有的地圖，回歸熟悉的邊界，逐漸去拉攏「群
眾」：

要做的是接受那些限制、然後徐徐圖之，慢慢擴大左翼思想

的影響力，而不是自我劃界然後作眾人之敵。這是左翼最易邁上

自絕群眾之路的方法——無法接受難以述說，難被理解，然後故

意將立場激化、批判所有較為「溫和」態度以突顯自己的正確。

這就是 far-le� 自我邊緣的老故事。

當然，另一邊的陷阱就是為求貼近群眾然後忘卻了自己的左翼

立場。如何走這條鋼線，終究在乎一心（覃俊基 2019，粗體另加）。

關於版圖、劃界和界線的修辭確鑿無疑，可惜如此敏銳的分
析卻並未帶動視野與實踐的更新──讓左翼虛心承認其所處的位
置冰凍三尺，並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任務即是將回歸邊界一事從
政治構成中徹底刪除。相反，覃俊基詞彙中的「劃界」一詞，被
理解成一種自我限制，而不是一種關係實踐的契機。同樣，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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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被理解成一種既有地景再現的框框內圖謀路線與板塊的擴
大，而不是從整個地圖的重新制訂過程切入。儘管覃俊基表現出
真誠且可敬的自我批評態度，並同時說出了包括我在內很多人共
同的焦慮與感受，可是他的論述最後還是忽視了這一時代左翼自
我批評最為關鍵的對象──左翼對回歸邊界的歷史妥協。畢竟，
唯有納入劃界實踐的問題意識，政治構成相關的敘述才可能產生
全新的版圖，即便一時之間無法順利收編社會擴音器(例如，媒體)
來擴大聲勢。覃俊基放棄了新製圖學的展望，結果就讓那些社會
關係都被簡化成了一種對「群眾」不加區分的預設，比方說，認
定「群眾」由於均質性高的緣故，自然都講「一樣的」語言，根
本就沒有什麼社會翻譯的問題可言。換言之，覃俊基筆鋒下的「失
語」狀態，是排除語內翻譯與跨語翻譯存在可能的單語主義慾望
的表現。

譚俊基筆鋒下左翼失語的問題早在許寶強 2015年的文章－
〈過門都係客：佔領與光復〉裡已經有跡可尋。該文前頭很莫名
地以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案例去比擬香港本土派掀起一系列以驅
趕跨境水貨客(也就是部分港人稱為「蝗蟲」的人群)、回歸邊界
的「光復」行動：

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

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

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

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

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許寶強 2015）

許寶強將香港的反中浪潮比擬納粹德國的反猶事蹟，卻將比
喻接的非常勉強。首先，該比喻等於間接承認，香港的反中問題
確實有些許類似納粹反猶的作法。然而，很奇怪的是，該比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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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平行關係馬上就得急轉彎，免得香港人與德國人要負起同
等責任。許寶強針對兩者的起因採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態度。雖然
陸客與猶太人一樣都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可以給法西斯暴力提供正
當化的理由，可是就法西斯暴力責任歸屬的問題而言，雖然德國
那邊就要全體人民負責，可是在香港那邊反而是政府當局要承擔
責任，而廣大的社會民眾卻被完全免除。顯然，許寶強刻意迴避
香港社會本身的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就引起了香港托派政評家「土
茯苓」一針見血的精彩回應：

這段話［…］讓我們看到，為何當今「左翼」與民粹右翼往

往只有一線之差；「左翼」話語可以如何通過詭辯，去為右翼民

粹服務。［…］情況就是：面對香港一群大香港法西斯主義者以

極其噁心、侮辱性的言行去驅趕來自大陸的水貨客、遊客、居民、

新移民，左翼大師要我們理解，雖然這些所謂「光復行動」與納

粹有幾分相似，但它背後有著「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

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為基礎，於是，我們可以絕口不

提納粹的暴行，更加可以不去深思香港法西斯將會把香港引向一

個什麼樣的深淵（土茯苓 2015）。

「與右翼只有一線之差」的評語雖然有以片概全之嫌，十分
不公允(畢竟許寶強長期耕耘左翼批評觀點)，可是確實抓住了許
寶強在這篇文章莫名比擬的語病。或許之所以出現如此思想誤差
的原因，誠如「土茯苓」所說那樣，是「左翼失語」情結的想像
所造成的結果：

一眾左翼社運人與革命導師被右翼團體與「民眾」掃出場，

卻仍然不甘寂寞，戀棧「社運導師」的位置，不願在「運動」中

被進一步邊緣化，因此也不願直斥右翼民粹言行。結果，左翼的

介入出現了「語言轉向」：既然不能影響「實質」的「運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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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憑著他們的固有強項——三吋不爛之舌，抓住一字一句，在文

字上轉圈，無限發揮 ( 土茯苓 2015)。

最後，「土茯苓」認為許寶強因為寧可遷就右翼而不願進一
步面對失語可能性背後的癥結，所以就加入了「回歸邊界」右傾
的時代潮流：

導師甚至提出「舊疆」這個概念，占領與光復者要返回「被

占領」前的生活狀態。我不禁問：什麼是香港的「疆」（土茯苓 
2015）？

「失語」，追根究柢，是特定地出現在講求擁有明確相對應
的人種和語言的國族主義範疇中的一種現代政治現象。正因此，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才會說，「主權意指一種足以
產生絕對安靜的能力──一口氣消除所有的噪音並讓他人陷入沉
默」（Han 2017，5）。想要說明這點，就可以先追溯「失語」現
象在香港的系譜。其最早的引用，應該是魯迅 1927年 2月 18日
和 19日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兩場演講。尤其第二
天的演講以《無聲的中國》為標題，借助香港的殖民地經驗去說
明中國「已經啞了」(魯迅 1932)。一個無法順利站在主語位置的「中
國」自然無法形構自主的政治主體，這是十分典型的現代國族主
義邏輯。根據黃芷敏的分析，「很明顯，魯迅就着香港這個殖民
地跟中國在地域上、社會上和語言上的隔閡來發揮他要討論的主
題，即中國的失語狀態」(黃芷敏 2013，10)。換言之，魯迅將香
港當做工具去說明中國的問題，跟香港自身的殖民處境不盡相同。
從此開始，香港語言狀態的政治論述或政治再現，都與中國國族
主義擺脫殖民束縛的歷史計畫綁在一起，形同一種(中國)失語中
隱約存在另一種(香港)失語狀態的詭異現象。這個主權相關的雙
重失語局面一直持續到 1960末年香港中文運動興起之後，港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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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決定啟動語言和身分政策去培養一種對抗「赤色中國」的重大
改變，刻意去塑造有別於中國的香港身分。此後，「失語」狀態
在香港的出現就染上了新一層的反共差異，將殖民經驗「擦寫」，
成為有別於回歸前的情感結構。

在九○年代之前，「失語」的問題往往跟殖民主義對民族主
權所造成的創傷情結有關。但是在天安門與香港回歸中國的雙重
效應下，「失語」的現象自九○年代之後就逐漸失去了與殖民主
義經驗的關連，導致「失語」狀態當中所隱藏之根深蒂固的人種
與語言相對應的意識形態預設，偷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
而恰好就是如此的潛在正當性－一種「自然本土」情結，為 2000
年代起的回歸邊界運動奠定了基礎。它將九○年代之前「失語」
情結的國族主義內涵與九○年代之後「失語」情結的反中共意涵
熔於一爐。結果就創造出一種綜合主體性，一邊反中共，一邊堅
持香港「自然本土」，卻在政治立場上「和稀泥」。從主體性建
構的角度來看，「只要大家團結」，左、右的原則與立場都不重
要。也就是說，「失語」情結的歷史演變最後匯入了「回歸邊界」
的政治轉向，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凡是沒有加入「回歸邊界」
的浪潮就是注定「失語」。這點應該是左翼思想需要批判的對象，
而不是需要「接受的限制」。

在很多人看來，「失語」與「本土」是源自同一淵源的兩種
反應。陳奕麟代表性地指出，「本土情感的出現，可以視為一種
針對大陸對港政策霸權性質的反應」(Chun 2020b，45)。然而，
周思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具有不可否定的洞察力：

本土意識的產生，有著 1970 年代時港英政府希望把香港人培

育成抗拒共產中國的意圖，亦有著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倫敦北

京就香港前途談判時，把逐漸蛻變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香港「物

化」、固定下來的後遺。（周思中 20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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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本土意識的系譜，必須追溯到港英殖民時期的殖民治
理技術。因此，失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土視角的缺席，自然就
關係到回歸前的香港「聲音佔有」的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種種
問題意識。這方面的問題，在上文有關 1960年代末興起的中文運
動的討論中已有所討論。重點是，97年回歸前的香港之所以並未
出現完整的「失語」情結的原因之一，就是港英殖民政府刻意地
收編了當時以中文運動為訴求的反失語勢力，並在此基礎上成功
塑造了一種與中國有所區隔的港人身分，透過廣東話建立某種「本
土聲音佔有」的氛圍，哪怕是建立在歷史差異被壓抑的基礎。

宗教戰爭

 失語作為一個政治問題通常被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
強調發言權與失語現象都屬於「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之間
的歷史對決。然而，這個「主義之爭」的格局在相當程度上繼承
了西方國家宗教戰爭的問題意識與侷限。根據美國學者莫爾費
爾(Jeanne More�eld)的分析，美國自由主義理論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哲學可以理解為特定歷史認知的理論呈現。雖然
《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這本經典的自由主義理論著
作基本上不談歷史，甚至可稱為一部排除歷史的純粹理論著作，
可是根據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他地方透露，「宗教戰爭」才是
他寫這本書背後的主要參照(More�eld 2019，192)。換言之，對於
自由主義者而言，「宗教戰爭」才是唯一值得參考並思考的歷史
事件。如此選擇性的歷史觀使得自由主義者可以相對忽視歷史的
其他面向，尤其是自由主義國家那些極其霸道(illiberal)的做法，
包括各種「分別發生在境內（例如奴隸制、定居殖民佔奪、種族
歧視法律）與境外的事情（例如，帝國侵犯、資源採掘，以及對
全世界各地萌芽中的新生民主體制的顛覆）」(More�eld 2019，



97第四章：聲音、收編與左翼的失語

192)。羅爾斯等自由主義者從「宗教戰爭」出發，將現代政治衝
突納入宗教戰爭的潛在架構思考，導致現代歷史被化約為「宗教
自由」的延伸。其最直接的「翻譯」，就是讓「宗教自由」變相
成為一切自由的標準，進而將現代歷史的敘述轉譯為「自由主義」
對「威權主義」長期進行的一場持久戰。從這個角度來看，就非
常容易誤以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問題都是發生在高尚理念的「落
實」或「執行」面上，而並不牽涉更深層的矛盾。結果，自由主
義就成為一個撥擋術，讓我們看不到「自由」的建立過程偏偏依
賴著那些發生在國家邊界內外並一直不斷重演的「霸道」事蹟，
更讓我們憶不起現代脈絡中自由其他另類定義的歷史 3。

 自由主義將失語情結歸咎於威權主義的高壓手段。然而，
自由主義難道完全沒有什麼歷史責任可言嗎？礙於自由主義撥擋
術精湛的緣故，我們常常看不出自由主義及其他者(無論是敵人還
是異己)之間的內在關連。莫爾費爾的分析值得大塊引用：

讓我感到比較擔心的事情就是如此的哲學／政治立場――也

就是說，在自由主義理想化道德理論之處去尋找自由主義國家自

己搞出來的全球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易於產生一個迂腐的論述

環境，讓自由主義社會相對於全球政治問題永遠處於一個好比剛

醒過來的階段，永遠以天真的姿態，從自由主義潔白的寶典中努

力找出因應的辦法。如此的論述醞釀了自由主義國家的一套外交

修辭（這是一個具有悠久而卑鄙的帝國歷史色彩的修辭），將我

們的焦點從國家的種種霸道（illiberal）事蹟不斷地轉移開來，使

得我們的討論往往得回歸到自由主義的純正血統。畢竟，自由主

義理想化理論的假定誠信特質――這是全球正義論述中普遍的假

設――過去與未來隨時都可能被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者「武器化」，

3　請參見第二章註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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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拿來成全帝國的目標。（More�eld 2019，191） 

所謂「自己搞出來的」問題涵蓋的範圍固然很廣，我在此想要
強調的還是跟邊界與劃界有關的部分。誠然，「在中世紀、前現
代以及早期現代歐洲的劃界過程（bordering process）裡，宗教確
實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Forlenza & Turner 2019，7)。假設說
自由 vs威權的冷戰格局背後隱藏著一個宗教戰爭的模型，而這個
模型的主要功能在於堵住全球解殖契機的話，那麼以「宗教戰爭」
邏輯為架構的「失語」情結，歸根究柢與劃界實踐的關係必然密
切。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在此無法針對「宗教戰爭」與現代香
港意識形態的形成提出完整的系譜分析。然而，從香港公共教育系
統從創校時代以降將近一半以上的社區學校都交給教會承辦的細
節便可隱約看出，世俗化神學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非比尋常。用比
較籠統的方式去說，「世俗化神學」在香港歷史上不但提供了「反
共意識」的重要依據，同時為了新自由主義日後創建新的統識權
(hegemony)提供了重要的輔佐功能。甚至可以說，「反共意識」、
「定居殖民身分」與「世俗化神學」都成為現代香港意識形態三
座鼎足的基礎。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運動參與者提出一系列的想
法、策略與概念，均可以視為世俗化神學塑造過程的結晶 4。從「攬
炒」推行「鳳凰慾火重生」的故事大綱到運動主題曲《願榮歸香港》
的國族神學政治語彙，世俗化神學論述的痕跡十分顯著。

然而，假設說「自由與威權的對立」如今早已成為了現代與
當代歷史詮釋的主流共識，那也是左派自身的思想弱點所招來的

4　世俗化神學的軌跡必須與香港基督教團體反修例運動的實際參與做一個嚴謹的區隔。關
於後者，請參見刑福增(2019)。重點是，《環球網》等中國傳媒指控基督教學校煽惑學生，
就跟外國勢力操縱的說法異曲同工，都嚴重曲解了意識形態的本意，讓意識形態淪為「虛
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騙局，並忽視意識形態作為主體性建構基礎的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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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這個問題主要呈現在左派思想圈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相
關的歷史辯論。無論其捍衛者還是批評者其實一樣都未免陷入同
樣「形式主義」的陷阱，將「專政」的內涵理解為法律與暴力的
問題。然而，根據齊沃提迪斯(Dimitrios Kivotidis)的分析，專政並
非一個形式問題(例如，「獨裁」)而是一個牽涉社會關係整體性
的事情(Kivotidis 2021，91–92)。在這點上，「宗教戰爭」的意識
形態比起歷史左派更強的地方，在於「宗教戰爭」思想打從一開
始將「整體性」的社會領域理所當然地定義為「全世界」。反過
來看，左翼思想的優勢，在於其辯證性的整體性概念必須涵蓋「否
定性」(negativity)與「媒介」(mediation)的因素，一旦套用在「全
世界」身上，也不會導致邊界如同宗教思想那樣就被莫名取消或
「超越」。

「顏色革命」

世界各地，特別是共產主義國家或舊共產主義國家發起民間運
動推翻政權一事被廣泛稱為「顏色革命」。然而，經過一系列爭
議之後，「顏色革命」在某些人的語彙中漸漸成為負面的貶義詞，
代表民間運動背後其實有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幕後黑手插入，
刻意引發「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從聲音佔有與失語問題的
角度來看，被貼上「顏色革命」的標籤，幾乎等於指控人家是美
國傀儡沒有自己的聲音，就好比推翻政權的民間運動提出的訴求
都是由幕後黑手策劃並發聲的腹語術。就香港反修例運動而言，
確實有類似的批評。

尤其，自從 2014年受美國團結中心贊助的香港職工會聯盟秘
書長李卓人(Lee Cheuk-yan)站出來積極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
環》運動之後，親北京傳媒與一些國際反帝左派就會拿此做文章並
貼標籤，力圖說明直至反修例運動的這些反對運動都是外國勢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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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指使的親帝運動，居心搞「顏色革命」。遑論，當年確實有
英國廣播公司（BBC）政治編輯昆斯伯格(Laura Kuenssberg)的報
導聲稱，2013年美國私人智庫《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undation)5舉辦了一次練習營，有千餘名港人參加，共同學習策
劃香港大規模顛覆活動(Kuenssberg 2014)。該活動參與者當中也包
括一位塞爾維亞政權顛覆高手－波波維奇(Serdja Popovic)。根據《維
基解密》透露的美國政府檔案，波波維奇創辦的《非暴力應用行
動與戰略中心》(簡稱 Canvas)跟美國戰略智庫之間有來往，並曾
經參與過從敘利亞到瑞內委拉等國的顛覆政權活動。

有關反修例運動作為顏色革命的觀點，最生動的目擊者報導，
是長期定居香港的斯里蘭卡記者維塔奇(Nury Vittachi)2020年的著
作－《故事的另一面：一場在香港的秘密戰爭》(�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與一樣是長期定居香港的美國
作家 Laura Ruggeri寫的文章－〈動亂的代理：美國如何在香港埋
下顏色革命的種子〉(Agents of Chaos – How the US Seeded a Color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Ruggeri 2020)。前者主要從美國民主基
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USAGM (美國國際媒
體署)、奧斯陸自由論壇、阿爾伯特 ˙愛因斯坦研究所與 Canvas等
機構與團體的參與判斷，提出背後有外國黑手操弄的結論。維塔
奇的觀點固然值得參考，也還是無法讓我們理解港人為什麼積極
投入這場運動。Ruggeri一文較有趣的地方，在於它試圖分析一種
由諸如政府機關、民間組織、智庫與學術機構等公、私不同部門
跨界組成的意識形態機器。然而，Ruggeri一文最後還是難免掉入

5　《奧斯陸自由論壇》的資金來源之一乃為美國新自由主義右派富翁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主導的「捐款者資本基金」(Donors Capital Fund)，並被戲稱「美國右派提款機」
(Kroll 2013)。該《論壇》為了諸如打敗工會、消滅國立學校，並反駁氣候變遷專家等新
自由主義政治議題而大量注入金援。該基金曾經捐款贊助極右派反伊斯蘭教宣傳與右派
組織，在全球各地倡導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樂見其成的政變(Blumenth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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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種「操弄論」的陷阱，將意識形態呈現為他人被操弄的工具。
「操弄論」的潛在預設，與通俗馬克思主義稱為「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概念差不多，將意識形態視為資本家強加於勞工
的騙局。1970年初年阿圖塞提出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旨在將「虛
假意識」概念間接淘汰，進而掌握「意識形態」積極、創構性的
一面。從阿圖塞的角度來看，意識形態是個讓某些社會行動成為
可能，並打造主體性的物質建構，絕非一種心理狀態。與其說是
個騙局，不如說是一切社會行動的基礎。香港左翼常常批評類似
Ruggeri與維塔奇的觀點藐視港人的能動性(JN & JS 2020)，將港人
當做只能被操弄的無腦傀儡，是十分重要的批評。重點是，意識
形態並不是強加於人民的外在勢力，而是塑造主體性的社會基礎。
承認港人的能動性一事才是探究香港意識形態系譜不可或缺的前
提。

「顏色革命」的標籤不但曲解了意識形態的一般運作，更
嚴重的是，諸如此類的標籤最直接的後果之一，就是讓我們看
不到劃界實踐的種種境內活動的關鍵面向(例如，港人透過翻譯
實踐所複製的邊界位置)。反過來看，以〈香港人與 Black Lives 
Matter的連接屢遭惡意中傷及抹黑〉一文為代表，香港左翼目前
仍處於避重就輕的不面對狀態。該文針對美國民主基金會(NED)
的參與(involvement)，將它列為一種「最低限度參與」(minimal 
involvement)的現象，顯然試圖訴諸「數」來迴避「勢／識」的問
題（JN & JS 2020）。文章作者 JN & JS力圖駁斥「香港人缺乏實際
政治能動性的信念」，非常值得讚賞，可是作者似乎依然搞不清
能動性(agency)與情報局(�e Agency)之間的差別。接續美國在冷
戰期間對世界各地的左派團體窮追猛打，狠狠地策劃屠殺、甚至
展開「政治清洗」(political genocide)(Bevins 2020；Esparza et. al，
2010；Marcetic 2020；Naureckas 2017)，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就利用
民主基金會(NED)去顛覆各地，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反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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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民主政府(Telesur 2019)。同樣，在一系列民主黨與共和黨輪
替的政權攜手摧毀美國境內工會的同時，美國還一直利用世界各
地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e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對世界各地的工人展開「秘密戰爭」(Scipes 

2010)。孰不知，香港的《團結中心》正是 NED歷年撥款的主要
窗口單位。坦白說，「最低限度參與」如同「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一詞一般，早已都是美國各種「隱蔽行動」(covert 
operations)的官方詞彙，都是美國藉著「國家利益」之名去侵犯
邊界並隨心所欲重組邊界的執行原則。怪不得該詞會出現在美國
戰略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白皮書中：「經
過十五年在中東與南亞參與大型軍事行動之後，美國日益尋求以
最低限度參與的方式（minimal involvement）去窮追其安全利益」
(Felbab-Brown 2015)。如同《流傘》這般的香港左翼團體，雖然滿
口國際連結的口號，可是在主體性論述上已經吸收了隱蔽行動的
語彙一事，象徵性地顯示香港左翼仍然無法毫無分辨地直接面對
香港所有的邊界糾結。這種根植於「不面對」情結的「失語」狀態，
直接反映在〈香港人與 Black Lives Matter的連接屢遭惡意中傷及抹
黑〉一文中文翻譯的副標題：「全球性的抗爭理所當然需要尋求
跨國、跨界別，及跨運動的連結與交流。」在內文採取「隱蔽行動」
措辭般的效應下，副標題中「跨界別」一詞的實質意義，其實等
於對「界別」進行選擇性的忽視，將「界別」的意義降到「最低
限度」。而香港長期作為「赤色中國觀察站」，甚至是「赤色中
國監聽站」、「資本主義光復中國的前哨站」與「共黨政權移轉
基地」的諸般根深蒂固制度功能，以及在此基礎上在香港長期運
作的種種外國政府機關、民間團體、智庫、新聞媒體與學術機構
的種種活動，假設這一切全部都交給中共官方傳媒 China Daily(Yan 

2014)跟美國反帝媒體�e Grayzone(Singh 2019；Cohen 2019)專
門去處理的話，最後結果注定讓香港左翼持續為新自由主義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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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邊界政治背書。

香港左翼團體對美國駐港單位的活動保持低調、甚至緘默才是
左翼「失語」情結背後無法迴避的問題。2019年 5月 14日《明報》
刊登的採訪報導裡，香港大學教授潘毅特地回憶，六四事件之後，
「我一回港，就在深圳搞女工組織，已經不能再說話了」(明報，
2019)。六四事件事發當時在北京的潘毅，事後在內地一直呆到同
年七月中旬，忙著協助學運人士逃亡海外。其中包括美、法、英
情治單位主導的「黃雀行動」(Operation Yellowbird)四百多名受庇
護對象之一的柴玲(ibid.)6。即使二十年後的採訪中，潘毅依然針
對當時的細節指出，「不能說的太具體」(ibid.)。潘毅的沉默不管
是為了保護當事人還是為了遮掩外國的參與，反正都讓人想起香
港「失語」情結另一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面向。美國政府在
香港過去數十年設立的種種「民主轉型」與「政權移轉」的機構中，
以民主基金會在香港設立的團結中心、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airs簡稱 NDI)和
香港人權監察(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位列前三。這些
機構在香港的活動與金援贊助的具體用途，不但從未完全透明公
開(部分相關細節包含在《維基解密》的檔案中)，而且也從未被
列入香港左翼民主轉型的政治訴求或相關討論中。結果，另一種
「失語」情結在香港就長期蔓延生根。少了一次美國駐港單位歷
史活動的大公開，民主轉型的歷史正義無從落實，並針對中央人
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透明化的呼聲就會
顯得更加失之偏頗。遺憾的是，這些問題早已被納入社會口水戰，
導致能動性、意識形態與聲音的建構等議題均被嚴重簡化。

少了中、美雙方這些細節與歷史檔案的公開，意識形態在香
港的複製過程就無從追蹤。以《香港轉型計畫》(�e Hong Kong 

6　關於柴玲與美國情治單位、右翼的互動，請參見 Day & Su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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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Project)為例，該跨校項目從 1989年到 2018年歷時 30
年持續執行，其主要經費來源為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
資研局，且定期受聘於美國 NED旗下的 NDI，負責進行香港政治
體制民主化相關的調查研究。那麼，NDI的參與該怎麼理解呢？
難道真的如同一些西方反帝評論家所說那樣，都是美國「隱蔽行
動」的延伸嗎(Cartalucci 2014)？根據《香港轉型計畫》官網的說
法，該研究項目的宗旨確實在於推動香港作為全中國民主轉型的
「前體」與「關鍵」(precursor and key)(HKTP 2014)，但是這種
願景並不代表整個計畫一定就是一國情治單位顛覆他國政權的隱
蔽行動。實際上，NDI參與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此，而是在於意識
形態錯綜複雜的建構過程。誠如上文所說，意識形態並非一種強
制性的外在勢力，而是一種塑造並引導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布署。
就 NDI在香港的活動而言，大致都屬於法國國際關係學者葵歐
(Nicholas Guilhot)曾經描述為一個年度總值超過七億美元的新興
工業－民主轉型跨國工業的延伸(Guilhot 2005，2)。也就是說，
「民主轉型」已成為了美國公、私部門攜手經營的重要外銷工業，
而香港乃為該工業業績相當響亮的拓展市場，其中港人，尤其是
專業人士的參與，不可或缺。根據葵歐的分析，該工業作為一種
產生主體性的布署，其標準產物就是一種「雙面特務」(double 
agent)式的主體性。葵歐引用該詞彙純粹是個隱喻，並非直指對方
真的為敵對雙方情治單位服務，更不是影射對方居心不良，而旨
在描述多重參與、多重角色的特質，避免將社會關係塞入單一性
意識形態、行動模式的死板框框。

從葵歐研究的角度來看，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經扮演 KOL(關
鍵意見領袖)角色，且在此前長期投身於《香港轉型計畫》研究工
作的沈旭暉(Simon Shen)，可以被視為民主轉型工業塑造在地主體
性與跨國團結模型的典範。沈旭暉畢業於牛津大學並曾在中文大
學、香港教育大學等香港名校任教，且曾獲邀客座美國重要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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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支撐的戰略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除了學
術機構、半官方智庫任職之外，沈旭暉還當了一位十分成功的媒
體人與電台主持人、並創辦了一家顧問公司。總之，作為 NDI贊
助的《香港轉型計畫》核心成員，沈旭暉橫跨學界、業界與官方
的個人經歷與傑出成就，十分符合葵歐「雙面特務」概念的特質。
葵歐指出：

弔詭的是，他們對於民主國際主義的忠誠度，以及他們從不

放棄理想的特質－而不是政治轉向或變節－才是這些社運分子成

為雙面特務的主因。很大程度上，國際關係的「理想主義轉向」

與道德概念被引入國際舞台一事都是社運分子一代接一代的功勞。

但是如此的轉變卻剝奪了這些人曾經掌握的批判性武器，使得他

們面對那些將霸權包裝在解放、將政策譯成民主化詞彙的全球制

度時，手無寸鐵（Guilhot 2005，15）。

從葵歐研究的角度來看，NDI或美國其他一系列「民主轉型
工業」機構在香港的經費贊助，與其說是一種操弄或干預，不如
說是一種聲音與能動性的格式化力量，從求知慾的塑造開始，整
個過程可以被視為聲音收編的機制，導致社會上某些聲音成為可
能，而某些其他聲音反而落為「失語」經驗的對象。香港左翼對
此長期睜隻眼閉隻眼，卻在關鍵時刻抱怨左翼「失語」的窘境，
乃為整個左翼敗北現象的最佳縮影。

 誠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被格式化的發言比起緘默不語
更像真正的失語現象。沈旭暉 2011年針對 NDI在港角色曾經發表
的一次評語，恰好可以舉為例。當時沈指出「親北京評論者，基
於中國國家安全可能遭受威脅的考量，就喜歡抨擊全國民主研究
所〔NDI〕與香港泛民主派政黨之間的互動」(Shen 2011)。此句「親
北京」(pro-Beijing)的修飾語有如同標示出意識形態一般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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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那些評論者(沈並未指明是誰)對事情的看法，因受到預設立
場的左右，所以根本就毋須認真回應。光憑一個「親」(pro)字貼
標籤就可以讓對方的信用破產，更可以轉移交點。其言下之意就
是將意識形態視為僅存於敵對陣營，就好比金錢往來之於一般的
主體性建構過程完全無關。結果，有關他國政府補助款對於在地
知識生產的可能影響，尤其是對於主體性求知慾的塑造效果，統
統都從公共理性的討論範圍消除。如此被格式化的發言與「失語」
現象相差有幾多，答案就不言而喻 7。 

新自由主義

美國理論家迪恩(Jodi Dean)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
強迫勞工保持「上線」的狀態，隨時進行工作與個資相關的「溝通」
與「互動」。迪恩稱此為「溝通資本主義」(Dean 2005)。弔詭的
是，不斷刺激溝通行為的新自由主義，同時一直還在壓抑溝通。
而其壓抑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極端個體化效應達成。在極端個體
化的基礎上，社會連結與社會合作，都成為資本積累體制的利器。

7　在如此失語現象的陰影下，香港近幾年有關學術自由的討論中，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往往
被視為渺不足道的事情。雖然香港《高教公民》團體 2020 年發表的《2019 年香港學術
自由報告》白皮書指出「撥款機構」與「大學管理層」都是「受訪者視為最影響他們現
時工作職位的學術自由程度的三個因素」之二(高教公民 2020:12)，可是該白皮書對於新
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對學術自由所構成的威脅卻隻字不提。更甚者，《2019 年
香港學術自由報告》白皮書結尾提出三個政策性的「行動建議」，其中之一竟然就是加
強新管理主義官僚體制的核心機制－學術評鑑制度，「爭取將學術自由列為 THE 和 QS 
大學排名指標」(高教公民 2020，8)。大學排名體制的引進，與全球高等教育過去三十
年革命性的重組過程息息相關。簡言之，大學排名與評鑑制度都是高等教育金融化與企
業化浪潮中的關鍵步驟。過去二十多年相關的討論累積太多，已有不勝枚舉之勢，最經
典的著作還是 Bousquet (2008) 與陳光興、錢永祥 (2005)。  重點不是在中共干預與新自
由主義控管之間何者輕何者重，而是這些不同干預勢力都與邊界重組過程有關。以黃之
鋒為代表的《學民思潮》團體 2011 年成軍反對「愛國教育」政策，反而潛在性地將香
港當時結合新自由主義與世俗化基督教既有的學院體制間接加以規範化與肯定一事，對
於學堂自由的負面作用未能引起重視與討論，實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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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弔詭與矛盾可以從香港另一位傑出的知識人周思中的種種文
字與實踐說起。首先且讓我們聆聽周思中 2010年對於香港失語情
結的分析：

北上或留港這對互相排斥的選項，難道不是被同一盲點所遮

蔽嗎？這個盲點有個名字，就是對香港社會的政治、歷史失語。

這種失語，不是一時一地的機能偶然失靈，而幾乎是系統地迴避

自身的歷史政治沿革，結果當然只能是任由宰割無言以對。失語

有多種不同的面貌，包括正常的話說不出，卻不斷發明新用語和

字眼，亦包括語言錯亂，即把不恰當的詞語、音節等置換到本想

說的話，造成溝通的混亂，餘不一一。缺乏對香港本位／視角的

了解及探索，其實無異於棄守一套有歷史累積（由成功失敗檢討

教訓所組成）的語言（周思中 2010）8。

根據周思中的觀點，所謂「本土」也是一種積累機制的框框或
構成條件。我認為這是非常敏銳的觀察，只差進一步將之脈絡化，
放入可以與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積累體制對話的概念位置。畢竟，
有一種積累是相對應於生產模式的，還有另一種積累是相對應於
主體化模式的。這兩種積累之間的關連，應成為左翼的核心問題
意識。

有趣的是，獲得嶺南大學文研系博士學位的周思中確實察覺
到了知識生產對於積累體制舉足輕重的意義。他耐人尋味地指出，
文化研究這個學門在香港的引進與發展，本來就是試圖從本土視
野的角度去回應作為歷史情結的失語狀態：

自七十年代末的前途談判以來，香港不是已連番經歷類似的失

8  「失語」問題對周思中當時思路的重要性，從2011年〈無怨無悔的解殖思考〉一文提及「失
語狀態」的語句，隱約可見(周思中 201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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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麼？香港的流行文化研究，約七十年代末八十初開始成為顯學。

《號外》伙拍《大特寫》、《電影雙周刊》等於 1979 年 在藝術中

心搞了個「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不就被譽為香港文化研究的

起點麼？有趣的是，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戰後在英國是馬克思主

義學者及知識份子透過辦成 人教育，嘗試鞏固工人階級的生活方

式，抵抗保守黨的文化統識工程而創立的跨學科（文學、歷史、

社會學等）運動。在香港，在前途談判給趕出倫敦及北京的談判

桌，自己命運無法掌握的同時，香港的文化研究卻「發現」了茶

餐廳鴛鴦菠蘿包阿燦 can do 不中不西混雜夾縫等「繽紛」的香港

文化真締，傳頌至今（周思中 2010）。

換言之，作為標榜本土的知識生產領域，文化研究這個學門
著力於建立一種有利於「積累」的主體性。周思中這點觀察意義
非常深遠。果然，美國藝術評論家赫姆斯(Brian Holmes)在劃時代
的〈靈活人格：一種新的文化批判〉(�e Flexible Personality: For a 
New Cultural Critique)一文裡，曾經指出文化研究的知識生產與新
自由主義「靈活積累」體制之間存在著內在關連：

英國文化研究從 20 世紀 50 年代未期興起之日起，就通過將文

學批評的複雜詞彙轉向工人階級的實踐與形式，以期顛覆美學上

的既有階級關係。它透過大眾與精英文化彼此沾染的過程提升大

眾口語並改造精英文化，力圖針對大眾傳媒所呈現的新的支配關

係來創造積極的另類可能。在這個同時也改變著精英文化的交互

運動中，大眾表達的水準得到提高。這一方法大大擴大了大學裡

合法科目的範圍，豐富了學院研究的風格，為改變大眾教育理念

做出了切實的貢獻。進而，文化研究發展了一套戰略意圖，成為

不折不扣的左翼知識份子「學派」。但是，它主要的理論工具卻

是鑒別接收法或者叫做「協商式閱讀」法――以及資訊的接受者

所賦予的私人色彩。這種批評理論的初衷還是在階級意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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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揭示工人階級對於支配性資訊的不同解釋。可在 1980 年代，

接收的重點一旦從階級的動態脫鉤以降，文化研究淪為舉出每一

個個體或團體對全球化傳媒產品的特殊貢獻並加以讚賞不已。這

樣一來，它逐漸為一種新的跨國消費者意識形態建立了合法性。

這種論述就等於是異化理論的圓滿實現，將它收編並加以個體化、

民族化，並占為己有。［…］目前的支配結構［從「靈活積累」

產生新的資本主義霸權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其實就是之前的文化

批判在面臨當代資本主義收編之際無法演進而終告失敗的後果而

已（赫姆斯 2008，222 - 223）。

香港的失語情結，透過文化研究這個作為辯證性媒介的學門，
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形成了緊張又辯證的關係，一邊有所批判，一
邊有所複製，結果誕生了一種病徵性批判的合論。雖然此問題值
得進一步探討，在此，力不從心的我只能暫且補充一個膚淺的觀
察。在知識生產的過程當中，赫姆斯所談佔為己有的消費動作，
確實也涵蓋聲音的建構。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文化研究建構
出的本土聲音帶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腔調。

耐人尋味的是，上面引用周思中那段文字刊登的時間，跟作
者開始轉為務農生活的時間點大約相同。身為香港《獨立媒體》
創辦人之一，自從 2000年代起一直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周思中，在
參加2009 – 2011年間「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前後的2010年，
就開始專心投入農業。如此的決定可以視為「失語」情結的一種
置換策略。在一次跟黃孫權的訪談中，周思中坦承，之所以決定
務農，是因為務農擁有開啟「自主模式」的契機(周思中、黃孫權，
2013)，只是礙於都市視野的慣性屏蔽，「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沒有
農業這一塊」(ibid)。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周思中找到了「失
語」情結更深層的切入點。雖然這個往更深層之處－土地邁進的
嘗試，確實曾經養育了一代接一代的國族主義浪漫回歸思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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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思中所談的自主模式連帶包含一種重寫世界版圖的契機在內，
未必就注定受限於國族主義的格局。幾年後，羅貴祥(Kwei-Cheung 
Lo) 指出，「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前後，香港興起了一種「農
地敘述」。在回顧這段歷史經驗時，羅認定它的意義在於它引進
了「不少當下世界的流行理念，例如生態運動、有機耕作、食物
自主與安全、環保意識、文化保育」(羅貴祥 2016，136)。這些當
下流行的進步概念之餘較有趣的一點，是香港的農地敘述不是建
立在一般國家主權論述中的「土地固有論」的基礎之上，而是建
立在對於過去地主－新界原居民的否定：

傳統的新界原居民，在這個敘述裡，反而較負面地被標籤為

「地主土豪」。換言之，農地敘述是以非原居民，或以任何對耕

種有興趣的人的角度出發，即那些與土地沒有固有關係的人（羅

貴祥 2016，137）。

如此顛覆土地所代表既得利益秩序的「農地敘述」，確實包
含一種民主化的契機，但是即使如此也並不代表一定與現代主權
概念無關。將土地交給那些「與土地沒有固有關係的人」，說不
定正是一種標準的現代性翻轉，在象徵性領土歸屬感上進行移轉。
正因為是發生在「沒有固有關係」的人群中，也就是說，注定是
彼此陌生的人群中，一種典型的現代人民共同體方能成立。儘管
如此，羅貴祥堅持認為，「農地作為一個另類想像，是希望保存
香港的自主──不是主權──地位」(羅貴祥 2016，136)，但是並
沒有進一步說明非主權自主與主權邊界的關係。坦白說，凡是認
真閱讀香港過去二十年思想史的人都會發現，類似的表態層出不
窮。然而，如同羅貴祥一般，這些表態大部分都接近一種宣誓或
信仰表述，缺乏具體說明。對於一個擁有諸如獨立貨幣、獨立預
算、獨立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獨立警備隊、獨立公務系統、
獨立教育體系、獨立語言等一般專屬主權國家制度的地方而言，



111第四章：聲音、收編與左翼的失語

非主權自主性的具體物質意義，雖是難題， 起碼也該試著討論，
不該全然迴避或者當做口號去喊。羅文接近結尾處聲稱，「不一
定等同分離主義者的獨立訴求，農地敘述堅持它的本土視野」(羅
貴祥 2016，140)。「不一定等同」的宣稱有類似強迫症的重複滋味，
透露出不可掩飾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於如何面對國家邊界不容
許曖昧的特質。企圖將「不一定等同式」注入主權邊界非此即彼
的硬性邏輯，最後結果不是失敗，就是透過例外的方式去鞏固主
權的邏輯。因此，我還是認為，在現代情境當中，「失語」情結
就是國族主義慾望的病徵。2010年一邊寫著部落格討論香港缺乏
本土視野造成歷史性的失語情結、一邊開始務農的周思中(或者說
我透過文字所看到「周思中」的形象)，多多少少驗證了這點。

雖然在此無法針對香港「農地敘述」展開完整的討論，但是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藝術家、設計師、都市農夫及客席講師梁志
剛(Michael Leung)對糧食主權的討論與努力。在《流傘》媒體刊
登的文章裡，梁志剛特地提及法國的 ZAD試驗(梁志剛 2020)。作
為一種自主性的無政府主義公社，ZAD (“zone à defendre”，「需
要保衛之區」)代表一群人試圖生活在資本主義主權國家體系之外
的嘗試(該區在 2018年底終於被法國政府派武裝警察鎮壓後收回
而告一個段落)。2019年，法國知名左翼經濟學家羅頓（Frédéric 
Lordon）推出新書，名為《生活中假設沒有(制度、警察、勞動、
金錢等等)？》(Vivre Sans ? Institutions, Police, travail, argent…)，專
門針對當下思想界乃至社運界廣為信奉的理念加以批評。根據羅
頓的分析，當代思想最為普遍的特徵就是試圖創造「制度外」的
視野，並標榜「區塊切分」(fragmentation)的差異性願景，讓抗爭
主體呈現一種「無法治理」(ingouvernable)的安那其精神。但是，
正因為無法直接面對一些如同號令般的現實制度，並無法採取整
體性的觀點打開新視野，所以都無法帶動全面的社會、政治改造
或革命。我大致上贊成羅頓這些批判性的觀點，特別是其潛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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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到邊界這個制度無法鄉愿取消、無法鄉愿超越的延伸意義。尤
其羅頓對於當代思潮缺乏整體性概念的問題，我認為有一部分緣
由可以追溯到文化研究這個學門的學術立場，這個立場基本上建
立在反整體化的信念上──畢竟直到 1970年代之前，整體性批判
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然而，羅頓的著作的致命缺點，在於
他完全沒有針對我們平常稱之為「世界」的整體性建構―世界圖
式進行反思。尤其是那個曾經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另一個世界，
完全不存在於羅頓的視野中。由於時間的關係與問題的複雜性不
成比例的緣故，我只能將書中一段文字譯成中文饗宴一下讀者：

問題不僅是需要知道誰有能力去過著 ZAD 式的生活，並自願

脫離所有的物質享受。重點在於，一個 ZAD 無法去內化整個分工

體系：它永遠連結到一個資本主義的外部世界來提供一系列必需

品，尤其是裝備（工具、能源、衣服等等）。我希望大家知道這

一切都只是一種分析，而完全不足以構成對 ZAD 不足之處的判斷

或批判或者任何類似的動作。那樣做只會是一種極端的謊謬，或

者更嚴重地，是一種極端的狂妄。然而，假設我們可以承認 ZAD
也是一個思想的對象（objet de pensée）的話，那麼我們就得承認，

ZAD 是一種處於資本主義內部裡的單細胞因素（isolat），而無論

您 like it or not，它還是依賴資本主義及其分工體系，並向其接收

各種流動體。［…］分工體系幾乎全部都已經被資本主義所擒住。

我們怎麼可能一時之間在物質生活上不再依靠它，特別如果我們

僅限於地方的層次上重組自己？（Lordon 2019，235；法文原著夾

雜英語）。

羅頓給我們的啟發，無論是其著作的正面內容，還是其著作
自身的侷限，都在強調跨國脈絡中的左翼思想，再也不能不去面
對另類整體性的視野。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諸如《流傘》與《批
判性的中國研究學者》等團體對「超越邊界」不謀而合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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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少少可以視為一種願意「面對整體性」的新態度正在醞釀中
的跡象。然而，恰恰因為這種整體性是建立在「超越邊界」的基
礎上，所以最後還是陷入了另一種「不面對」的陷阱。

有趣的是，十年後的周思中，也就是說已經當了十年農夫、
體內細胞全部都已經換新至少一次的新人，反送中爆發之際，曾
經一度再思「失語」情結：

眼見中大、理大淪為「戰場」，周思中卻在田間呼吸着違和的

清新空氣，「我有問過自己，到底是否逃避？」［…］周思中笑言，

自己今時今日去前線衝擊反而礙事，「暗號又唔識，地形又唔熟，

不如耕好塊田，每個人在不同崗位發揮最大的能力。」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明周文化記者 2020）。

周思中這樣富含自省意味的自述表達，可以當做「失語」情
結另類「翻譯」的開端。那是一種跟生態有關的翻譯實踐，未必
可以被人類語言直接收編。怪不得《明周文化》的採訪記者選擇
用最簡單的方式提出結論：「文字貼地有人味，比起當年筆戰時
用詞艱澀生僻，從文字也能讀出不一樣的周思中」(明周文化記
者 2020)。記者或許並未發現，「不一樣的周思中」其實比起當
年還有更加「艱澀生僻」的一面，只是無法訴諸準國族主義「失
語」情結的語彙來呈現。採訪中即使周思中自己表面訴諸了一種
現代民族國家必備的分工概念──「每個人在不同崗位」，但或
許那就只是一種來自於另類生態翻譯實踐的謙虛。「這是一件牽
涉將語言如同泥土一般去耕耘與裁培的事情──與自我藏儲的土
地展開溝通，接觸它的不可計量與深度」(Han 2017，38)。作為
一種靠著雙手進行的物質活動，小型務農的經驗與數位生活的現
實距離非常遠。如此的距離與對比正好也是韓炳哲的一個重要切
入點，針對數位集群主導的時代政治展開批判。韓炳哲的立場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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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難免染上了幾分繼承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保守色彩，
讓人懷疑此立場是否跟海德格一樣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國族主義
因素。雖然《在群內》(In the Swarm)一書連一次提及民族或國族
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的實例都沒有，國族相關的沉默顯然
也不足以證明國族主義慾望並不存在。畢竟「失語」情結始終就
是國族主義內在的構成元素。然而，從韓炳哲拒絕訴諸「定居者」
(settler)與「游牧者」(nomad)(Han 2017，42)的對立組合去理解
數位時代媒體風暴的堅持來判斷，確實可以看出超越國族主義思
想架構的意圖。就美國的帝國國族主義而言，「定居者」與「游
牧者」這兩種表面相互排斥的身分乃為一體兩面的關係，並不矛
盾。

數位轉型

翻譯可能作為「失語」情結的一種出路，最近在許寶強一篇
直接回應覃俊基的文章－〈「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
體？〉(2020)，曾經一度短暫登場，值得一提。許寶強在結語中
主張：「『左翼』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是…轉譯者(translators)」(許
寶強 2020)。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出發點，可惜被放在文章結尾，
沒有進一步推動。可能早期從事後殖民翻譯政治研究譯介、引進
先驅工作的許寶強(許寶強、袁偉 2000)認為，「轉譯者」的意思
已經夠清楚，無須贅言。畢竟，他同時還把左翼所扮演的角色同
樣描述為「『促進者』(facilitators)」或「『中介人』(mediators)」。
這些角色並排在一起成為綜合形象，就足以說明，對於許寶強而
言，所謂譯者大概就是站在兩種不同體系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兩種價
值觀之間搭建橋樑的角色。假如連劃界實踐如何成為資本主義價
值攫取不可或缺的裝置一事都沒有納入「聲音佔有」(appropriation 
of voice)的左翼戰略檢討之中的話，即使聲勢再壯大，全球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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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派也可能只是一種焦點經濟的腹語術，帶著左派口音去說出
新自由主義的母語而已。

翻譯問題延伸出來另一面向，就是許文對「聲音」與「主體性」
的理解。許寶強儘管再三強調需要「仔細聆聽」抗爭者與民眾的
「聲音」，他卻完全沒有針對「聲音」建構過程中媒介／媒體所
起的壓倒性物質作用與回饋效應加以討論 9。許文中的「聲音」，
無論是在表達「正義感」或「民間公義訴求」，都被賦予一種「樸
素」的色彩，就好比是一種有機狀態，甚至有如野生生命物發出
的天然吶喊，只等待社會科學家用量化的手段去「採集」後呈現
即可 10。而數位時代裡那些不僅是傳達、更是建構出聲音的錯綜複
雜的物質媒介，均被排除。這樣等於是將主體性不可或缺的關鍵

9　香港大學教授胡德(Daniel Vukovich)針對傳統媒體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角色展開分析，
指出傳媒其實是「事件的根本驅動力」(Vukovich 2020，202)。在中國研究的脈絡裡，
注意媒體對事件所起的現時反饋作用的首例，應該是周蕾對天安門事件的分析(Chow 
1991)。

10　許文引為抓住運動主體性真實面貌的重要文獻就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峰的
系列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內容後來均收錄於李立峰等著，《「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
場調查報告》(簡稱〈調查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報告〉的問卷設計，暗含一
些預設立場，特別反映在調查問卷所建構的「中間派」位置。在壓倒性多數的回應者為
「80後」(指1980年代出生)世代成員，有將近七成左右自認為屬於「民主派」或「本土派」
兩大陣營。然而，問卷如此將「民主」與「本土」分為兩種不同派別的作法本身帶有一
定的預設立場。假設問卷反而包含了兩者的混合體－「民主本土派」範疇的話，佔比總
數或許可能更高。在範疇虛構性的基礎上，問卷將「民主派」分為「激進」與「溫和」
兩種不同類別之舉，形同化約政治選擇為一種道德修養或個性偏好的表現，跟「民主」
的實質內容關連不大。遑論，「本土派」這個選項的名稱本來就染上了十分濃厚的道德
色彩。總之，調查問卷「政治取向」的分類表以「民主派」與「本土派」為「建制派」
以外唯一有意義的選項(其他諸如「無取向」、「其他」、「不知道」等範疇，均欠缺
積極正面內涵)，完全見不到任何「左翼」或「左派」的選項，實際上已經表明了一種「和
稀泥」的政治偏見吧。在「左翼」／「左派」缺席的條件下，「中間派」如何被建構出
來乃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問卷調查進行的時間過程中，前後增減最多的「中間派／無
取向」類別，只能理解為佔比最高的「本土派」與「民主派」之間的浮動選項。也就是說，
從「中間派」的建構來看，整個問卷的設計是建立在極其顯著的預設之上，跟法國政壇
將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稱為「中間」路線的作用一模一樣，僅是將過去十幾年整
個政治選項嚴重向右傾斜的歷史轉向規範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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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否定性」11， 從社會分析視野中刪除。總之，所謂「主體
性」在許文中被壓縮為一種僅僅反映出認同與利益的範疇，導致
主體性變成一種僅具描述性意義的社會學範疇，而不是馬克思極
力堅持具備自我意識改造條件與能動性的實踐者。

少了這些媒介相關的反思，就看不見反送中運動的政治主體與
數位轉型之間的歷史關係。如同其他當代社運，尤其是沒有領導
組織(沒有「大台」)的當代運動，反修例運動一直處於現時反饋
的迴路當中。抗爭者一邊靠著如同通訊程式 Telegram等數位科技
展開抗爭，一邊透過數位科技另類平台或主流媒體現場直播立即
消費自身的種種媒介形象。如此媒介化的現時反饋迴路，曾經被
形容為一種電玩遊戲模式(Davies 2020)，將反修例運動引向右翼
轉向的發展(趙蒙暘，2019)。這種反饋迴路現象從根本上打亂了「聆
聽」與「發聲」，「旁觀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社會區別(Vukovich 

2020，203)。同時，它也使得媒介的問題變本加厲，給各種強勢
勢力提供方便門介入，例如外國政府情治單位外圍機關提供資訊
科技協助(Perrigo 2020)。身為蒙受香港富豪黎志英(Jimmy Lai)等
人捐款「612人道支援基金會」信託人之一的許寶強，應該比誰都
清楚，資金的介入對於聲音建構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我們應該將現時反饋迴路的現象視為一個「數位集群」(digital 
swarm)的誕生所引進的政治難題。根據韓炳哲的分析，集群「說
話沒有聲音」(Han 2017，10)。而數位集群的標準活動，就是引
發並投入所謂的“shitstorm”現象。該詞直譯為「屎風暴」，可以
理解為「網路互噴」、「口沫橫飛」、「穢言風暴」、甚至「網
路批鬥」等用詞的綜合。根據韓炳哲，網路互噴風暴即使鬧得翻

11　「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身分」或「認同」(identity)，是兩個需要嚴謹區隔的概念。
前者特別必須納入量化研究從本質上無法掌握的「否定性」(negativity)因素，方能充分
掌握。因此種種，許寶強所談「抗爭主體」，更準確的名稱應該是「抗爭身分」。請參
見第一章註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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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覆地，也是一種「同樣缺乏聲音」的現象(ibid.)。韓炳哲想要
說明的事情，就是數位時代主權所產生的根本性變化：「可以支
配網路互噴風暴（shitstorms）的人才是主權者」(Han 2017，6)。
韓炳哲這方面的觀察，可以拿來闡明「沒有大台」(沒有領袖)運
動勇武圈內掀起集體網路批鬥集群與欺凌文化的現象。受到韓炳
哲的啟發，我覺得香港 2019年之後興起諸如肉搜(HKChronicles  

2020)、抹黑、謠言、私了、「全天候批鬥」(Damon 2020)等層出
不窮的網軍事件，足以開啟「失語」情結的新一階段。有趣的是，
數位集群現象的爆發與香港民族主義的主權慾望之間存在無法協
調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本身透露了代議制，例如雙普選的訴求，
早已陷入新自由主義與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ition)共伴效應下的雙
重危機。今天的剝削體制不需要外在的強權支配也依然可以達成：
「遊戲的玩耍就意指以業績最佳化與成就最大化的標準去強迫自
己」(Han 2017，33)。根據韓炳哲的觀點，數位生活的崛起其實
意味著真正的遊戲―沒有目的的快樂之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新的
政治支配制度，讓每個人自願被奴役。資訊時代的遊戲，其實都
是壟斷平台受益的勞動。監視與模控才是資訊科技的普遍真相；
凡是數位活動，包括遊戲在內，都是一種受監控的免費勞動。

詮釋學侷限與失語問題的再思考

假設說左翼在右翼主導的歷史脈絡中普遍感覺到的「失語」
狀態，有相當一部份源自左翼不知不覺接受了一些邊界相關的預
設的話，我們要怎麼破除這些體制，也是未來各個運動需要長期
耕耘的課題。

為了進一步釐清這些癥結、並將翻譯的問題納入一個更貼近個
體實踐的脈絡起見，我們不妨去參考致力於左翼思想與運動交匯
的香港左翼團隊－《懷火》2020年 3月 11日以〈矛盾大對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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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左翼對談舉美國旗的反送中示威者〉為標題，刊登美國左翼運
動分子「樹葉君」、反送中運動中舉美國國旗且被告暴動的 C君、
還有《懷火》編輯 Jin三人之間的對談錄 12。這次的對談錄之所以
值得分析，是因為它包含了諸如翻譯、階級與抵賴等上文已討論
過的重要因素。

翻譯的問題在這次對談錄的位置相當微妙。雖然樹葉君在中國
待了十年之久，可是有關與 C君和 Jin編輯的對話在英、普、粵三
種語言間到底採用了什麼語言進行，編案隻字不提。無論是美國
人的樹葉君還是香港人的 C君和 Jin編輯，在文字上都操著標準的
普通話表述己見，留下一種語言差異被省略的印象。語言差異的
跡象僅有兩個：一則是 C君的普通話偶爾夾雜一些港式(粵語)流
行語，這些用詞都給加上了夾註號並附上普通話的翻譯，二則是
對談內夾雜個別英文單字。或許是為了加強文字版的可讀性，原
始的對談錄經過一個刪減、潤稿、修訂，甚至是翻譯的整理過程。
然而，語言的統一性再現還是無法完全泯滅對談錄殘存的差異性
語言勞動的痕跡。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差異基本上與全球化移動
性不均勻的分布有關。

就美國國旗的象徵意義而言，三個人的對談更是錯過了一次從
翻譯實踐的角度切入的黃金機會。作為用心設計的表演，三人對
談凸顯了身分差異的格局。身為《懷火》編輯的 Jin可以暢談東亞
地區各國對抗美軍基地與美國種種霸權的歷史；美國出身、富有
長期從事社運，長期居住國外經驗的樹葉君可以以跨國視野的角
度，一邊批評那些舉起五星旗的美國左翼，一邊批評那些舉起星
條旗的香港人；而缺乏這些國際見識與閱讀經歷的在地港人 C君，
就在編案裡被描述為「更接近普羅的政治性和感受性」。

12　對談進行的時間為 2019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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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一詞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指標意義。雖然當代中文的
使用習慣早已脫離了二十世紀「無產階級」的含意(何況「無產階
級」一詞的原意經過文革極端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傾向
被徹底踐踏)，進而把它化約為泛指低層大眾的代名詞而已，可是
那些搖著左翼知識隊伍旗幟的人，跟著那樣馬虎使用，十分遺憾。
畢竟，在馬克思那邊，「階級」有別於純粹量化、社會分層、身
分式的意義，是一種牽涉主體性建構過程的靈活概念，否則不但
無法解釋工人為何經常違背自身的利益偏偏去支持一些代表資方
利益的統治勢力，更無法理解工人的主體性如何自我改造成為革
命主體。總之，「階級意識」並不是反映利益的再現與利益的代
言權的鏡像物，而是深受包含支配與剝削關係在內的各種錯綜複
雜的社會關係所影響的流變體。利益的再現與利益的代言本來就
不同，而兩者往往都包含各種透過時間媒介與他者媒介所產生的
矛盾與差異。由此產生多重慾望並具有多重裂痕與差異的意識，
始終是無法訴諸身分般的階級概念去掌握的。遑論，對於特地針
對意識、試圖產生政治改造的左翼計畫而言，建立單純代表工人
利益的機制遠遠不足以達成此一任務。正因此，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在其經典著作－〈賤民能否說話？〉(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早已指出：

重點是馬克思並未試圖創造出一種將利益和慾望重疊在一起

的專一主體。階級意識的活動並未以此為目標。無論在（資本主

義的）經濟領域還是在（世界歷史載體的）政治領域，馬克思在

其理論模型建構過程中一樣被迫建構出一些分裂且被置換的主

體，而那些主體裡面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並非彼此連貫或連續。

（Spivak 1988，276）

史碧娃克的觀點可以視為針對一般馬克思主義論者詮釋「自在
階級」(class in itself)與「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這個區別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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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論者會認為，前者意指在生產過程中
扮演各種不同角色的社會分層，後者則指工人階級成為自覺的社
會力量，本著自身的利益與其他階級展開對抗。不同於一般馬克
思主義者的詮釋，史碧娃克勾勒出馬克思原著裡對於統一主體性
的批判，進而將馬克思的立場視為對再現－代言模型的全面置換。
基於此，我們可以總結，作為革命主體性的「無產階級」應超越
一致性的利益、單一性的再現、以及口徑一致的代言制度。此一
觀點放在邊界的脈絡來思考的話，就意味著需要超越的不是邊界
本身，而是邊界的邏輯所創造出來的格局，讓劃界實踐成為「無
產階級」內在的構成條件。

然而，在《懷火》的對談裡，上述的非一致性主體性偏偏被
遮蓋了，導致對話中每一位參與者均代表明確、甚至格式化的階
級或國籍身分。而被夾在兩個人中間的 C君，一直被迫去面對自
身所處脈絡中那些原本對他而言是看不見的社會建構的複雜因素。
在樹葉君與 Jin編輯多次以柔性姿態，將針對 C君的批判包裝在一
些「如有冒犯」或「我是很理解〔…〕那種慾望」之類的客套表
達之後，稍早已經坦承了舉起美國國旗行動的理由並「沒有想得
那麼深入」，甚至可能有點「幼稚」的 C君，最後有點氣急敗壞
地承認，他「沒有用他們〔即香港內、外種種他者〕的角度去想
這個事情〔…〕我是很自私的」（《懷火》 2020）。此時編輯 Jin

的回應特別值得注意：

要感謝你的 real。其實我不是覺得一定要說一定要一副「我已

經讀完了整個區域政治和社會運動歷史」才可以抗爭或說話。我

覺得這也是不公允的，畢竟每個人的資源也不一樣，聽你說完以

後我也明白了你的資源的侷限（《懷火》 2020）。

有趣的是，那種在對談中被描述為普羅侷限的狀態，雖然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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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以理解為邊界所起的屏障作用造成知識貧乏、視野不夠寬廣，
可是在現代社會裡面，也就是說，在繼承了資本主義剝削與殖民
主義支配之雙重關係的全球社會裡面，那些邊界作用不斷地滲透
進每一份社會關係與每一次社會實踐，即使大學殿堂也不例外(甚
至更囂張)。甚至用「滲透」去形容一種本身屬於所有社會「內部」
構成過程的契機一事，實在顯得失之精準。畢竟，存在於每個社
會內部裡的因素本來就無法用「滲透」一詞去形容。誠然，邊界
的問題之所以是個基本的政治課題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內嵌於所
有的社會關係。原則上這就牽涉到每一個地方乃至每一個個體自
我構成過程中，劃界實踐具有不可繞過的悖論特質：問題不是誰
的侷限大，誰的侷限小，而是邊界雖然無所不在，到處都是擴散
中的邊界，但是邊界同時「無所」（亦即邊界自身無法構成一個
獨立的空間）而「不在場」(亦即邊界真正的意義是其作為一種展
演性的社會實踐，而不是一種給出的對象)。假設將「視野狹窄」
vs「視野開闊」的框框套用在邊界作用上，反而會導致邊界作為社
會實踐的性質從我們的社會分析視野中消失，讓左翼隨後忽視，
邊界與劃界實踐本身都需要歷經一次民主轉型。結果注定讓我們
之間分享的唯一共同體－邊界，以物化的方式不斷加深。可惜樹
葉君在對談一開始的時候提起邊界的問題，同樣將它納入了侷限
的視野去理解：

在美國的左翼裡面，對香港的態度也是有分歧的，有一些對我

來說是「左膠」的人會說：「反對香港示威者！支持中國！」雖

然我是左翼，但是我對這種左翼是不同意的。在反送中運動以後，

我看過一些主流的評論、左翼的評論，還有一些不那麼左翼的、

本土派的論述。基於我對國族主義和邊界的批判，對本土主義我

是很難下嚥的。但我今天來到這個對談，是因為我認為我不應該

那麼快地對香港的本土主義妄下評論，畢竟我對本土主義的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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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是來自美國的社會。（《懷火》 2020）。

自認不瞭解香港本土脈絡的樹葉君提到「左膠」的時候，因
為讀者無從知曉她／他使用的是中文還是英文，所以無法判斷她
／他對於該詞的中文脈絡瞭解多少，特別是「左膠」一詞在香港
所代表「背叛本土」之意。13然而，即使再多的理解、知識或閱歷
也並不等於邊界的「障礙」必然就可以減弱。否則的話，以知識
生產為業的各國大學機構，早就成為了無國界運動的中堅力量，
而不是國家利益或財團利益的推動者。

且讓我們回到一開始引用陳偉福把香港形容為一個「之間的
地方」的說法。《懷火》三人對談所揭露的正是如此：凡是「地方」
其實都是一種「之間」的狀態，何止香港而已。14同樣，C君被說
有「侷限」的地方，跟另外兩位與談者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與
其將之設定為可以克服或溝通的障礙，抑或蒙受其負面影響的「侷
限」，不如去打開翻譯實踐的視野，將這個「之間」狀態的普及
性與共通性好好發揮。有趣的是，解套的可能方法之一在對談過
程中就有短暫乍現。樹葉君跟 Jin編輯在在叮嚀 C君(和讀者)注意
的事項，追根究柢就是國旗的使用連帶啟動了許多隱形的社會關
係，例如與東亞或美國各種社群之間的關係，抑或與中國或香港
內部的各種社群之間的關係。這些社會關係本來可以被視為無所
不在的翻譯實踐的脈絡，偏偏被呈現為侷限，十分可惜。畢竟「國
際戰線」那些社會關係，本來都屬於香港社會內部的日常，並反
映在港人長期的信念──香港即是中國的轉型模範。

13　關於左膠一詞的歷史及其意義的演變，請參見 Ip(2020)頁 93 起。
14　香港離散知識份子周蕾(Rey Chow)1992 年曾提出「第三種空間論」，將香港處於中、

西（英國）夾縫間的特殊位置當做一種方法論的泉源(Chow, 1992)。我在此所提的「之
間」性質，與周蕾的概念雖然表面上有異曲同工之處，其重大的分歧點，在於我認為，
連「中」、「西」兩邊都具有一樣的「之間」特質。「之間」性質並非一種相對於「正
常國家」的例外狀態，而是現代區域(area)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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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失語

香港反修例運動前後另一重要的失語經驗跟性別有關。很榮
幸邀請到香港兩位參與性別研究與社運的教授為拙文作序，相信
她們的序文對此已有精闢的發聲，我在此便使用有限的篇幅分享
一個關於雨傘的奇想。

眾所周知，自從 2014年傘運起，雨傘就變成了香港抗議運動、
乃至香港本土文化整體的標誌。被譽為香港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詩
人兼學者也斯(梁秉鈞)病逝前，曾經寫過名為〈一個人一把傘〉
的詩稿如下：

我從來沒見過好像你這樣的傘。

你的骨骼這麼嬌脆、衣服這麼輕柔

當你打開來你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逐漸習慣了妳的存在

我開始在有太陽的日子也帶一把傘

坐在咖啡店喝一口咖啡

或者在藝術中心看電影的時候

老是想打開一把傘…

我知道人們在我背後竊竊私語

他們開始說我是個奇怪的男人。

這也不要緊的，只是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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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是閉上了，怎樣也沒法打開。你冰冷得好像冬天的雨

你鋒利得好像早晨的霜雹刺在赤裸的頸背上。

然後有時候你失踪了，

下雨的時候我沿街去找一把傘。

他們說我其實可以在七 — 十一另外買一把，

或者將就一下，用一叠舊報紙…

「你看，雨停了，還擔心什麼？」

我想我真是變得有點奇怪…

2013年去世的梁秉鈞這首〈一人一把傘〉的詩稿遺作從今天
的角度來看注定與傘運產生聯想，甚至讓一般人誤以為就是專門
為了傘運而寫。然而，這首詩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並不是(尚未發
生的)政治聯想，而在於其中表達的性別混雜性與曖昧性。不但第
二人稱的角色，從男性的「你」變成女性的「妳」，再而變回來，
而且「嬌脆」、「輕柔」的「你／妳」，時不時呈現「鋒利得好
像早晨的霜雹刺」的面貌。如此結合了刻板女性特質―溫柔－與
刻板男性特質－鋒利－於一身之「雨傘」，顯然就包含了高度的
曖昧性與雙重性。怪不得詩人說「我知道人們在我背後竊竊私語，
他們開始說我是個奇怪的男人」。性相受到質疑之餘，詩人拜雨
傘這個象徵意義多元而未定的物品之賜，發現了「打開一個全新
世界」的訣竅。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一篇討論尼采的論文裡，從尼采遺
稿中的一句「我忘了帶傘」說起，針對一般哲學家曾經均認為與
真理無關的“style”(可以譯為「筆鋒」、「風格」甚至「風骨」)
一詞的曖昧性，去探討性別差異、意義的產生、整體性與局部性
的關係(也就是一些詮釋學派的哲學家稱為「詮釋循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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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有論的遺忘等難題。有趣的是，英文“Style”一詞源於尖頭
狀的東西，恰如中文「筆鋒」一詞中的鋒字那樣。根據德希達的描
述，雨傘是結合剛柔、隱蔽與打開於一身的物品。作為一種隱喻，
雨傘所打開的「世界」就是個存有論真理卻被遺忘的世界。因為
被遺忘，所以各方專家紛紛前往提出自己的看法，力圖辨識出其
中真正的意義。例如，對「遺忘」與象徵陽具的尖頭物特感興趣
的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認為，雨傘不僅是一個象徵性極高的實
質物品，更是一種後設心理概念(Derrida 1979，130/131)。面對專
家的眾說紛紜，德希達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一方面認為考證尼
采的原意有其必要，一方面堅持強調，不論考證結果如何，最後
都無法改變一件事實，那就是文本的「物質性」注定留下的「其餘」
(法:restance；英:remainder)意義(Derrida 1979，130/131)。德希
達使用“restance”一詞並非法文常用詞，而是德希達自己的創舉，
其用意在於標示出符號重複(複製)過程隨時可能產生的「意外」。
意外一詞又可表達未料的發生之意(例如，西方帝國資本主義建構
下性別二元論之外的可能性)，又可表達「意義之外」的意思(例如，
需要翻譯的對象)。而放在一個生物學的脈絡看待，意外就是物
種複製過程中「變種事件」的突發。事件的意外性讓德希達轉而
針對「整體性」的概念加以分析，就好比尼采草稿中「我忘了帶
傘」此句的出現讓人感到意外、費解，進而假設該句子本屬一個
可以重建的整體意義(作者原意)。德希達的目標並不像一些人預
期那樣致力拆解而不是建立。雖然他確實否定了整體性被人類簡
單掌握、知曉的可能性，但是他並未簡單地否定整體性本身。對
於德希達而言，存有的整體性就跟那句「我忘了帶傘」一樣，都
像是一些「不規則的移植物」(法:une gre�e erratique;英:an erratic 
gra�)(Derrida 1979，134/135)。這個意象的用意一方面可以視為
針對現代人文科學，從人類學與語言學到社會學均訴諸樹狀結構
或樹狀圖表(例如，將人類語言畫為根同枝異的樹狀關係)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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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還可以視為取而代之的新意象與組織原理。15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王家琪在一篇討論也斯的
後殖本土理念與文學實踐的論文裡，將也斯視為香港失語狀態的
終結者。王家琪強調「也斯卻是希望表述『真正的』香港，讓本
地人奪回話語權…拒絕香港被外來者『代言』也是也斯的主要訴
求。例如他在〈香港的故事〉所批評的幾個電影及藝術文本，主
要問題在於香港人只是被再現的客體，而不是自主發聲的主體。」
(王家琪 2020:105–106)關於「真正的香港人」是誰，「外來者是
誰」，我跟王家琪看法不太一樣，這些問題上文都討論過。重點是，
作為文學文本，也斯的這篇詩稿遺作永遠存在無法輕易納入事先
確定好了的整體性架構內，產生選邊站式的意義。16就像梁秉鈞本
人無法左右讀者將「也斯」唸為粵語音“yasi”還是國語音“yěsī”，
甚至英語的“Yes!”(抑或因為是文言文虛詞而拒絕有聲朗誦)。面
對如此根本的曖昧性與不確定性，難道除了重複喊出“Yes! Yes!”
還有什麼更好的選項嗎？傘運反而力圖對此快刀斬亂麻，憑藉最
曖昧的象徵物―雨傘去劃下界限，形同對劃界實踐無法被化約為
空間界限的特質說「不！」並引發空間化的生命政治邏輯。於是
乎，雨傘這個東西原有的曖昧性，在傘運效應下完全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人種差異布署下「通俗進化論式想像」的物種優劣排

15　頗類似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塊莖(rhizome)思維的
主張，只是德希達的「不規則移植物」更脫離了有機想像的框框，可以納入非有機「生
命」物。有關「塊莖思維」與疆界的關係，台北大學視覺藝術系教授許瀞月（2014）如
此解釋：「哲學家德勒茲所提出來的地下塊莖概念…就是相對於樹狀系譜的線性邏輯，
透過植物作為類比的地下塊莖，例如薑或馬鈴薯等這類植物。地下塊莖顧名思義是強調，
由塊莖與塊莖間，不斷產生連結與無限制的生長。因而地下塊莖在強調其多樣性與不斷
流動，地下塊莖於是成為一種解脫疆界／重納疆界(deterritorialisation/reterritorialisation)
的過程。這種解脫與重納疆界的說法，可回到德勒茲對國家體制階層化與國家鞏固領土
的批判。

16　對於也斯遺作詩稿的曖昧性詮釋，可以參見賈雅緻(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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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這就讓雨傘硬成為「撕裂」(劃界)的象徵。17

這張據說於 2014年創作的圖案是根據知名的〈人類進化史〉
圖案改繪而成，將香港社運史俏皮地比擬為物種進化史。作為一
個人類世(anthropocenic)想像，這個圖案表達了一種目的論，社運
必然循著已知的終極目標演進。至於「進化」本身的問題，圖案
的再現包含一些常識性的誤解。根據現階段的科學認知，人類的
起源多元而非單一，而今天現存的人類並不代表進化的最後發展。

有趣的是，《香港抗爭者進化史》明確地使用女性形象來再
現香港的抗爭，或許有人認為這就意味著一次性平概念的落實，
然而，我想針對此再現的預設邏輯提出一些反思。第一，女性由
嬌弱進化為剛強的轉變與香港的民主抗爭的進化並行，暗示了「女
性」和「香港」都是弱勢受害者，「女性」和「香港」是可置換的，
而這個可置換性必須建立在「女性是絕對的弱勢」這一預設上，
而不是去反思女性何以弱勢、那個弱勢位置本身的複雜性、甚至
是那個位置如何鑲嵌在種族淨化／進化的國族論述中。也就是說，

17　有關「撕裂」的意義，請參見李俊峰(2020)。



128 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

置換的效果並不直接有效地重新塑造「女性」賦權(empowerment)
的意義，反而強化了「女性是絕對的弱勢」這一前提的不可動搖，
而這一前提越是不可動搖，香港作為絕對的受害者的位置就越加
穩固。

第二，是「女性」形象再現的扁平化。如果欲挑戰「女性」在
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建構下之於「男性」這一標準人類／中性個
體的性別差異他者的位置，「女性」的再現能不能夠不再依賴圖
中直白扁平的具現化－乳房臀部的輪廓、長髮披肩，還有裙裝和
凹凸有致的緊身衣－而有其他種可能呢？反推此邏輯，是否不通
過再現上述生物性或社會性特徵，就無法再現「女性」呢？比方
說，再現一個酷兒(queer)－沒有任何可以輕易被歸類的性別特徵、
甚至批判性地怪物化一下「人類」這個作為「人類世」英雄的形
象－是否更能有效地讓「女性」能夠作為活生生的非類即人(person, 
not human)去體現(embody)他／她／牠／它在現代性的規訓之外
的主體性呢？如果「女性」從來就不只是生物性質的給定，而是
社會建構的類別，必須也只能代表被動性和嬌弱，那麼我們是不
是能與這樣的建構劃出批判性的距離，試著不再一味地抓著人類
世的社會進化思維不放、企圖讓「女性」「進化」，而是打從邏
輯的根本上去否定「女性」這個帶有殖民性的社會建構本身呢？
而曱甴(蟑螂)、蝗蟲、殭屍等等在香港時常被投射為「低劣人類」
的他者物種形象，何嘗不是被建構在如此這般進化論的想像的陰
暗面呢？如果「女性」的進化式未來必須建立在他者物種 /人種的
低劣性、原始性、前現代性之上，「女性」的再現又何嘗不是被
迫成為與人類世史觀共構共謀的工具呢？

最後，為雨傘說句話吧：雨傘被拿來當作「正名」、並準備
進行到下手「撕裂」一事的象徵，對雨傘那富有更多創造性和可
能性的本性實在太過殘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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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一場加速主義的政治運動？ 
             轉型之後呢？

左翼參與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過程中，在思想方面埋下敗北伏
筆的地方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面向。其一就是回歸邊界，遷就
資本；其二就是保全「西方及其他者」，遷就殖民－帝國現代性
的世界圖式；其三就是錯失翻譯良機，遷就宗教戰爭、醞釀出新
自由主義意味濃厚的「失語」情結。1 

整體性與橫向自主

從文化研究對整體性的否定，到語言整體性的假設與具體抽
象性的社會建構，我們一直不斷地發現劃界實踐與整體性的問題
意識有密不可分的關連。這點其實並不奇怪。畢竟，全球政治生
活的基本組織單位－民族國家，就是我們生活中整體性的強勢版
本與日常現實。這點從酒井的分析就可掌握：

1　關於社運搭配思想運動的可能性，請參見拙文－〈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翻譯：在全球國
家物流政變與共通普及的創構之間〉(蘇哲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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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族共同體種類式的身分（speci�c identity）意味著個人

與整體性之間享有直接而毫無媒介的互動關係。相比之下，前現

代的社會形構反而立基於相對性的身分。在相對性身分的脈絡中，

群體屬性由父子、君臣等地位高低的關係界定，而眾多地位關係

中的身分因而並非固定。換言之，個人身分由社會網絡與親屬關

係決定。然而，在現代種類身分（speci�c identity）的脈絡中，非

經由地位性身分的歸屬關係，例如個人與種族、個人與族群、個

人與國族等反而佔了主導地位。於是乎，根植於制度性平等的社

會關係首度成為可能。所謂「平等」，意指［個人］與整體性的

關係保持毫無媒介的狀態（Sakai 2005a，38）。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民族身分之於個體如影隨形，主導著我
們日常生活的身分經驗。有趣的是，這種經驗雖然感覺非常具體，
其實卻是十分抽象的。或者可以說，正因為這些經驗背後隱藏一
系列劃界實踐所造就的整體性幻象，日常經驗才會讓我們感覺到，
如同民族國家這麼抽象、這麼理論的東西，反而最實在、最具體。
面對諸如此類的詭計，我們應該怎麼辦？當前最為普遍的答案之一
就是反中心主義(anti-centrism)。諸如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
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等等一系列的中心主義都成為了批判
的對象。

作為一個知識計畫，反中心主義與拉美理論家莫雷拉斯
(Alberto Moreiras)二十年前批評的「無限解殖」(Moreiras 2005， 

586)計畫無異。面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種種不正義，許多人
認為進步主義唯一的選項就是力圖從各式各樣的「中心」勢力獲得
解放，並對於諸如權益、身分專有名詞、土地與勞動等等展開「光
復」或「重奪」的行動。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反中心研究以比
較與跨界關係為特徵，旨在恢復被中心主義掩蓋的多元性。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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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建構為現代中心主義的範本，反中心主義研究力圖揭穿「西
方」背後由全球互動組成的多元面貌。在《現代個我的全球起源》
(�e Glob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elf)一書中，阿爾伯特(Avram 
Alpert)總結：「遵循薩依德（Edward Said）的說法，我將這種歷
史學方法論稱為『重建』(reconstitution)」(Alpert 2019，12)。作
為一種「無限解殖」的知識計畫，反中心主義企圖一邊反對各種
各樣的歷史「中心」，一邊「重建」曾經被「中心」所壓抑的多
元性與在地身分。也就是說，當代反中心主義其實就是在思想的
層次上力圖展開無限橫向的「光復」行動。

然而，我們這一代的關鍵政治難題並不是「什麼是中國本
部？」或「誰才是真正的中國人？」，遑論「什麼是歐洲？」與「真
正的歐洲人是誰？」。我們所需要瞭解的，是諸如此類的問題為什
麼不僅是眾多政治課題中的一個，更決定性地構成了政治關係本
身。除非可以針對區域與人種差異部屬的框架本身去反思，否則，
反中心主義運動與知識生產其實只會導致該部屬所引起的暴力變
本加厲。自決若不再被理解為充滿剝削與支配關係的特定歷史脈
絡所建構出來的社會實踐與政治範疇，反而被抬舉為道德號令，
就注定淪落為「無限解殖」運動所追求的普世「人類法規」(Moreiras 

2005，591)。不用說，作為現代性區域的典範，民族國家本來就
是一個對比性的單位。反中心研究固然強調比較(comparison)與交
插的歷史(crossed histories)等方法論，卻並未動搖或置換以民族國
家為潛在性對比架構的全球社會建構。因此，我們不得不問，一
邊反對一切中心主義，一邊力推各個地區的光復，到底是一個什
麼樣的政治計畫？莫雷拉斯的回應很簡單：這就是「時代權威的
進步主義意識形態」(Moreiras 2005，587)。我認為此意識型態中
的危險，在於我們可能會輕易相信反中心主義運動(無限解殖的當
代更新版)比脫離區域部署更加重要。本文開闢的批判路線儘管不
足以擺平整體性與劃界實踐的衝突，但或許可以當作逆向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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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從劃界實踐的角度再思考整體性相關的思想行動與物理行
動，進而從共通普及的角度重新奮發。

「牆」國與核心問題意識

然而，可以預期的是，一些批評的聲音會指責這些再思考的嘗
試太過「離地」，與現實(或群眾、或受害者、或被壓迫者)太脫離。
諷刺的是，那些聲音以為最具體的，例如城市的空間或國家的建
構，其實往往才是最抽象的、最理論的。

儘管如此，有些政治問題不能、也不該被迴避。例如，香港研
究知名學者兼理論家陳奕麟(Allen Chun)，在一篇書評中抨擊葉蔭
聰《身分政治》一書的認同理論站不住腳之餘，進一步指出，與
其說香港新的身分政治就是反修例運動的核心問題，不如說「〔中
共〕政權的性質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意識」(Chun 2020a，1)。我
與陳奕麟，乃至眾多評論家的分歧點，並不完全在於「政權的性
質」問題(這點我確實認為有商榷的必要)，而更是在於如何認識
並回應它。法國哲學家拉庫 ˙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與
儂曦(Jean-Luc Nancy)合著的《納粹神話》(�e Nazi Myth)一文最
後一句話可以引以為鑑：

對道德與民主的確信所帶來的舒適安全感，不但不是什麼事情

的保障，而且還會讓人暴露於風險，讓人看不到有一樣東西的到

來或回歸，其實並非單純的歷史意外。對納粹主義的分析絕不該

被視為一種控訴檔案的簡單彙編而已，而是應該被理解為針對我

們來自哪裡的歷史展開全面解構的元素之一（Lacoue-Labarthe and 
Nancy 1990，312） 。

根據拉庫 ˙拉巴特與儂曦的分析，納粹政權「屬於西方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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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而不是一種「失常偏差」(ibid.)。中共政權假設有什麼地方
跟「全球一般的性質」有所關連或最大公約數的話，那就是劃界
實踐與邊界的再／製造。然而，坊間到學術殿堂一般都認為，中
共政權以國家主權之名，行使竊據中國人乃至香港人話語權之實。
持有此類觀點的人通常將中共「主權的騙局」放在「自由與威權
的歷史對決」的脈絡去理解。然而，「自由與威權的歷史對決」
說穿了就是一種定居殖民主義迴避解殖的意識形態，自然就支撐
了資本主義一系列有關轉型、翻譯與區域的預設。這不是否定自
由的意義而是提防自由被意識形態收編。以主權國家為「政權」
的標準，「自由與威權的歷史對決」這個格局本身不僅是一種轉
型論述，也是一種生命政治對比架構，認定「自由」這個定義多元、
實踐多元的理念，完全可以當做是一種評量的簡單標準，拿來評
鑑各國政權的轉型業績。2這種論述無視、甚至蓄意去除了後殖世
界一切政權之建立的核心脈絡，亦即「語言」、「人民共同體」、
與「主權」三者間的必要關連。

中國今天處於全球政治風暴圈，從邊界的角度來看其實並不
意外。這點可以從《拓扑學家的世界地圖》的圖案去快速掌握： 

這張地圖呈現的，是世界各個主權國家的邊界關係。邊界數
量越多，所佔的區塊就越大。只要一看就能明白，中國的邊界比
世界任何其他主權國家多(不但多，也是世界最長的)──遑論，
這張地圖並未納入諸如特區、走廊、加工區、免稅區等各式各樣
的國內邊界，否則可能就更誇張。再者，該圖最大的盲點就是讓

2　英國法學教授沃爾(Illan rua Wall)指出：「把焦點專門放在權益(rights)一事的危險，在
於讓我們忽視權益的〔政治〕目的。權益於是就好像只牽涉到標準的確立與執法的問題 
，導致我們的焦點傾向於檢驗各國政府是否有效貫徹各種權益。然而，海地〔革命〕的
啟發在於，權益的用途多元，其中之一為的是產生激進的改變。奴隸將權益的概念納入
他們自身的政治傳統，力圖對當時的政治構成產生斷裂(rupture)。」(Wall  2013，2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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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誤以為邊界是固定的。相反，邊界才是個本質不穩定的因素，
它一直處於流變的狀態中。換言之，中國政權，任何中國的政權，
暴露於邊界這個核心問題意識的
「程度」之高，假如不是獨佔世界
之冠，就是數一數二的前列者。遑
論，美國長期一直策劃各種侵犯中
國(乃至世界各地)的邊界、破壞中
國邊界穩定的行動。這些實情雖然
無法說明什麼，但是恰好可以說明
的，偏偏就是當前「核心問題意識」
的不足。

換言之，享有「牆」國之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以「牆」
的經營與擴散為經濟發展以外、政治正當性基礎 3的原因與諸般相
關的問題，並非一件可以在「牆」內(中國「語境」內)單邊追究
的事情。「牆」的系譜由眾多關係實踐構成，其中關鍵在於劃界
實踐如何將時間轉化為空間，創構「牆內」與「牆外」兩種看似
獨立自主的主權範圍。

當前中國的崛起常常被描述為一個新帝國力圖取代舊帝國的
轉折過程。然而，從劃界實踐與世界圖式的角度來判斷，中國的
崛起並不能訴諸「帝國輪替論」去理解。歸根究柢，這不是一次
歷史輪替，而是世界圖式的突變事件。雖然並未挑戰區域與人種
差異布署，可是確實造成了時間性的碎裂效應，讓轉型的問題重
新浮出檯面。正因此，部分人士對此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鄉愿
地期待中國的崛起帶來美麗新世界的開端。相反，對此抱有恐懼

3　最近幾年中國流行「入關學」的大眾論述，憑藉「關」的邊界意象去詮釋國際地緣政治，
足以反映出邊界思維對當代中國政治想像的關鍵作用。

圖 6《拓扑學家的世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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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群人還積極投入各種「光復」運動，力圖在既有世界圖式
中(也就是說，在一個「西方」的邊界十分明確的世界圖式中)尋
找歷史殖民主義的轉型正義。此兩種態度南轅北轍，卻都沒有正
視資本與轉型之間的關連。

非轉型主張

近幾年西方激進政治思想圈出現了各種各樣「非轉型」的主
張。例如：沒有過渡期的革命政權(Hazan and Kamo 2013，35)，
或者沒有轉型期的生態文明(Désobéissance Écolo Paris 2020)。在衡
量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困境之際，英國理論家多士卡諾（Alberto 
Toscano）曾經清醒地指出：「從當代批判性思想內部出發，轉
型的問題依然含混不明，甚至根本就是無法思考的」(Toscano 

2016， 213)。西方當代激進政治思想圈對於此困境的回應，往往
就是加以否定轉型及其所屬諸如時間(例如階段性的過渡期)、空
間(例如獨立自主的管轄區域)與主體性(例如前衛政黨或人民共同
體)等概念(Toscano 2016，213-214)。弔詭的是，正當轉型思想陷
入了如此徹底的危機之際，當務之急的轉型似乎從未這麼迫切，
從能源轉型與生態轉型起，到文明轉型與物種關係的轉型，恰好
凸顯了這點。

香港的反中共本土運動偏偏將普世轉型視為抗爭的核心目標，
所呈現的情景與多士卡諾筆鋒下的西方激進圈可謂 180度相反。
然而，凡是普世的主張往往「內嵌於一系列界限、邊界與限制的
特定組合之內」(R.B.J. Walker 2009，257)。與其幻想著一切邊界
的消失抑或一切邊界的回歸，不如去發明新的轉型論述與實踐，
企圖引發邊界的民主化、世界圖式的基進改變與跨國連結的另類
形式。故此，多士卡諾坦承：「為了打通因廢功而壅塞的左翼戰
略想像，一種新的轉型概念十分有必要」(Toscano 201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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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國家

有趣的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多士卡諾將「一個國家內的
兩國家」(two states in one state)這種「雙重權力」(dual power)的
局面當做再思考的出發點。原本為列寧提出的概念，「雙重權力」
當時旨在給蘇維埃(工人的代表會議)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
理論與實踐的共同架構。引起多士卡諾回去重溫列寧這個概念的
導火線，是美國左翼知識分子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近年以普世
軍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主張(Jameson, 2016)4。「雙重權力」的
主張歸根究柢牽涉社會主義轉型的歷史辯論。尤其從 1970年代西
歐左翼拋棄革命路線，改採議會漸進路線，亦即所謂「歐式共產
主義」(eurocommunism)崛起之後，「雙重權力」相關的主張原
則上都脫離了典型的革命轉型。無產階級革命軍與中產國家體制
之間的互動一事不再為轉型相關思考的出發點。取而代之就是體
制內漸進式的改革視野。當時希臘知名左派理論家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將非革命路線這個新戰略描述為「一個漫長的過程，
其中大眾展開的鬥爭並不尋求創制外在於國家並與之平行的有效
雙重權力，而是企圖在體制內激發國家的內部矛盾」(Poulantzas, 

2014: 257)。回顧左派思想這段歷史轉折的種種預設與後果，如
今顯得日益重要，免得我們不知不覺從左翼的歷史敗北經驗吸收
過多的預設，造成新思想發明嘗試的障礙。值得注意的，是多士
卡諾對「雙重權力」的討論重點在於具有國家性質的權力(statist 
power)。這點就與當前一些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生態社會主義

4　詹明信的問題不但只是單獨針對美國一國而已，更沒有具體說明從美國帝國國族主義全
球軍事佈局到國民軍隊的轉型過程應該怎麼處理？詹明信僅僅宣稱他構想中的普世軍隊
「無法展開海外戰爭」(2016，28)，但是「基地」相關的討論不但非常薄弱(僅限於基地
扮演的經濟角色而已)，而且完全迴避了美國在全球上現設800多軍事基地的事實。結果，
無論詹明信還是士卡諾，其雙重權力的點子也難免不自絕地訴諸國族形式的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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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對雙重權力的理解有著微妙的不同。以美國「社會生態主義」
理論創始人布克欽(Murray Bookchin)為例，「雙重權力」相關的
主張，都以一種自立於國家之外的自主權(autonomy)為出發點，
力推政治上的橫向發展。而如同「之外」一詞所暗示那樣，多多
少少還是迴避了羅頓提及的「外部性」問題(見上)。

對於雙重權力的辯論，我雖然無法提供什麼新的解釋或權威性
的觀點，可是比較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個議題與香港脈絡之間的
可能關連。放在香港的語境裡，多士卡諾的想法想必會招惹一些
批評聲。這些聲音應該會指出香港「一國兩制」的破滅，已經足
以證實多士卡諾這個點子其實是沒有出路的，或者至少無法應用
在香港身上。另一種預期中的回應，可能來自於類似梁志剛在《流
傘》媒體上撰文，主張「糧食主權」與「雙重權力」的立場(梁志
剛 2020)。然而，梁志剛的「雙重權力」概念與多士卡諾「兩個國
家」的概念不同，是強調「一個國家」與「國家之外勢力」的概念。
比較接近多士卡諾定義下的「雙重權力」概念的則是香港中文大
學教授彭麗君的觀點。在其英文著作《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
城市民主》(�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er the 
Umbrella Movemen)一書中，彭麗君將「一國兩制」的「兩制」概
念視為一種理論與實踐的泉源，「與民主非常相關」(Pang 2020， 

12)，確實可以視為一種對多士卡諾的迴響。5然而，如上面所說，

5　雖然我非常贊成彭麗君對單一權力中心與主權邊界的質疑，並且承認在這點上她與陳清
橋 Stephen Chan(2020)、葉蔭聰(葉蔭聰 2020)的重大不同，但是我認為《民現》一書中
那樣將人民視為一種實定性(positivity)的存在(Pang 2020，13)，在方法論上已經產生了
無法克服的矛盾，實不可取。持平而論，以上這個觀點還是需要針對彭麗君引用阿倫
特(Hannah Arendt)的作法展開具體分析才能確立。重點是阿倫特將「言語」(speech；
Arendt 1998，178)當做人類社會平等的基礎一事其實業已包含了一些有關「正常」語言
（＝本國語言）與「派生」翻譯(＝外國語言)的預設，而這些預設其實都是傳統現代性
社會關係梯度(亦即從殖民到帝國的梯度)的基礎。另一值得一提的面向，是「民現」的
概念本身難免令人懷疑，與香港研究知名學者亞巴斯(Ackbar Abbas)在《香港：文化與
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所堅持的立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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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頒佈，「一國兩制」就被旨在回應分離主
義的「雙重國家」(dual state)取代，導致一個儘管包含種種曖昧矛
盾與阻擋解殖因素卻仍有民主契機的制度終告失敗。

不論我們如何去理解「雙重權力」，重點始終在於轉型的難
題。基於此，我認為，與其完全放棄轉型的概念或毫無保留地擁
抱資本主義普世轉型的概念，倒不如將邊界與翻譯當做轉型的關
鍵，去探討有無可能置換或刪除那些牽涉生命政治對比架構的部
分──區域，以及人種差異布署與現代性翻譯體制。從宏觀的國
際地緣政治到微觀的個人互動，本文透過各種不同脈絡，將廣義
的翻譯和語言勞動視為一種典型的劃界實踐，力圖發明既有世界
圖式以外的新可能。假設想要沿用多士卡諾的「雙重權力」概念
作為線索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從語言作為現代國家規管「外
部性」的典範一事的角度來看，翻譯與語言勞動其實就是「雙重
權力」最實在、最日常的所在之處。然而，要如何去想像以翻譯
為共通語言的政治組織一事，可謂超出了以再現與代表認知主體

有背道而馳之嫌。曾任港大比較文學系教授一職的亞巴斯曾經指出，「香港文化或直接
或間接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消失空間裡主體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往往以易於產生誤導
的方式被提出，誤而成為一個有關「香港身份」或「後殖身份」的問題」(Abbas 1997，
10)。根據亞巴斯的分析，香港文化之所以以「消失」為特徵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香港
本土身分不斷被泯滅，而是因為全球後殖都市空間裡，再現與自我再現的條件不斷被置
換一事引發了「在地」的含意「就在我們眼前不斷地蛻變」(Abbas 1997，28)。所謂「消失」
之意，其實就是意指身分從國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等「具體抽象」過程的視野消失，讓身
分不再被分界所定義。亞巴斯堅持在方法論上需要從主體性，而非認同的角度切入。其
中「主體性」的意義，務必包含「認同」無法處理的否定性與各種內部裂痕。從這個角
度來看，香港過去二十年政治論述朝著回歸本土身份劃界的方向發展，其實可以視為一
次弔詭的現象。表面上是在保持歷史記憶，實際上也是在重寫歷史、竄改歷史，將香港
原有的歷史特性──消失中遷徙經驗及其混雜性，埋沒在回歸邊界的視野下。亞巴斯個
人享有香港土生土長、非華人學者的身分，讓他成為香港歷史文化的最佳見證人與香港
「非關認同」政治可能性的理論大師。誠如亞巴斯所說，「身分的泯滅不完全是負面的，
只要可以進行到底」(Abbas 1997，14)。怪不得亞巴斯認為以下三種常見的「選項」―「本
土」、「邊緣」與「世界主義」，均無法幫助香港展開真正的解殖(Abbas 1997，11)。
對於亞巴斯而言，「本土早已就是一種翻譯」(Abbas, 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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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現代性政治哲學的範疇。

中文書寫

2021年初等待半年前大致寫好的稿子送去編排、印刷的漫長
等待過程中，我趁三天連假的機會趕忙回來補充漏洞，發現本文
將香港過去二十年的政治運動冠以「左翼敗北」的標題，與李俊
峰在 2020年底問世的小冊子－《撕裂／日常：「香港反修例運
動」筆記》不謀而合地共鳴。李聲稱，「連串的城市運動，包括
『保衛皇后碼頭運動』(2007)、『灣仔利東街社區運動』(2003 – 

08)、『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2009 – 11)…這些運動所建立
理想主義的進步主體或許仍在萌芽階段，在還未廣泛確立之際，
連串保守、排外與現實政治傾向的論述與行動又陸續展開」(李俊
峰 2020，10)。讀完了《撕裂／日常》一書後，蒙受眾多正面啟發
與震撼之餘，我腦海裡立即浮現了這樣的質疑：為什麼自己沒有
從劃界實踐的情感面說起？看到李俊峰從情感面切入，不談什麼
抽象的「劃界實踐」，而直接抓住日常經驗的真相，用非常具「體」
的字眼－「撕裂」去評論香港的政治演變，我都來不及佩服他這
位政治翻譯高手的模範翻譯(從我的角度來看，李俊峰成功地將「劃
界實踐」一詞翻譯成「撕裂」，真是太妙了！)，更是質疑自己立
場的無情。鎮定之後，我反而認為，那就是「撕裂」現象在我這
邊切身入骨的迴盪。6我不是無情，而是熱情地參與。就像「撕裂」
可以當作「劃界實踐」的情感翻譯，反之亦然，「劃界實踐」一
樣也是「撕裂」的理論翻譯。

此時講到翻譯，自然就牽涉到中文書寫的選擇。一位美國籍的

6　例如 2020 年 3 月底，筆名馮晞乾的香港專欄作家在並未履行新聞盡職調查倫理義務
(journalistic due diligence)且享有實際法律免責權的雙重條件下，在香港《蘋果日報》上
亂刊登其臉友對我的不實指控，進行抹黑與人格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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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為什麼，憑什麼用中文來寫一本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書？該書
的預期讀者是誰？殖民主義理論家梅米(Albert Memmi)在《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一書中反諷指出，
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脫隊去加入反殖運動，最後注定「逐漸體會，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保持緘默」(Memmi 1965，87)。梅迷的批
評言猶在耳，似乎就是針對今日被戲稱為「白左」立場的人發出
一次溫馨的提示。然而，梅米將殖民主義對人種的法理區隔推論
到規範的層次，形同掉入現代性殖民－帝國翻譯體制的預設立場，
將均質性發話書寫當作自然規範。錢德勒針對黑人思想先驅杜波
依斯(W.E.B. Du Bois)「色種界線」(color line)概念展開解構與再思
考的努力中，「去沈降」的概念可以視為一次超越梅米的提案。
假設說梅米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以殖民主義本身的法理區隔為規範，
導致解殖的格局陷入空間化梯度想像的陷阱，那麼錢德勒所提「去
沈降」的概念，旨在移除一層一層、累積已久的空間話語，讓我
們恢復殖民主義梯度以外的可能。

讀者可想而知，書寫語言的選擇是個曾經令我感到猶豫的問
題。因應我的提問，一位資深香港友人早在 2019年初勸我，7寫書
最好用英文發表(人家自己也都是這樣做，而且還有其他華人幫忙
將其外語著作譯成中文)。兩年後，自己的選擇早已成定局，白紙
黑字螢幕虛擬的中文草稿，我才讀到李俊峰一段文字，讓我產生
強烈的共鳴感。將自己所處的位置描述為「香港以致亞洲〔…〕『邁
向全面撕裂社會』的局面」的李俊峰建議，此時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尋找顛覆的可能性，挑戰或質疑這些選擇本身」(李俊峰 
2020，17)。我的想法與動機亦復如是，即使結果不盡人意。何止
香港以致亞洲，如今全世界都正處於「劃界實踐」的臨界點上，

7　本人當時蒙受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所之邀，在港短期教書一個學期，早在 2019
年 2 月底加入了第一波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連署與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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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全面「撕裂」的命運。故此，「劃界實踐」這個主題──恰
恰是這個主題而不是其他反修例運動相關的可能主題──讓我感
覺到，中文書寫的選擇絕對有其必要。之所以有必要並不是因為
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種或社群，例如「香港人」、「台
灣人」、「中國人」或者「華人」，而是因為透過中文去想像並
實踐另類世界圖式一事本身不但很有意義，更對跨國團結的另類
發明也影響深遠。我們不能甘心於英文充當普世翻譯機的自然選
擇，更不能接受語言與人種的假定互換(等同)性，就好比什麼語
言「屬於」什麼「民族」，什麼人就講什麼語言。假設說《批判
性中國研究學者》將邊界當作該團體賴以成立，卻同時在普世訴
求中力圖「超越」的對象，那麼那條邊界最原始、最具體的呈現
始終源自語言與翻譯勞動的分工體制。這就使得該團體成員永遠
無法且不需要站在「中文人」內部的位置書寫、發言並承受生活
的種種。與此不同，我堅信對「另類世界圖式」的貢獻，起碼必
須從現代性翻譯體制以外的發話模式開始，而這也是我嚮往已久
的個人夢想。

然而，理想歸理想，從現實面來看，中文書寫的選擇最直接的
後果，大致如下：一、書稿的出版變得加倍困難；二、出書對個
人品牌或個人聲望的加分成度立即銳減，甚至從正轉為負數；三、
書寫的過程被迫減速，害我更加辭不達義，力不從心；四、就思
想展論的面向而言，由於個人能力不足所致，中文書寫就難免產
生弔詭效果，讓概念表達同時失之精準卻更加簡易明瞭。也許，
這對我來說就是一次需要虛心領受的重要教訓。總之，這個選擇
確實稱得上一次劃界實踐，從瞎忙的新自由主義教學機器偷竊閒
暇時間，換取主體性的蛻變。

資本主義下一轉型：朝向武裝、私有化超級生命體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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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劃界布署與世界圖式的角度來看，反修例運動的歷史意義
可能最後定義為一次具有悖反性質的加速主義運動(accelerationist 
movement)。類似的想法過去一兩年在《品蔥論壇》熱絡討論中，
大致都將加速主義抬舉為終結中共政權的良方。然而，加速主義
的政治意義其實非常曖昧，有許多值得進一步釐清之處。香港反
修例運動此起彼落地提出「攬炒」主張，雖然確實代表以毀損社
會機器的行動去實現轉型的渴想，但是實際上完全缺乏未來的想
像。如此負面的評價一定會引起一些嘲諷與否定：「攬炒」的目
的不是別的，而正是為了打開未來，不是嗎？問題是，從「世界
圖式」的角度來看，「攬炒」完全受限於回歸思維。例如，香港
人權律師與前任港大教授戴耀廷 2020年 4月 28日刊登在《蘋果
日報》的〈真攬炒十步〉一文頗有代表性。該文論及「攬炒」第
十步時(「攬著中共一起跳出懸崖〔…〕看哪一個在跌出懸崖後仍
能死裏逃生」)，用「超出香港界線」為由，拒絕設想此舉可能引
起的後果。然而，這方面的想像早已有譜在先。同年 3月 29日，
運動(非)領袖黃之鋒在其臉書上與《明報》上同時刊登了文章，
呼籲其支持者將「攬炒」活動推進到國際層次，引發一場「國際
攬炒」(黃之鋒，2020)。至於「國際攬炒」對中國以外地區的政
治局勢可能產生的後果，黃、戴兩人及其支持者隻字不提。可見，
無論是黃之鋒還是戴耀廷，「攬炒」的前提假設其實就是「後殖
民免責權」(postcolonial immunity)，就好比認為曾經被殖民過的
人口就沒有必要為其行為可能產生的境外後果－例如大規模國際
戰爭或者某一「民主」國家陷入政治法西斯等事情的發生，負起
任何道德責任。戴耀廷「超出香港界線」的說法，充分顯現「攬炒」
的想像脫離不了回歸思維。從回歸邊界、同歸於盡等概念出發一
直到光復自由的整個射程中，「攬炒」對世界圖式並未產生任何
鬆動或帶來什麼積極的改變。即使是引發中國「巴爾幹化」的分
解，也不會置換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相反，「攬炒」與其說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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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不如說是負面的加深，以「後殖民免責權」的幻覺成全區域
與人種差異布署的蛻變。

至於加速主義本身的問題，過去兩年來的討論相當熱烈。在華
語圈，這個概念最有力的政治分析，來自筆名韋乞的理論家 2020
年頗有思想價值的大塊文章－〈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
爭)立場〉(簡稱〈加速主義〉一文)。從國際加速主義理論的整理
與介紹出發，該文確確實實地說明了「攬炒」放在加速主義的政
治哲學脈絡，決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跡可尋的「嚴肅」議題。
根據〈加速主義〉一文的判斷，「攬炒」的主張甚至該算是中文
語境中「加速主義者的一次早期教育」(韋乞  2020)。然而，對此「教
育」的過程，〈加速主義〉一文保持些許警惕，並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點出加速主義的「兩難困境」：

總的來看，加速主義陷入了如下兩難困境：一方面，這種理

論希望通過加劇民眾苦難來迫使維穩體制失去平衡 ( 宮廷政治學中

所謂「左」與「右」的平衡 )，因此被認為充當了暴政為惡的仲介；

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義者爭辯說他們只是旁觀並預測苦難的

加劇會帶來顛覆性的政治後果，就又會面對關於政治參與的批評，

即被認為喪失了政治抗爭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韋乞 2020）。

這是非常精彩、一針見血的分析。基於此，我認為〈加速主
義〉一文可以被視為一次接一次潛在性的雙向翻譯(bidirectional 
translation)思想試驗，試圖將認識與實踐、資本與人類、「工具性
的加速主義」與「無條件的加速主義」、國際左翼加速主義與中
國語境內的加速主義通通加以雙向翻譯，以期克服「兩難困境」。
透過這一系列的嘗試，〈加速主義〉一文好比試圖讓潛在性翻譯
本身加速並勾勒出一種遞歸翻譯(recursive translation)式的加速策
略，創造嶄新的主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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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加速主義〉一文堅持從認
識論，而不是時間的角度，去衡量加速主義的政治意義，算是一
次後果深遠的政治選擇。其後果之一就是〈加速主義〉一文對實
踐一詞的理解始終脫離不了認識論的層次。根據〈加速主義〉一
文的說法，「『實踐』就是指行動者可以完整認知到其意圖實現
的後果、並依據這一後果的價值而決定是否踐行其意圖」(韋乞 
2020)。這段文字算是一次標準的人道主義哲學表述，企圖將意義
的產生限定為認知主體意向的表達，導致意義與「非意義」之間
的互動被排除。

重點是，〈加速主義〉一文將「未來」與「未知」等同起
來，等於將未來視為「現在」的「外部性」，並將「外部性」化
約為一種連貫空間式的想像，就好比「未知」往往都是從特定區
域之外湧現出來的。其中「認知主體」對於劃界實踐的理解停留
在法理模型(juridical model)，認為「界線」的意義全部在於空間
區隔的辨識及其相對利弊的裁決。全文結尾倒數第二句話以法理
號令頒佈的口吻宣示，我們「不可能站到歷史進程之外」(韋乞 
2020)。至於時間的流逝在主體性建構中必然引起的異質性與否定
性等現象，這一切反而通通遭到遮掩，導致「誰才能站到歷史進
程之內？」的問題無法被提出。然而，我們怎能確定，所謂「歷
史進程」不就是資本狼吞外部性(非資本)之後所反吐的虛構或稻
草人呢？至於真正的「非資本」之事物是什麼，《加速主義》一
文並未討論。〈加速主義〉一文對時間如此理解，基本上就複製
了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賴以運轉的「均質、空洞性的時間」
(homogeneous empty time)，讓時間淪落為客觀量化的標準單位，
而不是主體的存有經驗。換言之，這種法理模型就注定讓我們忘
記，「速度」及其「加快」現象本來都是一些社會關係而不是一
個特定主體所駕馭的對象(例如技術或體制)。在這點上，阿利亞 ˙

迪恩在〈黑色加速主義札記〉(Notes on Blacceleration)一文針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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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主義的批評很值得參考。根據迪恩的觀點，加速現象當中最重
要的社會關係，莫過與「黑人(非)主體」(the black (non)subject)
(Aria Dean 2017)之間的互動與壓抑。迪恩提的「黑人非主體」其
實就是上文以「外部性」的概念加以討論的典型歷史案例。作為
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認識對象，「速度」問題的啟動就是從歐洲
帝國在非洲的佔奪行為起步的(Wilderson 2003，229)，並經由殖
民主義對外部性的規管作業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另一賴以運
轉的要素－世界圖式。作為「外部性」的虛擬記憶，世界圖式將「世
界」的假定整體性劃分為各個不同的「區域」，進而將每塊被分
出來的區域當作特定「人種」(例如「黑人」)的「故鄉」。然而，
從黑人現代經驗的角度來看，這些「故鄉」及其人口全部都是資
本建立在黑人非人化(或者說物品化)基礎上的幻影。作為現代性
的起始點，黑奴被當作物品而不是人一事啟動了所有其他「人種」
的主體化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原來以為最天然的世界區
域分布圖，其實是個龐大拘留所的藍圖，讓其中的「人類」形同
戰俘一般，被迫轉變成積累主體。「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產生
的各個不同「人種」主體背後都隱藏被對象化(被物品化)的黑人
非主體。正因此，迪恩就提醒我們：「不論資本主義機器轉得多快，
加速主義總是早已陷入缺油的狀態〔…〕那麼，這點對於加速主
義意味著什麼呢？直接了當地說，黑色就中斷了並阻擋了左、右
政治區隔得以成立的『人類 vs資本』這個二元格局」(Aria Dean 

2017)。「加速」的現象與其說是「體制」或「技術」的問題，不
如說是「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創造的虛無幻影，遮蓋「非資本」
的啟發。

方法論的選擇另一嚴重後果在於它所暗中應用的族類觀，將
族群或人種身分視為一種經驗事實或經驗的對象，就好比整體性
(例如，一個民族語言)是生活中的實體經驗。此一觀點忽視了人
類社群區分從本質上是一系列非連續性實踐的表現，區分中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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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而這一系列區分無法訴諸「統一」與「多元」的架構詮釋。
正因為是非連續性的實踐相關，這些以語言為典範的區隔，歸根
究柢無從訴諸認識論的架構來理解。也就是說，如同語言的整體
性無法在現實經驗中獲得具體體會一般，我們同樣無法將社會關
係視為一些純粹認識論的對象。即使是知識生產始終也是一種社
會實踐。可惜的是，〈加速主義〉一文前衛性的翻譯嘗試，最終
收場的方式就是將「外部性」再現為不同整體性語言之間的差異(例
如，西方與中國不同語境)，並將外部性化約為實體空間。問題的
根源在於〈加速主義〉一文將「語境」－尤其是「中國語境」視
為一個給出性的整體，並將翻譯理解為不同語境間的搬運或轉移
過程。然而，語言的整體性往往依賴兩個步驟方能成立：首先要
將差異納入連貫性的梯度，然後再以「科 ˙種 ˙屬」的邏輯圖式加
以分類。「中國的語境」並非一個現實經驗當中可以體驗的對象，
而是一個假定概念。這個假定概念必須暗中透過翻譯的步驟才能
確立。因此，假設從「語境」成為「語境」的視野出發，抓到「語
境」成為「語境」之前或之外的劃界契機(也就是說，抓到「凡是
語言都是翻譯」的契機)，〈加速主義〉一文的遞歸性翻譯嘗試或
許最後才有可能衝破加速主義本身對於「非資本」之物的錯誤預
設(這個錯誤預設誠如迪恩所批評那樣，從「黑人非主體」的預設
隱約可見)。

不然，少了這些批判與解構視野，〈加速主義〉一文所秉持的
加速概念最後難免落為一種信仰論。「歷史進程」壓境後，世界
圖式與歷史的發展方向均可朝向回歸的目標邁進。當然，對於「攬
炒」信徒而言，重點是世界圖式的回歸還添加了一些邊界的重劃
動作，終結中共的維穩體制乃至整個中共政權及其「天朝」的疆
界。問題是，所謂「維穩體制」要維持「穩定」的對象，歸根究
柢就是廣義「邊界」這個具體抽象性，因為這個具體抽象性才是
中共統治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牆」國當局採取獨裁政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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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其實是一種針對轉型帶來危機感的回應，試圖訴諸邊界來
駕馭轉型的風險並確保轉型前後的種種射程軌跡。8那麼，「攬炒」
訴諸邊界試圖推翻維穩體制的結果，除了讓邊界「加速」(移動、
擴散與繁殖)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在如此犬儒信仰的陰影之
下，最需要被提出的問題是，攬炒真正催促的轉型是什麼？ 從表
面上來看，答案必須在科技與戰爭的結合那邊去尋找，但是在接
下來的討論中，我希望最後說明這個答案為什麼其實缺乏一定的
說服力。

根據速度研究先驅維希留(Paul Virilio)，速度往往與戰爭，尤
其是殖民戰爭有關係。如今中美戰爭隨著諸如科技、貿易、供應
鏈、金融、資訊與人工智能等各種戰線的啟動繼續延燒。而邊界
普遍被武裝化(weaponized)，導致熱戰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法爾克（Richard Falk）在 2020年 7月
判斷：「可能以冷戰開始的『中美新冷戰』局勢隨即引爆大型熱
戰的可能性與美蘇冷戰時代相比更大」(Falcone 2020)。我在 2021
年執筆之際，難免悲觀地認為，也許我們所處的階段為時已晚，
雙邊升級的動態似乎進入了不可逆轉、往上爆發的惡性循環。甚
至，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ucydides trap)已經變成了日益逼
近真實的預言。

「攬炒」如果執行到底會不會導致「中美斷交」甚至「中美
戰爭」，確實沒有人知道。然而，重點不在於中美戰爭能否避免(反
正，攬炒信徒擺明不管)或者中共能否被推翻，而是在於早已以各
種不同形式佔據我們生活、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前後的轉型是什麼？
從這個角度來看，「攬炒」最大的意義在於一次恐怖生命政治轉

8　習近平領導的獨裁政權一面構築了一條對抗金融化勢力的防火牆(Hudson 2021)，一面延
續了中共管理層的階級利益。作為一種潛在性的政治抉擇，這樣的獨裁體制似乎旨在確
保中國的轉型未來可以避免踏上金融化資本主義的道路，並烙守相對經典國家資本主義
的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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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邏輯，最終得透過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的研發與布署，去催促
資本主義下一階段的物種轉型。9正因此，攬炒也完全符合「災難
資本主義」(Klein 2007)的邏輯，以災難為治理技術，賺取暴利，
順便推進資本主義恐怖的演變。然而，這個演變不能單從資本主
義或科技的角度去詮釋。對此，前人的警告或許最能引起世人的
共鳴。義大利左派哲學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親身參與 1977年
義大利自主論左派大規模社運，最後以大挫敗收場，經過數十年
後他為我們總結關鍵的教訓：「當時毀壞機器行動就是衝著現存
機器而來，但是我們反而並未成功發明一個毀損未來機器的方法」
(Negri 2017)。在奈格里那個年代，所謂「未來的機器」指的是即
將被引進生產過程的電腦。爾今，「未來的機器」之意，從香港哲
學家許煜(Yuk Hui)稱為「科技總體化」(technological totalization)
趨勢的角度來看，就是意指朝向「超級生命體」(superorganism)  
(Hui 2019，29)誕生的方向邁進。從目前國際關係的走向判斷，這
個具有人工智能的「超級生命體」注定與諸如軍事化、私有化與
金融化等惡性趨勢結合。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2021
年的報告呼籲美國政府拒絕簽署任何智能武器反擴散條約，並以
「中國威脅」為由，呼籲美國產官學攜手投入積極研發智能武器
的 計 畫(�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cial Intelligence 

2021)。10對此， 《禁止殺人機器聯盟》(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的發言人夏齊教授回應，「這是一份令人震撼與恐懼的報
告，將殺人的決定交給自動判斷的智能武器，並縱容它們無限擴
散。全球最資深的智能科學家一致發出警告，指出此事後患無窮，
但是他們〔指美國政府〕還是執意繼續。這將來注定會引起嚴重
違反國際法的事態。」(Kelion 2021)重點其實不是有沒有違反國

9　請參見拙文 Solomon(2020)。
10　英國與法國前後響應了美國的立場，以「中國威脅論」作為智能武器研發的正當性依

據。請參見 Sabbagh(2021)與 AI Task Forc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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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而是智能機器人的發展與軍事化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結合
一事，從本質上超越了任何倫理使用原則可以控制的範圍。也就
是說，智能武器的發展因為不是單純武器系統的問題而是一整個
社會生產組織架構的問題，所以就完全缺乏任何正當性可言。為
了彌補正當性的缺乏，信仰論者豎立一個「絕對邪惡敵人」的對
象一事隨即變成了不可取代的當務之急。攬炒的歷史意義盡在此。
它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與其說是對抗「赤納粹」的前哨戰，不如說
是透過中美衝突的催促，給「武裝超級生命體」的發展提供一個
正當性的藉口－所謂「中國威脅論」，讓「超級生命體」和軍事化、
金融化與私有化等資本主義既有的趨勢順利結合並無限、快速地
發展。此一發展趨勢的歷史先例就是前一恐怖武器系統－原子彈
的發明過程。根據最新公開的機密資料顯示，雖然英國情治單位
最晚在 1944年已經掌握了確切的訊息，確知希特勒下令禁止了原
子武器的研發，可是為了動員科學家積極加入研發的計畫，美國
政府刻意隱瞞事實並操弄德國威脅論，誤導科學家誤以為納粹德
國快要越過倫理界線搶先發明恐怖的世界末日武器。透過如此純
粹虛構的騙局，美國當局終究克服了美國科學家團隊內部對此計
畫的倫理反對，進而開啟了後果不堪設想的核武災難時代(Ellsberg 
& Jay 2018)。

表面看起來，這種「武裝超級生命體」的誕生過程似乎驗證了
加速主義的預設立場，將歷史視為一個進程，進而將人類的位置
定位在該進程內部非自主的幫手。然而，這種觀點其實只是將「黑
人非主體」效果加深。「武裝超級生命體」與其說是科技與資本
結合的產物，不如說是外部性被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所俘虜的結
果。此一批判性論點的啟發之一就是促使我們將現代生命政治的
歷史分為兩大階段或時期。在第一個階段裡－我們可以稱之為「經
典現代性」，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典範關係就是「國家」與「人
民」。到了「奇點現代性」時代裡，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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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升級」，蛻變為「基因池兼資料庫」與「機器人群」的關
係。換言之，攬炒所開啟，或者說至少推助的進程，是一次物種，
特別是「機器」等技術對象(technical objects)相關的轉型。其真正、
持久性的意義其實遠遠超過以內戰(香港)或宗教戰爭(中美)為範
本的政治格局，而是直接指向物種之間的生命政治災難。

正因此我們還是需要回到「牆」國與「我們」的關係這個命
題上。雖然自由主義戰爭國家對於奴役制的歷史責任，已經是廣
為人知的事情(儘管這些責任的範圍與具體意義依然十分模糊)，
可是，自由主義戰爭國家應該為其反自由主義的諸敵國(illiberal 
enemies)負起何種歷史責任的這一歷史正義之問題，一個廣獲正當
性的初步提案似乎還離我們十分遙遠，更何況是個有雛形的答案。
為了打退共產浪潮，美國在二戰前給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提
供的金融、法理、論述與技術協助，對於法西斯的崛起扮演了關
鍵的角色。武裝自由主義儘管與其歷史他者──從奴役到恐怖分
子與獨裁──之間的互動，存在著這麼多的黑暗密史與合謀，它
之所以能持續享受如此指標性地位，恰恰是因為它不斷研發出各
種有效抵賴或轉嫁這些歷史責任的機制。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其
實是一種轉型論述與翻譯再現的霸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機制莫過
於「邊界」。從這個角度來看，「牆」國歸根究柢只不過是「西方」
種類差異體制必然反覆產生的連環他者之一。

如今面對又一次反自由主義敵國的崛起之際，左翼假設不是
從邊界的取消抑或邊界的捍衛、而是從劃界實踐與資本主義的關
連重新出發的話，一定可以避免成為加強邊界的回歸、加速武裝
超級生命體誕生之幫手，進而對於截然不同的轉型實踐做出重大
貢獻。

我們共同的處境恰恰在於我們分享的共通邊界。這種共通性
訴說它「自己」的方式就是透過翻譯實踐去說話。以此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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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嘗試對埃馬紐爾 ˙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1789年在他
論革命的小冊子《論特權 ˙第三等級是什麼？》中發出的著名提問
做出一次更新：「什麼是第三等級？所有人。它現在如何？什麼
都不是。它想要什麼？變成些什麼。」今天，我們對這些問題的
回答可能會是這樣：「什麼是第三等級？大家分享的共通邊界。
它現在如何？只是在邊界的一側選邊站。它想要變成什麼？一名
劃界實踐的高明譯者。」在翻譯這個非常日常卻意義深遠的社會
實踐日益被交給智能機器去執行的時代裡，新的第三等級人革命
顯得越來越重要。

蘇哲安 
現任里昂大學教授兼巴黎十大跨科多語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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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翻譯與區域佈署

首宗注意翻譯與資本主義轉型之間內在關連的著作，應該是
印度後殖理論學者恰亏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之《將歐洲省級
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性》(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ought and Historical Di�erence)：

假設想要避免歷史主義思想結構的陷阱，資本主義轉型相關

的歷史辯論就必須將此一轉型視為「翻譯」的過程（Chakrabarty,  
2000，19）。

恰亏巴提將人類社會分為眾多「生命世界」(life-world)組成，
而所謂「翻譯」一事對他而言，就是意指不同「生命世界」之間，
在資本主義擴展的衝擊之下，彼此進行互動關係。作為現代殖民
主義的主要驅動力，資本主義逼使世界上每一塊「生命世界」進
行資本主義轉型，而這一轉型的過程，自從最早英國 16世紀「原
始」或「初始」積累(primary or originary accumulation)時代以降，
往往就是一種翻譯事業。作為一種生產，這種翻譯的結果就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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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創造：

翻譯從「不可估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所生產出的［…］

正是我們稱之為「差異」的半透明關係。（Chakrabarty 2000，
17）

對恰亏巴提而言，翻譯不僅發生在不同生命世界之間，更發
生在抽象思想的層次上，尤其是歷史知識與歷史敘述上。恰氏認
為對歷史的認識可以分為兩大類型，「第一型歷史」意指直線式
的「進步」觀，將時間視為均質性而空白的故事版，將由「落後」
往「進步」的演進當做填版的故事細節。這種歷史認識類型遮蓋
了資本轉型對知識和語言及相應的主體性造成的革命性變化。相
比第一型歷史的普世主義預設，第二型歷史則是一種潛伏在第一
型歷史底下的特殊主義歷史觀。這兩種類型的歷史敘述模式之間
的關係，也可以視為一種翻譯關係：

由此誕生的過程就是歷史學者通常所稱的「資本主義的歷史轉

型」。該轉型也算是一種翻譯的過程，將眾多生命世界與人類存在

的概念視野通通轉譯進順著資本邏輯的啟蒙思想範疇（Chakrabarty 
2000， 71）。

對於恰亏巴提而言，現代語境下的翻譯可以分為兩種。其一為
普世主義模式，將潛在性理想化(概念化)的第三項當做兩個不同
生命世界詞彙的媒介。與這種被稱為「社會學式的翻譯」模式不
同，第二種翻譯，亦即「非社會學式的翻譯」(Chakrabarty 2000，
86)，具有「非現代」(ibid. 88)特質。這兩種翻譯模式追根究柢都
是一種政治經濟學。非現代翻譯就好比以物易物，而社會學式的翻
譯則好比商品經濟的一般交換(ibid. 85)。用哲學的概念去說明，前
者展現的是特異性(singularity)，後者展現的是普世性(univer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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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事物抽象化的過程關鍵性地把「資本主義」與「翻譯」
關連了起來。恰亏巴提認為馬克思描述資本主義將「具體勞動 」
(real labor)轉型為「抽象勞動」(abstract labor)的關鍵過程 1，基本
上也是一種翻譯。

從「具體」到「抽象」的轉型因此是轉型／翻譯的問題，是一

種從眾多而可能彼此無法換算的時間性到抽象勞動的均質時間性、

以及從非歷史到歷史的轉型（ibid.: 92）。

透過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對話，恰亏巴提將翻譯納入價值形
成過程(valorization)中出現交換價值與抽象勞動的脈絡，使得兩種
社會過程達成等同關係或相輔相成的狀態。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
的條件下，交換價值可以說是一種翻譯，而翻譯就是為交換價值
而服務，或者更精準地說，翻譯為根植於交換價值預設的資本主
義積累體制而服務。

恰亏巴提的「翻譯／轉型」綜合概念凸顯的，是世界版圖想
像對於翻譯與轉型的重要性。如何瞭解世界的劃分一事就被提升
到相對關鍵的位置，使得我們對轉型的理解取決於翻譯實踐所創
造出的世界圖式。然而，恰亏巴提這個創舉的侷限或缺陷在於，
種種翻譯，無論是不同歷史類型間的翻譯還是不同生命世界間的

1  「抽象勞動」就是將勞動從一切具體生活脈絡抽離之後，根據勞動所需時間去加以抽象
化。勞動一旦被視為跟特定生活脈絡無關的活動之後，時間就被化約為一種均質性的介
體，可以拿來衡量各種具體勞動的價值。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商品的價值就是根據這
種均質性的抽象標準－勞動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因為馬克思認為可以作為交易對象的
「抽象勞動」其實是一系列被抽象化的社會關係的結晶，而不是一種認知對象單純被抽
象化的概念，所以他才將批判的矛頭集中在價值之所以成為價值的社會過程。這就是所
謂「價值穩定過程」或「價值形成增殖過程」(英：valorization；德：Verwertung)。價
值形成過程雖然表面上主要牽涉商品上市的具體價格，可是其真正的用意在於確定資本
最需要的商品－勞動力，被貼上價值，並成為一種商品化的對象。也就是說，價值形成
過程就是將人的價值限縮在自我商品化、催促資本累積等行為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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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都已經事先納入了對翻譯的某種預設。就像生命世界的概
念包含潛在性的翻譯預設在內一般，歷史類型概念的成立也脫不
了與翻譯的潛在關係。這樣一來，翻譯與轉型兩者便形成套套邏
輯的循環關係。一方面，不同區域的不同轉型都是翻譯的結果，
另一方面，不同翻譯都是相異的區域轉型所引起。

為這些問題困惑之際，我剛好讀到了越裔美國學者阮李巍(Duy 
Lap Nguyen)於 2013年對《將歐洲省級化》一書的批評，受益非淺。
阮李巍確確實實有注意到恰亏巴提的展論最後難免掉入套套邏輯
的陷阱：

因此，在恰亏巴提的分析中，啟蒙思想中的「人」的概念，

內嵌於一種特定實踐，而這種特定實踐則內嵌於啟蒙思想中的

「人」的概念。於是乎，現代性由其自身的普世抽象性誕生（Nguyen  
2013，6）。

如此套套邏輯問題之所以會冒出頭，是因為恰亏巴提偏離了
馬克思對抽象化的理解。根據阮李巍的看法，恰氏蒙受早期海德
格詮釋學的影響，將抽象化與具體實踐對立起來，認定抽象化僅
能產生於具體實踐缺席的脈絡──比方說理論思想的脈絡。例如，
恰亏巴提認為普世主義啟蒙概念之所以會成為一種現代性統識，
主要是因為源自具體脈絡的觀念與習俗均被納入「社會學式的翻
譯」邏輯之後，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特異性意義，並成為普世 vs特
殊生產機器的原料。換言之，對恰氏而言，第三世界的「生命世
界」經過一種「粗暴翻譯」(rough translation Chakrabarty 2000， 

17)，其具體實踐所含有的特異性因素即被刪除，取而代之並佔上
風的是普世主義的抽象思想。與此相反，阮李巍教我們去注意，
在馬克思那邊，「抽象勞動」與「資本」這些牽涉抽象化的關鍵
概念，都是具體實踐的真實產物。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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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一書中指出，中產階級主導的現代性社會「受治於抽象性」
(ruled by abstractions)(Marx 1973，164)，他試圖描述的情景恰恰
就是由具體實踐創造出來並隱藏在日常生活裡的具體抽象性(real 
abstraction)2。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商品中的商品－貨幣。天天使
用的習慣使得我們對其極高度抽象性習以為常，直到無法察覺貨
幣其實是個非常抽象的東西，由許多表面看不見的社會關係組成。
抽象勞動雖然抽象，但是還是產生於非常具體、處於特定歷史時
空脈絡的資本主義實踐之上。因此，對馬克思來說，作為一種抽
象理念的啟蒙思想，特別是啟蒙思想對「人」的理解，其實都是
具體實踐－人的勞動產生出來的東西。抽象的普世主義人類概念
與抽象的勞動概念之間，存在對應關係。恰氏與馬克思的差別，
在於恰氏對此對應關係的認識中，具體實踐或被「社會科學式的
翻譯」所扭曲，或乾脆缺席，尤以非西方的具體實踐為甚，而對
於馬克思來說，抽象勞動其實本來就意指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實踐，
一點都不「抽象」。總之，恰亏巴提的問題在於他無法把抽象性
歸納為特定實踐的具體結果(Nguyen 2013，6)。

我之所以針對「具體抽象性」的說明花上心思，是因為我認
為可以從酒井直樹的翻譯理論那邊吸取重要的養分來彌補恰亏巴
提「翻譯／轉型」的不足。《將歐洲省級化》一書問世後引起辯論，
不少評論者認為恰亏巴提採取了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儘管書內
直接宣稱，「歐洲省級化的計畫因此就不能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
的計畫」(ibid. 43)。有別於相對主義，恰亏巴提強調他的翻譯主
張主要是一種「以特異性為方法的思考」(ibid. 83)。在學術界「以

2 阮李巍雖然並未直接提及，但是他對抽象性的重視與理解需要放在 2000 年代起，諸如
多士卡諾(Alberto Toscano)、墨爾(Jason Moore)與尾註(Endnotes)等理論家都回去重
新詮釋馬克思及其後人，特別是索恩 ˙ 雷特爾(Alfred Sohn-Rethel)與阿多諾(�eodor 
Adorno)等人的相關研究，將「具體抽象性」(real abstraction，亦做「現實抽象化」)的
概念發揚光大。有關這方面的思想史，可參見 Oliva, Oliva & Navar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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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地區〕為方法」的主張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當代思潮脈絡裡，
恰亏巴提的立場頗有獨創性，教我們去想像一種與區域無關的翻
譯模式。然而，這個翻譯模式到底是什麼，或者說，什麼樣的翻
譯理論才能呈現翻譯實踐的特異性？並不清楚。由於恰亏巴提將
語言當做「生命世界」的介體的緣故，這個問題因為受到了太多
浪漫主義語言與民族相關預設的限制而無法被提出。畢竟，將世
界版圖切分為各個不同「生命世界」的作法本身已經包含了潛在
性的翻譯契機，否則就不可能將這些「世界」之間的邊界指認出
來。

作為邊界範本的語言區隔，曾經為酒井直樹〈何以計數語
言？翻譯與非連續性〉(How do we count a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Discontinuity)一文中詳盡分析的對象：

在概念層次上，翻譯文本的「來源語言」與「目標語言」

僅是規整性的理念（regulative ideas）3。這些理念的用意在於

勾勒出一些圖式，套用在我們對翻譯的再現上（schemata in our 
representation of translation）。至於這些語言本身的經驗性存有，

唯有透過事後再現翻譯的運作，才能被確知。我們用以辨認語言

整體性的尺度［…］僅能在語言的界限處找到，僅能在那個接觸

無所意味（non-sense）、並逼使我們將無所意味轉變成有所意味

（sense）的「邊界」上遇到。不用說，如此將無所意味轉變成有

所意味的情景，也就是展開社會行動的情景，例如跟外國人互動，

向他們徵詢回應、尋求肯定等等，就是一般所謂的「翻譯」――

只要是允許我暫時不顧「翻譯」與「詮釋」間的慣性區隔便能成

立。這就是說，語言的整體性往往就是相對於另一整體的再現關

3　康德將那些如同自由或上帝等無法以經驗去證實，卻對經驗知識起著架構性輔助作用的
概念稱為「規整性理念」。作為主觀信念，規整性理念可以代替現實經驗中無法體驗的
對象──例如，語言的整體性，讓我們的現實行動假借這個理念去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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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它永不可能自行給出自己，而只能通過另一整體而獲得轉移

性的給出。在界定特定語言整體性的過程中，一種對話性的二元

性（dialogic duality）確實是無法迴避的事情。作為整體的語言之

所以往往召喚另一語言並存的原因，不只是因為翻譯就是一種跨

界活動，更是因為，甚至主要是因為，翻譯首先就是劃出邊界的

動作，就是劃界實踐 (Sakai 2009，83)。

換言之，恰亏巴提的「生命世界」概念作為一種變相的語言整
體性概念，雖然依賴翻譯的動作才得以成立，但是在成立之後被
再現的過程中，他反而回過頭來壓抑了能夠看清原始翻譯動作的
劃界實踐的批判視野，讓每一個「生命世界」的專屬語言看起來
像是獨立且純粹的整體，並不包含任何語內翻譯的元素。這樣一
來，恰亏巴提的翻譯概念注定落入他所詬病的啟蒙思想抽象化的
陷阱，成為與具體實踐毫無關連的抽象概念。在這點上，酒井直
樹的翻譯理論可以雪中送炭，挽救恰氏的困境。對酒井來說，翻
譯具有雙重特質，其一是將無所意味轉換成有所意味的實踐過程，
其二是事後再現的抽象化過程。純粹實踐型的翻譯與實踐被轉換
為再現型的翻譯之間的區隔，表面上相對應於恰亏巴提「社會學
式的翻譯」與「非現代」、「特異性」翻譯的區隔。然而，對酒
井來說，無論是翻譯的再現還是翻譯的實踐，其實都牽涉不同的
個別實踐過程。兩者的差別在於翻譯實踐是否被抽象化。重點是，
酒井為我們打開了一個關於翻譯的寬廣視野。

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不再僅僅意指一種跨語現象，而是語
言本身具有的特徵。不但可以說，凡是語言都是一種翻譯，還可
以說，凡是社會關係都牽涉到翻譯的實踐問題。基於此，本文對
「翻譯」一詞的使用，分別涵蓋廣義的語言勞動，以及全球社會
關係(含跨物種關係在內)。為了置換傳統語言學對翻譯的成見，
酒井直樹翻譯理論中重要的基礎概念之一就是「均質性語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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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模式」(homolingual mode of address)與「異質性語言的發話模式」
(heterolingual mode of address)。與「單語主義」的概念不同，前
者其實涵蓋了語言複數並存的情形。重點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如
何思考語言的整體性。「均質性語言的發話模式」代表一種以翻
譯的再現為預設立場，將每一種特定的語言視為一個系統性的整
體。反過來看，「異質性語言的發話模式」將一切語言行為視為
翻譯、一切發話者視為譯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凡是發話事件本
身就是一種翻譯，而翻譯根本上就是社會實踐。然而，在均質性
發話模式的預設下，我們所看到的僅是語言(翻譯)被再現並虛構
為整體性的假象。

放在資本主義抽象化的脈絡來看待，翻譯的再現是一種標準的
具體抽象性。如此的抽象性雖說抽象，可是也是以非常具體的方
式被編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行動的前提或基本假設。它順利
讓我們習慣性地誤以為，從無所意味到有所意味的轉換過程，可
以完全“map”在兩個不同生命世界語言整體之間。然而，翻譯與
其說是牽涉兩個不同語言－文化－民族複合體或「生命世界」之
間的「橋樑」，不如說是創造出「需要蓋橋的兩岸」的技術。作
為一種再現，翻譯雖然確實具有「搭建橋樑」的功能，但是「橋樑」
的作用之一──遮掩「橋」的兩端，其實都是翻譯作為劃界實踐
(而不是再現)的結果。唯有當翻譯被納入有別於實踐的再現架構去
理解的時候，也就是說，當翻譯被抽象化的時候，「現代性翻譯
體制」(the modern regime of translation)(Sakai 2017a，106)儼然成
形。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抽象性其實非常具體。翻譯實踐獨有的創
造性──將無所意味轉換成有所意味，一旦被遮蓋，原本透過它
的運作而形成的種種「兩岸」倒過來成為一種預設性的實體存在，
就好比個別語言的單獨存在先於認定語言區隔的步驟。然而，認
定區隔的步驟其實不是別的，正是翻譯最原始的行動，但是在現
代性翻譯體制的統識之下，我們一般習慣從再現的角度切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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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創造出的語言整體性圖式(schema of the totality of a language)  
(Sakai 1997，56 passim)理解為翻譯發生前的原點，將翻譯實踐的
時間性本末倒置，導致原本引起翻譯需求的非連續性－無所意味
的經驗，立即被壓抑。

套用酒井直樹翻譯理論的觀點，這正是現代性翻譯體制針對
譯者的位置施行壓抑性收編的結果之一。其主要的作用就是透過
一種再現的邏輯，將譯者混合性與激進不確定性的位置化約為一
個符合邊界分明的格局。在這個再現的格局裡，譯者則被呈現為
一種在不同社群之間穿梭的身分，而社群間的邊界具有一種道德
色彩，譯者的任務就是在遵守邊界道德價值的條件下去搭建一些
具有倫理色彩的橋樑，讓一些訊息概念可以順利通過。也就是說，
在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意識形態作用之下，譯者被賦予一種不同社
群間穿梭的身分一事，純粹是抽象化再現的產物，與譯者真正的
實踐經驗距離甚遠。

相比之下，酒井將譯者的主體性描述為一種 「轉運中的主體」
(subject in transit)，並凸顯了翻譯實踐透露出發話者、聆聽者與譯
者等三種角色的不穩定性與混合性(Sakai 1997，11 passim)。正因
此，酒井總結：

我們倘若將翻譯定義為一種溝通行為的話，翻譯中非連續性

的面向就會被壓抑。這就是我稱之為翻譯當中人格的不確定性或

擺動性（Sakai 1997，13）。

追根究柢，作為一種轉運的主體，譯者的位置就是以上三種
角色的綜合體。從這個角度來看，譯者的位置並不存在「失語」
的問題，而是一種不規則的熱鬧狀態。擺動的聲響所帶來的多重
聲音相互穿插的狀態，確確實實地壓過「失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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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的梯度

然而，翻譯實踐與差異之間的關係確實容易引起困惑。恰亏
巴提雖然可以順利指出「翻譯從『不可估量性』所生產出的〔…〕
正是我們稱之為『差異』的半透明關係」(Chakrabarty 2000，
17)，可是恰氏對理論如何才能忠實呈現「不可估量性」的問題 ，
並未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答案。相反，恰亏巴提的生命世界概念本
身已經將不可估量性納入了抽象化的翻譯再現架構。由各個生命
世界組成的全球版圖於是呈現了完全缺乏真正的不可估量性的面
貌，讓生命世界的範疇本身成為一個對稱性的共同尺度或標準。
儘管如此，恰氏敏銳的眼光還是抓住了重點。差異的存在並不是
引起翻譯行動的原始事件。相反，差異才是翻譯行動這個原始事
件創造出來的結果。需要補充的部分在於，這裡所謂的「差異」
僅是翻譯實踐後的再現，需要與當初號召我們展開翻譯的「不可
估量性」或「無所意味性」嚴謹區隔。

「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一詞與「差異」(di�erence)的概
念之間的區隔因此值得說明一下。基本上，差異屬於連續性的範
疇。畢竟，哪裡有同一，哪裡就有差異，哪裡有差異，哪裡就有同
一。連續性則意指同一與差異連結起來的關係。換言之，差異不
可避免地返身導向同一性與相同性，非連續性反而牽涉一種基進
的不確定性。雖說非連續性可以理解為一種差異性的差異，可是
為了避免術語混淆起見，我採取非連續性一詞作為清楚區隔。非
連續性恰恰就是那種逃脫了同一與差異的閉路耦合的東西。它總
是保持不可通約性和不確定性，並出現在任何對比操作發生之前。
因此，連續性可以視為一種派生的、後於非連續性的基礎設施或
建構，使得對比以及由對比所產生出的差異成為可能，進而建立
一個規範參照去指認一些相互反對的對象，例如互相不隸屬甚至
敵對的主權國家。與此不同，非連續性就是一種存在於國際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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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之前──也就是國與國被區隔之前的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
(Sakai 2013)或共通普及(common)的狀態。而這裡所謂的「之前」，
其實無法用線性時間觀的方式去理解，就像「之間的地方」最好
不要單獨訴諸空間的概念去理解一樣，「之前」或「之間」的狀
態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能乍然出現。

邊界研究一般都是從邊界催生出的分類形式與各種控管功能
去著手。儘管邊界催生的諸種效果或則在激烈的爭議中受到質疑以
至引起「無國界」的呼聲，或則作為當下危機的解決方案而獲得
肯定以至成為築牆的主張或計畫，其將民族國家或文明區域的存
在自然化的制圖學式想像，卻毫髮未損。相比將邊界當成一種空
間裝置來展開批判，我在此更感興趣的對象是那些創造並複製邊
界的社會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邊界雖然往往呈現出一種自然
給出的面貌，但是它始終具有根本的社會性質，需要反覆展演方
能成立。這類社會實踐的特徵在於，它們能夠透過封圈 (enclosure)
的過程去產生一些社會「對象」，並在此基礎上反過來將諸「對象」
呈現為先於劃界實踐的給出存在。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使用
了空間相關的詞彙表達，可是劃界實踐基本上都是透過時間去展
開的，跟空間無關。換言之，劃界實踐過程中出現的邊界，與純
粹再現式或觀察式的界線需要嚴謹區隔。

確切地說，劃界實踐意指那些將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的社
會關係轉變成連續性(continuity)的實踐過程。這些過程以封圈運
動的形式生產出假定具有內在一致性且相互對立的知識－地理實
體(拿當前香港的例子來說，那就是西方 vs.中國，中國 vs.香港，
或者再變為中國和西方聯合體 vs.香港)。透過對這些圈地或區域
精耕細作，邊界就被假定為不同且對立的區域間的界線，而根據界
線所創造出的實體就成一種連續性的梯度(continuous gradient)。
其中的差異與對立儘管可能存在懸殊的權力不對等，也始終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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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形式上的等同關係。它們實際上服務於同樣的規範參照和同樣
的資本主義價值的生產。這些對立發明出的知識－地理實體(主要
是些民族國家和文明集團)實際上是被置放在連續且單一梯度的不
同點上而已。

當前進步思想與社運圈，如同前面說的《批判性中國研究學
者》或《流傘》等團體，在在強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超越邊界」
的呼聲，雖然揭穿了連續性梯度內差異的假象或合謀，對於那些
將梯度創造出來的劃界實踐卻完全置之不顧，甚至正因此而讓這
類實踐既有的制度性收編形式變本加厲，引發邊界擴散。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酒井直樹的分析(Sakai 2005b，184-

185)，差異梯度不僅是牽涉國族身分的事情，更是與個體位置相
關的制度。梯度作為梯度存在就意味著梯度內的個體位置相對不
穩定。這些相對不穩定的位置需要經過反覆展演的過程方能順利
複製。換言之，差異性梯度就是兩種二元對立組合的結合，例如，
本質 vs反本質主義與普世 vs特殊主義。作為一種抽象關係的符徵，
「西方」的位置，隨著具體脈絡的變化就會不斷地產生各種浮動
或移動，但是關係本身不會變。在梯度中處於相對優越的位置的
「西方」，隨著脈絡的變動就可以讓各個不同身分的身體去臨時
佔有它。從這個角度來看，種族主義與社群區隔的意義顯得不一
樣。在一種脈絡中可能扮演「西方人」的人，在另一脈絡中可能
就被當做西方人的他者。例如，在香港之於西方的脈絡中可能被
當做非西方人的香港微生物學專家，在香港之於中國內地的脈絡
中，可能就可以站在如同「西方」一般的相對優越位置上去譴責
中國文化的「劣根性」，並發布各式各樣的建言命令去糾正中國
人的「陋習」。

作為從 15世紀迄今一波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最大、最顯著的遷
徙人口之一，「華人」對於區域布署的歷史體驗非常深刻。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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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世界任何地方的「華人」，其實都需要一直面臨該布署產生
的人種差異對比機制，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訂定的生命政治優劣排
序。有趣的是，一切政治分歧都可以成為人種差異相對優劣排序
的依據，甚至連公民權與人權的尺度與行使，都難免被納入社群
對比與排序的指標，就好像是一種生命政治的 KPI(關鍵業績指標)
一般。重點是，幾乎任何一種差異都可能變成特定社群優劣劃分
的依據，更何況是結晶為地理邊界 4。就香港的情況而言，這個邊
界在歷史上的呈現就是所謂「高等華人」的概念，而這個區隔不
但存在於與內地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存在於香港華人社會內部，
讓香港人口長期暴露在生命政治對比架構之中。隨著「中國的崛
起」所帶來的經濟變動，該布署在中國內地不斷擴散，產生日益
多元的指標因素與日益懸殊的優劣劃分，進而與香港既有的排序
結構發生衝撞。需要牢記的是，「華人」「內部」無限擴散的排
序關係，並不是「華人」所屬或專屬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生命
政治──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運作跡象。然而，被賦予「華人」
身分的人口的特點，在於一種特殊「卑屬感」的殖民情結(黃建宏 

2019，40)。例如，「華人」與「白人」這些社會建構即是一些相
輔相成的對照形象，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白人」的定義基本
上就是被允許去幻想一種除外權或免受權(immunity)，就好比相
對於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的生命政治對比架構而言，「白人」的
假定身分如同一種優先名次的保證書，可以隨時隨地免除「自我
證明」的臨檢步驟及其連帶產生的「卑屬感」。然而，「白人」
雖然被允許幻想著名次降格現象在其身上發生是不可能的事，名
次「降格」的風險實際上卻跟「白種」身分需要反覆展演的不穩
定特質綁在一起，導致「白人」一直無法擺脫一種政治焦慮，那
就是淪落為非白人的可能性──例如現代歷史不同時空脈絡下的

4 例如，「以文明程度而論，香港人有資格宣稱自己跟中國人不屬於同一個民族。」(諸
夏文化傳播協會 2018)。類似的觀點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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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愛爾蘭移民、義大利南方人口、北歐人等等社群的現代
歷史經驗。而「華人」作為區域與人種差異布署中的認同對象，
需要反覆「證明」自己的身分及其排行的名次，光是這點就足以
引發並複製「卑屬感」效應。重點是這些富有生命政治含意的實
踐，將身分與一種潛在性的「轉型」搭上連結，不但好像一種區
域就等同一種人種一般，更好像每一個帶有人種－區域烙印的身
體，都需要不斷地投入轉型的宏業，改造其身上的「民族劣根性」，
進而日益接近理想形象的目標。

以上這些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翻譯真正的社會意義。作為一
種意識形態，翻譯的大眾想像常常落為一種「解密」的行動，將
「外語」所代表的「亂碼」轉變成看得懂、聽得懂的本國編碼系
統。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永無止境的轉型過程中，作為一
種具體抽象性的翻譯之實際運作，恰好相反。甚至可以說，翻譯
弔詭地變成了一種加密的技術。根據加勒比地區解殖主義哲學家
雷斯特雷波(Sanín Restrepo 2017)的分析，加密過的對象的特徵在
於彼此間所形成的權力關係。我主張將雷氏的「加密」概念應用
到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批判上，將加密理解成將非連續性轉換成連
續性的動作。也就是說，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特徵就是將社會關係，
尤其是與非連續性因素有關的關係，封圈並納入一個差異的梯度，
就好比那個梯度是一種捕捉器。加密的結果則是規則化的差異梯
度的確立。

隨著非連續性受到壓抑，社會關係就被圈定在一個差異化的梯
度上。這個梯度不但遮蓋了翻譯實踐中的非連續性或無所意味的
體驗，還啟動了一種循環關係，讓那些構成了該梯度的元素顯得
自主而外在於梯度本身。那樣的循環關係可以分為兩個同心圓環，
一個由語言、人口和土地構成，一個則在邊界想要分隔開的兩極
間迴圈。差異化梯度在一個封閉的圓環內起作用：它的預設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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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歷史積累的結果並呈現和投射到過去。然而，由上述操作產生
出來的各個區域性的劃分(民族國家，地區性文明)絕非從過去直
接繼承而來。現代性對時間的重組所造成的裂痕導致時間的連貫
性一同被打亂。那些區域性的劃分，雖然表面上是歷史積累的基
體，可是它們實際上應該被視為直接承受現代性時間裂痕對社會
關係所造成的衝擊的對象。這些區域性劃分作為現代性的對象，
不過是些依賴於當下及投射向未來的實踐創造出的「後設穩定式
對象」(metastable object)。該術語的引進，主要是用來標示出這
些區域對象的不穩定性。用直白的方式表達，民族歸屬的「身分」
絕不是與生俱來、給出的存有，它只能是一種想像的對象。在這
點上，我的論點確實可以納入當代港台民族主義思想的靠山──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
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ections on �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一書所展論的概念。然而，與安德森不同，我認為
想像的問題意識根本不是一種打開人民集體記憶與集體意志的視
野，反而，它強調人民共同體本身不但具有時間裂痕色彩極其強
烈的展演性(performative)、更是一種梯度內的產物。想像中的社
群身分(identity)本質上不可能達成同一(identity)狀態，在這個意
義上，身分(identity)比較像是一種想像的靶心，用公認的形式與
制度去組織各式各樣的社會行動。身分的同一性確認動作，雖然
始終無法達成，但是確實可以變成一種慾望的對象、一種行動的
靶心，而諸如此類的慾望對象確實都可以轉而被納入各種各樣的
制度脈絡，成為制度反覆複製的對象。制度雖然無法有效打造身
分的同一性，但是確實可以不斷激發並獎賞對同一性的追求。正
因此，建立在反覆複製對象的基礎之上的主體，永遠是不穩定的，
不自主的。換言之，想像的共同體作為批判性概念，雖然打開了
邊界的虛構性，讓我們意識到邊界可以隨著新主體的出現而產生
更新，讓一群人自稱為民族並爭取獨立建國的條件，可是它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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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連帶引起了代價頗高的障礙，讓確立展演性梯度的劃界實踐
均被遮掩。

轉型學與西方的意義

經過上文對恰亏巴提的修正與補充，我們終於可以提出一個
初步結論：現代性翻譯體制所牽涉的不僅是狹義的語言，還有廣
義的社會實踐，而作為社會實踐的制度，它就是一種配合資本主
義轉型的治理技術。根據沃克的觀點，翻譯體制與資本主義轉型
是一體兩面：

就像翻譯被再現為一種純粹的交換一般，轉型一直需要被再

現為一種天然的生長，一種從「此」到「彼」的「簡單而毫無內

容可言」的必然躍升（G. Walker 2016，26）。

我們熟悉的世界地圖，其實就是根據翻譯的具體抽象化過程
去劃分「生命世界」的圖式。因為抽象化過程本質上包含了差異
對比的契機，而這個差異對比契機又因為跟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相
關，必然招致意識形態的作用。這種意識形態作用基本上可以視
為一種天然化的效應，讓那些服務於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的社會組
織看起來像是自然的、必然的，而國族形式正是如此自然化的標
準規範。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性翻譯機制與廣義上的現代轉型
學(transitology)，都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承載體，讓一些空間化與人
種化相關的預設均被納入連貫的梯度。

“Transitology”(轉型學)一詞通常專門用來描述蘇聯解體後，
東歐及俄羅斯各國進行民主轉型相關研究的領域。然而，廣義來
說，轉型學一詞透露了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門分際原理的潛在性
預設。只要區域繼續作為學門分際的依據，轉型的預設就揮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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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正因此，任何如同陳偉福所要求那樣的新分析架構，另一必
備的批判對象就是現代轉型學及其支援的各種政治主體。這個任
務的重要性不但來自於香港《基本法》大期限引起的問題，抑或
中國民主轉型的促進所引起的迫切需求，更源自全球欲徹底擺脫
殖民―帝國現代性的解殖呼聲，以及資本主義歷史轉型如何理解
的相關辯論 5。

假設說「現代」是個啟蒙與進步的時代的話，所謂「進步性」
最終建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各種各樣的轉型相伴而生，從而將現
代與之前的時代區別開來。「現代」一詞所意味的轉型不但多元，
而且個個轉型之間的關係都染上了息息相關、連帶相扣的色彩。
於是乎，在典型歐洲中心主義的層面上，一種轉型相關的後設敘
事(metanarrative)就誕生了。根據這個敘事架構，從農業到工、
商業的經濟轉型，或稱工業革命，連帶搭配了另一從君王和封建
家族的統治過渡到資產階級透過法律制度建立公民權代議制的政
治轉型，亦即所謂的民主轉型或民主革命。以上這兩種轉型最終
連帶搭配了一種知識型(epistemic)的轉型高峰，也就是所謂的科
學革命，即對世界的理解從神話－宗教型過渡到科學－理性型。
如此一來，每種轉型匯出另一種，最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轉型相
關的轉喻鏈。有趣的是，每一種轉型都具備代替所有其他轉型的
潛力，而它們作為一個總體則一同構成了一種轉喻式的普世轉型
(metonymical universal transition)。

作為具有論述與實踐兩種面向的綜合體，轉型的假定普世性
質才是所謂現代「普世價值」的實質根據。凡是標榜普世價值的

5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並未能夠有效消化並進而呈現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相關辯論的重點
與歷史，以及這些辯論與學門知識之間的關連，讓我不但感到十分失望，而且還同時
感到難免辜負了讀者正當的期待。有關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的辯論，可以參考 Ashton and 
Philpin(1985)與 Heller(2011)。有關資本主義轉型與主體性生產之間的關連，請參見
Walke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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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背後其實都隱藏著關於轉型的預設。從上述阮李巍對恰亏巴
提批評的角度來看，轉型真正的普世性質並不在於假冒普遍的特
殊性因素，而在於資本主義是個永續的佔奪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資本不斷利用任何外部性差異因素去充當捕捉價值的利器。從歷
史的角度來看，普世轉型確實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烙印，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那樣一個作為獨立區域的歐洲之形成，不但
隱藏了其他文明不被承認的參與與貢獻，還遮蔽了作為世界組成
元素的「區域」本身的誕生。也就是說，世界版圖的成立及其劃
分都是資本主義轉型必備的條件。同時統一並劃分的製圖技術將
線性、均質性時間觀與連貫疆域的空間技術綁定在一起，產生一
個連續性梯度的區域布署(an apparatus of area within a gradient of 
continuity)。這些區域──民族國家與文明體，表似為歷史繼承的
建構，卻偷偷隱藏著反歷史的契機，它們都需要反覆展演其本身
永不穩定的邊界。對於一個借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運動
逐漸開始將自身變成單一球狀體的「全球」世界來說，從前現代
到現代的「普世轉型」這一觀念，恰好提供了具有廣泛適用性的
敘述範本，其真正的用意在於確保區域布署呈現自然的面貌。

就其核心而言，普世轉型是一種將國族形式(亦即統一世界當
中的劃分單位)與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的後設敘事。在殖民―帝國現
代性的兩極化、等級化組織背景中，這種由邊界管理所產生的狀
態主要包括兩組關係。第一組是主權民族國家間的關係；第二組
是所謂文明間的關係，或借用霍爾(Stuart Hall)的著名說法，「西
方與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間的關係。在這兩組關係中，邊
界的社會功能均在於組織和調動殖民―帝國現代性基礎性的二元
對立並服務於資本主義的積累機制。就後者來討論，人們對「西
方與其他」的認知通常建基於一個錯覺，把西方與西方之外的世
界之間的關係看作是一種牽涉地理性邊界的問題。在此我們必須
強調，「西方與其他」的關係所意味的邊界，本質上與空間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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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格局，不但可以移動 (例如從西歐移到北美，
再移到上海)，只要是經歷過殖民－帝國現代性微型政治的重組過
程，就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的社會關係中出現。確切說來，「西
方」與「其他世界」之間易於再現的地理想像邊界就被拿來壓制
真實的、富有展演性的社會關係(performative relationship)。有關
這個部分的問題，可以參考加拿大日本研究學者蓋文 ˙沃克(Gavin 
Walker)的解釋：

讓我們試著給這個詞一個簡明的定義，或至少對它所佔據的多

少有點難以定義的空間做一點澄清。因為「西方」無法在製圖學

的意義上嚴格定位，也無法在嚴整的分類學意義上去描繪，所以

它正是「（一種）操作的結果之一，使得真正的連貫性（coherence）
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反而產生易於分類的連貫性」（Sakai 2005b，
183）。此處的「西方」自身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類型，而根據這個

類型我們才可以將異質性的相遇或次第加以計算和典型化，就好

像彼此的相遇是兩個穩定且實存的實體、位置或空間之間直接互

動。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將真實的社會關係組織起來的抽象性。

我們或許會馬上認出，原屬不可能的社會連貫性終究順利被生產

一事，正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形式的核心洞見之一：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身體自身無法被商品化（像在奴隸社

會中那樣），而只能是「勞動力」（Arbeitskra�）的生產場所。

這個無法被資本當成商品生產出來的元素，卻可以被資本當成商

品順暢地流通。流通過程中看似不過是個理論侷限的東西，在生

產過程中則作為歷史邊境（historical boundary）起作用。這樣一來，

人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被稱為勞動力這個不在場的潛力的各種

買賣關係，就開始被當做一種結晶為具體而固定的關係，一種被

迫變為物質性存在而開始於社會中流通的東西，儘管它無法被直

接生產出來。（G. Walker 201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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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諸多邊界在過去一個世紀不斷發生劇烈變動，「西
方」確實無法被理解成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或是確定的地緣文化
實體。作為殖民－帝國現代性區域的樣板，「西方」所命名的，
不是一個區域，而是一種關係的抽象形式，正如資本所命名的不
是一種東西(例如，金錢)，而是一種包含著剝削的社會關係。就效
果面而言，作為抽象物或者社會幻象的「西方」，其實是一種有
助於勞動力商品化的主體性生產技術。作為一種抽象化的社會關
係，「西方」啟動了區域布署，凡是領土都必須納入其內。在區
域布署的統識之下，邊界是一種有利於資本積累的主體技術。有
了邊界就有與資本主義轉型相對應的差異性主體性。

在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體系裡，包括分離的權益在內的
民族自決權與邊境不可侵犯的自主權之間無法化約的矛盾，其實
就是各種極其暴力的生命權力叢生的溫床。沃克給我們的啟發，
就是轉型與翻譯必須納入同一個脈絡去思考。「國族的問題往往
牽涉一群特定的歷史議題，也就是說，往往與轉型的問題相關」(G. 
Walker 2016，70)。國族一般的形式作為世界版圖生命政治劃分的
範本，一方面是現代性翻譯體制的結晶，一方面是資本主義轉型
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蒙受這個論點的啟發，我們要提的問題不
再是「這個落後的國家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成功轉型成為先進的民
主國家？」，而是「什麼樣的轉型實踐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生命政
治的劃分製圖學與翻譯體制？」誠如沃克指出那樣，「轉型與翻
譯每每複現，都是打開新的政治格局的潛在契機」(G. Walker 2016 

194)。因此，沃克建議我們從方法論的層次開始去堅決破除國族
形式的給出性質，並將之視為一種政治範疇，也就是一種在構成
過程上滲透著政治關係(支配與剝削)的建構。想要破除「國族形
式的給出性質」的話，單單指出「國族」是一種「歷史建構」或「想
像的共同體」是不夠的，而是需要從劃界實踐與資本的關連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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